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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马伟波１， 杨　 帆２， 王　 楠１， 赵立君１， 谭　 琨３， 张孝飞１①， 张龙江１， 李海东１ 　 （１􀆰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２􀆰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０４； ３􀆰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 城市生态福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探索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ＥＳＶ）驱动效应对于提升城市生态福祉

和人居环境健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２７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森林

（ＲＦ）和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方法探究人为活动和自然条件 ２ 个方面 １０ 项指标对 ＥＳＶ 的驱动特征及驱动路径演

化特征。 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总体 ＥＳＶ 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体现出重点湖泊、
湿地和水系 ＥＳＶ 最高，南部丘陵次之，北部农田再次之，都市群建成区最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２）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呈较强的空间聚集模式，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扬州、泰州和盐城市接壤地区，盐城和南通市滨海湿地，常州、无
锡、苏州和湖州市接壤地区以及南京和马鞍山市接壤地区 ＥＳＶ 上升热点效应非常显著。 （３）长三角城市群地区水

域面积对 ＥＳＶ 驱动影响的重要程度高于其他影响因素；ＳＥＭ 分析结果显示，驱动因素通过直接间接方式对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ＥＳＶ 以及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ＥＳＶ 变化的解释程度总体上分别为 ８５％、８４％、８３％和 ７２％。 长三角 ＥＳＶ 空

间聚集冷热点演变过程从侧面反映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演变过程；水域面积对 ＥＳＶ 的直接驱动效果非常显著；
林地面积除对 ＥＳＶ 的直接驱动外，对 ＥＳＶ 的间接驱动也是重要路径。 建议综合考虑各项指标的直接和间接因果

驱动效应，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关键词：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驱动机制； 结构方程模型； 城市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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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ＥＳ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ｄｒｉｖｅｓ ＥＳＶ ｉｎ ａ ｖｅ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ｗａ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
ｒｅｃｔ ｗａ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ｄｒｉｖｅｓ ＥＳＶ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ｔｈ．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
ｒｅｃ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ＳＶ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ａ

　 　 生态系统服务代表了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

的利益［１－２］，通过其生态特征、功能、过程、产品直接

或间接促进人类福祉［３］。 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４］，由于快速工业化和经济扩

张，城市生态服务供需严重失衡［５］，潜在生态风险

不断增加，城市生态福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城市

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复杂关系［６－８］，通过核

算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ＥＳＶ），剖析 ＥＳＶ 空间特征可提升对城市生态系统

服务的认识［９－１１］，但这对解决更深层次的城市生态

问题仍然缺乏有效支撑［１２－１４］。 因此，探索城市群

ＥＳＶ 驱动效应对于更好理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

空间模式、过程和机制是有必要的［１５－１７］，也对于提

升城市群尺度生态福祉和人居环境健康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１８－１９］。
ＥＳＶ 受到生态系统内部和外部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 其中，自然因素来自生态系统内部，对 ＥＳＶ
有最直接的影响。 研究发现，气候通过调节地表水

热条件进而影响植被生长［２０］，生物生长和栖息地的

空间特征演变对 ＥＳＶ 也至关重要［２１－２３］，地形可以影

响土壤保持力、供水能力和作物产量等多种生态系

统服务［２４］。 同时，随着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

和破坏，人为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１５］。 研究证实，
土地利用变化反映了人类的资源足迹［２５－２６］，是人类

影响生态系统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也是 ＥＳＶ 变化的

关键影响因素；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

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 ＥＳＶ 也均有影响［１５，２３］。 然

而，现有研究对驱动因素的认识还不全面，对驱动

关系的讨论并不深入。 在驱动方法研究方面，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能够确定变量间的相关性，但不能

指明变量间的明确因果方向；传统回归分析方法不

能厘清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以至于无法精确测

度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重要性。 因此，目前的研

究尚不能阐明 ＥＳＶ 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各影响因素对 ＥＳＶ 的直接或间接效应并没有在

统一框架下进行定量测度，这种直接或间接效应的

演变特征鲜有被深入探讨。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ＹＲＤＵＡ）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城市

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密集的经济发展和快

速城市扩张对区域生态福祉获益直接或间接地构

成了威胁。 基于此，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为研

究对象，基于修订当量价值系数和土地利用等数据

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地区 ＥＳＶ 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

随机森林（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Ｆ）和结构方程模型（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方法探究人为活动和自然

变化对 ＥＳＶ 的驱动特征及驱动路径，以期为城市群

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福祉提升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区，位
于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根据《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２７］，包括：上海，江苏省的

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和泰

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
华、舟山和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
陵、安庆、滁州、池州和宣城 ２７ 个中心城市（图 １），
陆域土地利用面积为 ２２􀆰 ２４ 万 ｋｍ２。
１􀆰 ２　 数据来源

１􀆰 ２􀆰 １　 ＥＳＶ 核算数据

采用当量因子法核算 ＥＳＶ 时，需结合研究区土

地利用、社会经济、农作物产值和生态指标对模型

参数进行修订。 采用净初级生产力 （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ＰＰ）数据（ＭＯＤ１７Ａ３Ｈ）和降水数据

（ｈｔｔｐｓ：∥ ｃｒｕｄａｔａ． ｕｅａ． ａｃ． ｕｋ ／ ｃｒｕ ／ ｄａｔａ ／ ｈｒｇ ／ ｃｒｕ ＿ ｔｓ ＿
４􀆰 ０４ ／ ）对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进行

修正。 粮食产值、播种面积主要来源于上海市、江



　 第 １１ 期 　 马伟波等：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１３６７　 ·

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统计年鉴。 长三角城市群陆

域土地利用数据（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ｏｍ）
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耕地、林
地和湿地面积持续下降，而水体和人造地表面积逐

步上升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趋势（表 １）。
１􀆰 ２􀆰 ２　 ＥＳＶ 驱动数据

为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地区 ＥＳＶ 驱动效应，选择

人为活动和自然条件 ２ 个方面 １０ 项具体指标作为

解释变量（表 ２）。 人为活动驱动类型包括人口密

度、夜间灯光、土地利用结构和 ＰＭ２􀆰 ５ 浓度，自然条

件包括高程、坡度、归一化植被指数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ＶＩ）、降水、温度和河

网密度。 夜间灯光被视为反映城市扩张和电力消

耗影响的指标，是衡量人类经济活动的有效变量，
其能较好地捕捉城市、城镇和工业场所亮度以及城

市交通和住宅的扩展特征；研究［２８］ 表明夜间灯光指

标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测度指标，笔者采用夜间

灯光指标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对 ＥＳＶ 的驱动效应。
同时，长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处于我国东部平原地

区，降水充沛，河网密集，传统的土地利用数据由于

空间分辨率及地图综合，容易丢失河网密度信息。
而河网密度在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补充的同时，其
对湿地保护也至关重要，因此笔者将其纳入 ＥＳＶ 的

驱动分析。 研究［１５］ 发现，空气环境质量与 ＥＳＶ 存

在驱动关系，而长三角城市群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存在

一定程度大气颗粒物污染，因此将 ＰＭ２􀆰 ５选为驱动

因素。 同时，由于快速城市化导致土地利用结构剧

烈变化，生态用地是驱动 ＥＳＶ 演变的重要影响因

素［１５］，因此，将土地利用中的耕地、林地和水域面积

等生态用地纳入分析范围。 人口密度、高程、坡度、
降水和地表温度均为常规驱动因素。 所有数据统

一为 ＷＧＳ＿１９８４＿ＵＴＭ 投影系统，采用渔网方式严格

对齐空间格网并提取驱动因素特征值。

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２）４７３９ 号

图 １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表 １　 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年份
面积 ／ 万 ｋｍ２

耕地 林地 草地 灌木地 湿地 水体 人造地表 裸地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２􀆰 １４ ６􀆰 ２３ ０􀆰 ５９ ０􀆰 ０２ ０􀆰 １８ １􀆰 ７７ １􀆰 ３０ ０􀆰 ００ ２２􀆰 ２４
２０１０ １１􀆰 ６０ ６􀆰 ２０ ０􀆰 ６１ ０􀆰 ０２ ０􀆰 １３ １􀆰 ７８ １􀆰 ９１ ０􀆰 ００ ２２􀆰 ２４
２０２０ １０􀆰 ４２ ６􀆰 １７ ０􀆰 ６０ ０􀆰 ０２ ０􀆰 １１ １􀆰 ９６ ２􀆰 ９５ ０􀆰 ００ ２２􀆰 ２４

表 ２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驱动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类型 指标表征 ／ 单位 精度 数据来源

人为活动 人口密度 ／ （万人·ｋｍ－２） １ ｋｍ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ｏｒｇ ／
夜间灯光 ／ （Ｗ·ｃｍ－２·ｓｒ－１） １ ｋｍ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ｘｈｔｍｌ？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ｄ ＝ ｄｏｉ：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ＹＧＩＶＣＤ
土地利用结构（耕地、林地和水域面积） ／ ｍ２ ３０ ｍ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ｏｍ
ＰＭ２􀆰 ５浓度 ／ （μｇ·ｍ－３） １ ｋｍ ｈｔｔｐｓ：∥ｍｏｄｉ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ｐｒｏｄ ／ ｍｏｄ１３．ｐｈｐ

自然条件 高程 ／ ｍ ３０ ｍ ｈｔｔｐ：∥ｓｒｔｍ．ｃｓｉ．ｃｇｉａｒ．ｏｒｇ ／ ｓｒｔｍｄａｔａ ／
坡度 ／ （ °） ３０ ｍ ｈｔｔｐ：∥ｓｒｔｍ．ｃｓｉ．ｃｇｉａｒ．ｏｒｇ ／ ｓｒｔｍｄａｔａ ／
河网密度 ／ （ｋｍ·ｋｍ－２） １ ∶ １０ ０００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５００ ｍ ｈｔｔｐｓ：∥ｍｏｄｉ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ｐｒｏｄ ／ ｍｏｄ１３．ｐｈｐ
降水 ／ ｍｍ １ ｋｍ 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地表温度 ／ ℃ １ ｋｍ 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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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ＥＳＶ 核算与系数修订

采用当量因子法［１，２９］ 对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进

行估算，当量因子法适合大区域尺度的 ＥＳＶ 核算，
其计算过程为

ＶＥＳ ＝ ∑
ｎ

ｊ ＝ １
∑

ｎ

ｉ ＝ １
Ａｉ·Ｅ ｉ，ｊ 。 （１）

式（１）中，ＶＥＳ为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元·ａ－１； Ｅ ｉ，ｊ

为第 ｉ 种生态系统类型第 ｊ 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

数，元·ｈｍ－２·ａ－１； Ａｉ 为第 ｉ 种生态系统类型面积，
ｈｍ２。 同时，采用地区农作物产值面积、ＮＰＰ 和降水

数据修订价值系数［３０］。 无人力投资的自然生态系

统输出价值为农田食物生产服务单价的 １ ／ ７，因此

修订标准当量因子公式为

Ｅ ＝ １
７
· Ｔ

Ｘ
。 （２）

式（２）中， Ｅ 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元·
ｈｍ－２； Ｔ 为研究区粮食总价值，元； Ｘ 为研究区粮食

播种面积，ｈｍ２。 进一步依据条件因子法利用 ＮＰＰ

和降水数据对部分价值系数进行修订，计算公式为

λ ＝ Ｂ ／ Ｂ０ ， （３）
Ｅ ｊ ＝ λ·Ｅ０ｊ 。 （４）

式（３） ～ （４）中， λ 为生态系统服务当量的区域修正

系数； Ｂ０ 为全国平均 ＮＰＰ 数值； Ｂ 为长三角城市群

逐像元 ＮＰＰ，ｇ·ｍ－２·ａ－１； Ｅ ｊ 为第 ｊ 类生态系统经

过区域修正后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 Ｅ０ｊ 为第 ｊ
类生态系统全国平均生态系统服务当量，元·ａ－１；
ｊ＝ １，２，…，８，依次为食物生产、原料生产、气体调

节、气候调节、净化环境、维持养分循环、维持生物

多样性和提供美学景观服务。 在利用 ＮＰＰ 对 ８ 种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进行逐像元修订的基础上，
再通过降水产品数据对水资源供给和水文调节服

务价值当量继续进行修订。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

地区农作物种植面积为 １ ０４７􀆰 ２４ 万 ｈｍ２，对应总产

值为３ ４６５􀆰 ９３ 亿元，则得到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经

济价值为 ４ ７２７􀆰 ９６ 元·ｈｍ－２。 通过统计得到研究

区不同土地利用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当量（表 ３）。

表 ３　 长三角城市群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ＳＶ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当量 ／ （元·ｍ－２·ａ－１）

水田 阔叶林 灌草丛 灌木 湿地 水域 裸地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７７２􀆰 ９１ １７６􀆰 １８ ２１５􀆰 ９６ １０７􀆰 ９８ ２８９􀆰 ８４ ４５４􀆰 ６６ ０􀆰 ００
原料生产 ５１􀆰 １５ ４０３􀆰 ５１ ３１８􀆰 ２６ ２４４􀆰 ３８ ２８４􀆰 １６ １３０􀆰 ７１ ０􀆰 ００
水资源供给 －２ ２３８􀆰 ２２ ３１４􀆰 ８８ ２６３􀆰 ８２ １８７􀆰 ２３ ２ ２０４􀆰 １７ ７ ０５５􀆰 ０６ ０􀆰 ００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６３０􀆰 ８３ １ ３３５􀆰 ５５ １ １１９􀆰 ５９ ８０１􀆰 ３３ １ ０７９􀆰 ８１ ４３７􀆰 ６１ １１􀆰 ３７
气候调节 ３２３􀆰 ９４ ３ ９９５􀆰 ２９ ２ ９６０􀆰 ９５ ２ ４０３􀆰 ９９ ２ ０４５􀆰 ９５ １ ３０１􀆰 ４５ ０􀆰 ００
净化环境 ９６􀆰 ６１ １ １３０􀆰 ９６ ９７７􀆰 ５１ ７２７􀆰 ４５ ２ ０４５􀆰 ９５ ３ １５４􀆰 １７ ５６􀆰 ８３
水文调节 ２ ３１４􀆰 ８１ ２ ９８７􀆰 １３ ３ ２５０􀆰 ９５ ２ ８５０􀆰 ９６ ２０ ６２０􀆰 ５２ ８７ ００９􀆰 ５９ ２５􀆰 ５３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４􀆰 ２６ １ ２１６􀆰 ９８ １ ０２１􀆰 ２４ ７３１􀆰 ８９ ９８２􀆰 ９４ ３９５􀆰 ７３ ８􀆰 ５１
维持养分循环 １０７􀆰 ９８ １２５􀆰 ０３ １０２􀆰 ３０ ７３􀆰 ８８ １０２􀆰 ３０ ３９􀆰 ７８ ０􀆰 ００
维持生物多样性 １１９􀆰 ３５ １ ４７７􀆰 ６３ １ ２３８􀆰 ９４ ８９２􀆰 ２６ ４ ４７２􀆰 ６８ １ ４４９􀆰 ２２ １１􀆰 ３７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５１􀆰 １５ ６４７􀆰 ８８ ５４５􀆰 ５９ ３９２􀆰 １４ ２ ６８８􀆰 １５ １ ０７４􀆰 １２ ５􀆰 ６８

　 　 　 　 　 合计 ２ ２３４􀆰 ７８ １３ ８１１􀆰 ０１ １２ ０１５􀆰 ０９ ９ ４１３􀆰 ４９ ３６ ８１６􀆰 ４８ １０２ ５０２􀆰 １１ １１９􀆰 ２９

１􀆰 ３􀆰 ２　 随机森林

ＲＦ 是一种集成学习方法［３１］，能用于充分探测

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贡献程度［３２］。 训练一个 ＲＦ 的

本质是训练多个分类与回归树（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 ＣＡＲＴ）。 ＣＡＲＴ 是一个二叉树模型，
其核心是切割变量和切割点的选择［３２］。 在 ＲＦ 中，
单棵 ＣＡＲＴ 首先遍历一部分变量和变量数据，然后

根据切割后节点的不纯度，确定最佳切割变量和切

割点，综合所有树的结果得到最终模型。 选择 ＲＦ
回归方法，节点不纯度的计算公式为

Ｇ（ｘ，ｙ） ＝ １
Ｎｓ

é

ë
ê
ê ∑ ｙｉ∈Ｘｌｅｆｔ

（ ｙｉ － 􀭰ｙｌｅｆｔ） ２ ＋

∑ ｙｉ∈Ｘｒｉｇｈｔ
（ｙｉ － 􀭰ｙｒｉｇｈｔ） ２ ù

û
ú
ú 。 （５）

式（５）中， ｘ 为一个分切变量； ｙ 为 ｘ 的分切值； Ｎｓ

为所有训练样本的数量； Ｘｌｅｆｔ 为由ｙｉ（ｙｉ ＜ ｙ） 组成的

数据集；Ｘｒｉｇｈｔ 为由ｙｉ（ ｙｉ ＞ ｙ） 组成的数据集；􀭰ｙｌｅｆｔ 和

􀭰ｙｒｉｇｈｔ 分别为 Ｘｌｅｆｔ 和 Ｘｒｉｇｈｔ 的平均值。
同时， ＲＦ 通 过 袋 外 误 差 （ ｏｕｔ⁃ｏｆ⁃ｂａｇ ｅｒｒｏｒ，

ＯＯＢ）样本来估计变量的重要性，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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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ａｒｉ） ＝
∑

ｎ

ｊ ＝ １
（Ｅ ｉｊ１ － Ｅ ｉｊ２）

ｎ
。 （６）

式（６）中， Ｉ（ ｖａｒｉ ）为变量 ｉ 的重要性； Ｅ ｉｊ１ 为根据

ＣＡＲＴ ｊ中变量 ｉ 出袋数据计算的误差； Ｅ ｉｊ２ 为根据

ＣＡＲＴ ｊ中变量 ｉ 出袋数据加上噪声干扰计算的误差；
ｎ 为 ＣＡＲＴ 数量。 １０ 项驱动因素对 ＥＳＶ 响应的解

释程度采用 ＲＦ 方法进行建模，方差 ｖａｒ 解释程度为

ＲＦ 模型的解释能力，最大为 １００％；采用 Ｉ（ｖａｒｉ） 测

度各驱动因素对 ＥＳＶ 的相对重要性。
１􀆰 ３􀆰 ３　 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 与回归分析的重要区别是在 ＳＥＭ 中，某个

响应变量（回归分析中也叫因变量）还可以作为其

他响应变量的预测变量（自变量）。 换言之，ＳＥＭ 包

含了多个变量之间直接和间接的因果关系，并通过

图示中的箭头 （路径） 方向展示所有的因果关

系［３３－３５］。 与传统的基于方差－协方差的 ＳＥＭ 相比，
分段 ＳＥＭ［３３－３５］具备以下 ３ 个优点：（１）将多个独立

线性模型组合成一个单一的因果网络；（２） 使用

Ｓｈｉｐｌｅｙ 分离检验来检验模型中是否缺少任何路径；
（３）使用 Ａｋａｉｋｅ 信息准则（ＡＩＣ）来比较嵌套模型。

采用分段 ＳＥＭ 研究 １０ 项指标对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的驱动路径，同时也考虑以林地面积和 ＮＤＶＩ
为中间路径间接驱动 ＥＳＶ 的情形。 分别采用线性

模型和拟合分组模型，对驱动因素的驱动路径进行

标准化处理，最终采用 Ｓｈｉｐｌｅｙ 分离检验评估分段

ＳＥＭ 的整体拟合解释度。 采用 Ｒ ４􀆰 １􀆰 ２ 软件 ｐｉｅｃｅ⁃
ｗｉｓｅＳＥＭ 工具实现分段 ＳＥＭ。 参考前人研究［３６－３７］，
采用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 Ｐ⁃ｖａｌｕｅ、Ｆｉｓｈｅｒ′ ｓ Ｃ、
Ｆｉｓｈｅｒ′ｓ Ｃ ／ Ｐ⁃ｖａｌｕｅ、ＡＩＣ 和 Ｒ２作为模型检验指标，其
中，Ｆｉｓｈｅｒ′ｓ Ｃ 检验值低于显著水平（Ｐ＜０􀆰 ０５）表明

模型假设与数据不一致，应予以拒绝。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时空特征

２􀆰 １􀆰 １　 时空变化

由表 ４ 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４ ５０８􀆰 ５３ 亿元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４ ２８５􀆰 ５７ 亿元，
再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５ ２１７􀆰 ３４ 亿元，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ＥＳＶ 整体增加 ７０８􀆰 ８１ 亿元，增幅为 ２􀆰 ８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食物生产、原料生产、气体调节、气
候调节、维持生物多样性、维持养分循环和美学景

观类型生态服务价值均呈现下降趋势，而水资源供

给呈减少损失趋势，水文调节呈上升趋势，这主要

是由于耕地和林地面积下降而水域面积上升驱动

所致（表 １）。 具体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水文调节

服务价值下降 １２０􀆰 ５２ 亿元，而水资源供给服务价值

上升 ７５􀆰 ８１ 亿元。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水文调节和水资

源供给服务价值增加 １ ０９６􀆰 ２ 亿元，是整体 ＥＳＶ 提

升的主要贡献者。

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ＥＳＶ）变化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Ｓ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ＥＳＶ ／ 亿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ＥＳＶ 变化 ／ 亿元 变幅 ／ ％ ＥＳＶ 变化 ／ 亿元 变幅 ／ ％ ＥＳＶ 变化 ／ 亿元 变幅 ／ ％
食物生产 １ １３７􀆰 ６７ １ ０９５􀆰 ２２ １ ０１１􀆰 ７７ －４２􀆰 ４５ １９􀆰 ０４ －８３􀆰 ４５ －８􀆰 ９６ －１２５􀆰 ９１ －１７􀆰 ７６
原料生产 ３５７􀆰 ９６ ３５３􀆰 ６８ ３４８􀆰 １６ －４􀆰 ２８ １􀆰 ９２ －５􀆰 ５３ －０􀆰 ５９ －９􀆰 ８０ －１􀆰 ３８
水资源供给 －８０５􀆰 ９９ －７３０􀆰 １９ －４７３􀆰 ５１ ７５􀆰 ８１ －３４􀆰 ００ ２５６􀆰 ６８ ２７􀆰 ５５ ３３２􀆰 ４９ ４６􀆰 ９１
气体调节 １ ７４７􀆰 ７９ １ ７０８􀆰 ５６ １ ６３５􀆰 ９６ －３９􀆰 ２４ １７􀆰 ６０ －７２􀆰 ６０ －７􀆰 ７９ －１１１􀆰 ８４ －１５􀆰 ７８
气候调节 ３ ３０１􀆰 ８３ ３ ２７１􀆰 ４４ ３ ２４０􀆰 １９ －３０􀆰 ４０ １３􀆰 ６３ －３１􀆰 ２４ －３􀆰 ３５ －６１􀆰 ６４ －８􀆰 ７０
净化环境 １ ４６３􀆰 ６７ １ ４５０􀆰 ６７ １ ４８８􀆰 ４７ －１２􀆰 ９９ ５􀆰 ８３ ３７􀆰 ８０ ４􀆰 ０６ ２４􀆰 ８０ ３􀆰 ５０
水文调节 １３ ６８４􀆰 ６３ １３ ５６４􀆰 １１ １４ ４０３􀆰 ６４ －１２０􀆰 ５２ ５４􀆰 ０５ ８３９􀆰 ５２ ９０􀆰 １０ ７１９􀆰 ０１ １０１􀆰 ４４
土壤保持 １ ２０８􀆰 ４８ １ ２０１􀆰 ６３ １ ２０２􀆰 ３７ －６􀆰 ８５ ３􀆰 ０７ ０􀆰 ７４ ０􀆰 ０８ －６􀆰 １１ －０􀆰 ８６
维持养分循环 ２２２􀆰 ２２ ２１５􀆰 ９１ ２０３􀆰 ３７ －６􀆰 ３１ ２􀆰 ８３ －１２􀆰 ５４ －１􀆰 ３５ －１８􀆰 ８５ －２􀆰 ６６
维持生物多样性 １ ４６１􀆰 ４１ １ ４３８􀆰 １７ １ ４３５􀆰 ３８ －２３􀆰 ２４ １０􀆰 ４２ －２􀆰 ７９ －０􀆰 ３０ －２６􀆰 ０３ －３􀆰 ６７
美学景观 ７２８􀆰 ８６ ７１６􀆰 ３７ ７２１􀆰 ５６ －１２􀆰 ４９ ５􀆰 ６０ ５􀆰 １９ ０􀆰 ５６ －７􀆰 ３０ －１􀆰 ０３

合计 ２４ ５０８􀆰 ５３ ２４ ２８５􀆰 ５７ ２５ ２１７􀆰 ３４ －２２２􀆰 ９６ １００􀆰 ００ ９３１􀆰 ７７ １００􀆰 ００ ７０８􀆰 ８１ １００􀆰 ００

　 　 从空间变化（图 ２）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形成重

点湖泊、湿地和水系地区 ＥＳＶ 最高，南部丘陵地区

ＥＳＶ 次之，北部农田地区 ＥＳＶ 再次之，都市群建成

区 ＥＳＶ 最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由图 ２ 可知，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合肥市巢湖北部、杭州市东部、盐城市北部、
苏州市东部和北部、无锡市北部、常州市、扬州市、
南京市、宁波市和金华市均出现 ＥＳＶ 下降趋势。 泰

州市、扬州市北部和南通滨海湿地 ＥＳＶ 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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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城区 ＥＳＶ 呈集聚态势发展，离散化程度有所

降低，ＥＳＶ 有所增强；太湖、巢湖、高邮湖、石臼湖、
滆湖和长江干流水系以及滨海湿地等地区 ＥＳＶ 呈

稳定发展态势。

图 ２　 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时空变化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ＳＶ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２􀆰 １􀆰 ２　 空间异质性

由图 ３ 可知，长三角城市群在不同空间分辨率

尺度下 ＥＳＶ 空间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大于 ０􀆰 ４５，Ｚ 得

分大于 １􀆰 ９６（均通过 １％显著性检验），表明长三角

城市群 ＥＳＶ 有较强的空间聚集模式。 具体来看，在
１ 和 ５ ｋｍ 空间分辨率下，ＥＳＶ 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和 Ｚ
得分测度接近，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平均值

分别为 ０􀆰 ８３ 和 ０􀆰 ７８，Ｚ 得分平均值分别为 ５５３􀆰 ２３
和 ５４１􀆰 ７６，均高于其他空间分辨率，表明 １ 和 ５ ｋｍ
是 ＥＳＶ 空间异质性表现最为强烈的空间尺度。 同

时发现，在不同空间分辨率尺度下，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 ＥＳＶ 空间异质性强度呈微弱下降趋势，这表

明长三角城市群地区 ＥＳＶ 的空间离散性特征随城

市化剧烈演变而逐渐增强，生态空间格局呈破碎化

和离散化。

图 ３　 不同空间分辨率下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空间异质性

Ｆｉｇ􀆰 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Ｖ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２􀆰 １􀆰 ３　 冷热点分析

综合空间异质性表达能力和计算工作量，确定

５ ｋｍ 分辨率作为研究区 ＥＳＶ 驱动分析的空间单元。
由图 ４ 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安庆市南部、池州市北

部、南通市与上海市接壤地区、苏州市与无锡和上

海市接壤地区、杭州市与湖州和嘉兴市接壤地区以

及舟山市出现空间冷点，表明这些地区 ＥＳＶ 下降呈

现出空间聚集效应；而常州、无锡和苏州市南部地

区，南京、马鞍山、芜湖和宣城市接壤地区，铜陵、池
州、安庆、泰州北部、滁州和合肥市接壤地区，宁波、
台州和温州市滨海地区出现空间热点，表明这些地

区 ＥＳＶ 上升呈现出空间聚集效应。 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相比，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图 ４）扬州、泰州和盐城市

接壤地区，盐城和南通市滨海湿地 ＥＳＶ 上升空间聚

集效应呈扩大趋势；而宁波、台州和温州市滨海地

区，滁州和合肥市接壤地区，南京、马鞍山、芜湖和

宣城市接壤地区则由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的空间热点转

换为空间冷点，杭州市与湖州和嘉兴市接壤地区、
南通市与上海市接壤地区由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的空间

冷点转换为空间热点，这表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这些地

区 ＥＳＶ 变化呈现剧烈波动。 整体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扬州、泰州和盐城市接壤地区，盐城和南通市滨

海湿地，常州、无锡、苏州和湖州市接壤地区，南京

和马鞍山市接壤地区 ＥＳＶ 上升热点效应非常显著，
而上海、苏州、南通、无锡、镇江和南京 ６ 个城市以及

合肥、芜湖和铜陵 ３ 个城市建成区 ＥＳＶ 下降冷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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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非常显著，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上升和下降的空间 聚集效应均非常显著。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变化冷热点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ＥＳＶ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 ２　 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驱动因素

２􀆰 ２􀆰 １　 相关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图 ５）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土地利用结构对 ＥＳＶ 的相关性整体较高，水体面积

与 ＥＳＶ 的相关性稳定在 ０􀆰 ８，林地面积则从 ０􀆰 ５ 下

降到 ０􀆰 ３，耕地面积从－ ０􀆰 ９ 变化到－ ０􀆰 ８，ＰＭ２􀆰 ５ 从

－０􀆰 ７ 变化到－０􀆰 ８。 由于长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地区

是平原，因此地形因子与 ＥＳＶ 相关性极低。 河网密

度与 ＥＳＶ 的相关性在－ ０􀆰 ５ ～ － ０􀆰 ４ 之间波动。 降

水、人口密度、ＮＤＶＩ 和夜间灯光与 ＥＳＶ 的相关性不

高。 此外，耕地面积与林地和水域面积呈显著负相

关，而耕地面积与河网密度和 ＰＭ２􀆰 ５呈显著正相关；
温度与降水和 ＮＤＶＩ 呈显著正相关；夜间灯光与人

口密度呈现一定程度正相关。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与驱动因素相关性

Ｆｉｇ􀆰 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ＳＶ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 ２􀆰 ２　 重要性分析

表 ５ 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ＲＦ 模型的方

差解释度分别为 ９１􀆰 ５３％、９１􀆰 ８３％和 ８９􀆰 ９７％，均超

过 ８９％，这表明 ＲＦ 模型通过驱动因素可以实现对

ＥＳＶ 较强的解释，因此可基于该模型对驱动因素变

量重要性进行测度。

表 ５　 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随机森林模型精度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Ｖ 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ＹＲ⁃
ＤＵＡ

年份 ｖａｒ 解释程度 ／ ％ 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 １０１２

２０００ ９１􀆰 ５３ １􀆰 ０５
２０１０ ９１􀆰 ８３ １􀆰 １８
２０２０ ８９􀆰 ９７ １􀆰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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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６ 可知，水域面积、林地面积、耕地面积、
ＰＭ２􀆰 ５和河网密度是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重要驱动因素，且水域面积重要程度远远高于

其他影响因素，平均值达到 １ ７８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水域面积、林地面积、ＰＭ２􀆰 ５和河

网密度重要性均呈上升趋势，耕地影响因素重要性

呈微弱下降趋势。 高程、坡度、降水、人口密度、夜
间灯光、温度和 ＮＤＶＩ 等影响因素重要性较低，且无

明显变化趋势。
２􀆰 ２􀆰 ３　 驱动路径

由 ＳＥＭ 分析结果（表 ６）可知，所有年份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 和 Ｆｉｓｈｅｒ′ｓ Ｃ 检验的 Ｐ－ｖａｌｕｅ 均大于 ０􀆰 ０５，表
明因果关系假设通过检验，ＳＥＭ 模型可信度高。 由

图 ７ 可知，总体来看，ＳＥＭ 模型评价结果显示，水域

面积、林地面积、耕地面积、河网密度、ＰＭ２􀆰 ５和人口

密度等驱动因素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 ＥＳＶ 以及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ＥＳＶ 变化的解释程度分别为 ８５％、

８４％、８３％和 ７２％，表明 ＳＥＭ 模型精度和解释能力

较高。
由图 ７ 可知，２０００ 年水域面积、林地面积和

ＰＭ２􀆰 ５对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有直接正向驱动效应

〔标准化路径系数（β）分别为 ０􀆰 ７９、０􀆰 ４３ 和 ０􀆰 ０５〕，
耕地面积、河网密度、夜间灯光和人口密度则为直

接负向驱动效应（β 分别为－０􀆰 ２１、－０􀆰 ０６、－０􀆰 ０３ 和

－０􀆰 ０１）。 ＰＭ２􀆰 ５对林地面积呈显著直接正向驱动效

应，β 值为 ０􀆰 ２４；耕地面积、水域面积、河网密度、夜
间灯光和人口密度对林地面积均呈负向驱动效应

（β 分别为－０􀆰 ７２、－０􀆰 ２７、－０􀆰 ０６、－０􀆰 ０３ 和－０􀆰 ０２）。
对 ＮＤＶＩ 呈直接正向影响的因素包括温度、坡度和

林地面积（β 分别为 ０􀆰 ４１、０􀆰 １ 和 ０􀆰 ０３），而人口密度

和水域面积呈负向影响（β 分别为－０􀆰 ０４ 和－０􀆰 ０３）。
ＰＭ２􀆰 ５、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同时也通过林地间接影

响 ＥＳＶ。 而高程、温度和坡度对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和林地面积的驱动效应并不显著。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与驱动因素相关性

Ｆｉｇ􀆰 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ＳＶ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表 ６　 长三角城市群 ＳＥＭ 精度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ＥＭ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年份
ＳＥＭ 评价指标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Ｃｈｉ ／ Ｐ⁃ｖａｌｕｅ Ｆｉｓｈｅｒ′ｓ Ｃ Ｆｉｓｈｅｒ′ｓ Ｃ ／ Ｐ⁃ｖａｌｕｅ ＡＩＣ
２０００ ９􀆰 ４４ ０􀆰 ０９ １６􀆰 ６４ ０􀆰 ０８ ６２４ ７８５􀆰 ９７
２０１０ ４􀆰 ６５ ０􀆰 ３１ １３􀆰 ８８ ０􀆰 １８ ６２９ １１８􀆰 ９２
２０２０ ３􀆰 ５６ ０􀆰 ６２ ７􀆰 ９９ ０􀆰 ６６ ６３４ ６７３􀆰 ２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１０􀆰 ８６ ０􀆰 ０６ ２０􀆰 ０９ ０􀆰 ０６ ６０６ ２６５􀆰 ９７
ＡＩＣ 为 Ａｋａｉｋｅ 信息准则。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驱动模型差异较小（图 ７），水域面积和河网密

度对于 ＥＳＶ 的作用强度有所增强，β 分别从 ０􀆰 ７９ 上

升到 ０􀆰 ８１ 和从－０􀆰 ０６ 变化到－０􀆰 １１；林地面积 β 从

０􀆰 ４３ 下降到 ０􀆰 ４１，耕地面积从－０􀆰 ２１ 变化到－０􀆰 １６；

ＰＭ２􀆰 ５和夜间灯光对 ＥＳＶ 的直接负向驱动影响显著

下降，而高程和 ＮＤＶＩ 对 ＥＳＶ 的正向驱动效应显著

上升。 耕地面积和 ＰＭ２􀆰 ５对林地的负向驱动效应下

降，而水域面积和河网密度对林地面积的驱动效应

则增强。 由图 ７ 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ＥＳＶ 变化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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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向驱动因素为水域面积、林地面积和 ＰＭ２􀆰 ５（β
分别为 ０􀆰 ８３、０􀆰 ４ 和 ０􀆰 ０５），负向驱动因素为河网密

度，β 值为－０􀆰 ０６；耕地面积、ＮＤＶＩ、人口密度和夜间

灯光对 ＥＳＶ 变化的驱动不显著。 同时，人口密度和

夜间灯光通过驱动林地面积间接影响 ＥＳＶ 变化的

效应不显著；而 ＰＭ２􀆰 ５驱动林地面积则呈显著负向

效应。

黑色箭头表示预测因子对反应变量有显著影响，蓝色虚线表示无显著影响。 箭头方向表示因果作用方向，箭头上的数字为标准化路径系数（β）。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０１。

图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结构方程建模

Ｆｉｇ􀆰 ７　 ＥＳ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３　 讨论

笔者基于修订的当量价值系数和土地利用数

据分析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时空演化特征，采用 ＲＦ
和 ＳＥＭ 模型探究人为活动和自然条件共 １０ 项指标

对 ＥＳＶ 的驱动特征及驱动影响演化特征，在统一框

架下定量测度 ＥＳＶ 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及其对 ＥＳＶ 直接和间接驱动效应，尝试探究长三

角城市群 ＥＳＶ 演化模式和驱动机制。
３􀆰 １　 ＥＳＶ 演化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地形结构影响了土地利用结构

基本格局特征，进而对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空间分布

格局产生主要影响。 研究区东部平原河网密集，水
域湿地生态保护和土地利用结构是主导 ＥＳＶ 变化

的主要影响因素。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下降主要原因是耕地和水域湿地等生态用地

面积迅速下降，这与同时期该地区高速经济扩张和

城市化建设是相吻合的，在上海、苏州和无锡市接

壤地区，南通和上海市接壤地区，杭州、嘉兴和湖州

市接壤地区 ＥＳＶ 变化冷点效应非常显著（图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南京、镇江、马鞍山和芜湖市连片接

壤地区，苏州和南通市接壤地区，台州和温州市滨

海地区 ＥＳＶ 变化由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的热点变为冷点

或冷点效应显著（图 ４），这从侧面表明这些地区是

长三角城市群演化的新兴高速发展区域。
３􀆰 ２　 ＥＳＶ 驱动路径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各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图 ６）以

及驱动因素对 ＥＳＶ 标准化路径系数显著性及大小

的差异（图 ７）体现了各驱动因素在 ＥＳＶ 及影响因

素的演化过程中的分异特征，这种特征对理解 ＥＳＶ
演化过程具有重要启示。 在直接驱动路径方面，与
ＬＵＯ 等［１４］采用岭回归解释的城市群驱动因素结果

相似，土地利用结构对研究区 ＥＳＶ 驱动力非常显

著，但笔者发现水域面积是 ＥＳＶ 最主要的驱动因

素，这与 ＷＡＮＧ 等［３７］ 的发现相似。 笔者进一步阐

明了水域、林地和耕地面积对 ＥＳＶ 的直接影响以及

水域和耕地面积通过林地面积对 ＥＳＶ 的间接影响，
剖析了完整驱动过程（图 ７）。 同时，笔者选择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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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和 ＰＭ２􀆰 ５作为长三角城市群 ＥＳＶ 驱动因素是结

合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探索。 由

图 ７ 可知，河网密度对 ＥＳＶ 的驱动影响非常显著，
且标准化路径系数绝对值随时间呈上升趋势。 同

时，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地区 ＰＭ２􀆰 ５呈下降趋势，
其对 ＥＳＶ 的驱动显著下降，对林地面积的驱动强度

也呈下降趋势。
在间接驱动路径方面，ＮＤＶＩ 和林地面积同时

作为中间变量直接或间接作用于 ＥＳＶ，其中，其他驱

动因素通过林地面积对 ＥＳＶ 的间接作用则更为显

著；同时，水域面积、耕地面积、河网密度、ＰＭ２􀆰 ５、人
口密度和夜间灯光对林地面积的驱动效应均非常

显著，但对林地面积变化的解释程度则不是很高，
为 ４７％～５５％。 驱动因素直接和间接标准化路径系

数的分异特征也体现出生态系统复杂的作用关系。
笔者研究中，除了耕地面积通过林地面积间接作用

于 ＥＳＶ 的间接标准化路径系数小于耕地面积直接

作用于 ＥＳＶ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外，其他驱动路径均

为间接驱动路径的显著性水平和驱动强度大于直

接驱动路径，如 ＰＭ２􀆰 ５和河网密度作用于林地面积

的显著性水平和标准化路径系数大于直接作用

于 ＥＳＶ。
笔者研究对 ＮＤＶＩ 的解释程度较弱， 低于

ＹＡＮＧ 等［３８］发现的江苏省人类活动变化对 ＮＤＶＩ 的
解释强度为 ５６％的结果。 但笔者研究发现，在气候

变化方面，温度对 ＮＤＶＩ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为

０􀆰 ３６～０􀆰 ４１，这可能是由于长三角城市群南部地区

多为丘陵地貌，植被变化受到光热温度条件影响

较大。
３􀆰 ３　 局限性

尽管在 ＳＥＭ 驱动建模的 ＥＳＶ 终端，ＳＥＭ 模型

通过了假设检验且拟合精度较高，但其对建模路径

中的 ＮＤＶＩ 和林地面积的解释能力较弱，这表明对

于 ＮＤＩＶ 和林地面积仍然存在其他被忽视的驱动要

素。 同时，基于当量因子核算的 ＥＳＶ 评价方法在一

定程度上夸大了土地利用结构对 ＥＳＶ 的驱动影响，
后期应尝试采用其他 ＥＳＶ 核算方法进一步验证驱

动因素的重要性和驱动关系。 在驱动指标选择中，
建设用地扩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也是重

要的驱动因素，而且其与城市扩张代表性指标夜间

灯光的相关关系也应该纳入分析；目前采用当量法

测度的 ＥＳＶ，忽视了更加细分尺上度生态系统健康

的内容，如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单位面积 ＥＳＶ 与人工

林生态系统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可以在后期研究中

通过试验分析完善。 尽管在 ２􀆰 １ 节从空间角度阐述

了 ＥＳＶ 的空间特征，但 ２􀆰 ２ 节分析是从统计学习角

度开展分析讨论，并不能从空间角度深入分析，后
期应注重从时空演变和地区政策实施效果角度深

入阐述 ＥＳＶ 演变时空效应。
同时，在区域尺度下不同生态功能区划主导生

态功能存在差异，主导生态功能对生态系统提供的

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等服务价值存在差异，则其

对 ＥＳＶ 演化的驱动关系网络必然存在分异特征，这
是笔者研究未能考虑到的方面；而且，景观格局、交
通网络、空气污染物（除 ＰＭ２􀆰 ５外）和土壤类型等均

对 ＥＳＶ 产生驱动作用［１５，２５，３９］，以及受污染的水体、
耕地和林地对 ＥＳＶ 驱动的差异影响，在城市发展过

程中城市－郊区 －农村生态空间梯度演变特征对

ＥＳＶ 演变也存在复杂影响，这些可以在后期研究中

进一步探索。

４　 结论

（１）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城市群水域和湿地保

护导致研究区水文调节服务价值上升 ７１９􀆰 ０１ 亿元，
长三角 ＥＳＶ 空间聚集冷热点演变过程从侧面反映

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演变过程。
（２）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水域面积、林地面积、ＰＭ２􀆰 ５

和河网密度对 ＥＳＶ 的重要性均呈上升趋势；水域面

积对 ＥＳＶ 的直接标准化路径系数为非常显著水平，
其值稳定在 ０􀆰 ７９～０􀆰 ８１ 之间。

（３）除直接驱动 ＥＳＶ 外，各驱动因素通过林地

面积间接驱动 ＥＳＶ 也是重要驱动途径，如 ＰＭ２􀆰 ５和

河网密度作用于林地面积的显著性水平和标准化

路径系数大于直接作用于 ＥＳＶ。
（４）驱动因素直接和间接标准化路径系数的分

异特征也体现出生态系统复杂的作用关系，城市群

生态福祉提升应综合考虑各项直接和间接驱动关

系，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提升城市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

参考文献：

［１］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Ｄ′ＡＲＧＥ Ｒ，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Ｊ］ ．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７，

３８７（６６３０）：２５３－２６０．

［２］ 　 ＦＩＮＬＡＹＳＯＮ Ｍ，ＣＲＵＺ Ｒ 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Ｎ，ｅｔ ａｌ．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Ｊ］ ．Ｄａｔａ 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 Ｉｄｅａｓ，２００５，６５６

（１）：８７－９８．

［３］ 　 张坤民，何雪炀，温宗国．中国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研究的进展［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０，１０（２）：５４－５９．

［ ＺＨＡＮＧ Ｋｕｎ⁃ｍｉｎ， ＨＥ Ｘｕｅ⁃ｙａｎｇ， ＷＥＮ Ｚｏｎｇ⁃ｇｕｏ．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第 １１ 期 　 马伟波等：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１３７５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０，１０（２）：５４－５９．］

［４］ 　 ＤＥＮＧ Ｃ Ｘ，ＬＩＵ Ｊ Ｙ，ＬＩＵ Ｙ Ｊ，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２８８：１１２４７８．

［５］ 　 欧阳晓，朱翔，贺清云．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交互关

系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２０）：
７５０２－７５１３． ［ ＯＵ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Ｕ Ｘｉａｎｇ，ＨＥ Ｑｉｎｇ⁃ｙｕ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Ｚｈｕｚｈｏｕ⁃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３９（２０）：７５０２－７５１３．］

［６］ 　 朱治州，钟业喜．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土地利用及其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时空演变研究［Ｊ］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９，２８（７）：
１５２０－１５３０．［ ＺＨＵ Ｚｈｉ⁃ｚｈｏｕ，ＺＨＯＮＧ Ｙｅ⁃ｘｉ．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１９，２８（７）：１５２０－１５３０．］

［７］ 　 ＹＵ Ｑ Ｒ，ＦＥＮＧ Ｃ Ｃ，ＳＨＩ Ｙ，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３１７：１２８３９２．

［８］ 　 ＷＡＮＧ Ｙ，ＬＩ Ｘ Ｍ，ＺＨＡＮＧ Ｆ，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ｕ⁃
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Ａ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４８：１１９２８４．

［９］ 　 陈万旭，李江风，朱丽君．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

间分异及敏感性分析［ 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２）：３２５－

３３７．［ＣＨＥＮ Ｗａｎ⁃ｘｕ，ＬＩ 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Ｕ Ｌｉ⁃ｊｕ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９，３４（２）：３２５－３３７．］

［１０］ 税伟，杜勇，王亚楠，等．闽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时

空动态与情景模拟［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１４）：５１８８－５１９７．
［ＳＨＵＩ Ｗｅｉ，ＤＵ Ｙｏｎｇ，ＷＡＮＧ Ｙａ⁃ｎａｎ，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Ｍｉｎ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３９（１４）：５１８８－５１９７．］

［１１］ 荔琢，蒋卫国，王文杰，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京津冀城

市群湿地主导服务功能研究［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８）：
１６５４－ １６６５． ［ ＬＩ Ｚｈｕｏ， ＪＩＡＮＧ Ｗｅｉ⁃ｇｕｏ，Ｗ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ｅ，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ｎｇ⁃Ｊｉｎ⁃Ｊｉ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９，３４（８）：１６５４－１６６５．］

［１２］ ＳＵＮ Ｗ，ＬＩ Ｄ Ｈ，ＷＡＮＧ Ｘ Ｒ，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９，１０３：６１７－６２９．

［１３］ ＫＡＮＧ Ｎ Ｎ，ＨＯＵ Ｌ Ｌ，ＨＵＡＮＧ Ｊ Ｋ，ｅｔ 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８０９：１５１１２２．

［１４］ ＬＵＯ Ｑ Ｌ， ＺＨＯＵ Ｊ Ｆ， ＬＩ Ｚ Ｇ，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
７２５：１３８４５２．

［１５］ ＰＡＮ Ｎ Ｈ，ＧＵＡＮ Ｑ Ｙ，ＷＡＮＧ Ｑ Ｚ，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ｒｉｄ Ｒｅ⁃
ｇ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ｈｕ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
３１９：１２８７１８．

［１６］ ＹＡＮＧ Ｒ Ｆ，ＲＥＮ Ｆ，ＸＵ Ｗ Ｘ，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８：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０２：１１４０８９．

［１７］ ＰＥＮＧ Ｋ Ｆ，ＪＩＡＮＧ Ｗ Ｇ，ＬＩＮＧ Ｚ Ｙ，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ＤＧ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ｕｈ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０７：１２７３２１．

［１８］ ＰＩＲＥＳ Ａ Ｐ Ｆ，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ＳＯＴＯ Ｃ，ＳＣＡＲＡＮＯ Ｆ 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２１，４９：１０１２９２．

［１９］ ＧＵＯ Ｓ Ｓ，ＷＵ Ｃ Ｙ，ＷＡＮＧ Ｙ Ｈ，ｅｔ 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２２，１３６：１０８６０３．

［２０］ ＱＩＵ Ｌ Ｆ，ＰＡＮ Ｙ，ＺＨＵ Ｊ Ｘ，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ｃ⁃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Ｆｕｙ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６６０：２０９－２１７．

［２１］ ＹＵ Ｙ Ｙ，ＬＩ Ｊ，ＺＨＯＵ Ｚ Ｘ，ｅｔ 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Ｅ⁃
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７８：１２３２６４．

［２２］ ＬＩ Ｗ Ｓ，ＷＡＮＧ Ｌ Ｑ，ＹＡＮＧ Ｘ，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ｅ⁃
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８２９：１５４５９５．

［２３］ 姜栋栋，马伟波，邹凤丽，等．乡镇尺度大娄山区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时空变化研究［ Ｊ］ ．环境科学研究，２０２０，３３（１２）：２７１３－

２７２３．［ＪＩＡＮＧ 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ＭＡ Ｗｅｉ⁃ｂｏ，ＺＯＵ Ｆｅｎｇ⁃ｌｉ，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Ｄａｌｏ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ｔ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Ｓｃａｌｅ［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０，３３（１２）：２７１３－２７２３．］

［２４］ ＷＡＮＧ Ｓ Ｊ，ＬＩＵ Ｚ Ｔ，ＣＨＥＮ Ｙ Ｘ，ｅｔ 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２０２１，１６８：１０５４７７．

［２５］ 陈万旭，刘志玲，李江风，等．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和

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系研究［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 （ １５）：
５１３７－ ５１５０． ［ ＣＨＥＮ Ｗａｎ⁃ｘｕ，ＬＩＵ Ｚｈｉ⁃ｌｉｎｇ，ＬＩ 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２０， ４０ （ １５ ）：
５１３７－５１５０．］



·１３７６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８ 卷

［２６］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１）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９－１２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５７４４２．ｈｔｍ．

［２７］ ＣＨＥＮ Ｚ Ｑ，ＹＵ Ｂ Ｌ，ＹＡＮＧ Ｃ Ｓ，ｅｔ ａｌ．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８）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ｌｉｋｅ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Ｌｉｇｈｔ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ｎｓｏ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２０２１，１３（３）：８８９－９０６．

［２８］ 谢高地，张彩霞，张昌顺，等．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Ｊ］ ．资
源科学，２０１５，３７ （ ９）：１７４０ － １７４６． ［ ＸＩＥ Ｇａｏ⁃ｄｉ， ＺＨＡＮＧ Ｃａｉ⁃
ｘｉａ，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７（９）：１７４０－１７４６．］

［２９］ 谢高地，张彩霞，张雷明，等．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改进［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８）：
１２４３－ １２５４． ［ＸＩＥ Ｇａｏ⁃ｄｉ，ＺＨＡＮＧ Ｃａｉ⁃ｘｉａ，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５，３０（８）：１２４３－１２５４．］

［３０］ ＬＩＡＷ Ａ， ＷＩＥＮＥＲ 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Ｊ］ ．Ｒ Ｎｅｗｓ，２００２，２（３）：１８－２２．

［３１］ ＢＲＥＩＭＡＮ Ｌ．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ｓ ［ Ｊ］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０１， ４５
（１）：５－３２．

［３２］ ＢＲＥＩＭＡＮ 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Ｊ，ＯＬＳＨＥＮ Ｒ，ｅｔ 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 ［ Ｊ］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５７ （ ３ ）：
５８２－５８８．

［３３］ ＬＥＦＣＨＥＣＫ Ｊ Ｓ．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ＳＥＭ：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Ｊ］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７（５）：５７３－５７９．

［３４］ ＶＡＬＤÉＳ Ａ，ＬＥＮＯＩＲ Ｊ，ＤＥ ＦＲＥＮＮＥ Ｐ，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５７（１）：４－１６．

［３５］ 石亚飞，石善恒，黄晓敏．基于 Ｒ 的结构方程模型在生态学中

的应用［Ｊ］ ．生态学杂志，２０２２，４１（５）：１０１５－１０２３．［ＳＨＩ Ｙａ⁃ｆｅｉ，
ＳＨＩ Ｓｈａｎ⁃ｈ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４１（５）：１０１５－１０２３．］

［３６］ ＪＩＮＧ Ｘ，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Ｎ Ｊ， ＳＨＩ Ｙ，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６：８１５９．

［３７］ ＷＡＮＧ Ｙ，ＬＩ Ｘ Ｍ，ＺＨＡＮＧ Ｑ，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ｂａｓ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８，９４：４３０－４４５．

［３８］ ＹＡＮＧ Ｌ，ＳＨＥＮ Ｆ Ｘ，ＺＨＡＮＧ Ｌ，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８０：１２４３３０．

［３９］ 王若思，潘洪义，刘翊涵，等．基于动态当量的乐山市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及驱动力研究［Ｊ］ ．生态学报，２０２２，４２（１）：
７６－９０．［ＷＡＮＧ Ｒｕｏ⁃ｓｉ，ＰＡＮ Ｈｏｎｇ⁃ｙｉ，ＬＩＵ Ｙｉ⁃ｈａｎ，ｅｔ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２２， ４２
（１）：７６－９０．］

作者简介： 马伟波（１９９１—），男，陕西陈仓人，助理研究员，
硕士，主要从事城市生态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研究。 Ｅ⁃
ｍａｉｌ： ｍａｗｅｉｂｏ＠ ｎｉｅｓ．ｏｒｇ

（责任编辑： 王昌群）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８ （１１）： １３７７－１３８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１２－２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７６１０３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１９ＸＭＺ１１０）；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云科人发［２０１９］７
号）
①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ｙｉｎｇｍｅｉ＠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１９７４１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３１．２０２１．０８１６
郑可君，李琛，吴映梅，等．基于价值评估的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２，３８ （ １１）：
１３７７－１３８７．
ＺＨＥＮＧ Ｋｅ⁃ｊｕｎ，ＬＩ Ｃｈｅｎ，ＷＵ Ｙｉｎｇ⁃ｍｅｉ，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１１）：１３７７－１３８７．

基于价值评估的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
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郑可君１，２， 李　 琛１， 吴映梅１①， 高彬嫔１， 武　 燕１， 李　 婵１ 　 （１􀆰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２􀆰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要： 重要生态功能区肩负着维持生态系统循环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任，揭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境质量的时

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
境活力和生境威胁构建生境质量评估模型，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进行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

器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整体水平持续上升，上升区域主

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生境质量等级以中等、较高和较低为主，生境质量等级转移变化以较低转为中等和中等转

为较高为主。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稳定发展区域面积占比（４５􀆰 ９７％）＞生境质量向好发展

区域面积占比（４３􀆰 ４６％）＞生境质量向差发展区域面积占比（１０􀆰 ５７％），建议重视生境质量向差发展区域，避免生

境质量进一步恶化。 （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演变过程主要受高程、气温、地形起伏度和距水

域距离等自然因子的影响，但人口密度、ＧＤＰ、距城镇距离和夜间灯光强度等人为因子的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自然因子与人为因子的交互影响程度大于单因子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川滇生态屏障区生

境质量时空演变过程，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及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价值评估； 生境质量； 影响因素； 川滇生态屏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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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３） Ｉｔ ｔｕｒｎ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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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ｓ，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ＧＤ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ｎｉｇｈ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ａｌｕ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

　 　 随着气候变化、人口剧增和资源的开发利用，
土地利用类型不断被解构与重构，区域生境面临严

峻挑战。 生境是生物的居住场所，即生物个体、种
群或群落能在其中完成生命过程的空间［１］。 生境

质量指一个地区为生命有机体提供栖息所需资源

和条件的能力，其水平反映了区域生态安全和生态

文明程度［２－３］。 研究区域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

及影响因素，掌握生境质量变化规律，是解决巨大

人口压力和长期生态系统开发利用背景下一系列

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４］。 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阶

段，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诸多难题，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以“生态文明：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背景下，为实现 ２０５０ 年生

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美好愿景的目标，以绿色可持续为发展理念，
评估生境质量对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最大化发

挥作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与可持续具有重要

意义［５］。
生境质量评估为考量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互

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作为全球生态环境研究的重

要领域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内容，生境质量的空

间量化及影响因素分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

一。 １９１７ 年美国 ＧＲＩＮＮＥＬ 首次提出“生境” ［１］，随
后众多学者开始对区域生境优劣进行研究，并出现

大量生境质量评价成果。 早期，国内外生境质量研

究主要集中在运用实地调研［６］、ＧＩＳ 数据处理和空

间分析［７］ 等方法就某一生物的生存环境质量［８］ 展

开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生境质量研究朝

着以下 ２ 个方向开展：（１）对大熊猫［９］、狍［１０］ 等重

点保护动物、野生动物和濒危物种开展的以了解物

种生存环境、改善物种生存状况为目的的小尺度生

境质量探究；（２）以生境质量评估方法探究［１１］、区
域生境质量时空演变规律［１２］、生境质量影响因

素［１３］和提升生境质量［１４］ 等内容为主，研究尺度涉

及自然保护区［１５］、流域［１６］ 和行政区［１７］ 等。 生境质

量研究方法以系统样方调查［６］、植被覆盖度［１８］、生
物完整性指数（ ＩＢＩ）评估［１９］、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２０］ 和 Ｉｎ⁃

ＶＥＳＴ 模型［２１］等为主，其中的 ＩｎＶＥＳＴ 生境质量模型

为常用研究方法。 也有学者提出基于价值评估的

生境质量模型，围绕土地利用条件下本底生境质量

价值和外部威胁下的生境质量主题，并采用植被净

初级生产力（ＮＰＰ）和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构建

生境自身活力指标［２２］。 但鲜有结合多种生境质量

评估模型对大区域尺度生态功能区生境质量进行

评估的研究。 鉴于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基于

价值评估的生境质量模型进行修正，从多方位考量

生态功能区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探究

其影响因素。
川滇生态屏障区是“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

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也是

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地位突

出，维护其生境质量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以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可持发展为导向，采
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数据，构建基于价

值评估的生境质量评估模型，在系统分析生境质量

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探究影响生境质量的主要

因素，以揭示生境质量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内

在联系，以期为维护生态屏障区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资源开发利用和分区管控提供决策依据，为丰

富“两屏三带”全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川滇生态屏障区（图 １）是国家重要生态功能

区，总面积为 ２３􀆰 ６７ 万 ｋｍ２，包括四川省中部 ７６ 个

区（县、市）和云南省西北部 １７ 个区（县、市），地理

坐标为 ２６°３２′～３４°１９′ Ｎ、９８°０３′～ １０４°５８′ Ｅ。 研究

区以高原山地温带、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为主，气
温及海拔差异较大，植被类型随海拔具有明显垂直

带谱，景观类型多样。 同时，研究区生物资源丰富，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有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大熊猫、滇金丝猴、绿尾虹雉、苏门羚、黑鹳

和雪豹以及多种药用、香料、观赏植物和各类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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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研究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同时存

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是典型自然景观与人文

景观兼具的复合型生态功能区。

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２）４７３８ 号

图 １　 研究区位置与地形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 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区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

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空间分

辨率为 １００ ｍ。 ＮＰＰ 和 ＮＤＶＩ 数据来源于 ＭＯＤＩＳ 数

据集（ｈｔｔｐｓ：∥ｍｏｄｉ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 ／ ｄａｔａ），其中，ＮＤＶＩ
采用 ＭＯＤ１３Ａ２ 数据集，为 ８—９ 月植物生长季 １６ ｄ
合成数据集， 空间分辨率为 ２５０ ｍ； ＮＰＰ 采 用

ＭＯＤ１７Ａ３ 年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 ５００ ｍ。 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数据来源于《云南统计年

鉴》《四川统计年鉴》及各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粮食价格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２０１９》。 高程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并采取移动窗口法提取

最佳地形起伏度；年降水量、年均温、ＧＤＰ 和人口密

度空间分布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与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夜间灯光强度

数据 来 源 于 类 ＮＰＰ － ＶＩＩＲＳ 夜 间 灯 光 数 据 集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ＹＧＩＶＣＤ），土壤数

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土壤数

据库（ｈｔｔｐ：∥ｖｄｂ３．ｓｏｉｌ．ｃｓｄｂ．ｃｎ）；路网和水域数据来

源于 １ ∶ １００ 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ｗｅｂｍａｐ． ｃｎ）。 将以上数据的空间分辨率统一为

１００ ｍ。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生境质量评估

根据生境质量的内涵，基于栅格地类斑块构建

综合生境质量评估模型，考虑基于本底价值的生境

质量评估、基于活力的生境质量评估和基于威胁的

生境质量评估 ３ 个层面因素构建综合生境质量评估

模型［２２］。
２􀆰 １􀆰 １　 基于本底价值的生境质量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的地类是优质生境［２３］，因
此以地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本底价值开展生

境质量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采用价值当量评

估法，结合研究区域具体情况，参考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２４］和谢高地等［２５］ 的研究成果，采用农田单位面

积产粮的实际价值进行修正。 考虑到区域之间的

差异，对云南和四川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分别进

行修正。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２６］ 对建设用地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参数进行修正，得到不同地类单项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表 １）。

表 １　 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ＥＳＶ）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ＳＶ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元·ｈｍ－２·ａ－１

功能类型 类别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２ ０１４􀆰 ２０ ５７３􀆰 ０１ ７４６􀆰 ６４ ９２０􀆰 ２８ １７３􀆰 ６４ ３４􀆰 ７３
原料生产 ７８５􀆰 ５４ ５ １７４􀆰 ４１ ６２５􀆰 １０ ６０７􀆰 ７３ ０􀆰 ００ ６９􀆰 ４６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１ ４５０􀆰 ２２ ７ ５０１􀆰 １６ ２ ６０４􀆰 ５７ ８８５􀆰 ５５ ０􀆰 ００ １０４􀆰 １８
气候调节 １ ９５３􀆰 ７８ ７ ０６７􀆰 ０７ ２ ７０８􀆰 ７５ ３ ５７６􀆰 ９４ ０􀆰 ００ ２２５􀆰 ７３
废水处理 ２ ７９９􀆰 ７４ ２ ９８６􀆰 ５７ ２ ２９２􀆰 ０２ ２５ ７８５􀆰 ２５ －４ ２７１􀆰 ５０ ４５１􀆰 ４６
水文调节 １ ５５０􀆰 ９３ ７ １０１􀆰 ８０ ２ ６３９􀆰 ３０ ３２ ５９１􀆰 ８６ －１３ ０４０􀆰 ２２ １２１􀆰 ５５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２ ９６０􀆰 ８８ ６ ９８０􀆰 ２５ ３ ８８９􀆰 ４９ ７１１􀆰 ９２ ３４􀆰 ７３ ２９５􀆰 １８
维持生物多样性 ２５４􀆰 ４９ ７ ８３１􀆰 ０７ ３ ２４７􀆰 ０３ ５ ９５５􀆰 ７８ ５９０􀆰 ３７ ６９４􀆰 ５５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３４２􀆰 ４１ ３ ６１１􀆰 ６７ １ ５１０􀆰 ６５ ７ ７０９􀆰 ５３ １７􀆰 ３６ ４１６􀆰 ７３

　 　 　 　 　 　 　 　 合计 １５ ９１２􀆰 １９ ４８ ８２７􀆰 ０１９ ２０ ２６３􀆰 ５６ ７８ ７４４􀆰 ８４ －１６ ４９５􀆰 ６１ ２ ４１３􀆰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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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１ ｋｍ 的网格尺度分别计算网格单元内各

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价值强度（即每个网格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 ／网格总面积，单位为元·ｋｍ－２），最后采用克

里金插值法得到空间分辨率为 １００ ｍ 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强度空间分布。
２􀆰 １􀆰 ２　 基于活力的生境质量评估

不同区域气候等环境差异导致同种地类提供

的生物生存环境不同［２２］。 生态系统活力可以用于

表征生物生存的环境质量，描述生态系统的新陈代

谢和初级生产力［２７］，其中，采用 ＮＤＶＩ 表征植被生

长状况，采用 ＮＰＰ 表征植物生产能力。 以 ＮＤＶＩ 和
ＮＰＰ 构建的基于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境质量评估模

型，可用于更加准确地判断区域为物种提供适宜生

存环境的能力［３］。 为统一单位，对 ＮＰＰ 和 ＮＤＶＩ 进
行归一化处理。 由 ＮＰＰ 和 ＮＤＶＩ 构建的生态系统

活力指数模型为

Ｑｉ ＝
ＳＮＰＰｉ ＋ ＳＮＤＶＩｉ

２
。 （１）

式（１）中， Ｑｉ 为由研究区生态系统活力指数模型得

到的生境质量；ＳＮＰＰｉ和 ＳＮＤＶＩｉ分别为栅格 ｉ 的归一化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和植被覆盖度。
２􀆰 １􀆰 ３　 基于威胁的生境质量评估

人类活动是威胁生境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
人类活动强度越大，生境所受到的威胁越大，生境

质量越低，生物多样性水平越低；反之，区域受到人

类活动的干扰越小，生境质量越好，生物多样性水

平越高［２８］。 ＩｎＶＥＳＴ 生境质量模型基于不同土地利

用类型对威胁因子的敏感度和对外界的威胁强度

计算生境质量退化程度，并进一步计算生境质量。
因此，ＩｎＶＥＳＴ 生境质量模型可作为基于威胁的生境

质量评估模型。 生境退化度（ Ｄｘｊ ） ［２９］计算公式为

Ｄｘｊ ＝∑
ｒ

１
∑

ｙ

１

ｗｒ

∑
ｎ

ｒ ＝ １
ｗｒ

æ

è

ç
ç

ö

ø

÷
÷
× ｒｙ × ｉｒｘｙ × βｘ × Ｓｊｒ 。 （２）

生境质量计算公式为

Ｑｘｊ ＝ Ｈｘｊ １ －
Ｄｘｊ

２

Ｄｘｊ
２ ＋ ｋ２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３）

式（２） ～ （３）中， ｗｒ 为不同威胁因子权重； ｒｙ 为威胁

因子强度； βｘ 为生境抗干扰水平； Ｓ ｊｒ 为不同生境对

不同威胁因子的相对敏感程度； ｉｒｘｙ 为栅格 ｙ 中威胁

因子 ｒ 对栅格 ｘ 的影响； Ｑｘｊ 为栅格 ｘ 中土地利用类

型 ｊ 的生境质量；Ｄｘｊ为栅格 ｘ 中土地利用类型 ｊ 的生

境退化度； Ｈｘｊ 为栅格 ｘ 中土地利用类型 ｊ 的生境适

应性；ｋ 为半饱和常数。 生境质量值在 ０ ～ １ 之间。

参照文献［１１，１４，２９－３０］，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将水

田、旱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其他建设用

地、未利用地、公路和铁路设为威胁因子，并设置相

应的胁迫强度（表 ２）和土地利用类型对生境威胁因

子的敏感度（表 ３）。

表 ２　 威胁因子及其威胁强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威胁因子 最大威胁距离 ／ ｋｍ 权重 空间衰退类型

水田 ２ ０􀆰 ６ 线性

旱地 ３ ０􀆰 ６ 线性

城镇用地 １０ １􀆰 ０ 指数

农村居民点 ６ ０􀆰 ７ 指数

其他建设用地 ８ １􀆰 ０ 指数

未利用地 ３ ０􀆰 ４ 线性

距公路距离 ５ ０􀆰 ８ 线性

距铁路距离 ３ ０􀆰 ７ 线性

２􀆰 １􀆰 ４　 综合生境质量模型

综合基于本底价值的生境质量评估、基于活力

的生境质量评估和基于威胁的生境质量评估得到

最终的生境质量［２２］，其计算公式为

Ｑ ＝ Ｑ１ × Ｑ２ × Ｑ３ 。 （４）
式（４）中， Ｑ１ 为基于本底价值的生境质量评估值；
Ｑ２ 为基于活力的生境质量评估值； Ｑ３ 为基于生境

所受威胁的生境质量评估值； Ｑ 为生境质量，其值

越大表明生境质量越好。
以 ２０００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综合生境质量为基

础，采用几何间隔法［３］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生境

质量值分为 ５ 个等级：低（Ｑ＜７􀆰 １６）、较低（７􀆰 １６≤
Ｑ＜ ５６􀆰 １１ ）、 中 等 （ ５６􀆰 １１ ≤ Ｑ ＜ １５６􀆰 ６３ ）、 较 高

（１５６􀆰 ６３≤Ｑ＜３６３􀆰 ０５）和高（Ｑ≥３６３􀆰 ０５）生境质量，
并得到生境质量等级空间分布。
２􀆰 ２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生境质量影响因素探测

地理探测器是王劲峰等［３１］ 提出的一种适用于

测量空间分层异质性程度的空间分析方法，目前已

应用在多个领域，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参照文献

［２，４］，结合川滇生态屏障区人文、自然和社会属

性，并充分考虑研究区地处 ２ 大阶梯交接处、地势高

差较大的特性，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区域可达

性 ３ 个方面选取 １２ 个影响因子：气温（Ｘ１）、降水

（Ｘ２）、高程（Ｘ３）、坡度（Ｘ４）、地形起伏度（Ｘ５）、土壤

有机质（Ｘ６）、ＧＤＰ（Ｘ７）、人口密度（Ｘ８）、夜间灯光

强度（Ｘ９）、距道路距离（Ｘ１０）、距城镇距离（Ｘ１１）和

距水域距离（Ｘ１２）。 不同因子与生境质量相关程度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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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σｈ

２

Ｎσ２ 。 （５）

式（５）中，ｑ 为某个因子对生境质量空间差异的解释

力；Ｎｈ和 Ｎ 分别为层 ｈ 和研究区单元数； σｈ
２ 和 σ２

分别为层 ｈ 和研究区生境质量的方差［３１］；Ｌ 为生境

质量或影响因子 Ｘ 的分类或分区。 ｑ 值范围为 ０ ～
１，且 ｑ 值越大，影响因子解释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交互作用探测用来识别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并评估它们的组合效应以观察任何一对因素共同

作用是否会增加或降低其对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

解释力。 两个因子间的关系可分为 ５ 类（表 ４［３１］）。

表 ３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各威胁因子的敏感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类型 生境适宜度 水田 旱地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点 其他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距公路距离 距铁路距离

水田 ０􀆰 ６０ ０ ０􀆰 ３０ ０􀆰 ６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４０ ０􀆰 ３５ ０􀆰 ３
旱地 ０􀆰 ４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６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４０ ０􀆰 ３５ ０􀆰 ３
有林地 １􀆰 ００ ０􀆰 ５０ ０􀆰 ５５ ０􀆰 ９ ０􀆰 ８０ ０􀆰 ７０ ０􀆰 ５０ ０􀆰 ８５ ０􀆰 ８
灌木地 ０􀆰 ９０ ０􀆰 ４０ ０􀆰 ４５ ０􀆰 ７ ０􀆰 ６０ ０􀆰 ５０ ０􀆰 ４０ ０􀆰 ５５ ０􀆰 ５
疏林地 ０􀆰 ８０ ０􀆰 ４５ ０􀆰 ５０ ０􀆰 ８ ０􀆰 ７０ ０􀆰 ６０ ０􀆰 ４５ ０􀆰 ７５ ０􀆰 ７
其他林地 ０􀆰 ７０ ０􀆰 ３５ ０􀆰 ４０ ０􀆰 ７ ０􀆰 ６５ ０􀆰 ５５ ０􀆰 ４０ ０􀆰 ６０ ０􀆰 ５
高覆盖度草地 ０􀆰 ８５ ０􀆰 ４０ ０􀆰 ５０ ０􀆰 ８ ０􀆰 ７０ ０􀆰 ６０ ０􀆰 ４５ ０􀆰 ７５ ０􀆰 ７
中覆盖度草地 ０􀆰 ７０ ０􀆰 ３５ ０􀆰 ４５ ０􀆰 ７ ０􀆰 ６５ ０􀆰 ６０ ０􀆰 ４０ ０􀆰 ６５ ０􀆰 ６
低覆盖度草地 ０􀆰 ６０ ０􀆰 ３０ ０􀆰 ３５ ０􀆰 ６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４０ ０􀆰 ６０ ０􀆰 ５
河渠 １􀆰 ００ ０􀆰 ４０ ０􀆰 ４５ ０􀆰 ９ ０􀆰 ８０ ０􀆰 ７０ ０􀆰 ６０ ０􀆰 ８５ ０􀆰 ８
湖泊 １􀆰 ００ ０􀆰 ４０ ０􀆰 ４５ ０􀆰 ９ ０􀆰 ８０ ０􀆰 ７０ ０􀆰 ６０ ０􀆰 ８５ ０􀆰 ８
水库坑塘 ０􀆰 ８０ ０􀆰 ３０ ０􀆰 ３５ ０􀆰 ７ ０􀆰 ６０ ０􀆰 ６０ ０􀆰 ５０ ０􀆰 ７０ ０􀆰 ６
永久性冰川雪地 ０􀆰 ８０ ０􀆰 ４０ ０􀆰 ４５ ０􀆰 ９ ０􀆰 ８０ ０􀆰 ８０ ０􀆰 ７０ ０􀆰 ８５ ０􀆰 ８
滩地 ０􀆰 ８０ ０􀆰 ４０ ０􀆰 ４５ ０􀆰 ８ ０􀆰 ７０ ０􀆰 ６０ ０􀆰 ６０ ０􀆰 ８０ ０􀆰 ７
城镇用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农村居民点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建设用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沙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戈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沼泽地 ０􀆰 ５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９ ０􀆰 ８０ ０􀆰 ７０ ０􀆰 ６０ ０􀆰 ８５ ０􀆰 ８
裸土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表 ４　 双因子交互作用结果类型［３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ｗｏ⁃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判断依据 交互作用类型

ｑ（Ｘ１∩Ｘ２）＜ｍｉｎ［ｑ（Ｘ１），ｑ（Ｘ２）］ 非线性减弱
ｍｉｎ［ｑ（Ｘ１ ）， ｑ（ Ｘ２ ）］ ＜ ｑ（ Ｘ１ ∩Ｘ２ ） ＜ｍａｘ
［ｑ（Ｘ１），ｑ（Ｘ２）］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ｑ（Ｘ１∩Ｘ２）＞ｍａｘ［ｑ（Ｘ１），ｑ（Ｘ２）］ 双因子增强
ｑ（Ｘ１∩Ｘ２）＝ ｑ（Ｘ１）＋ｑ（Ｘ２） 独立
ｑ（Ｘ１∩Ｘ２）＞ｑ（Ｘ１）＋ｑ（Ｘ２） 非线性增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生境质量等级总体分布特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生境质量值平均

为 ９１􀆰 ７４、１０３􀆰 ９５ 和 １２７􀆰 ３５，研究期内生境质量增加

３５􀆰 ６１，生境质量总体向好发展。 进一步对生境质量

等级划分发现，研究期间研究区以中等、较高和较

低生境质量为主，高、较高和低生境质量面积总体

增加，中等和较低生境质量面积总体减少（表 ５）。

研究区低生境质量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部成

都平原、中部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南部迪庆藏族自

治州（图 ２），这一方面是由于成都平原城镇分布密

集，人口集中度高，以建设用地为主的土地利用类

型不断扩大，破坏了生态景观的联通性和完整性导

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生境质量差；另一方面，甘孜

藏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海拔相对较高，空气

稀薄，降水少，气温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影响了

植物和生物生长繁殖，导致生境质量较差。 较低生

境质量区域主要分布在低生境质量区域周围，区域

面积持续减少，发生变化区域集中在研究区南部。
中等生境质量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北部和西

南部地区，区域面积先增加后减少，发生变化区域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 较高和高生境质量区域

均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地区。 总体上看，研究区

南部地区生境质量较好且提高明显，这表明国家

“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退耕还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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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在川滇生态屏障

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维护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

表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等级面积及其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生境质量等级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低　 ７ ７８８ ３􀆰 ２９ ７ ０４２ ２􀆰 ９８ ８ ３５５ ３􀆰 ５３
较低 ７６ ４４１ ３２􀆰 ３０ ５９ １９２ ２５􀆰 ０１ ４２ ７６０ １８􀆰 ０７
中等 １１０ ６１３ ４６􀆰 ７４ １１６ １５２ ４９􀆰 ０８ ９８ １１４ ４１􀆰 ４６
较高 ４０ ７６８ １７􀆰 ２３ ５３ １５４ ２２􀆰 ４６ ８６ １２５ ３６􀆰 ３９
高　 １ ０３８ ０􀆰 ４４ １ １０６ ０􀆰 ４７ １ ２９２ ０􀆰 ５５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等级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３􀆰 ２　 生境质量等级转移特征

如图 ３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约

有 ３９％的区域生境质量等级发生转移，以中等生境

质量转为较高生境质量为主，转移面积为 ４３ ７４８
ｋｍ２；其次为较低生境质量转为中等生境质量，转移

面积为 ３１ ２１６ ｋｍ２。 分等级来看，除等级保持稳定

的区域外，低生境质量向较低生境质量转移、较高

生境质量向中等生境质量转移和高生境质量向较

高生境质量转移明显。
为进一步分析生境质量等级空间转移特征，根

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研究前期）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研
究后期）２ 个时间段研究区生境质量变化情况将时

空转移分为 ９ 种类型（图 ４）：保持稳定型（生境质量

等级不变）、持续上升型（生境质量等级持续上升）、
前期上升型（生境质量等级前期上升后期不变）、后
期上升型（生境质量等级前期不变后期上升）、先升

后降型（生境质量等级前期上升后期下降）、先降后

升型（生境质量等级前期下降后期上升）、前期下降

型（生境质量等级前期下降后期不变）、后期下降型

（生境质量等级前期不变后期下降）和持续下降型

（生境质量等级持续下降）。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生境质量等级转移桑基图

Ｆｉｇ􀆰 ３　 Ｓａｎｋｅｙ ｍａｐ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生境质量向好发展的类型有持续上升型、前期

上升型、后期上升型和先降后升型，区域面积为

１０２ ８３９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４３􀆰 ４６％，持续上升型、前
期上升型和后期上升型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研究

区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怒江傈僳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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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州、大理市、丽江市和保山市等地，先降后升型区

域主要集中分布在研究区北部绵阳市、德阳市和成

都市等地。 这些地区植被覆盖度高，森林资源总面

积占比大，草地生态系统保护较好，为自然恢复创

造了条件，同时水源涵养功能得到提升，增强了生

态系统循环能力，促使生境质量向好发展。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等级空间转移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生境质量向差发展的类型有先升后降型、前期

下降型、后期下降型和持续下降型，区域面积为

２５ ０２３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１０􀆰 ５７％。 先升后降型区域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迪庆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

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地，２０１０ 年之后由于城

镇化快速扩张，土地利用类型改变，加之干旱、火灾

等灾害的综合影响，区域环境承载力不断面临挑

战，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导致生境质量下降。 前期

下降型和后期下降型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

成都市、阿坝藏族自治州、德阳市、绵阳市和广元市

以及南部保山市。 受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速

度差异的影响，生境质量变化情况有所不同，首先

步入快速城镇化的城市，其生境质量在研究前期就

表现出明显下降，如成都市、保山市，但在 ２０１０ 年之

后，这些区域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避免了生境质

量进一步恶化。 随着快速城镇化区域不断扩大，雅
安市、成都市双流区等地区生境质量在研究后期出

现下降。 持续下降型区域主要分布在大理市、丽江

市和阿坝藏族自治州等地，由于人类活动加剧，这

些地区生态环境质量逐渐变差且没有得到有效保

护，出台的生态保护政策存在滞后性，生态系统失

去平衡，导致生境质量不断下降。 应在这类区域加

强生态保护政策的针对性，防止生境质量进一步下

降，为自然修复创造条件。
生境质量保持稳定的区域面积最大，为 １０８ ７８３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４５􀆰 ９７％，分布范围广泛。 这表明

这些地区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和管理工作卓有成

效，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加强产业发展引导、全面划

定生态红线、加强生态功能评估、强化生态环境监

管、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等措施的逐步推进，促使较

高和高生境质量区域保持稳定的同时，保障低和较

低生境质量区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提升整体

生境质量。
３􀆰 ３　 生境质量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

３􀆰 ３􀆰 １　 影响因子驱动力探测

因子探测结果（表 ６）显示，研究期间影响因子

Ｘ３、Ｘ１和 Ｘ５解释力较大，这说明高程、气温和地形起

伏度始终是影响生境质量的重要因子。

表 ６　 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影响因子
ｑ 值 ／ ％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气温（Ｘ１） ７􀆰 ９５ ７􀆰 ９５ １７􀆰 ６３
降水（Ｘ２） １􀆰 ３８ １􀆰 ８７ １􀆰 ７０
高程（Ｘ３） １５􀆰 ５５ １３􀆰 ５５ ２２􀆰 ４６
坡度（Ｘ４） ３􀆰 ０５ ３􀆰 ８４ ５􀆰 ２５
地形起伏度（Ｘ５） ５􀆰 １０ ６􀆰 ４５ ９􀆰 ０２
土壤有机质（Ｘ６） １􀆰 ９９ ２􀆰 ０８ ３􀆰 ９０
ＧＤＰ（Ｘ７） ３􀆰 ００ ４􀆰 １６ ５􀆰 ５０
人口密度（Ｘ８） ３􀆰 ０８ ５􀆰 ８２ ６􀆰 １１
夜间灯光强度（Ｘ９） ０􀆰 ４５ １􀆰 ８０ ４􀆰 ８２
距道路距离（Ｘ１０） ０􀆰 ９１ １􀆰 ３７ ２􀆰 ９９
距城镇距离（Ｘ１１） １􀆰 ００ ０􀆰 ５２ ３􀆰 ３０
距水域距离（Ｘ１２） １􀆰 ８５ １􀆰 ０５ ２􀆰 １１

川滇生态屏障区地处 １、２ 级阶梯过渡区，高山

峡谷南北纵列，高差巨大，地形起伏明显。 受地形

控制，区域气候特征垂直分异明显，土壤、植被也表

现出显著垂直地带性。 不同的地形地貌和不同的

气候类型，对植物群落结构、分布、生长和演替产生

长期影响，从而导致 ＮＰＰ、ＮＤＶＩ 和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空间分异显著，最终影响生境质量。 随着研究区

人类活动不断加剧，影响因子 Ｘ８、Ｘ７、Ｘ１１、Ｘ９和 Ｘ１０解

释力逐渐增大，这表明区域生境质量所受的外部威

胁不断增大，其中，夜间灯光强度、距城镇距离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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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距离的解释力变化较为明显，分别增加为研究

期初的 １０􀆰 ７、３􀆰 ３ 和 ３􀆰 ２ 倍，这反映人类活动对生境

质量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总体来看，研究区生境质

量虽仍以自然因素为主导，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

下，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威胁逐渐增加，人
为因素对区域生境质量变化的影响逐渐凸显。
３􀆰 ３􀆰 ２　 影响因子交互探测

交互探测可以用来反映 ２ 个因子对生境质量影

响的共同作用与单因子的差异。 如图 ５ 所示，研究

期驱动因子间交互探测结果均表现为非线性增强

和双因子增强。 ２０００ 年，对生境质量影响较大的交

互因子为 Ｘ２∩Ｘ３，反映受区域地形地势的影响，高
程对研究区生境质量空间分异起着重要作用；而降

水能改善区域水循环，从而增加水资源以提升区域

植被覆盖度，使得生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高程与

降水叠加后对生境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高程较低

且降水较充沛的区域更利于植被生长， ＮＰＰ 和

ＮＤＶＩ 值越大，生境质量也越好。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
２０１０ 年 Ｘ３∩Ｘ５和 Ｘ３∩Ｘ８解释力上升明显，是该时

期生境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反映出人为影响

因素与高程的共同作用对植被生长的影响在不断

增强。 高程作为影响研究区生境质量的主要影响

因子，与人类活动表征之一的距道路距离叠加成为

威胁生境质量的主要因子，道路破坏了景观联通

性，使得景观破碎度提高，对生境质量有较大负向

影响。 ２０１８ 年交互影响解释力提升较大的为 Ｘ３∩
Ｘ１１，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表征人类活动的

影响因子与表征自然环境的影响因子叠加后对生

境质量的解释力逐渐增加。

Ｘ１为气温，Ｘ２为降水，Ｘ３为高程，Ｘ４为坡度，Ｘ５为地形起伏度，Ｘ６为土壤有机质，Ｘ７为 ＧＤＰ，

Ｘ８为人口密度，Ｘ９为夜间灯光强度，Ｘ１０为距道路距离，Ｘ１１为距城镇距离，Ｘ１２为距水域距离。

图 ５　 生境质量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Ｆｉｇ􀆰 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４　 讨论与结论

４􀆰 １　 讨论

４􀆰 １􀆰 １　 基于价值评估的生境质量模型构建

生境质量被视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

水平的重要表征，是区域生态安全保障和人类福祉

提升的关键环节，对其进行评估有助于保护生物多

样性，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因此，亟需选择更加科学

的方法进行评估。 目前生境质量评估多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等单一模型，但单一模型无法全面客观地反

映区域生境状况。 与综合评估模型相比，ＩｎＶＥＳＴ 模

型基于土地利用格局和人为赋值，导致对同一地类

进行评估时的差异性很小且较为主观，生境质量空

间格局与土地利用格局高度相似［１６］。 另一方面，在
生境质量时序评估中，部分主要自然地类变化较

小，导致生境质量变化较小［２９］。 而由于研究区建设

用地不断扩大，建设用地又是主要的威胁源和生境

较不适宜地类，因此，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进行评估时

通常得到整个研究区生境质量持续下降。 以笔者

研究为例，仅使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对研究区生境质量

进行评估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生境质量指数

分别为 ０􀆰 ７６９３、０􀆰 ７６８７ 和 ０􀆰 ７６７１，变化趋势与综合

评估模型结果相反。 因此，仅以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评估

生境质量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能完全反映研究区实

际情况，容易夸大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下降的影

响［１０，１３］，忽视人类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境质量提高

中所做的努力。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构建生境质量综

合评估模型能更准确反映研究区真实生境情况，一
方面，生态系统可以持续为人类提供服务，这是生

态环境保护的意义所在，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重要体现，因此，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反映

生态系统服务情况是生境质量的重要表征之一。
另一方面，ＮＰＰ 和 ＮＤＶＩ 作为生境生产力的一种表

现形式，被用来优化生境质量评估，已逐渐成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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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同区域同种地类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不同问题

的方法之一。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结果［４，３２］ 均表明

川滇生态屏障区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改善，笔者研究

发现生境质量整体水平持续上升，生态状况总体向

好的结果与之一致。 综上所述，笔者研究结果科学

客观，可有效反映研究区实际情况。
４􀆰 １􀆰 ２　 生境质量等级转移特征

研究生境质量变化过程是掌握生境质量变化

规律、提出科学合理生态环境保护策略的前提。 目

前，从时间维度来看，对生境质量演变的研究以对

研究时间节点的分析为主，该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生境质量在研究期间的时空分布，但缺乏对生

境质量中间过程的分析，而中间波动变化过程对分

析生境质量变化规律至关重要。 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笔者研究借鉴土地利用变化时空转移分类［３３］

的分析方法，将生境质量中间变化过程通过等级转

移变化分类的方式表示出来并加以分析。 结合研

究区实际情况，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分为 ２ 个时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为前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为后期，得到

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在 ２ 个时间段的变化类

型，共分为 ３ 大类、９ 小类。
４􀆰 １􀆰 ３　 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的影响

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总体有所提升，但低

生境质量区域面积不断扩大，生境质量向差发展的

区域面积也较大，生态环境仍面临较大威胁。 究其

原因，虽然研究区加大了生态建设投入，通过推进

退耕还林（草）和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使得生境

质质量总体有所提升。 但由于快速城镇化影响，人
类活动加剧，土地利用类型改变，生态保护政策滞

后，加上干旱、火灾等灾害的综合影响，区域环境承

载力不断面临挑战，导致部分区域生境质量变差。
这些区域应进一步加强管控，防止生境质量进一步

恶化，以生态系统综合整治和自然修复为基础，以
解决人地矛盾为目标，全面加强生境质量保护工

作：（１）加强林地、草地和耕地的整体性保护，加强

景观连通性，对破碎景观斑块加以修复；（２）立足横

断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和退耕退牧还林还草工程；（３）构建城市生态廊道，
开发湿地公园以形成生态安全网络，促进生境质量

向好发展。 对生境质量向好发展的区域，应进一步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重视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政策，因
地制宜、合理布局，保持生境质量向好发展趋势。
对生境质量持续不变的区域，根据不同生境质量等

级和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科学统筹，分类施策，

进行差别化的规划引导，避免盲目发展、经营管理

不善、监督不力等问题，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

生境质量整体向好发展。
４􀆰 ２　 结论

以川滇生态屏障区为例，引入 ＮＰＰ 和 ＮＤＶＩ 作
为生境质量评估的重要参数，对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的研究区生境质量评估进行修正，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生境质量等级分布及空间转移特征，并采

用地理探测器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和区域可达性

３ 个方面选取 １２ 个影响因子探测研究区生境质量

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形成以下结论：
（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川滇生态屏障区生境质量均

值持续上升，生态状况总体向好。 研究区以中等、
较高和较低生境质量区域为主，高、较高和低生境

质量区域面积有所增加，中等和较低生境质量区域

面积有所减少。
（２）研究区生境质量等级转移过程较为复杂，

表现出以较低生境质量转为中等生境质量、中等生

境质量转为较高生境质量为主的转移规律。 从生

境质量空间转移特征来看，生境质量相对稳定区域

面积＞生境向好发展区域面积＞生境质量向差发展

区域面积，今后需重点关注生境质量向差发展区

域，避免其生境质量进一步恶化。
（３）研究区生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受自然因素

与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 从单因子探测结果来看，
生境质量空间分异以自然因素为主导，其中，高程、
气温、地形起伏度和距水域距离等因子的影响程度

较强；随着城镇化进程发展，人为因素对生境质量

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其中，人口密度、ＧＤＰ、距城镇

距离和夜间灯光强度等因子对生境质量的影响程

度较强。 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两两因子交互

均呈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研究期间高程

与其他因子交互影响程度最大，随着时间推进，气
温与其他因子的交互后影响程度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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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ｅｓｓａ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Ｂｌｕｅ Ｎｉｌｅ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Ｅｔｈｉｏ⁃
ｐｉａｎ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
２８１：１１１８８５．

［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Ｘ Ｒ，ＳＯＮＧ Ｗ，ＬＡＮＧ Ｙ Ｑ，ｅｔ ａｌ．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ｍ⁃
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２０，９９：１０４９５７．

［１８］ 张静静，郝海超，郝兴明，等．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对天然植

被 ＮＰＰ 的影响 ［ Ｊ］ ． 干旱区地理， ２０２１， ４４ （ ３）： ７０８ － ７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ＨＡＯ Ｈａｉ⁃ｃｈａｏ，ＨＡＯ Ｘ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ｖｅｙａｎｃｅ ｏｎ ＮＰＰ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 Ｊ］ ．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１，４４（３）：７０８－７１７．］

［１９］ 阴琨，赵然，李中宇，等．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中生物与生境

和化学要素间的关联性研究［Ｊ］ ．中国环境监测，２０１５，３１（１）：
１７－２３． ［ＹＩＮ Ｋｕｎ，ＺＨＡＯ Ｒａｎ，ＬＩ Ｚｈｏｎｇ⁃ｙｕ，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ｎｇｈｕ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７－２３．］

［２０］ 李美玲，陈强强，汪沐阳，等．基于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马可波罗盘羊

生境适宜性评价［ Ｊ］ ．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９，３８（２）：５９４－６０３．［ ＬＩ
Ｍｅｉ⁃ｌｉｎｇ，ＣＨＥＮ Ｑ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Ｍｕ⁃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ｖｉｓ ａｍｍｏｎ ｐｏｌｉ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ｘ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ａｘｋｏｒｇａｎ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
ｏｇｙ，２０１９，３８（２）：５９４－６０３．］

［２１］ 王燕，高吉喜，金宇，等．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变化和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内蒙古巴林右旗农牧交错带生境质量研究［ Ｊ］ ．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０，３６（５）：６５４ － ６６２．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ＧＡＯ Ｊｉ⁃ｘｉ， ＪＩＮ Ｙｕ， ｅｔ 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ｉｎ Ｂａｉｒｉｎ Ｒ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５［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３６（５）：６５４－６６２．］

［２２］ 彭建，吴见，徐飞雄，等．基于价值评估的黄山市生境质量时空

演变特征分析［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２）：６６５－ ６７９． ［ Ｐ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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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４１（２）：６６５－６７９．］

［２３］ 吴健生，毛家颖，林倩，等．基于生境质量的城市增长边界研

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Ｊ］ ．地理科学，２０１７，３７ （ １）：２８ － ３６．
［ＷＵ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ＭＡＯ Ｊｉａ⁃ｙｉｎｇ， ＬＩＮ 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１）：２８－３６．］

［２４］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Ｄ′ＡＲＧＥ Ｒ，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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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谢高地，张彩霞，张雷明，等．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改进［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８）：
１２４３－ １２５４． ［ＸＩＥ Ｇａｏ⁃ｄｉ，ＺＨＡＮＧ Ｃａｉ⁃ｘｉａ，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ｍｉｎｇ，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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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５，３０（８）：１２４３－１２５４．］

［２６］ 李晓赛，朱永明，赵丽，等．基于价值系数动态调整的青龙县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 Ｊ］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５，２３
（３）：３７３－３８１．［ＬＩ Ｘｉａｏ⁃ｓａｉ，ＺＨＵ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ＡＯ Ｌｉ，ｅｔ ａｌ．Ｅ⁃
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Ｑｉｎｇｌ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ｒｏｍ Ｄｙｎａ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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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２３（３）：３７３－３８１．］

［２７］ 袁毛宁，刘焱序，王曼，等．基于“活力－组织力－恢复力－贡献

力”框架的广州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估［ Ｊ］ ．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９，
３８（４）：１２４９－１２５７．［ＹＵＡＮ Ｍａｏ⁃ｎｉｎｇ，ＬＩＵ Ｙａｎ⁃ｘｕ，ＷＡＮＧ 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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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ｇ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３８（４）：１２４９－１２５７．］

［２８］ 张学儒，周杰，李梦梅．基于土地利用格局重建的区域生境质

量时空变化分析 ［ Ｊ］ ． 地理学报， ２０２０， ７５ （ １ ）： １６０ － １７８．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ｒｕ，ＺＨＯＵ Ｊｉｅ，ＬＩ Ｍｅｎｇ⁃ｍｅ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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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２０，７５（１）：１６０－１７８．］

［２９］ 高庆彦，潘玉君，刘化．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大理州生境质量时

空演化研究［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１，３７（３）：４０２－４０８．
［ ＧＡＯ Ｑｉｎｇ⁃ｙａｎ， ＰＡＮ Ｙｕ⁃ｊｕｎ， ＬＩＵ Ｈｕ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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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３７（３）：４０２－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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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１２（１）：４３－５５．］

［３１］ 王劲峰，徐成东．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Ｊ］ ．地理学报，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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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ＬＩ Ｃ，ＷＵ Ｙ Ｍ，ＧＡＯ Ｂ Ｐ，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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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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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定量分析河北省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及其影响因素，为发展绿色低碳农业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

支撑。 基于 ２０１８ 年河北省小麦和玉米的化肥、农药、农膜和柴油用量，以及灌溉耗电量、播种面积和产量等统计数

据，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进行估算。 结果表明，河北省小麦种植季碳排放量、碳固

定量和碳足迹量（以 ＣＯ２计）分别为 ９５２ 万、４６３ 万和 ４８９ 万 ｔ，玉米种植季分别为 ８９９ 万、５８８ 万和 ３１１ 万 ｔ。 小麦

种植季碳排放量高于玉米种植季，碳固定量低于玉米种植季。 灌溉、肥料和农田排放在碳排放源中排名居前 ３ 位，
其排放量分别占年碳排放总量的 ３７􀆰 ００％、３１􀆰 １７％和 １８􀆰 ６９％；秸秆还田的固碳量高于化肥施用，占总固碳量的

８４􀆰 ７８％。 化肥和农业机械对碳排放的贡献率分别为 ４９􀆰 ５４％和 ４３􀆰 ９７％，对成本的贡献率均约为 ４０％，高于其他农

资投入对碳排放和成本的贡献率。 小麦玉米轮作体系碳足迹为正值，即小麦－玉米生产过程为碳排放过程，灌溉

量大、单质氮肥用量高是造成小麦种植季碳排放量高于玉米种植季的主要原因。 减量施肥和节水灌溉是减少河

北省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排放、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利润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生命周期评价； 碳排放； 碳固定； 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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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温室气体排放引发

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被各国广泛关注，气候变化成

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１］。 农业源排放是主要

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占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３０％［２］。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以占世界总量 ９％的耕

地养活了 ２２％的人口［３］，农业源温室气体是我国第

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４］。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我国碳排放达峰

后稳中有降。 碳足迹（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是用来衡量

某种活动引起的直接或间接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生态足迹概念［５］。 碳足迹计算方法主要包括生命

周期评价法（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ＣＡ）、投入产出

法（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ＯＡ）和混合生命周期评

价法（ｈｙｂｉｒｄ ＬＡＣ）。 ＬＣＡ 法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可

的一种碳足迹计算方法，ＬＣＡ 法将碳足迹定义为基

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来计算产品生产系统内温室

气体排放与消纳之和，并用 ＣＯ２当量（以 ＣＯ２计）形
式来评价对气候变化的影响［６］。 ＬＣＡ 法在计算碳

足迹时考虑了较多细节，其分析结果具有很强针对

性，目前被广泛应用［７］。
农田生态系统是典型的人工生态系统，在作物

种植过程中既能引起碳排放，同时又能引起碳固

定，而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应该是碳排放量与碳固

定量的差值［８］。 目前已经有众多研究将生命周期

评价方法运用到农业领域碳足迹核算中［９］。 但是

农业生产碳足迹研究中计算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导
致不同研究中出现同一种作物生产体系碳足迹为

正或负这样完全相反的结论［１０－１１］，碳足迹计算方法

的差异成为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的瓶颈。 造成碳足

迹计算差异的因素较多，不同区域间自然条件、种
植制度和农业管理措施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同一种

作物在不同地区碳足迹变异较大［１２］，而计算碳足迹

时系统边界选择和碳排放系数选择的差异也会造

成碳足迹计算结果的差异［１３］。 以 ＬＣＡ 方法为基

础，根据我国国情建立农业生产碳足迹核算方法，
科学评价我国农业生产产生的温室效应，对农业生

产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小麦玉米

生产基地，２０１９ 年小麦和玉米产量分别达到 １ ４５１
万和 １ ９４１ 万 ｔ。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
大量农资投入也带来了温室效应和面源污染等环

境问题。 随着国家“碳中和”概念的提出，河北省粮

食生产的碳减排面临着严峻挑战，而目前针对该省

粮食作物生产的碳足迹还缺乏深入研究。 为促进

河北省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基于农业统计数据，采
用中国学者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碳排放和

碳固定系数，充分考虑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排放及

碳固定，建立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模型，估算

了 ２０１８ 年河北省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定量分

析小麦玉米生产过程碳足迹及其构成，探讨小麦玉

米生产体系碳足迹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河北省农业

碳中和研究和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小麦和玉米化肥用量、农药用量、农膜用量、柴
油用量、灌溉耗电量、播种面积和产量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９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和《２０１９ 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氮肥用量根据施用肥料单质氮

肥用量和复合肥种类及用量进行计算，秸秆量根据

小麦玉米产量，使用草谷比进行估算，秸秆还田比

例为 ９０％［１４］。
１􀆰 ２　 构建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理论模型

系统边界由农资的生产（化肥等农资排放因子

核算中包括上游化石燃料和原料的开采、运输和制

造）开始，至作物收获后结束（图 １）。 小麦玉米生产

体系碳足迹核算的系统边界包括种子、化肥、农药、
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碳排放，作物

生长过程中灌溉耗电的碳排放，播种耕作收割等过

程中农机柴油消耗造成的碳排放，施用氮肥造成的

农田氧化亚氮（Ｎ２Ｏ）直接排放和由氨挥发氮淋溶造

成的 Ｎ２Ｏ 间接排放转化的碳排放（农田碳排放），施
用氮肥引起的碳固定和秸秆还田引起的碳固定。
除了施用氮肥和秸秆还田外，免耕也会引起土壤碳

固定［１２］，但是由于河北省在实际农田管理中免耕技

术使用较少，所以该研究未考虑免耕引起的碳固

定。 模型中涵盖的碳类型包括 ＣＯ２和 Ｎ２Ｏ 两种温

室气体及土壤固定的有机碳。 根据 ＬＣＡ 方法，小麦

玉米种植体系碳足迹由碳排放和碳固定 ２ 个部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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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碳排放、碳固定和碳足迹的计算参考张丹［１２］ 的

计算方法。 碳排放由农资投入（种子、化肥、农药、
农膜、灌溉耗电和机械柴油）碳排放和施肥引起的

直接和间接 Ｎ２Ｏ 排放构成。 碳固定由施氮肥和秸

秆还田引起的碳固定构成。

图 １　 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系统边界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ｍａｉｚｅ⁃ｗｈｅａ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３　 碳排放

ＥＣＯ２
＝ ＩＣＯ２

＋ ＦＮ２Ｏ
× ２９８， （１）

ＩＣＯ２
＝ ∑ＴＩ × ＥＩ ， （２）

ＦＮ２Ｏ
＝ ＦＮ × ＥＮ２Ｏ

＋ ＦＮ × ＥＮＨ３
× １％ ＋ ＦＮ ×

ＥＮＯ３ －
× ２􀆰 ５％ 。 （３）

式（１） ～ （３）中，ＥＣＯ２
为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的碳排放

量（以 ＣＯ２计，下同），万 ｔ；ＩＣＯ２
为农资产品投入产生

的碳排放量，万 ｔ；ＦＮ２Ｏ为农田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的 Ｎ２Ｏ 量，万 ｔ；２９８ 为 Ｎ２Ｏ 转换为 １００ ａ 尺度上的

相对全球增温潜势［１２］；ＴＩ为第 Ｉ 种农资投入的量，
万 ｔ；ＥＩ为第 Ｉ 种农资投入的碳排放系数；ＦＮ为氮肥

投入量，万 ｔ；ＥＮ２Ｏ为 Ｎ２Ｏ 排放系数；ＥＮＨ３
为氨挥发系

数；１％为氨挥发转换为 Ｎ２Ｏ 的转换系数；ＥＮＯ３－
为氮

淋溶系数； ２􀆰 ５％ 为氮淋溶转换为 Ｎ２ Ｏ 的转换

系数［１５］。
１􀆰 ４　 碳固定

ＣＳ ＝ ＣＳＯＣ－ＦｅｒＮ
＋ ＣＳＯＣ－ｓｔｒａｗ ， （４）

ＣＳＯＣ－ＦｅｒＮ
＝ ＦＮ × ＳＦｅｒＮ ， （５）

ＣＳＯＣ－ｓｔｒａｗ ＝ Ｓ × Ｓｓｔｒａｗ 。 （６）
式（４） ～ （６）中，ＣＳ为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的碳固定量

（以 ＣＯ２计，下同），万 ｔ；ＣＳＯＣ－ＦｅｒＮ为施氮引起的碳固

定量，万 ｔ；ＳＦｅｒＮ 为施氮肥碳固定系数；ＣＳＯＣ－ｓｔｒａｗ 为秸

秆还田引起的碳固定量，万 ｔ；Ｓ 为秸秆还田量，万 ｔ；
ＳＳｔｒａｗ为秸秆还田碳固定系数。

１􀆰 ５　 碳足迹

Ｆ ＝ ＥＣＯ２
－ ＣＳ ， （７）

ＦＡ ＝ Ｆ ／ Ａ ， （８）
ＦＹ ＝ Ｆ ／ Ｙ ， （９）
ＦＶ ＝ Ｆ ／ Ｖ ， （１０）
ＦＰ ＝ Ｆ ／ Ｐ 。 （１１）

式（７） ～ （１１）中，Ｆ 为净碳排放量即碳足迹（以 ＣＯ２

计，下同），万 ｔ；ＦＡ为单位播种面积碳足迹（以 ＣＯ２

计，下同），ｔ·ｈｍ－２；Ａ 为播种面积，ｈｍ２；ＦＹ为单位产

量碳足迹（以 ＣＯ２计，下同），ｔ·ｔ－１；Ｙ 为作物产量，ｔ；
ＦＶ为单位产值碳足迹 （以 ＣＯ２ 计，下同），ｋｇ·万

元－１；Ｖ 为产值，１０９元；ＦＰ为单位利润碳足迹（以 ＣＯ２

计，下同），ｔ·万元－１；Ｐ 为利润，１０９元。 各指标碳排

放系数见表 １［１６－１９］。

表 １　 碳足迹模型系数［１６－１９］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

指标 碳排放系数 来源文献

氮肥 ４􀆰 ９６ ｋｇ·ｋｇ－１（以 ＣＯ２计） ［１６］
磷肥 １􀆰 １４ ｋｇ·ｋｇ－１（以 ＣＯ２计） ［１６］
钾肥 ０􀆰 ５８ ｋｇ·ｋｇ－１（以 ＣＯ２计） ［１６］

复合肥 １􀆰 ７７ ｋｇ·ｋｇ－１（以 ＣＯ２计） ［１７］
种子 １􀆰 １８ ｋｇ·ｋｇ－１（以 ＣＯ２计） ［１６］
农药 １２􀆰 ４４ ｋｇ·ｋｇ－１（以 ＣＯ２计） ［１６］
柴油 ３􀆰 ３２ ｋｇ·ｋｇ－１（以 ＣＯ２计） ［１６］
农膜 ２２􀆰 ７２ ｋｇ·ｋｇ－１（以 ＣＯ２计） ［１６］

灌溉用电 ０􀆰 ９２ ｋｇ·ｋＷ－１·ｈ－１（以 ＣＯ２计） ［１６］
Ｎ２Ｏ 直接排放 Ｎ２Ｏ 排放模型 ［１８］
Ｎ２Ｏ 间接排放 氨挥发氮淋溶损失模型 ［１８］
氮肥施用固碳 固碳模型 ［１９］
秸秆还田固碳 固碳模型 ［１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排放量及成产成本

基于统计数据中各农资投入量，采用碳排放和

碳固定系数（表 １）计算得到河北省小麦玉米轮作体

系的碳排放总量（图 ２），其中，碳固定使用负碳排放

表示，农田碳排放则是农田直接和间接 Ｎ２Ｏ 排放转

化的 ＣＯ２之和。 小麦季、玉米季和全年碳排放量分

别为 ９５２ 万、８９９ 万和 １ ８５１ 万 ｔ。 小麦季碳排放量

比玉米季高 ５３ 万 ｔ（６􀆰 ５６％），小麦季碳排放量占全

年碳排放量的 ５１􀆰 ４３％。 小麦季、玉米季和全年碳

固定量分别为 ４６３ 万、５８８ 万和 １ ０５１ 万 ｔ，玉米季碳

固定量比小麦季高 １２５ 万 ｔ（２７􀆰 ００％），玉米季碳固

定量占全年固碳量的 ５５􀆰 ９５％。 小麦季和玉米季碳

排放量均大于碳固定量。 灌溉产生的碳排放是小

麦玉米生产体系碳排放最主要部分，小麦季、玉米



　 第 １１ 期 　 肖广敏等： 河北省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分析 ·１３９１　 ·

季和全年灌溉产生的碳排放量分别为 ３６９ 万、３１６
万和 ６８５ 万 ｔ，分别占小麦季、玉米季和全年碳排放

总量的 ３８􀆰 ７６％、３５􀆰 １５％和 ３７􀆰 ００％；其次，肥料产生

的碳排放量分别为 ３０４ 万、２７２ 万和 ５７６ 万 ｔ，分别

占全年碳排放总量的 ３１􀆰 ９３％、３０􀆰 ２６％和 ３１􀆰 １７％；
农田排放是第 ３ 大碳排放源，小麦季、玉米季和全年

碳排放量分别为 １５０ 万、１９６ 万和 ３４６ 万 ｔ，分别占

全年碳排放总量的 １５􀆰 ７６％、２１􀆰 ８０％和 １８􀆰 ６９％。 其

他排放源的碳排放量占比均小于 １０％。 秸秆还田

是最主要的固碳方式，小麦季、玉米季及全年通过

秸秆还田分别固定碳达 ３７３ 万、５１８ 万和 ８９１ 万 ｔ，
分别占固碳量的 ８０􀆰 ５６％、８８􀆰 １０％和 ８４􀆰 ７８％。 玉米

季秸秆还田的碳固定量比小麦季高 １４５ 万 ｔ
（３８􀆰 ８７％），占全年固碳量的 ５８􀆰 １４％。 除了秸秆还

田可以固碳以外，施用氮肥也能起到固碳作用，其
全年固碳量仅为秸秆还田固碳量的 １７􀆰 ９６％。 小麦

季、玉米季和全年施用氮肥的碳固定量分别为 ９０
万、７０ 万和 １６０ 万 ｔ，小麦季施用氮肥的碳固定量比

玉米季高 ２０ 万 ｔ（２８􀆰 ５７％）。

图 ２　 小麦玉米轮作体系碳排放量

Ｆｉｇ􀆰 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除主要排放源外，小麦玉米生产体系其他碳排

放源的组成还包括种子、柴油、农药和农膜（图 ３）。

图 ３　 其他来源碳排放量

Ｆｉｇ􀆰 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图 ３ 显示，小麦和玉米其他碳排放源的碳排放

量差别较大。 小麦种子产生的碳排放量高达 ７１ 万

ｔ，而玉米种子产生的碳排放量仅为 １４ 万 ｔ，约为小

麦种子碳排放的 ２０％。 玉米季柴油和农药产生的

碳排放量分别为 ８２ 万和 １４ 万 ｔ，分别比小麦季高

３５ 万（７４􀆰 ４７％）和 ３ 万 ｔ（２７􀆰 ２７％）。 与小麦相比，
春玉米种植过程中使用了农膜，其碳排放源较小麦

增加一项，但农膜使用量较小，其碳排放量仅为 ５ 万

ｔ，占玉米生产碳排放总量的比例低于 １％。
根据统计数据对农资投入成本进行计算（图

４）。 机械成本包括机械作业费及排灌费用，由于农

膜仅在春玉米生产中使用且成本较低，在计算时没

有将农膜考虑在内。 小麦季、玉米季和全年农资投

入成本分别为 ７ １７５、５ ３４９ 和 １２ ５２４ 元·ｈｍ－２，小
麦季农资投入成本比玉米季高 １ ８２６ 元·ｈｍ－２

（３４􀆰 １３％），小麦季农资投入占全年农资投入成本

的 ５７􀆰 ２９％。 机械费和肥料费是农资投入成本的主

要组成部分，小麦季、玉米季和全年机械费分别为

３ ０３４、２ ３２６ 和 ５ ３６０ 元·ｈｍ－２，约占总成本的

４３％，肥料费分别为 ２ ８１３、２ ０８４ 和 ４ ８９７ 元·ｈｍ－２，
约占总成本的 ３９％。 小麦季机械费、种子费和肥料

费投入均高于玉米季，分别比玉米季高 ７０８ 元·
ｈｍ－２（３０􀆰 ４４％）、３８５ 元·ｈｍ－２（５６􀆰 ２０％）和 ７２９ 元·
ｈｍ－２（３４􀆰 ９８％），小麦季和玉米季农药费差异较小，
为 ４ 元 ｈｍ－２（１􀆰 ５７％）。

图 ４　 小麦玉米轮作体系生产成本

Ｆｉｇ􀆰 ４　 Ｃｏｓｔ ｏｆ ｗｈｅａｔ⁃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２􀆰 ２　 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

河北省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作物产量和收

购价格均不相同，单纯比较总碳排放量不能准确反

映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排放的真实情况，因此根据

小麦和玉米碳净排放量以及播种面积、产量、产值

和利润计算单位播种面积、单位产量、单位产值和

单位利润的碳足迹（表 ２）。 由于小麦、玉米碳排放

量均大于碳固定量，碳净排放量为正值，因此，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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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生产体系属于碳排放源。 玉米播种面积、产
量、产值和利润分别比小麦高 ４６％、３４％、３３％和

４５％，同时玉米碳排放量比小麦低 ６％，碳固定量比

小麦高 ２７％，碳足迹比小麦低 ３６％。 更大的播种面

积、产量、产值和利润以及更低的碳足迹使玉米单

位播种面积、单位产量、单位产值和单位利润碳足

迹均低于小麦， 分别比小麦低 ５７％、 ５３％、 ５２％
和 ５９％。

表 ２　 小麦玉米轮作体系碳足迹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ｗｈｅａｔ⁃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生长季
播种面积 ／
１０３ ｈｍ２

产量 ／
万 ｔ

产值 ／
１０９元

利润 ／
１０９元

碳排放量 ／
万 ｔ

碳固定量 ／
万 ｔ

碳足迹 ／
万 ｔ

单位播种
面积碳足迹 ／
（ ｔ·ｈｍ－２）

单位产量
碳足迹 ／
（ ｔ·ｔ－１）

单位产值
碳足迹 ／

（ ｔ·万元－１）

单位利润
碳足迹 ／

（ ｔ·万元－１）
小麦季 ２ ３５７ １ ４５１ ３３ １６ ９５２ ４６３ ４８９ ２􀆰 ０７ ０􀆰 ３４ １􀆰 ４８ ３􀆰 ０６
玉米季 ３ ４３８ １ ９４１ ４４ ２５ ８９９ ５８８ ３１１ ０􀆰 ９０ ０􀆰 １６ ０􀆰 ７１ １􀆰 ２４

２􀆰 ３　 农资投入对碳排放和成本的贡献

为了对比不同农资投入对碳排放和成本的贡

献程度，该研究计算了不同农资投入对每公顷碳排

放和生产成本的贡献率（图 ５）。 由于农田碳排放受

施肥影响较大，所以肥料碳排放包含农田碳排放，
机械碳排放包含柴油和灌溉碳排放。 机械对碳排

放和成本的贡献率接近，在小麦季、玉米季和全年

贡献率均约为 ４０％；化肥对碳排放的贡献率大于对

成本的贡献率，化肥在小麦季、玉米季和全年对碳

排放的贡献率约为 ５０％，而对成本的贡献率约为

４０％。 农药和种子对碳排放的贡献率均小于其对成

本的贡献率。 小麦季和玉米季农药对碳排放的贡

献为 １％，但是对成本的贡献可以达到 ４％。 不同作

物种子对碳排放贡献差异较大，小麦种子对碳排放

的贡献率高于玉米，小麦季和玉米季种子对碳排放

的贡献率分别为 ７􀆰 ５０％和 １􀆰 ５７％，全年为 ５􀆰 １８％，
但两者对成本的贡献率接近，均约为 １４％。

图 ５　 农资对碳排放和成本的贡献率

Ｆｉｇ􀆰 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ｐｕ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３　 讨论

３􀆰 １　 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排放构成

研究发现小麦季、玉米季和全年碳排放量均大

于碳固定量，碳净排放量为正值，说明小麦玉米生

产体系属于碳排放源。 玉米季碳排放总量低于小

麦季，这与前人研究结果［２０］一致。 比较河北省小麦

玉米体系碳排放构成，发现尽管小麦播种面积比玉

米少 ３１􀆰 ４４％，但是小麦季灌溉和肥料碳排放仍然

高于玉米季，这主要是由于小麦和玉米季灌溉和化

肥投入的不同造成。 华北平原冬小麦生育期内多

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１５０ ｍｍ，而冬小麦作物多年平均

耗水量达 ４５０ ｍｍ［２１］，在小麦生长周期内需要灌溉

３～４ 次才能满足其生长需求，而玉米生长季水热同

期往往只需要灌溉 １～２ 次就能够满足其生长需要。
气候和作物自身特点导致小麦生产过程中往往比

玉米需要更多的灌溉次数，消耗更多的电力，同时

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小麦季肥料产生的碳排放比

玉米季高 ３２ 万 ｔ（１１􀆰 ７６％），但是肥料使用量仅比玉

米季高 １ 万 ｔ（０􀆰 ９３％），其中，复合肥和氮肥占肥料

用量的 ９５％以上，是主要的排放源。 河北省小麦季

施用氮肥、复合肥和其他肥料分别为 ３５􀆰 ５ 万、７２􀆰 １
万和 ０􀆰 ４ 万 ｔ，玉米季分别为 ２６􀆰 ０ 万、８０􀆰 ９ 万和 ０􀆰 ５
万 ｔ。 与玉米季相比，小麦季单质氮肥用量增加 ９􀆰 ５
万 ｔ，复合肥用量减少 ８􀆰 ８ 万 ｔ，但单质氮肥碳排放系

数是复合肥的 ３ 倍（表 １），排放系数和使用肥料种

类的差异导致小麦和玉米在肥料用量接近的情况

下，小麦季肥料产生的碳排放高于玉米季。 玉米季

农田碳排放总量高于小麦季，这是由于利用氮损失

模型计算得到的玉米季 Ｎ２Ｏ 排放、氨挥发和氮淋溶

损失高于小麦季，导致玉米季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增

加。 玉米季氮素损失高于小麦季这一结果与前人

研究结果［２２］一致，近年来我国关于主要农作物碳足

迹的研究大多认为肥料是种植业最主要的碳排放

源［２３］。 但笔者研究结果表明，灌溉是河北省小麦玉

米生产体系最大的碳排放源，占总碳排放量的

３７％。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研究区小麦玉米

生产方式不同［２４］。 我国幅员辽阔，受到种植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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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农业生产方式存在较大

差异。 例如，我国西北地区大面积雨养农田不需要

进行灌溉，灌溉不属于碳排放源。 在计算农作物生

产碳排放时，碳排放构成受到区域差异的影响，这
导致不同区域不同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也不同。
３􀆰 ２　 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

不同研究得到的小麦玉米生产碳足迹相差较

大。 张丹［１２］研究表明华北地区小麦和玉米的单位

面积碳足迹分别为 ５􀆰 ６２ 和 ３􀆰 ００ ｔ·ｈｍ－２，史磊刚

等［２５］研究表明华北地区小麦和玉米的单位面积碳

足迹分别为 １􀆰 １０ 和 ０􀆰 ６４ ｔ·ｈｍ－２。 笔者研究结果

表明，河北省小麦和玉米单位面积碳足迹分别为

２􀆰 ０７ 和 ０􀆰 ９０ ｔ·ｈｍ－２。 碳足迹计算结果存在差异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碳足迹系统边界不一致和碳排放

参数选择不一致。 张丹［１２］ 在计算碳足迹时考虑了

施用有机肥和秸秆焚烧产生的碳排放，笔者研究则

根据河北省小麦玉米在实际生产中有机肥投入较

少及禁止秸秆焚烧的实际情况，没有考虑这部分碳

排放，因此得到的碳足迹低于其研究结果。 在计算

碳足迹时是否考虑土壤固碳效应会对碳足迹结果

产生较大影响。 笔者研究结果显示，小麦玉米生产

体系每年的碳固定量约为碳排放量的 ６０％，如果计

算碳足迹时忽略土壤碳固定会大大高估碳足迹。
农田碳排放包括 Ｎ２Ｏ 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笔者研

究结果表明由于氨挥发和氮淋失导致的碳排放约

占农田碳排放总量的 ３０％，因此在计算农田碳排放

时仅计算直接 Ｎ２Ｏ 排放而忽略间接排放则会导致

碳排放被低估［２６］。 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主要

消耗化石燃料，其能量转化效率较低，这意味着我

国每生产单位质量的农业生产资料，就会比发达国

家排放更多的 ＣＯ２
［２３］。 如果在计算我国农业生产

碳足迹时直接使用国外的排放系数，往往会低估我

国实际碳排放量，笔者研究在进行计算时选取了我

国科学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修正后的碳排放

系数［１６－１７］。
３􀆰 ３　 降低农业碳排放技术

从碳足迹的构成角度考虑降低农业生产碳足

迹，可以通过减少碳排放和增加碳固定来实现。 要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优化农业管理措施，兼顾固碳和

减排提高农业生产的碳效率［２７］。 随着环保意识的

增强和农业管理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农业碳足迹

已经开始表现出逐渐减缓的趋势［１７］。 综合考虑低

碳农业发展的评价指标和驱动因素，通过增强科普

宣传来影响政府决策，已成为国内外低碳农业的研

究趋势［２８］。 政府决策是影响农资投入的主要因素，

自提出“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后，河北省农药化

肥施用量在 ２０１９ 年已经实现了负增长，而农田氮素

损失和氮肥投入具有显著相关关系［１０，１８］，研究结果

表明河北地区小麦玉米生产体系施用的肥料对碳

排放的贡献达到 ５０％以上。 降低氮肥投入可以直

接降低肥料生产运输产生的碳排放，同时降低农田

碳排放，因此降低肥料用量是降低农业生产碳排放

最简单有效的手段。 除了肥料外，灌溉产生的碳排

放也是主要碳排放源之一，尤其是小麦季灌溉量远

高于玉米季。 通过改变传统的小麦玉米轮作一年

两熟种植制度，在小麦季休耕或者种植其他作物可

以有效降低灌溉量，从而减少由灌溉引起的碳排

放［２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考虑农田固碳

效应［３０］，通过有机肥和化肥合理配施以及添加生物

炭都可以增强土壤固碳效应，降低碳足迹［３１－３２］。 但

是土壤固碳效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各农业措施

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需要针对特定生

态系统和生态环境开展长期研究［３３］。 在不减少小

麦玉米产量的前提下减少小麦玉米轮作体系碳足

迹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降低施氮量和灌溉量。 在

目前河北地区小麦产量为 ６ ０００ ｋｇ·ｈｍ－２、玉米产

量为 ７ ０００ ｋｇ·ｈｍ－２的水平下，采用由目标产量推

算最佳施氮量方法计算得到小麦季最佳施氮量（以
Ｎ 计，下同）应为 １６８ ｋｇ·ｈｍ－２，玉米季最佳施氮量

应为 １６１ ｋｇ·ｈｍ－２［３４］。 与笔者通过统计资料估算

的小麦季和玉米季施氮量相比，河北省小麦季氮肥

用量还可以减少 ２８ ｋｇ·ｈｍ－２，而玉米季施氮量减量

潜力较小。 按照河北省目前小麦播种面积为２ ３５７×
１０３ ｈｍ２计算，通过优化施氮量可以减少氮肥投入量

约 ６􀆰 ６０ 万 ｔ，减少直接碳排放量 ３２􀆰 ７４ 万 ｔ，减少全

年碳足迹 ４􀆰 １０％。 张喜英［３５］ 研究认为在不降低产

量的前提下，华北地区小麦采取亏缺灌溉可以将灌

溉次数由目前 ３～ ４ 次减少为 ２ ～ ３ 次。 小麦季减少

１ 次灌溉可以减少灌溉用电约 ４００ ｋＷ·ｈ，减少碳

排放量 ８６􀆰 ７４ 万 ｔ，使全年碳足迹降低 １０􀆰 ８４％。 综

合上述分析，通过科学方法优化小麦季施氮量和灌

溉次数是减少河北省小麦玉米生产体系碳足迹的

最直接有效方法。 推广科学施肥灌溉需要改变农

民原有施肥灌溉习惯，增强农民科学种田意识。 在

这些方面政府应加强宣传力度，组织科技下乡活

动，宣传科学施肥灌溉技术原理，开展示范田建设，
使农民切实感受科学施肥灌溉技术的应用效果。
通过科学施肥灌溉技术的推广减少小麦玉米生产

碳排放，助力乡村振兴。



·１３９４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８ 卷

３􀆰 ４　 不确定性分析

笔者研究计算了河北省小麦玉米种植体系的

碳足迹，但是研究结果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首先，
在选择碳排放系数时，虽然没有直接采用国外学者

研究的碳排放系数而使用了针对中国实际情况研

究得到的碳排放系数，但是这些排放系数并非针对

河北省实际情况得到，受当地社会发展水平的影

响，不同地区碳排放系数存在较大差异［２３］，因此选

取这些排放系数计算碳排放量时存在不确定性。
其次，由于缺乏田间实际测量得到的数据，在计算

氮素损失量和固碳量时直接采用了前人研究的区

域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氮损失和碳固定量往往受气

候条件和当地农业管理措施的影响，直接使用区域

模型计算氮素损失量和固碳量时存在不确定性［３６］。
针对上述不确定性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

究，得到符合目标区域的碳排放系数，开展田间氮

素损失和碳固定监测，为研究区发展低碳农业提供

更加丰富和准确的数据。

４　 结论

（１）河北省小麦玉米生产体系周年碳排放量为

１ ８５１ 万 ｔ，高于碳固定量的 １ ０５１ 万 ｔ，属于碳排放

源。 灌溉、肥料和农田排放是河北省小麦玉米生产

体系最主要的碳排放源，分别占周年碳排放总量的

３７􀆰 ００％、３１􀆰 １７％和 １８􀆰 ６９％，秸秆还田是主要的固

碳来源（方式），其碳固定量占比为 ８５％。
（２）河北省小麦和玉米生产碳足迹分别为 ４８９

万和 ３１１ 万 ｔ，小麦生产碳足迹高于玉米生产。 与小

麦相比，玉米播种面积、产量、产值和利润更高，碳
足迹却更低，所以玉米单位播种面积、单位产量、单
位产值和单位利润碳足迹均低于小麦。

（３）小麦玉米生产体系中每公顷土地化肥和机

械对碳排放和成本的贡献高于其他农资，对碳排放

的贡献分别为约 ４０％和 ５０％，对成本的贡献均为约

４０％，通过减少氮肥投入和灌溉可以在显著降低碳

排放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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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测度、空间溢出与影响因素研究

闫明涛， 乔家君①， 瞿　 萌， 韩　 冬　 （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 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河

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摘要： 科学剖析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

与实践意义。 以广义农业为研究对象，采用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测算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９ 年河南省 １０４ 个区县农业生态效

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影响因素的溢出效应，采用地理探测器对其空间分层异质性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１）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呈阶梯型震荡下降趋势变化，空间上呈现出集聚性和异质性。 （２）农民收入水平、劳均播

种面积和种植结构对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城镇化率和农业机械密度对该地区农业生态

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直接效应；农民收入水平对邻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率、化
肥使用强度和农业机械密度对邻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３）农业生态效率的高作用

影响因素由农业资源要素向社会经济要素转变，且交互作用项的影响大于单一变量的影响。 基于此，建议制定农

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加强区域间资源要素的交流与协作，并结合自身

禀赋发展特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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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农业

大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１］。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９ 年，粮食总产量、肉类总产量、奶类产量和水产

品总产量分别增长 １􀆰 ４２ 倍、１􀆰 ４８ 倍、４􀆰 ９０ 倍和 ２􀆰 ５７
倍，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强有

力的支撑作用［２］。 然而农业生产过程也给生态环

境带来了巨大的负外部性。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３０）》报告显示，化肥、农药利用率小

于 １ ／ ３，农膜回收率小于 ２ ／ ３，农业内源性污染严

重［３］。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农业增长仍主要依赖于

生产要素的集约投入，正是这种低效、高投入的农

业生产模式导致农业污染越来越严重，甚至超过工

业污染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４］。 因此，研究如何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对当前农业相关政策的制定

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衡量农业的可持续性？ 一种有效的方法

是采用生态效率指标进行评价［５］。 生态效率最初

于 １９９０ 年由德国学者 Ｓｃｈａｌｔｅｇｇｅｒ 和 Ｓｔｕｒｍ 提出，作
为一种研究经济和环境方面的量化管理工具，以产

出与投入的比例来衡量，旨在以较少的投入来提高

经济产出和减少不利的环境影响［６］。 随后由于世

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等的推广，使得生态效率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７］。 为了量化农业生

态效率绩效，科研工作者建立并使用了多种方法，
如比率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生命周期评价法和数

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法等。 这些方法各有优劣，其
中，ＤＥＡ 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非参数方法，用于评

估涉及多产出和多投入的生态效率，可以有效避免

主观设置权重，并克服价格体系不合理等非技术因

素对前沿生产函数的影响［８］。
近年来，学者们对农业生态效率的研究成果不

胜枚举。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一般来说，农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

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狭义的农业

则仅指种植业。 现有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狭义

农业［９］。 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系统以“粮－猪”结
构为基本特征［１０］，种植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

５０％，畜牧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 ３０％。 此外，非
种植业的污染物排放占农业污染物排放的比例接

近 ７５％［１１］，这意味着如果仅用种植业的生态效率来

研究农业生态效率，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将产生较

大偏差。 第二，现有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通常以行

政边界为基础，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单元，假设每个

区域单元都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忽视了各农业要素

资源在区域间的交流和溢出［１２］。 而空间计量模型

则假设各区域间存在空间相关性，考虑周边地区对

研究区的影响，从而更贴近农业生产的现实，更加

客观地揭示农业生态效率的内在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河南省为研究区，以广

义农业为研究对象，基于 １０４ 个区县面板数据集，采
用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测算农业生态效率，并对其时空

演化特征进行分析。 其次，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地

理探测器模型，从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分层异质性

两个视角分析各因素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以期

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

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河南省位于黄河下游的中东部地区，大部分位

于暖温带，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

气候区，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是中国 １３ 个粮食主

产区之一。 ２０１９ 年河南省总人口为 ９ ６４０ 万人，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８ ５４１􀆰 ８ 亿元，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为 １ ４７１􀆰 ４ 万 ｈｍ２，粮食总产量为 ６ ６９５􀆰 ４ 万 ｔ，均
居中国前 ３ 位。 因此，将河南省作为研究区，对其农

业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２０１９ 年

河南 省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中， 种 植 业 占 比 为

６４􀆰 １％，畜牧业占比为 ２７􀆰 ７％，因此，以种植业和畜

牧业为重点测算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
１􀆰 ２　 数据来源

统计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

计年鉴》以及各区县政府相关部门公布的统计公

报。 行政区划、ＤＥＭ、年均降雨量和年均气温均来

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 ／ ）和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 ／ ）网站。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指标体系

农业生态效率本质上是通过减少资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来获取尽可能多的农业产出。 参考已有

的投入产出指标汇总［１３－１４］，以广义农业为研究对

象，结合河南省实际发展状况，从投入要素、期望产

出要素和非期望产出要素 ３ 个方面构建河南省农业

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 投入变量包括土

地、劳动力、机械、牲畜、化肥、农药、农膜，期望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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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农林牧业总产值，非期望产出包括农业碳排放

和农业面源污染排放。 参考 ＬＩＵ 等［１５］ 的研究对农

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排放进行计算。 其中，考
虑到河南省畜牧业以生猪产业为主［１６］，因此，牲畜

投入数据以猪年底头数替代。
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中，结合河南省农业发展实

际情况，从农业发展潜力、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投

入强度 ３ 个方面选取城镇化率、农民收入水平、农业

资源禀赋、农业种植结构、化肥使用强度和农业机

械密度 ６ 类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考察（表 ２）。 根据文

献综述选取的影响因素中很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采用方差膨胀因子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发
现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值均小于 ５，表明

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１　 农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主要指标 次要指标 变量和描述

投入指标 土地投入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１０３ ｈｍ２）
劳动投入 农业从业人员（万人），通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农业总产值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进行折算

机械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 ｋＷ）
牲畜投入 猪年底头数（万头）
化肥投入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万 ｔ）
农药投入 农药使用量（ｔ）
农膜投入 农膜使用量（ｔ）

期望产出 农业产出 农林牧业总产值（亿元），以 １９９５ 年为基期计算价格平减指数

非期望产出 农业碳排放 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机械动力、农业耕作和猪的碳排放总和（万 ｔ）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 化肥氮或磷流失量（万 ｔ）、农药无效利用量（万 ｔ）、农膜残留量（万 ｔ）的综合指数

表 ２　 农业生态效率解释变量和指标的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主要指标 次要指标 变量和描述 缩写

农业发展潜力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 ／ 总人口（％） ＵＲ
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ＣＤＩ

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资源禀赋 劳均播种面积（ｈｍ２·人－１） ＡＳＬ
农业种植结构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ＡＦＳ

农业投入强度 化肥使用强度 农用化肥施用量 ／ 农作物播种面积（ｋｇ·ｈｍ－２） ＦＵＩ
农业机械密度 农业机械总动力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万 ｋＷ·ｈｍ－２） ＤＡＭ

１􀆰 ３􀆰 ２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

ＤＥＡ 是一种非参数前沿方法，长期以来一直被

用作评估经济、能源、环境和生态效率的方法。 但

传统的 ＤＥＡ 模型是基于投入比例减少或产出比例

扩大，一方面，没有充分考虑输入或输出变量的松

弛性问题，不能准确度量存在非期望产出时的效率

值；另一方面，由于效率值具有截尾性，因而不宜采

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１７］。 而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可用于对此进行进一步修正，有效

解决了上述问题［１８］。 因此，将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

源污染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

测算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公式如下：

ρ ＝ ｍｉｎ
１ ＋ １

ｍ∑
ｍ

ｉ ＝ １

ｓｉｘ
ｘｉ０

１ － １
ｓ１ ＋ ｓ２

(∑
ｓ１

ｋ ＝ １

ｓｋｙ
ｙｋ０

＋ ∑
ｓ２

ｌ ＝ １

ｓｌｚ
ｚｌ０

)
。 （１）

ｓ􀆰 ｔ􀆰 ｘｉ０ ≥∑
ｎ

ｊ ＝ １
λ ｊ ｘ ｊ － ｓｉｘ，∀ｉ；ｙｋ０ ≤∑

ｎ

ｊ ＝ １
λ ｊ ｙ ｊ ＋ ｓｋｙ，

∀ｋ；ｚｌ０ ≥ ∑
ｎ

ｊ ＝ １
λ ｊ ｚ ｊ － ｓｌｚ，∀ｌ。

１ － １
ｓ１ ＋ ｓ２

(∑
ｓ１

ｋ ＝ １

ｓｋｙ
ｙｋ０

＋ ∑
ｓ２

ｌ ＝ １

ｓｌｚ
ｚｌ０

) ＞ ０，

ｓｉｘ ≥ ０，ｓｋｙ ≥ ０，ｓｌｚ ≥ ０，λ ｊ ≥ ０，∀ｉ，ｊ，ｋ，ｌ。
式（１）中，ρ 为农业生态效率；ｘｉ０，ｙｋ０，ｚｌ０分别表示投

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ｓｉｘ，ｓｋｙ，ｓｌｚ分别表示

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λ ｊ为

强度变量。
１􀆰 ３􀆰 ３　 空间计量模型

常用的空间回归模型包括空间滞 后 模 型

（ＳＬＭ）、空间误差模型 （ ＳＥＭ） 和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等。 根据 ＥＬＨＯＲＳＴ［１９］提出的空间面板计量

模型的估计与检验框架，选择适合的空间面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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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应的固定效应。 其中，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表达

式为

ｙｉｔ ＝ β∑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ｙｊｔ ＋ ｘｉｔγ ＋ α∑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ｘｊｔ ＋ ｕｉ ＋ ｖｔ ＋ ε ｉｔ。

（２）
式（２）中，ｙｉｔ为 ｉ 地区 ｔ 年被解释变量观测值，即农

业生态效率；ｘｉｔ为 ｉ 地区 ｔ 年解释变量观测值，即农

业生态效率解释变量，包括城镇化率、农民收入水

平、农业资源禀赋、农业种植结构、化肥使用强度和

农业机械密度；β 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γ 为自

变量的估计系数；α 为自变量的空间溢出系数； Ｗｉｊ

为 Ｎ×Ｎ 阶空间权重矩阵，表示地区 ｉ 与 ｊ 的空间关

系，Ｎ 取值为 １０４，表示河南省 １０４ 个区县；ｕｉ、ｖｔ分别

为空间与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为服从独立分布的扰动

项。 当 α＝ ０，β≠０ 时，式（２）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
当 α＋βγ＝ ０ 时，式（２）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为增

加稳健性，以 ０－１ 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为基础进行分

析，通过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中，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采用两地之间距离的

反函数作为矩阵中的元素，具体公式参见文献

［２０］。 其次，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在空间计量模型

中对数据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
１􀆰 ３􀆰 ４　 地理探测器

虽然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时加入了

空间因素，但没有考虑到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层

异质性。 地理探测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测被解

释变量的空间分层异质性及其驱动因子［２１］。 笔者

主要利用因子探测器以及交互作用探测器，定量分

析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变化的驱动因子以及

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体公式参见文献［２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河南省农业投入产出及生态效率时序演化

分析

　 　 对 １９９５—２０１９ 年农业投入产出数据及采用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测算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可视化分

析（图 １）。

图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９ 年河南省农业投入产出及生态效率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９

　 　 就农业投入产出数据而言，土地投入、机械投

入、牲畜投入、化肥投入、农药投入、农膜投入、农业

产出、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体均保持上升

趋势，劳动投入呈下降趋势。 这表明在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农业生产已由资源依赖（土地、劳动力）向

物质依赖（技术、化肥）转变。 这种转变带来了农业

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并导致农业污染问题日益突

出。 ２０１５ 年前后碳排放量和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

由增到减，表明《到 ２０２０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方案》等措施的实施，使得农业环境污染得到有效

控制。 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呈阶梯型震荡下降变化趋

势，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０􀆰 ５２０ ９ 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０􀆰 ４０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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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为 ２２􀆰 ３５％，表明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整体上

仍处于较低水平。
２􀆰 ２　 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格局分析

参考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２］的研究结果，将农业生态效

率（ｐ）划分为效率优秀（ｐ≥１）、效率良好（０􀆰 ８≤ｐ＜
１）、效率中等（０􀆰 ６≤ｐ＜ ０􀆰 ８）、效率较低（０􀆰 ４≤ｐ＜
０􀆰 ６）和效率最低（ｐ＜０􀆰 ４）５ 个等级。 以“五年计划”
为研究阶段，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绘制农业生态效率空

间分布图（图 ２）。 可以看出，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

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总体来看，研究期内河

南省超过 ７０％的地区处于效率较低或最低区。 与

“八五”时期相比，“十三五”时期效率等级降低的区

县占比为 ３８􀆰 ４６％，效率等级不变的区县占比为

４５􀆰 １９％，效率等级提高的区县占比为 １６􀆰 ３５％，未来

如何有效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应是河南省农业相关

部门关注的重点。 其中，效率等级提高较多的县有

淇县、安阳县、栾川县、商城县、卢氏县和新县，由各

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可

知，上述各县多以特色农业发展为主，如特色农业

种植、旅游观光农业等，能有效推动农业生态效率

的提高。 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农业生态效率较高

的地区呈片状分布于河南省西部及南部地区，中部

及东部多为生态效率较低的地区。

图 ２　 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 ３　 空间溢出效应

２􀆰 ３􀆰 １　 空间自相关检验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６ 软件计算 １９９５—２０１９ 年农业生

态效率全局莫兰指数，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显示，除
２０００ 年外，其他年份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均显著为正，表明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

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２０００ 年全局空间自相关不显

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存在局部地区空间自相关，
或者是正、负向空间自相关相互抵消，导致全局空

间自相关只是在统计上不显著。
２􀆰 ３􀆰 ２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与选择

鉴于空间计量模型具有不同的形式，借鉴前人

研究结果［１９］，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６ 进行 ＬＭ 检验、Ｗａｌｄ 检

验和 ＬＲ 检验，结果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知，除 Ｒ－ＬＭ 误差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外，其余 ＬＭ 检验和 Ｒ－ＬＭ 检验结果在 １％显著性

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同时存在空间滞后项

及空间误差项。 ＬＲ 检验和 Ｗａｌｄ 检验结果在 １％显

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空间杜宾模型不能简

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即空间杜宾模

型对河南省农业生态影响因素的模拟最优。 同时，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显示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随

机效应的原假设。 所以，选用空间杜宾模型的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５。 依据表 ５ 中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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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固定效应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和离

散度（σ２），可以看出时空双固定形式下的空间杜宾

模型拟合程度明显优于时间固定、空间固定形式下

的空间杜宾模型。 因此，最终选择时空双固定效应

下的空间杜宾模型作为最终的分析模型。

表 ３　 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１９９５ ０􀆰 １５３∗∗ ２００８ ０􀆰 ３３７∗∗∗

１９９６ ０􀆰 １５７∗∗∗ ２００９ ０􀆰 ２８４∗∗∗

１９９７ ０􀆰 ２９０∗∗∗ ２０１０ ０􀆰 ２６２∗∗∗

１９９８ ０􀆰 ２７５∗∗∗ ２０１１ ０􀆰 ２７８∗∗∗

１９９９ ０􀆰 １４１∗∗ ２０１２ ０􀆰 ２３６∗∗∗

２０００ ０􀆰 ０７４ ２０１３ ０􀆰 ２７３∗∗∗

２００１ ０􀆰 ２０９∗∗∗ ２０１４ ０􀆰 ２５４∗∗∗

２００２ ０􀆰 ２０５∗∗∗ ２０１５ ０􀆰 ２０９∗∗∗

２００３ ０􀆰 ４６７∗∗∗ ２０１６ 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４ ０􀆰 ２９７∗∗∗ ２０１７ ０􀆰 １７４∗∗

２００５ ０􀆰 ２０９∗∗∗ ２０１８ ０􀆰 ２６７∗∗∗

２００６ ０􀆰 ３６３∗∗∗ ２０１９ ０􀆰 １０３∗

２００７ ０􀆰 ３００∗∗∗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

表 ４　 空间计量模型相关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检验方法 统计值 Ｐ 值

ＬＭ 滞后 ４３５􀆰 １９７ ＜０􀆰 ００１
ＬＭ 误差 ４０７􀆰 ６０１ ＜０􀆰 ００１
Ｒ－ＬＭ 滞后 ２７􀆰 ７３６ ＜０􀆰 ００１
Ｒ－ＬＭ 误差 ０􀆰 １４０ ０􀆰 ７０８
Ｗａｌｄ 空间滞后 ４４􀆰 ８１ ＜０􀆰 ００１
ＬＲ 空间滞后 ４４􀆰 ６３ ＜０􀆰 ００１
Ｗａｌｄ 空间误差 ６５􀆰 ９０ ＜０􀆰 ００１
ＬＲ 空间误差 ６６􀆰 １８ ＜０􀆰 ００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１０９􀆰 ４９ ＜０􀆰 ００１

２􀆰 ３􀆰 ３　 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ＬＥＳＡＧＥ 等［２３］研究发现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系

数不能有效反映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并
提出采用偏微分法将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
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见表 ６。

由表 ６ 可知：（１）城镇化率对农业生态效率起

负向作用。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表明城

镇化水平提高对该地区及邻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

均起抑制作用。 这是因为城镇化使得农村大量高

素质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人员素质较低，农业经营方式较为粗放，生产效率

低下［２４］。 同时城镇化带来的耕地非农化，导致耕地

面积大量减少，耕地质量下降，这些影响均对该地

区农业生态效率起抑制作用。 同时，城镇化带来的

“虹吸效应”也使得邻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受到负

向影响。
（２）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生态效率

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

为正，表明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对该地区及邻接地区

农业生态效率的增长均起促进作用。 这主要是因

为农民收入水平决定着农业资金、技术、劳动力等

要素的投入程度［１２］，其次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农

民有能力生产和销售价格更高的绿色农产品［２５］，促
使农业生态效率得到提升。 同时，区域间经济要素

的流动，也会带动邻接地区经济水平提升，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有利于邻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提高。
（３）劳均播种面积（农业资源禀赋）对农业生态

效率正向作用显著。 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明耕地

资源的提升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增长起促进作用。
提高劳均播种面积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进行

集约化、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变革［２６］，这也与当前推

进“规模化经营”的观点一致。 间接效应未通过显

著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河南省农业耕地开发已基本

完成［２７］，不具备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４）种植结构对农业生态效率起正向作用。 直

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检验，说明

该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不利于农业生态效

率的提高。 这是因为尽管相对于粮食作物而言，经
济作物能够有效提高农户收入，但生产过程中的化

学品投入量普遍高于粮食作物［２８］，增加农业面源污

染排放量，不利于农业生态效率的提高。
（５）化肥使用强度对农业生态效率有着显著的

负向作用。 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检验，间接效应显

著为负，表明化肥使用强度提高对邻接地区农业生

态效率起负向作用。 这是因为化肥使用强度增高

会增加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在水循环的驱动下，
邻接地区农业面源污染加剧［２７］，对农业生态效率产

生负向影响。 目前，河南省化肥使用强度远高于国

际公认的 ２２５ ｋｇ·ｈｍ－２的安全上限［２９］，如何提高化

肥利用率和进行科学有效施肥是治理化肥污染的

关键。
（６）农业机械密度对农业生态效率负向作用显

著。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农业机

械密度的提高对该地区和邻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

的增长均起抑制作用。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增长有

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力成本，但也会造

成大量碳排放等非期望产出［３０］，不利于农业生态效

率的提升。 并且，由于农业机械跨区域作业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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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加速了区域间机械要素的交流［３１］，该地区农业

机械密度的提升对邻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也会产

生不利影响。

表 ５　 不同效应下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时间固定效应 空间固定效应 时空固定效应
ｌｎ ＲＵ －０􀆰 ２１８∗∗∗（－７􀆰 ５２） －０􀆰 １５２∗∗∗（－４􀆰 ７８） －０􀆰 １８３∗∗∗（－５􀆰 ８４）
ｌｎ ＩＣＤ ０􀆰 ５１６∗∗∗（８􀆰 ７３） ０􀆰 ５７１∗∗∗（６􀆰 ７３） ０􀆰 ７１７∗∗∗（８􀆰 ３９）
ｌｎ ＬＡＳ －０􀆰 ０３５（－１􀆰 ２５） ０􀆰 ０７０∗（１􀆰 ７８） ０􀆰 １３３∗∗∗（４􀆰 ７９）
ｌｎ ＳＡＦ ０􀆰 ２７７∗∗∗（９􀆰 ９０） ０􀆰 ２５３∗（１０􀆰 ８５） ０􀆰 ２６０∗（１１􀆰 ４６）
ｌｎ ＩＦＵ ０􀆰 ０９３∗∗∗（６􀆰 ４８） ０􀆰 ０３１∗∗∗（１􀆰 ７２） ０􀆰 ０２９∗∗∗（１􀆰 ６６）
ｌｎ ＭＤＡ －０􀆰 １３０∗∗∗（－４􀆰 ０４） －０􀆰 １９０∗∗∗（－５􀆰 ３９） －０􀆰 １９８∗∗∗（－５􀆰 ８１）
Ｗ ｌｎ ＲＵ －０􀆰 １７９∗∗∗（－３􀆰 ３２） －０􀆰 ０２０（－０􀆰 ３６） －０􀆰 １５６∗∗∗（－２􀆰 ６６）
Ｗ ｌｎ ＩＣＤ －０􀆰 ３０２∗∗∗（－３􀆰 ６９） －０􀆰 ４３０∗∗∗（－４􀆰 ８３） ０􀆰 １８６（１􀆰 ３９）
Ｗ ｌｎ ＬＡＳ ０􀆰 ０１２（０􀆰 ２４） －０􀆰 ２１２∗∗∗（－５􀆰 ７６） ０􀆰 ０２４（０􀆰 ５４）
Ｗ ｌｎ ＳＡＦ －０􀆰 ２９４∗∗∗（－６􀆰 ０１） －０􀆰 １０８∗∗∗（－２􀆰 ７８） －０􀆰 ０７３∗∗∗（－１􀆰 ７８）
Ｗ ｌｎ ＩＦＵ －０􀆰 ０１９∗∗∗（－０􀆰 ８９） －０􀆰 １３４∗∗∗（－５􀆰 ０８） －０􀆰 １４２∗∗∗（－５􀆰 ２０）
Ｗ ｌｎ ＭＤＡ ０􀆰 ０１７（０􀆰 ４０） ０􀆰 ０１９（０􀆰 ４２） －０􀆰 ０３３（－０􀆰 ７０）
空间自回归系数 ０􀆰 ４０７∗∗∗（１８􀆰 ７１） ０􀆰 ３８０∗∗∗（１７􀆰 ４１） ０􀆰 ２３９∗∗∗（９􀆰 ７２）
空间误差系数 ０􀆰 １８９∗∗∗（３５􀆰 ４０） ０􀆰 ０８９∗∗∗（３５􀆰 ５０） ０􀆰 ０８４∗∗∗（３５􀆰 ８２）
Ｒ２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１
对数似然值 －１􀆰 ５８ｅ＋０３ －６０１􀆰 ８５０ －４８７􀆰 ７１９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 括号里数字为相应变量系数的渐进 ｔ 统计值。 ＲＵ为城镇化率，ＩＣＤ为农民收入水

平，ＬＡＳ为农业资源禀赋，ＳＡＦ为农业种植结构，ＩＦＵ为化肥使用强度，ＭＤＡ为农业机械密度。

表 ６　 基于 ０－１ 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６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０－１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ｓｐａ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ａｔｒｉｘ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ｌｎ ＲＵ －０􀆰 １９４∗∗∗（－５􀆰 ９９） －０􀆰 ２４８∗∗∗（－３􀆰 ３３） －０􀆰 ４４３∗∗∗（－５􀆰 １３）
ｌｎ ＩＣＤ ０􀆰 ７３６∗∗∗（９􀆰 １１） ０􀆰 ４４３∗∗∗（２􀆰 ９３） １􀆰 １８０∗∗∗（７􀆰 ４０）
ｌｎ ＬＡＳ ０􀆰 １４０∗∗∗（５􀆰 ３０） ０􀆰 ０７４（１􀆰 ３８） ０􀆰 ２１４∗∗∗（３􀆰 ６４）
ｌｎ ＳＡＦ ０􀆰 ２５９∗∗∗（１２􀆰 ２０） －０􀆰 ０１３（－０􀆰 ２７） ０􀆰 ２４６∗∗∗（４􀆰 ９３）
ｌｎ ＩＦＵ ０􀆰 ０２１（１􀆰 ２４） －０􀆰 １７１∗∗∗（－５􀆰 ５８） －０􀆰 １５０∗∗∗（－５􀆰 ２２）
ｌｎ ＭＤＡ －０􀆰 ２０２∗∗∗（－６􀆰 ３０） －０􀆰 １００∗∗（－１􀆰 ９４） －０􀆰 ３０２∗∗∗（－６􀆰 ５６）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 括号里数字为相应变量系数的渐进 ｔ 统计值。 ＲＵ为城镇化率，ＩＣＤ为农民收入水

平，ＬＡＳ为农业资源禀赋，ＳＡＦ为农业种植结构，ＩＦＵ为化肥使用强度，ＭＤＡ为农业机械密度。

２􀆰 ３􀆰 ４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利用地理距离

权重矩阵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基于地理距离

权重矩阵的时空固定效应 ＳＤＭ 模型下的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见表 ７。 与 ０－１ 邻接空间权重矩

阵相比，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各效应回归系数

和显著性变动较小，表明笔者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２􀆰 ４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农业生态效率各影响因素

分析

　 　 考虑到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层异

质性，需要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分析。 选择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１９ 年农业生态效率数据进行分析

探测，包含城镇化率（Ｘ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Ｘ２）、劳均耕地面积（Ｘ３）、种植结构（Ｘ４）、化肥

使用强度（Ｘ５）和农业机械密度（Ｘ６）６ 个探测因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 软件对影响因素进行离散化处理。 然

后将上述分类数据与农业生态效率值导入地理探

测器模型，得出各探测因子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

力（表 ８）。
通过因子探测发现各年份农业生态效率的影

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１９９５ 年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城

镇化率、劳均耕地面积和农业机械密度，２００７ 年影

响较大的因素是种植结构、化肥使用强度和劳均耕

地面积，２０１９ 年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化肥使用强度、
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可以看出，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生态效率的高作用影响因子



　 第 １１ 期 　 闫明涛等： 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测度、空间溢出与影响因素研究 ·１４０３　 ·

由农业资源要素向社会经济要素转变。 通过因子

交互探测发现，研究时限内影响因子经交互作用后

均呈非线性增强，表明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

异格局的形成是驱动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 ７　 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影响

因素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７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ａｔｒｉｘ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ｌｎ ＲＵ －０􀆰 ２４９∗∗∗（－７􀆰 ５２） －０􀆰 ６７７（－１􀆰 ３４） －０􀆰 ９２６∗（－１􀆰 ８１）
ｌｎ ＩＣＤ ０􀆰 ８９８∗∗∗（１１􀆰 ３２） －１􀆰 ２８７（－１􀆰 ４３） －０􀆰 ３８９（－０􀆰 ４４）
ｌｎ ＬＡＳ ０􀆰 １２４∗∗∗（４􀆰 ７２） ０􀆰 ７６３∗（１􀆰 ９６） ０􀆰 ８８７∗∗（２􀆰 ２７）
ｌｎ ＳＡＦ ０􀆰 ２４７∗∗∗（１１􀆰 ７９） －０􀆰 ３６６（－１􀆰 ３８） －０􀆰 １１９（－０􀆰 ４５）
ｌｎ ＩＦＵ －０􀆰 ０５５∗∗∗（－３􀆰 ９１） －０􀆰 ３５１（－１􀆰 ５９） －０􀆰 ４０６∗（－１􀆰 ８３）
ｌｎ ＭＤＡ －０􀆰 ２２０∗∗∗（－８􀆰 ３５） －０􀆰 ３９３（－１􀆰 ３６） －０􀆰 ６１４∗∗（－２􀆰 １６）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 括号

里数字为相应变量系数的渐进 ｔ 统计值。 ＲＵ为城镇化率，ＩＣＤ为农民

收入水平，ＬＡＳ为农业资源禀赋，ＳＡＦ为农业种植结构，ＩＦＵ为化肥使用

强度，ＭＤＡ为农业机械密度。

表 ８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１９ 年探测因子作用强度 ｑ 的变化

趋势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 ｑ ｉｎ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２０１９

年份 变量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１９９５ ｑ 值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４
ｐ 值 ０􀆰 ３１２ ０􀆰 ９８０ ０􀆰 ３３６ ０􀆰 ９０１ ０􀆰 ８３８ ０􀆰 ４０８

２００７ ｑ 值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２ ０􀆰 １２４ ０􀆰 １４４ ０􀆰 １３９ ０􀆰 ０８７
ｐ 值 ０􀆰 ２３５ ０􀆰 ４３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６ ０􀆰 ２２０

２０１９ ｑ 值 ０􀆰 １４４ ０􀆰 １２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２ ０􀆰 １６１ ０􀆰 ０８２
ｐ 值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２ ０􀆰 ４６０ ０􀆰 ９０３ ０􀆰 ０２１ ０􀆰 ２６１

Ｘ１为城镇化率，Ｘ２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Ｘ３为劳均耕地面积，
Ｘ４为种植结构，Ｘ５为化肥使用强度，Ｘ６为农业机械密度。

３　 讨论与结论

笔者探讨了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化

及其影响因素。 尽管已有学者对此开展了相关研

究［３２－３３］，但笔者研究仍有一些创新之处。 首先利用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探讨了河南省 １０４ 个区县农业生

态效率的时空分布格局。 其次，选择广义农业作为

研究对象，与传统的狭义农业［１５］ 相比，结果更趋于

真实和准确。 最后，结合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各

影响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此外，还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空间分层异质性

进行探讨，以期为相关农区制定提高生态效率的政

策提供理论支持。

通过对农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要素的分析，发
现农业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同步增长，投入要素

变化略有不同，除劳动投入呈下降趋势外，其余投

入要素均呈上升态势，这与 ＬＩＵ 等［３］ 的研究结果一

致，表明农业生产逐渐由劳力投入向机械投入转

变。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测算结果显示，研究期内河南

省农业生态效率呈阶梯型震荡下降变化趋势，且与

发达国家相比［１４］，农业生态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表明河南省农业现代化仍面临着艰巨任务，急需加

快传统农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

转变。
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表明，潜在的影响因素对农

业生态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具体而言，农民收

入水平、劳均播种面积和种植结构对该地区农业生

态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城镇化率和农业机

械密度对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显著负向直接

效应，农民收入水平对邻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存在

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率、化肥使用强度

和农业机械密度对邻接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显

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上述结果与侯孟阳等［９］、ＬＩ
等［３４］的研究结果一致。 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解释

了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异质性问题，证明了农业生态

效率时空分异是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综合

影响的复杂问题，并发现农业生态效率的高作用影

响因子由农业资源要素向社会经济要素转变。
在全球一体化、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我国推动农

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提高农业

生态效率，是实现“两型”农业的必由之路。 在笔者

研究的基础上，建议农业政策的制定应避免落入

“逐利陷阱”，各区域间应加强资源要素的交流与协

作，以发挥各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由于空间分层

异质性的存在，建议相关部门重视社会经济要素对

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其次，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禀

赋，发挥地区优势，形成特色农业产业体系。 同时，
农业部门也应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

农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然而，该文仍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在投入指标的选取中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

性，未增加农业用水、资金投入等数据，今后随着统

计数据的完善，应不断拓展指标体系，以增强研究

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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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３８
（４）：４８６－４９３．］

［９］ 　 侯孟阳，姚顺波．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

趋势预测 ［ Ｊ］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８， ７３ （ １１）： ２１６８ － ２１８３． ［ ＨＯＵ
Ｍｅｎｇ⁃ｙａｎｇ，ＹＡＯ Ｓｈｕｎ⁃ｂ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８－２０１６［Ｊ］ ．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７３（１１）：２１６８－２１８３．］

［１０］ 刘彦随，陆大道．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基本态势与区域效应［ Ｊ］ ．
地理学报，２００３，５８（３）：３８１－３８９．［ＬＩＵ Ｙａｎ⁃ｓｕｉ，ＬＵ Ｄａ⁃ｄａｏ．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５８ （ ３ ）：
３８１－３８９．］

［１１］ ＷＡＮＧ Ｒ Ｊ，ＷＡＮＧ Ｑ Ｂ，ＤＯＮＧ Ｌ Ｓ，ｅｔ ａｌ．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Ｎ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２８５：１１２０９６．

［１２］ 黄和平，王智鹏．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分析：基于面源污染、碳排放双重视角［Ｊ］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２０２０，２９（２）：４１２－４２３．［ＨＵＡＮＧ Ｈｅ⁃ｐｉｎｇ，ＷＡＮＧ Ｚｈｉ⁃ｐｅ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２０，２９（２）：
４１２－４２３．］

［１３］ ＺＨＡＯ Ｐ Ｊ，ＺＥＮＧ Ｌ Ｇ，ＬＵ Ｈ Ｙ，ｅｔ ａｌ．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７：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７４１：１４００２６．

［１４］ ＹＯＵ Ｈ Ｙ，ＺＨＡＮＧ Ｘ 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４７８６０９０．

［１５］ ＬＩＵ Ｄ Ｄ，ＺＨＵ Ｘ Ｙ，ＷＡＮＧ Ｙ Ｆ．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７８：１２３６９２．

［１６］ 孙世民，张媛媛，张健如．基于 Ｌｏｇｉｔ⁃ＩＳＭ 模型的养猪场（户）良
好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Ｊ］ ．中国农村

经济，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３６．
［１７］ ＦＥＮＧ Ｊ，ＺＨＡＯ Ｌ Ｄ，ＺＨＡＮＧ Ｙ Ｂ，ｅｔ ａｌ．Ｃ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ＴＦＰ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２０２０，１２（５）：８３７－８５３．

［１８］ ＴＯＮＥ Ｋ． Ａ Ｓｌａｃｋｓ⁃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１３０（３）：４９８－５０９．

［１９］ ＥＬＨＯＲＳＴ Ｊ Ｐ．Ｍａｔｌａｂ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３７（３）：３８９－４０５．

［２０］ 杨建亮，陈铮铮．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

我国 ３０ 省份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Ｊ］ ．生态经济，２０２１，３７
（６）：１６５－ １７１．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ｔｙｐ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１， ３７ （ ６ ）：
１６５－１７１．］

［２１］ 胡克宏，张震．陕西秦岭山区留坝县生态质量时空特征及影响

因素分析［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１，３７（ ６）：７５１－ ７６０．
［ＨＵ Ｋｅ⁃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Ｌｉｕｂ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３７（６）：７５１－７６０．］

［２２］ ＺＨＡＮＧ Ｙ，ＧＥＮＧ Ｗ Ｌ，ＺＨＡＮＧ Ｐ Ｙ，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０，
１７（２０）：７５１０．

［２３］ ＬＥＳＡＧＥ Ｊ Ｐ，ＰＡＣＥ Ｒ 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４８（５）：
９４１－９６７．

［２４］ 尚杰，吉雪强，陈玺名．中国城镇化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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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 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面板数据［ Ｊ］ ．中国生

态农业学报（中英文），２０２０，２８（８）：１２６５－１２７６．［ ＳＨＡＮＧ Ｊｉｅ，
ＪＩ Ｘｕｅ⁃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Ｎ Ｘｉ⁃ｍｉ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
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３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８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２０， ２８ （ ８ ）：
１２６５－１２７６．］

［２５］ 郭清卉，李世平，南灵．环境素养视角下的农户亲环境行为［ Ｊ］ ．
资源科学，２０２０，４２（５）：８５６－８６９．［ＧＵＯ Ｑｉｎｇ⁃ｈｕｉ，ＬＩ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ＮＡＮ Ｌｉｎｇ．Ｆａｒｍ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４２（５）：８５６－８６９．］

［２６］ 马聪，刘黎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比较

［Ｊ］ ．资源科学，２０１９，４１（１２）：２２９６－ ２３０６． ［ＭＡ Ｃｏｎｇ，ＬＩＵ Ｌｉ⁃
ｍ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４１（１２）：
２２９６－２３０６．］

［２７］ 张鹏岩，秦明周，闫江虹，等．河南省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的影响

因素及特征分析［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２３（１）：
１６２－１６９．［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ｙａｎ，ＱＩＮ Ｍｉｎｇ⁃ｚｈｏｕ，ＹＡＮ Ｊ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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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恢复力对比分析：
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

季天妮１，２， 周忠发１，２，３①， 牛子浩１，３， 张家硕１，３ 　 （１􀆰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 喀斯特研究院，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２􀆰 贵州省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３􀆰 国家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要： 探究喀斯特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其影响因素，对提升农户生计恢复潜力及促进

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采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１２６ 户搬迁农户的持续跟踪问卷调查数据，引入生计可持续

思想建立生计恢复力框架，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测度，对比搬迁前后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其影响因

素，并提出相应生计建设路径。 结果表明，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搬迁后农户生计恢复力呈上升趋势，２０２１
年生计恢复力比搬迁前提升 ２５􀆰 ２４％；搬迁前后各维度变化量表现为学习能力＞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家庭经济

状况、社会保障和风险应对能力等因子是影响搬迁农户生计恢复水平的核心因素。 者相镇安置点搬迁前后农户

生计恢复潜力差异明显，各维度增长趋势不同，提高搬迁农户收入水平和学习能力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可帮助搬

迁农户进一步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 农户； 生计恢复力； 生计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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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部分，也
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性问题［１］。 自扶贫开发成为

治国理政的首要问题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２］。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十三五”期间脱

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旨在通过空间

转移方式，将我国深度贫困农村地区人口［３－４］ 进行

安置，实现生态保护与人类发展的目的［５］。 我国易

地扶贫搬迁已进入后扶贫时代［６］，搬迁农户生计可

持续成为该阶段的热点问题［７］。 部分学者认为恢

复力理论与生计可持续思想相结合，可增进对生计

的动态理解，以及提供生计可持续研究新路径［８－９］。
生计恢复力指行为者适应压力、抗干扰力、自

我组织，以及为维持或改善基本结构和功能方式而

学习的能力。 在外界环境复杂且不确定的情况下，
恢复力是增强群体适应能力，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方式［１０］。 自生计恢复力概念［１１－１２］ 被提出以

来，国内外研究内容差异明显，国外以外界条件存

在差异情况下［１３－１５］，生计恢复力概念、评价［１６］ 及其

影响因素［１７－１８］ 研究为主，多为框架整合和实证研

究。 国内早期研究涉及农户生计恢复力现状［１９］、测
度［２０］等方面，目前国内生计恢复力研究逐步与国家

政策相结合［２１］，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

影响成为当前研究热点［２２－２４］。 但现有研究大多采

用单一生计恢复力框架测度农户搬迁后的生计恢

复力及其影响因素，缺乏丰富研究框架和动态分析

农户生计恢复力变化规律的实证研究。 对于搬迁

前后外界条件明显变化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考虑

搬迁政策对其生计恢复力的动态影响有待学者关

注。 由此可见，引入生计可持续思想研究搬迁农户

生计恢复力时序变化规律，可提高搬迁农户生计恢

复力研究的综合性，并且能丰富现有实证研究。
贵州省生态环境脆弱且贫困人口基数大，作为

全国首批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省份，搬迁规模较大

且任务较重。 搬迁农户生计系统随着环境改变而

受到强烈冲击，不稳定的生计恢复力使其难以实现

生计可持续发展。 因此，结合现有研究与贵州省易

地扶贫搬迁背景，采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２１ 年贵州省

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实时跟踪调研获得的 ４ 期数

据，从微观农户视角，引入生计可持续思想构建生

计恢复力指标体系，探究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时序

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厘清搬迁前后社会－生态

系统对农户生计恢复发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并提

出恢复建设思路，促进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成果，为生计恢复力研究提供新

思路与研究案例。

１　 研究区概况

者相镇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东北部，是
中国第 ２ 批特色小镇之一。 全镇土地面积为

１３１􀆰 ６４ ｋｍ２，海拔为 ４００ ～ １ ３４２ ｍ。 全镇地势西高

东低，属岩溶盆地，低山丘陵带，水资源丰富，土壤

肥沃，为贞丰县重点商品粮基地。 者相镇是汉族、
布依族和苗族等多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约

占全镇人口的 ４８􀆰 ８％［２５］。 者相镇安置点占地面积

约为 １􀆰 ３２４ ｋｍ２，住房共计 １７１ 栋，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前

后共安置搬迁 ２ ３６８ 户 １１ ９８６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约占总搬迁人口的 ６３􀆰 ２７％，搬迁农户来自

紧邻的者相镇、挽澜镇、长田镇、北盘江镇、小屯镇、
白层镇和平街乡，共涉及 ７ 个乡镇 ４２ 个村（图 １）。
作为贵州省 １４ 个省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者
相镇安置点是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的典型代表。

图 １　 贵州省贞丰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情况

Ｆｉｇ􀆰 １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ｅａｓ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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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材料与方法

２􀆰 １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采用半结构化入户问卷调研和社区

关键人物深度访谈获得。 经系统培训后，课题组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采用参

与式农村评估法（ＰＲＡ）分别对者相镇安置点同一

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研。 涉及者

相镇和鸣、鸾山 ２ 个安置社区，调研内容包括农户家

庭人口信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搬迁相关情况。
其中，２０１９ 年同时获取搬迁前与当年的生计情况。
数据分为搬迁前、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２１ 年 ４ 期，每期

样本量均为 １２６ 个农户家庭 ６８２ 人，共计 ５０４ 份

问卷。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１。 从受访农户家庭人

口性别、民族及年龄构成来看，男性略多于女性；汉
族为 ５５７ 人，占比为 ８１􀆰 ６７％，其他民族以布依族、苗
族和彝族为主，占比为 １８􀆰 ３３％；受访农户以 １８ 至

６０ 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由于生活所迫及教育条

件较差等原因，受访农户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

为主，占比为 ６６􀆰 ２８％；受访农户多为青壮年劳动

力，身体健康状况较好。
２􀆰 ２　 研究方法

２􀆰 ２􀆰 １　 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构建

恢复力不仅指行为者应对和适应不利条件而

提高面对威胁的能力，还包括主动寻找和创造有利

条件的能力。 当具有缓冲能力且保持现有状态，自
组织存在并促进学习能力发生时，恢复力就会保

持［２６］。 整合以往研究成果［９］，将生计可持续思想引

入 ＩＦＥＪＩＫＡ ＳＰＥＲＡＮＺＡ 等［１１］ 提出的生计恢复分析

框架中，完善和提高生计恢复力研究方法的综合

性。 参照文献［１０，１４，２０－２１，２３，２５－２７］，并结合贵

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实际情况，从缓冲能力、自组织

能力和学习能力 ３ 个属性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均为

正向指标），具体指标描述见表 ２。 ４ 个时期指标得

分（图 ２）有所差异，针对所选取指标体系进行信度

检验，各期指标体系克朗巴哈 α 系数均达 ０􀆰 ７５０ 以

上，表明调查问卷所用指标体系具有良好信度。
缓冲能力指系统在外界扰动下，仍保持自身稳

定结构、功能和特性等方面的属性［２６］。 从农户生计

出发，缓冲能力是自身用于抵抗外界干扰变化的资

本（结合生计可持续的思维）。 家庭劳动力及健康

状况用于反映人力资本［１０］，劳动力指数越高，面临

风险干扰时缓冲能力就越强；农户拥有耕地、林地

面积用于反映其自然资本拥有量，土地破碎且面积

较小的喀斯特山区，农户搬迁前后拥有量发生变

化，因而选取耕地、林地面积反映其自然资本［２５］；搬
迁农户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是

其最为重要的物质资本，生计遭受影响时，物质资

本可转变为金融资本用于抵抗外界干扰［２３］；家庭年

收入和资金筹集方式用于反映金融资本，是农户遭

受风险时维持基本生计活动的重要因素［２０－２１］；家庭

生计多样性是农户灵活应对风险的关键因素。

表 １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ａｍｐｌｅ

变量 分项 样本量 ／ 人 比例 ／ ％

性别 男 ３５１ ５１􀆰 ４７
女 ３３１ ４８􀆰 ５３

年龄 ０～１８ ２２９ ３３􀆰 ５８
＞１８～６０ ３９１ ５７􀆰 ３３
＞６０ ６２ ９􀆰 ０９

民族 汉族 ５５７ ８１􀆰 ６７
布依族 ６９ １０􀆰 １２
苗族 ２０ ２􀆰 ９３
彝族 １８ ２􀆰 ６４
其他 １８ ２􀆰 ６４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１５１ ２２􀆰 １４
小学 ２４０ ３５􀆰 １９
初中 ２１２ ３１􀆰 ０９
高中 ４３ ６􀆰 ３０
大专 １４ ２􀆰 ０５
本科及以上 ２２ ３􀆰 ２３

健康状况 健康 ６１８ ９０􀆰 ６１
基本健康 ４１ ６􀆰 ０１
不健康 １３ １􀆰 ９１
生活不能自理 １０ １􀆰 ４７

自组织能力指系统通过微观关系建立宏观结

构，系统自组织能力越强，其保持与抵御外界风险

的能力就越强，内源性相互作用和过程是自组织的

核心［１４］。 结合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与研究区实际情

况，考虑采用交通可达性与社会参与等因素。 亲友

交往反映农户之间信息共享及相互扶持程度，搬迁

后农户社会系统发生改变，亲友交往数量发生波

动，使其自组织能力发生变化；交通可达性反映农

户与外界连接程度，交通越便利，农户进一步参与

社会活动的机会就越多，使其自组织能力增强；搬
迁前后社会保障、政策知晓和决策参与有着明显差

异，农户是否有效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影响其自组织

能力，知晓、参与、决策的机会越多，说明农户自组

织能力就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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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及赋值

缓冲能力　 家庭劳动力 Ｂ１ 劳动能力之和×０􀆰 ５＋劳动数量×０􀆰 ５；劳动能力：儿童和残病 ＝ １，老年人 ＝ ２，成年助手 ＝ ３，成
年人＝ ４（１～１６ 岁为儿童，＞１６～１８ 岁为成年助手，＞１８～６５ 岁为成年人，＞６５ 岁为老年人）

健康状况 Ｂ２ 家庭非病残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
自然资本 Ｂ３ 耕地面积×０􀆰 ５＋林地面积×０􀆰 ５（单位：ｍ２）
房屋资本 Ｂ４ 住房类型×０􀆰 ５＋住房面积×０􀆰 ５；住房类型：土木＝ １，砖木＝ ２，砖混＝ ３，混凝土＝ ４；住房面积：

≤６０ ｍ２ ＝ １，＞６０～ ＜１２０ ｍ２ ＝ ２，≥１２０ ｍ２ ＝ ３

耐用消费品 Ｂ５ 家庭生活耐用品数量（单位：件）
家庭人均年收入 Ｂ６ 家庭人均年收入（单位：元）
金融支持度 Ｂ７ 缺钱时能够筹集资金的途径
生计多样性 Ｂ８ 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总数

自组织能力 亲友交往户数 Ｓ１ １～５ 户＝ １，６～１０ 户＝ ２，１１～１５ 户＝ ３，１６～２０ 户＝ ４，２０ 户以上＝ ５
交通可达性 Ｓ２ 家到公路的距离：＜１ ｋｍ＝ １，≥１～３ ｋｍ＝ ０􀆰 ５，≥３ ｋｍ＝ ０
社会保障度 Ｓ３ 非常满意＝ ５，比较满意＝ ４，基本满意＝ ３，不满意＝ ２，非常不满意＝ １
政策知晓度 Ｓ４ 非常了解＝ ５，比较了解＝ ４，基本了解＝ ３，不太了解＝ ２，不了解＝ １
公共服务决策参与度 Ｓ５ 都参与＝ ５，经常参与＝ ４，偶尔参与＝ ３，很少参与＝ ２，不参与＝ １

学习能力　 未来风险应对能力 Ｌ１ 应对未来可预见的生计风险能采用的策略种类
文化教育水平 Ｌ２ 家庭受教育水平：文盲＝ １，半文盲＝ ２，小学＝ ３，初中＝ ４，高中＝ ５，大专＝ ６，本科及以上＝ ７
外出务工经验 Ｌ３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时间（单位：年）
技能培训时长 Ｌ４ 当年家庭成员接受技能培训的时长
信息获取能力 Ｌ５ 获取市场、政策及就业等信息的渠道数量

图 ２　 农户生计恢复力各维度指标得分

Ｆｉｇ􀆰 ２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学习能力不仅指行为者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

力，也指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在个人生计和

系统层面的学习能力对建立恢复力至关重要［２７］。
由于外界环境改变，搬迁农户需要不断地学习累积

新知识、新技能，以提高生计技能应对干扰。 笔者

研究选取农户应对风险可采取策略、受教育水平、

外出务工年数、参与培训时长和信息获取能力构建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学习能力指标体系。 搬迁后

社会－生态系统极具挑战性，农户暴露在风险中的

概率增加，其应对能力有所波动，风险应对能力采

用家庭目前所能采用的策略数量来表示，该指标能

够用于评价农户是否具有预见未来风险及采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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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措施降低风险的能力；贵州省教育资源匮乏，搬
迁农户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其生计行为和学习能力；
安置点内大多数农户选择外出务工以增加经济收

入，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学习外界知识的机遇，是其

学习能力的重要体现；搬迁后农户参与培训的机会

充足，参与培训能有效提升农户学习能力；易地扶

贫搬迁能够有效增加农户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机会，
信息获取过程中可规避目前生计活动的不利影响。
２􀆰 ２􀆰 ２　 生计恢复力定量评估

（１）数据标准化

通过指标分类和赋值量化指标体系，消除指标

性质差异、量纲及数量级影响，采用极差法对各指

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Ｒ ｌｊ ＝ （Ｒ ｌｊ′ － Ｒｍｉｎ） ／ （Ｒｍａｘ － Ｒｍｉｎ） 。 （１）
式（１）中，Ｒ ｌｊ′为样本 ｌ 指标 ｊ 的量化值；Ｒ ｌｊ为样本 ｌ
指标 ｊ 标准化值；Ｒｍｉｎ和 Ｒｍａｘ分别为总样本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
（２）指标权重的确定

计算指标权重采用均方差决策法［２７］ 确定，即分

别计算搬迁前、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２１ 年各分层指标离

差系数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期指标权重，用
于反映各指标对总体数据的贡献程度。 指标层权

重计算公式为

Ｕｉｊ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Ｒ ｉｊ ， （２）

Ｓｉｊ ＝ ∑
ｎ

ｉ ＝ １
（Ｒ ｉｊ － Ｕｉｊ） ２ ， （３）

Ｗｉｊ ＝ Ｓｉｊ ∑
ｍ

ｊ ＝ １
Ｓｉｊ 。 （４）

准则层权重计算公式为

Ｒ ｉ ＝ ∑
ｍ

ｊ ＝ １
Ｗｉｊ × Ｒ ｉｊ ， （５）

Ｕｉｊ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Ｒ ｉ ， （６）

Ｓｉ ＝ ∑
ｎ

ｉ ＝ １
（Ｒ ｉ － Ｕｉ） ２ ， （７）

Ｗｉ ＝ Ｓｉ ／∑
３

ｉ ＝ １
Ｓｉ 。 （８）

式（２） ～ （８）中，ｉ 为维度；ｊ 为指标；Ｒ 为指标值；Ｕ 为

平均值；Ｓ 为方差；Ｗ 为权重；ｎ 为样本数；ｍ 为各准

则层包含的指标数。
（３）生计恢复力测算

结合现有研究与生计恢复力概念，将缓冲、自
组织和学习能力 ３ 个维度层属性相加得到生计恢复

力，其计算公式［２８］为

Ｄｉｊ ＝ Ｗｉ × ∑
ｎ

ｉ ＝ １
ＷｉｊＲ ｉｊ ， （９）

Ｒｋ ＝ ＤＢｊ ＋ ＤＳｊ ＋ ＤＬｊ 。 （１０）
式（９） ～ （１０）中，Ｄｉｊ为维度 ｉ 指标 ｊ 测度值；Ｂ、Ｓ 和 Ｌ
分别为缓冲、自组织和学习能力 ３ 个维度；Ｗｉ为维度

ｉ 权重值；Ｗｉｊ为维度 ｉ 指标 ｊ 权重；Ｒｋ为农户 ｋ 生计

恢复力得分。
（４）贡献度模型

生计恢复力评价既需量化大小，更需厘清影响

恢复力的因素，以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易地扶

贫搬迁目的。 引入因子贡献度（单因子占总目标的

权重，Ｆ ｊ）、指标偏离度（对目标的影响作用程度，Ｉ ｊ）
和贡献度（Ｚ ｊ）反映单项指标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

影响程度［２９］。 指标 ｊ 对生计恢复力的贡献度计算

公式为

Ｚ ｊ ＝
Ｉ ｊＦ ｊ

∑
１８

ｊ ＝ １
Ｉ ｊＦ ｊ

× １００％ 。 （１１）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搬迁前后农户生计恢复力对比分析

以贞丰县者相镇双峰街道和鸣、鸾山 ２ 个社区

的 １２６ 个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实时追踪监测搬迁

前、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２１ 年农户家庭生计情况，根据

模型计算各期农户生计恢复指数并量化缓冲、自组

织和学习能力，得到搬迁前后农户生计恢复力变化

情况（表 ３），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分别绘制搬迁前后农

户各维度散点图（图 ３）以探讨其内部差异。

表 ３　 搬迁前后农户生计恢复力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指标 搬迁前
搬迁后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变化值

变化量 ／
％

缓冲能力 Ｂ ０􀆰 １２３ ６ ０􀆰 １２２ ７ ０􀆰 １３６ ２ ０􀆰 １４７ ５ ０􀆰 ０２３ ９ １９􀆰 ３４
自组织能力 Ｓ ０􀆰 １７９ ７ ０􀆰 １６７ ９ ０􀆰 １８１ ５ ０􀆰 １８６ ６ ０􀆰 ００６ ９ ３􀆰 ８４
学习能力 Ｌ ０􀆰 ０７２ ７ ０􀆰 １１３ ３ ０􀆰 １４２ ５ ０􀆰 １３６ ７ ０􀆰 ０６４ ０ ８８􀆰 ０３
生计恢复力 Ｒ ０􀆰 ３７５ ９ ０􀆰 ４０４ ０ ０􀆰 ４６０ ２ ０􀆰 ４７０ ８ ０􀆰 ０９４ ９ ２５􀆰 ２４

３􀆰 １􀆰 １　 生计恢复力

搬迁前后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逐年增加，与搬

迁前相比，搬迁后 ２０２１ 年生计恢复力指数增长

２５􀆰 ２４％。 ２０１９ 年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比搬迁前增

长 ７􀆰 ４８％，这是由于搬迁前农户居住在环境封闭的

农村地区，生计依赖农业生产，难以与外界发生关

联，有利条件薄弱，其缓冲、自组织和学习能力偏

低。 搬迁后的 ２０１９ 年，农户拥有较高的基础保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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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但农户难以快速改变原本的生存生活方

式，还处于搬迁适应阶段，因此生计恢复增幅不大。
到 ２０２０ 年，搬迁农户通过利用周边资源，实现提升

生计能力的目的，其生计恢复能力也稳步提升，增

长幅度较大。 总体来看，搬迁后社会资源丰富，农
户吸收学习外界知识的途径和机会增多，农户缓

冲、自组织和学习能力得以提高，生计恢复力也表

现为稳步增长趋势。

图 ３　 搬迁前后农户各维度能力内部差异

Ｆｉｇ􀆰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３􀆰 １􀆰 ２　 缓冲能力

由表 ３ 可知，２０２１ 年农户缓冲能力由搬迁前的

０􀆰 １２３ ６ 增长到 ０􀆰 １４７ ５，提升 １９􀆰 ３４％。 搬迁前后农

户缓冲能力（图 ３）内部差异明显，搬迁前和 ２０１９ 年

农户缓冲能力呈现集聚态势，农户缓冲能力增幅不

显著，部分呈现分化趋势，其值以 ０􀆰 ０７ ～ ０􀆰 １５ 为主；
２０２０ 年农户缓冲能力逐渐升高，内部无明显集聚，
其值以 ０􀆰 ０９～０􀆰 １６ 为主；２０２１ 年农户缓冲能力整体

呈现升高趋势，出现中、高水平的集聚态势。 由于

搬迁前后各农户家庭的物质条件、资金基础差异明

显，从而导致农户内部缓冲能力存在差异。 ２０１９ 年

搬迁农户还处于适应搬迁生活阶段，该时期农户自

身物质与经济基础无法抵御外界干扰，导致缓冲能

力较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农户逐步适应搬迁生活，自
身物质金融水平提高，因此缓冲能力也呈现逐年增

强趋势。
３􀆰 １􀆰 ３　 自组织能力

由表 ３ 可知，搬迁前后农户自组织能力由搬迁

前的 ０􀆰 １７９ ７ 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１８６ ６，仅增加

３􀆰 ８４％，变化不明显。 由图 ３ 可知，搬迁前农户自组

织能力内部差异明显，而搬迁后呈现明显集聚趋

势。 搬迁前由于缺乏便利的交通条件，农户缺乏与

外界联系，但村落聚集，农户亲友交往户数较多，跟
外界联系较为频繁，也熟知周边发生的大小事情；
搬迁后便利的交通条件增加了农户与外界沟通交

流的机会，但农户需要重新熟悉周围环境，重新建

立对社区干部和周边邻居的信任，这又削弱了农户

的自组织能力。 因此，搬迁前后农户自组织能力无

明显变化。
３􀆰 １􀆰 ４　 学习能力

由表 ３ 可知，搬迁前后农户学习能力变化明显，
搬迁前农户学习能力仅为 ０􀆰 ０７２ ７，搬迁后 ２０２１ 年

为 ０􀆰 １３６ ７，增加 ８８􀆰 ０３％。 由图 ３ 可知，搬迁前农户

学习能力整体较低，农户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社会环

境内，缺乏技能培训机会，获取信息的途径有限，抵
御未来生计风险的能力较低，导致其学习能力薄

弱，故呈现低值集聚趋势。 搬迁后社区为农户提供

的技能培训机会充足，信息获取十分便利，农户学

习外界知识的能力得以增强，呈现集聚提升趋势。
３􀆰 ２　 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分析

应用贡献度模型，分维度计算各指标对恢复力

贡献度，识别恢复力的贡献因子。 由于指标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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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各维度贡献率位居前 ３ 位的指标作为主要贡献

因子（表 ４）。 由表 ４ 可知，搬迁前后影响农户生计

恢复力水平的因子主要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

和风险应对能力。

表 ４　 农户生计恢复力各维度指标贡献度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时期 排名

缓冲能力 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

贡献
因子

贡献率 ／
％

贡献
因子

贡献率 ／
％

贡献
因子

贡献率 ／
％

搬迁前 １ Ｂ６ １６􀆰 ４１ Ｓ２ ２５􀆰 ７５ Ｌ１ ２３􀆰 ２４
２ Ｂ５ １４􀆰 ３１ Ｓ１ ２３􀆰 ９８ Ｌ４ ２３􀆰 ０９
３ Ｂ８ １４􀆰 １２ Ｓ５ １９􀆰 ２８ Ｌ５ ２１􀆰 ６８

２０１９ 年 １ Ｂ６ １８􀆰 ０５ Ｓ４ ２５􀆰 ４７ Ｌ４ ２３􀆰 ４９
２ Ｂ７ １４􀆰 ９７ Ｓ１ ２３􀆰 ４３ Ｌ１ ２３􀆰 １０
３ Ｂ８ １４􀆰 ３７ Ｓ３ ２３􀆰 １２ Ｌ３ ２０􀆰 ０１

２０２０ 年 １ Ｂ８ １８􀆰 ２９ Ｓ１ ２４􀆰 ５１ Ｌ１ ２９􀆰 ８９
２ Ｂ７ １６􀆰 ８９ Ｓ４ ２４􀆰 １４ Ｌ５ ２２􀆰 ４５
３ Ｂ６ １５􀆰 ８６ Ｓ３ ２３􀆰 １７ Ｌ３ ２０􀆰 ５８

２０２１ 年 １ Ｂ７ １６􀆰 ９７ Ｓ４ ２４􀆰 ０５ Ｌ１ ３０􀆰 ６４
２ Ｂ６ １５􀆰 ４０ Ｓ１ ２３􀆰 ５９ Ｌ５ ２２􀆰 ５２
３ Ｂ８ １４􀆰 ６１ Ｓ３ ２３􀆰 １９ Ｌ３ ２１􀆰 ３２

各贡献因子含义见表 ２。

首先对缓冲维度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搬

迁前后贡献因子有所变化。 搬迁前影响缓冲能力

的贡献因子为家庭人均年收入（Ｂ６）、耐用消费品

（Ｂ５）和生计多样性（Ｂ８），３ 个因子之间存在趋同

性。 农业生产作为农户主要收入来源，家庭物质经

济状况及是否具有提高收入的能力成为提升其缓

冲能力的关键所在。 除了家庭人均年收入和生计

多样性外，金融支持度（Ｂ７）也成为影响搬迁后农户

缓冲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搬迁后农户从事非农

就业渠道增多，除了经济资本外，外界金融支持有

利于农户金融网络形成，从而促进农户缓冲能力

提升。
从自组织能力来看，搬迁前后农户自组织能力

贡献因子差异较大。 搬迁前以交通可达性（Ｓ２）、亲
友交往户数（Ｓ１）和公共服务决策参与度（Ｓ５）为主

要贡献因子。 由于农户居住地区交通条件薄弱，农
户与外界沟通交流方式单一，亲友交往、参加村民

大会等村级组织参与度影响其自组织能力。 搬迁

后亲友交往户数、社会保障度（ Ｓ３）和政策知晓度

（Ｓ４）为农户自组织能力的主要贡献因子。 农户搬

离熟悉的生活环境，需要重新建立社会组织关系，
亲友交往为社会关系网中的重要部分，对农户提升

自组织能力十分关键。 此外，搬迁后农户能够通过

社区宣传迅速获取相关政策信息，农户拥有较为完

善的社会保障，搬迁后农户自组织能力逐年稳定

增长。
学习能力贡献因子以未来风险应对能力（Ｌ１）、

技能培训时长（Ｌ４）、信息获取能力（Ｌ５）和外出务工

经验（Ｌ３）为主。 搬迁前学习能力贡献因子以未来

风险应对能力、技能培训时长和信息获取能力为

主。 搬迁前农户从事生计类型单一，几乎没有参加

技能培训的机会，也缺少获取信息途径，这些因素

共同影响农户学习能力。 搬迁后农户大多数由农

业活动转为非农活动，生计多样性增加，加之外出

务工经验的增加，其学习和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和

机会增多，农户学习能力得以提升，有利于农户生

计恢复力的发展。

４　 讨论与结论

４􀆰 １　 讨论

引入生计可持续思想完善生计恢复力的理论

框架，对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 １２６ 个农户家

庭搬迁前后生计恢复力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笔者研究发现，搬迁前农户极易受外界扰动，加之

自身抵御风险能力薄弱，导致生计恢复水平偏低。
搬迁后农户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社会资源更加丰

富，学习能力得以增强，使得生计恢复潜力提高；但
由于农户家庭结构和劳动力数量的差异，各类搬迁

农户自身发展能力存在差异，即使在相同政策扶持

下，农户生计恢复水平也不同。 通过评估研究区农

户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发现，稳定的经济收入和金

融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以

及良好的学习环境对搬迁农户恢复力提升发挥关

键作用。 因此，笔者认为提高研究区搬迁农户生计

恢复力水平有以下 ３ 个主要途径：（１）鼓励农户发

展生计多样化，搭建就业平台以提高农户就业率；
设立社区公益性岗位，增加农户获取收入途径；加
强社区各类就业培训力度，实现农户生计方式多样

化；创立多样借贷形式，拓宽农户金融获取途径，助
力农户生计重组与转化，实现生计可持续。 （２）积

极落实教育、医疗、救助和补贴等各项社会基本保

障，确保农户基本权益不受侵害；加强社区基层自

组织，提升农户群体的社区参与感、归属感。 （３）建
立专业化信息发布平台，提升农户对就业、市场和

国家政策信息的知晓程度；提高搬迁家庭教育文化

水平，以巩固农户现有学习能力；加强社会网络的

联系和教育投入，营造良好教育环境以提升农户认

知学习能力，达到提升生计恢复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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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生计恢复力的研究尚未

形成公认的理论框架［１６］，多为采用单一生计恢复力

框架评价生计恢复力的研究。 国内易地扶贫搬迁

农户的生计恢复力研究以讨论搬迁后农户生计恢

复力发展现状为主，从时序角度评价搬迁前后农户

生计恢复力变化规律的研究尚鲜见。 笔者将生计

可持续思想引入生计恢复力研究中，增强了生计恢

复力研究综合性，拓宽了生计领域研究宽度和广

度，探究了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思路。 从农户

基本生计情况、内在动力和主观感知意识等方面出

发，动态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生计恢复力时序变化规

律及动态影响因素，全面客观评价农户各维度能力

的差异。 该研究着重研究搬迁前后时序变化下微

观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差异，没有将空间尺度纳入研

究中，未来将围绕空间尺度问题作进一步完善，并
同时尝试探讨时效性、区域性跨尺度的生计恢复力

研究。
４􀆰 ２　 结论

引入生计可持续思想构建者相镇安置点搬迁
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搬迁前后农户

生计恢复力变化规律，并引入贡献度模型探究其主

要影响因子，得出以下结论：
（１）贞丰县者相镇双峰街道易地扶贫搬迁农户

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不高，但是呈现逐年增长趋

势。 各年份生计恢复力由高到低依次为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１９ 年和搬迁前，２０２１ 年农户生计恢复力

比搬迁前增长 ２５􀆰 ２４％，变化量为 ０􀆰 ０９４ ９。
（２）搬迁前后各维度层变化量表现为学习能

力＞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 其中，缓冲能力逐年稳

定增长，搬迁后 ２０２１ 年农户缓冲能力比搬迁前提高

１９􀆰 ３４％；自组织能力搬迁前后变化不大，２０２１ 年比

搬迁前提高 ３􀆰 ８４％；学习能力变化十分显著，表现

为逐年稳定增长，增幅较大，２０２１ 年比搬迁前提

高 ８８􀆰 ０３％。
（３）搬迁前后农户生计恢复力在各维度层的主

要贡献因子差异明显。 家庭人均年收入、生计多样

性、金融支持度、亲友交往户数、社会保障度、政策

知晓度、未来风险应对能力、技能培训时长、信息获

取能力和外出务工经验等因子是影响搬迁前后农

户生计恢复力水平的重要因素。 稳定的经济收入

和金融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较强的抵御风险能

力以及良好的学习环境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提

升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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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ｇ．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２０１９，３５（ １８）：
８９－９４．］

［１１］ ＩＦＥＪＩＫＡ ＳＰＥＲＡＮＺＡ Ｃ， ＷＩＥＳＭＡＮＮ Ｕ， ＲＩＳＴ 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Ｊ ］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２８：１０９－１１９．

［１２］ ＨＯＬＬＩＮＧ Ｃ Ｓ．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１９７３，４：１－２３．

［１３］ ＴＡＮＮＥＲ Ｔ，ＬＥＷＩＳ Ｄ，ＷＲＡＴＨＡＬＬ Ｄ，ｅｔ ａｌ．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５，５
（１）：２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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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ＳＩＮＡ Ｄ，ＣＨＡＮＧ⁃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Ａ Ｙ，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Ｓ， ｅｔ ａｌ．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ｏｌｄ ｆｏｒ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Ｐｏｓｔ⁃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３４：１７３－１８３．

［１５］ ＡＬＡＭ Ｇ Ｍ Ｍ，ＡＬＡＭ Ｋ，ＭＵＳＨＴＡＱ Ｓ，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Ｄ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ｐａｒ⁃
ｉ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８，８４：７－１８．

［１６］ ＳＩＮＡ Ｄ，ＣＨＡＮＧ⁃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Ａ Ｙ，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Ｓ，ｅｔ ａｌ．Ａ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ｃｅｈ，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Ｊ］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９，
１１７：２５３－２６５．

［１７］ ＱＵＡＮＤＴ Ａ．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Ｌｉｖｅ⁃
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ＨＬＲＡ）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１０７：２５３－２６３．

［１８］ ＭＡＲＳＣＨＫＥ Ｍ Ｊ，ＢＥＲＫＥＳ Ｆ．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ｕｉｌｄ Ｌｉｖｅ⁃
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Ａ Ｃ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６，１１：ａｒｔ４２．

［１９］ ＵＹ Ｎ，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Ｙ，ＳＨＡＷ Ｒ．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ｌｂａｙ，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２０１１，１０（２）：１３９－１５３．

［２０］ 刘伟，黎洁，徐洁．连片特困地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

估［Ｊ］ ．干旱区地理，２０１９，４２（３）：６７３－６８０．［ ＬＩＵ Ｗｅｉ，ＬＩ Ｊｉｅ，
ＸＵ Ｊｉ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Ｊ］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９，４２（３）：６７３－６８０．］

［２１］ 陈佳，杨新军，尹莎．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

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６，２６（ １）：１５０ － １５７． ［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ＹＡＮＧ Ｘｉｎ⁃ｊｕｎ，ＹＩＮ Ｓｈ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２６（１）：１５０－１５７．］

［２２］ 侯彩霞，周立华，文岩，等．生态政策下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

复力评价：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８，２８（８）：１１７－１２６．［ＨＯＵ Ｃａｉ⁃ｘｉａ，ＺＨＯＵ Ｌｉ⁃ｈｕａ，ＷＥＮ 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Ｙａｎｃｈｉ，Ｎｉｎｇｘｉａ，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２８ （ ８ ）：
１１７－１２６．］

［２３］ 李聪，王磊，康博纬，等．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测度

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３９（４）：３８－４７．［ＬＩ Ｃｏｎｇ，ＷＡＮＧ Ｌｅｉ，ＫＡＮＧ Ｂｏ⁃ｗｅｉ，ｅｔ ａｌ．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ｏ⁃
ｃａｔ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 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３９（４）：３８－４７．］
［２４］ 何艳冰，张娟，乔旭宁，等．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农户生计

恢复力研究：以河南秦巴山片区为例［Ｊ］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０，３４（９）：５３ － ５９． ［ ＨＥ Ｙａｎ⁃ｂ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Ｊｕａｎ，ＱＩＡＯ Ｘｕ⁃
ｎｉｎｇ，ｅｔ ａｌ．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ｏｏｒ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
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Ｑｉｎ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３４
（９）：５３－５９．］

［２５］ 马国璇，周忠发，朱昌丽，等．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

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

为例［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２２，４３（５）：２０７－ ２１７． ［ＭＡ
Ｇｕｏ⁃ｘｕａｎ，ＺＨＯＵ Ｚｈｏｎｇ⁃ｆａ，ＺＨＵ Ｃｈａｎｇ⁃ｌｉ，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ｅｘｉ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２２，４３（５）：２０７－２１７．］

［２６］ 吴孔森，杨晴青，叶文丽，等．黄土高原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其生

计建设路径：以陕北佳县为例［ Ｊ］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
３５（４）：２４－３０． ［ＷＵ Ｋｏｎｇ⁃ｓｅｎ，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ｑｉｎｇ，ＹＥ Ｗｅｎ⁃ｌｉ，ｅｔ
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３５（４）：２４－３０．］

［２７］ 贺艳华，范曙光，周国华，等．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湖南省乡村

转型发展评价［Ｊ］ ．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８，３７（５）：６６７－６７６．［ＨＥ
Ｙａｎ⁃ｈｕａ，ＦＡＮ Ｓｈｕ⁃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Ｇｕｏ⁃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Ｚｏｎｉｎｇ［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８，
３７（５）：６６７－６７６．］

［２８］ ＮＵＯＲＴＥＶＡ Ｐ，ＫＥＳＫＩＮＥＮ Ｍ，ＶＡＲＩＳ Ｏ．Ｗａｔｅｒ，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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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绍平原绿地生态网络时空格局与优化研究

金爱博， 张诗阳①， 王向荣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 良好的绿地生态网络能够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和生物多样性，有助于城乡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

前，对于以自然要素为边界且具有独特地理格局特征的地理单元研究相对缺乏，同时在绿地生态网络优化方面存

在主观性较强、可实施性较差等问题。 以宁绍平原为对象，对比分析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 ４ 个时期生态

源地、生态阻力面和生态廊道的变化，探析绿地生态网络时空格局，并依据生态源地可逆性特点和现状条件提出

布局优化建议。 结果表明：（１）３０ 年来城镇化建设使得宁绍平原重要生态源地规模下降 ２０％，生态空间呈现显著

的破碎化特征；（２）以各城市为中心的高阻力辐射圈层结构打破了原有的梯度阻力格局，较大地降低了平原整体

的生物流动能力；（３）平原绿地生态网络结构呈现较强的波动性和脆弱性，当前平原东西两侧大面积区域生态廊

道缺失；（４）恢复句余山、余姚江（宁波段）、奉化周边“虎头山－雨施山”丘陵斑块和杭州湾东段沿岸 ４ 处重要生态

源地，新增河湖水系型、丘陵林地型和沿海岸线型 ２１ 处重要生态源地，规划生态廊道 １３２ 条，总长 ９８５􀆰 ８ ｋｍ，并筛

选得到重要生态踏脚石 ９０ 处和待修复生态障碍点 ２５２ 处。 优化后绿地生态网络各指数及廊道电流密度相较于

２０２０ 年将显著提升。 该研究能够为宁绍平原绿地生态网络优化及相关区域绿地生态网络研究路径的确立提供

参考。
关键词： 绿色生态网络； 时空格局； 布局优化； 宁绍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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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ｉｎｇｓｈａｏ Ｐｌａｉｎ

　 　 在快速城镇化的影响下，城乡土地利用方式的

剧烈变化导致生境斑块的破碎化和岛屿化，从而严

重削弱了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阻断了生物迁

徙廊道，不利于城乡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１］。 绿地生

态网络是指以自然植被为主并按照特定规律而连

接的生态空间，主要由林地、草地和水体等构成［２］。
构建绿地生态网络被认为是解决高城镇化地区生

境斑块破碎化问题的有效办法，通过将点状、面状

的破碎生境进行有效的连接，形成完整、连续的景

观和生物栖息地网络，以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效率［３］。 同时，绿地生态网络还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城市蔓延，对城乡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３－４］。
绿色生态网络的相关研究与应用已经在国际、

国家、区域、城市及场地 ５ 种层次上展开［５］，其中，
国内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城市［６］、城市群和都市

圈［７］、自然流域［８］等范畴。 依据“源－汇”理论，绿地

生态网络分析通常包含生态源地筛选、生态阻力面

模拟、生态廊道识别与评估等内容。 在研究方法

上，生态源地筛选多采用生态用地扩展［９］、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２］ 和景观斑块连通性分析［１０］ 等方

法；生态阻力面模拟有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６，８］、生境

质量评价［１１］等常见途径；而在生态廊道识别与评估

方面，则主要采用重力模型［７］、电流理论［１２］、图论模

型［１３］和水文辐射道提取［１４］ 等方法。 在绿地生态网

络优化方面，现有研究多结合现状条件、规划方案

等内容，通过保护与补充生态源地、规划生态踏脚

石、修复断裂点等方式增加网络覆盖度［６］。 总体而

言，当前绿地生态网络研究多以各级行政区为对

象，较少关注以自然要素为边界的具有独特地理格

局特征的地理单元。 同时，优化方法大多依赖研究

者经验，在源地、廊道等生态空间选择上较为主观，
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研究区

域不同时期的生态空间进行横向比较，结合退化生

态源地的可逆性原理提出优化建议［１５］，这一思路具

有较强的可实施性，应结合各类区域加以深入探讨。
因此，该研究以具有典型“山地－平原－海洋”格

局特征且有着较高城镇化水平的宁绍平原为对象，
通过对比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 ４ 个时期区域

的生态源地、生态阻力面和生态廊道变化，剖析各

时期绿地生态网络时空格局特征。 最终，依据生态

源地可逆性特点和现状用地条件，通过恢复和增加

重要生态源地、优化绿地生态网络、规划生态踏脚

石以及修复生态障碍点 ４ 类递进手段，为宁绍平原

绿地生态网络的优化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域概况

宁绍平原是浙江省东北部一片较为独立的滨

海平原，其北面为杭州湾，西临钱塘江，南侧、东侧

被浙闽丘陵包围，呈现南高北低的台阶式格局，高
密度的河网水系则是平原最为典型的景观特征［１６］。
宁绍平原人居历史悠久，南宋后随着人口重心的南

移成为重要的“鱼米之乡”，同时也是目前中国经济

最发达、人口最密集以及城镇开发程度较快的地区

之一［１７］。 研究范围以区县行政边界进行划分，包括

宁波、绍兴以及杭州市域的部分区域，涵盖南部具

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山地丘陵和北部海岸线，总面积

约为 １１ ３９２ ｋｍ２（图 １）。

图 １　 研究区范围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 ２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包括：（１）ＧＬＣ＿ＦＣＳ３０ 产品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ｃａｓｅａｒｔｈ􀆰 ｃｎ）提供的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 ４ 个时期 ３０ ｍ 分辨率土地利用覆被数

据；（ 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提供的 ＧＤＴＭ ３０ ｍ 分辨率 ＤＥＭ
高程数据；（３）根据 Ｂｉｇｅｍａｐ 矢量路网数据下载的

行政边界、公路、铁路、水系等数据。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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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 平台，采用 ＷＧＳ＿１９８４＿ＵＴＭ＿Ｚｏｎｅ＿５１Ｎ 坐标系

投影，分别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编号为

Ｅ１２０Ｎ３０ 和 Ｅ１２０Ｎ３５ 的土地利用覆被数据进行镶

嵌和提取，并将其划分为耕地、林地、灌丛、草地、湿
地、水体、人造地表和裸地 ８ 类地表类型。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绿地生态网络分析

２􀆰 １􀆰 １　 重要生态源地筛选

形态学空间模式分析法（ＭＳＰＡ）可以根据土地

利用数据，将土地数据中林地、灌丛、草地、湿地和

水体作为前景，将耕地、人造地表和裸地作为背景，
选择八邻域法分析景观格局，其中，核心区即为生

态源地［１８］。 为了进一步增加生态源地的合理性，通
过分析基于物种扩散概率得出的景观连通性，从空

间角度设置阈值，筛选出重要的生态源地。 其中，
常用的可能连通性〔ＰＣ，ＣＰ，式（１）〕和斑块重要性

〔ｄＰＣ，ＣｄＰ，式（２）〕计算公式［１９］为

ＣＰ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ａｉ ａ ｊＰ∗

ｉｊ

ＡＬ
２ ， （１）

ＣｄＰ ＝
ＣＰ － ＣＰ，ｒ

ＣＰ

× １００％。 （２）

式（１） ～ （２）中， ｎ 为研究区斑块总数； ａｉ 与 ａ ｊ 分别

为斑块 ｉ 与斑块 ｊ 的面积；ＡＬ为研究区域总面积； Ｐ∗
ｉｊ

为斑块 ｉ 与斑块 ｊ 之间物种扩散的最大可能性； ＣＰ，ｒ

为将随机斑块 ｉ 剔除后的景观连接度。 采用 Ｃｏｎｅｆｏｒ
２􀆰 ６ 软件，结合相关研究与实际情况设置连接概率

为 ０􀆰 ５，距离阈值为 １ ０００ ｍ，将其中 ＣｄＰ ＞１ 的斑块

选为重要生态源地［１９］。
２􀆰 １􀆰 ２　 生境质量评价与生态阻力面构建

ＩｎＶＥＳＴ 生境质量模型是基于土地利用类型和

生物多样性威胁的综合评估的可靠方法，适用于提

升快速城市化区域生态阻力分析的准确性［２０］， Ｄｘｊ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中栅格 ｘ的生境退化程度，可将其

转化为生境质量（Ｑｘｊ），其计算公式［２１］为

Ｄｘｊ ＝ ∑
Ｒ

ｒ ＝ １
∑
Ｙｒ

ｙ ＝ １

Ｗｒ

∑
Ｒ

ｒ ＝ １
Ｗｒ

æ

è

ç
ç

ö

ø

÷
÷
ｒｙ ｉｒｘｙ βｘ Ｓ ｊｒ， （３）

Ｑｘｊ ＝ Ｈ ｊ １ －
Ｄｘｊ

ｚ

Ｄｘｊ
ｚ ＋ ｋｚ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４）

式（３） ～ （４）中， Ｒ 为威胁因子个数； ｙ 为威胁因子 ｒ
的所有栅格单元； Ｙｒ 为威胁因子的栅格数； Ｗｒ 为威

胁因子 ｒ的权重； ｒｙ 为栅格 ｙ 威胁因子值； βｘ 为威胁

因子对栅格 ｘ 的可达性； Ｓ ｊｒ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 对威

胁因子 ｒ 的敏感程度； Ｈ ｊ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 的生境

适宜度； ｚ ＝ ２􀆰 ５， ｋ 取值为 ０􀆰 ５［２０］。 威胁影响（ ｉｒｘｙ）
随距离变化的表达式为

ｉｒｘｙ ＝ １ －
ｄｘｙ

ｄｒｍａｘ
（线性衰减）， （５）

ｉｒｘｙ ＝ ｅｘｐ
－ ２􀆰 ９９ｄｘｙ

ｄｒｍａｘ

æ

è
ç

ö

ø
÷ （指数衰减）。 （６）

式（５） ～ （６）中， ｄｘｙ 为栅格 ｘ 与栅格 ｙ 间的距离；
ｄｒｍａｘ 为威胁因子 ｒ 的最大威胁距离。 参考 ＩｎＶＥＳＴ
使用手册［２０］关于生境适宜性、生境威胁因子相关设

定要求，结合已有研究参数设定经验和宁绍平原生

物多样性特征［２２－２６］，将各类用地中物种生存能力较

高的林地、灌丛、草地、湿地的生境适宜度定为 １，将
部分生物难以跨越的水体生境适宜度定为 ０􀆰 ７，将
缺乏植被覆盖但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裸地生境

适宜度定为 ０􀆰 ６，将生物多样性较低的耕地生境适

宜度设定为 ０􀆰 ３，将受人类活动影响较深的人造地

表的生境适宜度设定为 ０。 同时，选择易威胁周边

土地生境的人造地表、裸地和耕地作为威胁因子。
对比 ３ 项威胁因子，宁绍平原大规模且快速蔓延的

人造地表导致生境退化范围最广，且对附近生境的

破坏较为严重，其次是裸地、耕地。 因此，结合类似

区域研究经验［２５］，分别设定其最大威胁距离、权重

和类型（表 １），并通过对比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特

征，设定各生境类型对生态威胁因子的敏感度

（表 ２）。

表 １　 威胁因子及其威胁强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威胁因子 最大威胁距离 ／ ｋｍ 权重 空间衰退类型

耕地 ４ ０􀆰 ６ 线性

人造地表 ８ ０􀆰 ４ 指数

裸地 ６ ０􀆰 ５ 线性

表 ２　 土地利用类型对生境威胁因子敏感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ｔ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ａｃ⁃
ｔｏｒｓ

土地利用
类型

生境
适宜度

威胁因子

耕地 人造地表 裸地

耕地 ０􀆰 ３ ０􀆰 ０ ０􀆰 ８ ０􀆰 ４
林地 １􀆰 ０ ０􀆰 ６ ０􀆰 ４ ０􀆰 ２
灌丛 １􀆰 ０ ０􀆰 ７ ０􀆰 ５ ０􀆰 ４
草地 １􀆰 ０ ０􀆰 ８ ０􀆰 ６ ０􀆰 ６
湿地 １􀆰 ０ ０􀆰 ７ ０􀆰 ５ ０􀆰 ５
水体 ０􀆰 ７ ０􀆰 ５ ０􀆰 ４ ０􀆰 ２
人造地表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裸地 ０􀆰 ６ ０􀆰 ６ ０􀆰 ４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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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ＣＲ）法是用于计算空间

中生物移动阻力的广泛方法，多用于提取、构建区

域生态廊道［２７］。 基于 ＭＣＲ 模型，利用层次分析法

确定生境质量、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和坡度 ４ 个因子

的权重值［２８］，将其加权叠加得到宁绍平原生态综合

阻力面（表 ３），其计算公式［２９］为

ＲＭＣ ＝ ｆ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Ｄｉｊ × Ｒ ｉ 。 （７）

式（７）中， ｆ 为阻力函数，表示空间中某一点的最小

阻力与其到所有源地的距离和景观基面特征的正

相关关系； Ｄｉｊ 为第 ｊ 个斑块到第 ｉ 个斑块的距离； Ｒ ｉ

为第 ｉ 个斑块自身扩展的阻力系数；ｍｉｎ 是取 ｊ 至 ｉ
阻力值中最小值。

表 ３　 阻力面权重及因子阻力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ｖａｌｕｅ

阻力因子 分级指标 权重 阻力等级

生境质量评价 极好 ０􀆰 ５５５ ８ １
较好 ２
好 ３
较差 ４
差 ５

土地利用类型 林地、湿地 ０􀆰 ２５８ ９ １
水域 ２
灌丛、草地 ３
田地、裸地 ４
人造地表 ５

高程 ≤１００ ｍ ０􀆰 ０４８ ９ １
＞１００～２００ ｍ ２
＞２００～３００ ｍ ３
＞３００～４００ ｍ ４
＞４００ ｍ ５

坡度 ０° ～ ５° ０􀆰 １３６ ４ １
＞５° ～１２° ２
＞１２° ～２１° ３
＞２１° ～３０° ４
＞３０° ５

２􀆰 １􀆰 ３　 绿地生态网络识别与评价

基于电路理论，借助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ａｐｐｅｒ 可以直观

展示廊道宽度、重要程度和断裂点等信息，为生态

廊道规划提供一定的宽度与范围参考［３０］。 通过

Ｃｉｒｕｉｔｓｃａｐｅ 软件多对一模式（ａｌｌ⁃ｔｏ⁃ｏｎｅ）识别重要生

态斑块［３１］，设置 １０ ｋｍ 为加权成本距离［１２］，计算代

表生态廊道效率的电流密度。
网络闭合指数（α 指数）、网络连接度指数（β 指

数）和网络连通率指数（γ 指数）可反映生态网络中

源地与廊道的连接关系、复杂程度及相关效益。 指

数与廊道连通性呈正相关，计算公式［３２］为

α ＝ Ｌ － Ｖ ＋ １
２Ｖ － ５

， （８）

β ＝ Ｌ
Ｖ

， （９）

γ ＝ Ｌ
３（Ｖ － ２）

。 （１０）

式（８） ～ （１０）中，Ｌ 为生态廊道数；Ｖ 为生态节点数。
２􀆰 ２　 绿地生态网络优化路径

由于生境斑块并非不可逆地消逝［１３］，因此，纵
向比较 ４ 个时期重要生态源地的位置和数量，筛选

同一阈值下曾存在过的重要生态源地，综合考虑其

重要性和现状，作为可恢复的重要生态源地。 相关

研究表明，０􀆰 １ ｋｍ２以上的绿地具有生态功能多元和

景观风貌提升的双重特性［３３］；同时，分析当前绿地

生态网络未能覆盖的区域，参考已有研究方法［３４］，
发现在研究区域内 ０􀆰 １ ｋｍ２尺度以下的斑块数量随

面积阈值的减小而快速增加。 因此，选择现状自然

条件较好且大于 ０􀆰 １ ｋｍ２的生境斑块作为补充的重

要生态源地，以提升绿地生态网络覆盖度。 然后，
基于电路理论分析与验证优化后绿地生态网络，提
出优化后各级廊道的布局，并以其为基础结合区域

现状条件规划具有重要桥接作用的生态踏脚石节

点，并筛选出需要开展生态修复的主要障碍点。

３　 宁绍平原绿地生态网络分析结果

３０ 年间宁绍平原土地利用类型最大的变化来

源于人造地表的扩张，共计增长 ２ ５２６􀆰 ４１ ｋｍ２，增幅

达到 ５３７􀆰 １１％。 人造地表的快速蔓延表现为以平

原上各级城市为中心，呈现织网成面的总体态势，
导致平原区、滨海区以及南部低山区域耕地和自然

植被的大量减少和破碎化（图 ２）。
３􀆰 １　 重要生态源地

比较分析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景观格局和重要的

生态源地变化（图 ３ ～ ４，表 ４）。 区域内生态核心区

和重要生态源地面积 ３０ 年间分别减少 ７５３􀆰 ８８ 和

８６３􀆰 ３４ ｋｍ２，数量分别增加 ５ ２８１ 和 １２ 个，说明快速

的城镇化发展使区域重要的生态空间严重萎缩，并
趋于破碎化。 其中，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是区域生态核心

区面积和完整性下降最为剧烈的 １０ 年，而后的 ２０
年虽然面积上有所回升，但破碎化并未得到有效缓

解。 重要生态源地的变化更加直观地反映了上述

问题，近 ２０ 年重要生态源地在规模和连通性上一直

呈下降趋势，这说明部分重要生态源地由于难以与

其他生态空间连接而走向孤岛化，丧失了其作为生

态源地的功能，而另一部分大型生态源地则被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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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小的斑块，降低了区域对生物栖息地规模与多

样性的承载能力。 同时，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近年来的生态修复工作大多以局部新增的

方式开展，这种非体系化的局部修复方式并未从根

本上缓解城镇化造成的原有重要生态源地萎缩，难
以支撑更为健康的区域生态功能。

图 ２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各类用地变化

Ｆｉｇ􀆰 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图 ３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景观格局变化

Ｆｉｇ􀆰 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在空间分布方面，１９９０ 年重要生态源地主要分

布于杭州湾沿岸和南侧低山丘陵北麓的平原边缘

地带，平原上的主要孤丘、水体等内部生态核心区

未能发挥生态源地的作用。 在平原西部，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句余山和余姚江升级成为区域重要生态源

地，但在 ２０２０ 年由于连通性下降又丧失了这一功

能。 而在平原东部，２０２０ 年曹娥江沿岸连续生态源

地的形成带动了绍兴东侧孤丘群生态源地作用的

发挥。 这说明主干河流的生态连通作用对于平原

上主要生态核心区源地作用的发挥极其关键，同
时，由于河流沿岸通常是城镇化最为剧烈的地区，
导致其生态条件和连续状态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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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重要生态源地变化

Ｆｉｇ􀆰 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表 ４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生态核心区景观格局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年份
核心区
斑块数

核心区面积 ／
ｋｍ２

核心区面积
占比 ／ ％

重要生态
源地数

重要生态源地
面积 ／ ｋｍ２

重要生态源地面积占
平原总面积比例 ／ ％

平均连通性
指数（ｄＰＣ）

１９９０ ８ ０３５ ５ ０９９􀆰 ４５ ４４􀆰 ７６ １４ ４ ３１４􀆰 １４ ３７􀆰 ８７ １６􀆰 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３ ３３２ ４ ２５５􀆰 ４７ ３７􀆰 ３５ ２６ ３ ６５０􀆰 ９３ ３２􀆰 ０５ １２􀆰 ９５
２０１０ １２ ０９０ ４ ３１８􀆰 ２６ ３７􀆰 ９０ ２９ ３ ７１９􀆰 ７６ ３２􀆰 ６５ ８􀆰 ７８
２０２０ １３ ３１６ ４ ３４５􀆰 ５７ ３８􀆰 １５ ２６ ３ ４５０􀆰 ８０ ３０􀆰 ２９ ７􀆰 ４６

３􀆰 ２　 生境质量与生态阻力面

近 ３０ 年来，区域生境质量总体严重下降（图
５）。 尤其是近 ２０ 年以各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扩

张，导致平原内大量以塘浦圩田为典型特征的中等

级质量生境转变为较差和差等级质量。 平原上生

境质量较差的区域自西而东以萧山—绍兴、慈溪—
余姚和宁波 ３ 个区域分布规模最大。 钱塘江沿岸生

境质量曾在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短暂上升为较高等级，
至 ２０２０ 年又回落到中等级质量生境，说明钱塘江沿

岸地区仍然处在快速的动态变化之中。 区域高质

量生境主要分布于南部山地丘陵和平原中的各个

孤丘地区。 进一步结合宁绍平原生态阻力面变化

（图 ６）开展分析，１９９０ 年宁绍平原生态阻力依托

“山地—山前平原—滨海平原—海岸”格局呈现自

高而低的 ４ 个清晰梯度。 经历 ３０ 年的发展，以中心

城区为核心的高阻力辐射圈层结构打破了原有的

梯度阻力格局，导致平原地区生物流动能力较大程

度地降低。
３􀆰 ３　 绿地生态网络分析

基于电路理论开展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生态廊道

分析（图 ７，表 ５ ～ ６）。 （１）１９９０ 年宁绍平原生态廊

道较少且分布不均，平原西部重要生态廊道分布较

为集中，南北向连接着朝平原延伸的南部丘陵带和

北部沿海区域。 １９９０ 年平原的另外 ２ 条重要生态

廊道则分别是连接甬江和南部山体的姚江东段廊

道和萧山地区连接“钱塘江—浦阳江”交汇口和赵

家岭山的廊道。 （２）２０００ 年区域生态廊道分布均衡

性得到提升。 得益于平原东部句余山转变为重要

的生态源地，依托其形成连接南北的多条生态廊

道，弥补了姚江河谷和慈溪地区廊道空白。 在中部

上虞和余姚东部地区，依托水系形成连接滨海生境

和南部兰芎山、牛头山的生态廊道。 在平原西部，
由于沿杭州湾生态源地的减弱和绍兴市城镇建设

的扩张，绍兴地区重要生态廊道向两侧转移形成了

依托杭甬运河和曹娥江的“人字形”生态廊道。 此

外，这一时期宁波奉化地区、北仑区的生态廊道也

得到发展。 （３） ２０１０ 年平原生态廊道总体格局与

２０００ 年基本一致，廊道规模虽有所下降，但 α、β、γ
指数得到提升，达到 ４ 个时期较好的绿地生态网络

结构。 句余山以南姚江河谷的生态廊道规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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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但往北与沿海区域间的生态连接大幅

减弱，说明这一时期慈溪地区快速城镇化破坏了原

有的廊道结构。 （４）２０２０ 年生态廊道多聚集在靠近

低山丘陵的南部山前平原。 曹娥江与南部山区间

在绍兴中心城区东侧新增一条强度较大的廊道，宁
波南部、奉化地区、萧山南部各生态源地之间的廊

道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与之相反，平原北部总体廊

道情况在 ２０２０ 年下降严重，除曹娥江和上虞地区连

接山海区域的两条廊道外，其余原有廊道全部丧

失，说明近 １０ 年来城镇化造成滨海平原区域生态格

局的恶化。

图 ５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生境质量变化

Ｆｉｇ􀆰 ５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图 ６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生态阻力变化

Ｆｉｇ􀆰 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总体来看，快速城镇化给宁绍平原的生态廊道

格局带来了较大的不稳定性。 自 １９９０ 年开始，经过

２０ 年的发展，平原生态廊道布局逐渐均衡、优化。
近 １０ 年来，依托绍兴、宁波中心城区以及萧山地区

的生态修复工作初见成效，实现了平原南部山前平

原生态廊道的优化，但北侧滨海平原的生态格局并

未得到足够重视。 此外，结合各时期生态廊道分布

可以发现，对于以河网水系为特色的宁绍平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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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平原中各主干水系对于廊道的形成以及诸如句

余山等重要生态源地的恢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塘浦圩田这种独特的地域景观形式对于廊道

规模的保持也具有重要价值。

图 ７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生态廊道变化

Ｆｉｇ􀆰 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表 ５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重要生态廊道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年份
重要

廊道数
次要

廊道数
生态

节点数
廊道总
长度 ／ ｋｍ

平均电
流密度

１９９０ ２５ ５ １４ １３４􀆰 ０３ ０􀆰 ０００ ５６
２０００ ５３ ７ ２６ ４１１􀆰 ４７ ０􀆰 ０００ ８５
２０１０ ５５ １７ ２９ ３５７􀆰 ８２ ０􀆰 ０００ ７５
２０２０ ５１ １１ ２６ ４１１􀆰 ７１ ０􀆰 ０００ ８８

表 ６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绿地生态网络结构相关指数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年份
网络闭合
指数（α）

网络连接度
指数（β）

网络连通率
指数（γ）

１９９０ ０􀆰 ７４ ２􀆰 １４ ０􀆰 ８３
２０００ ０􀆰 ７４ ２􀆰 ３１ ０􀆰 ８３
２０１０ ０􀆰 ８３ ２􀆰 ４８ ０􀆰 ８９
２０２０ ０􀆰 ７９ ２􀆰 ３８ ０􀆰 ８６

４　 宁绍平原绿地生态网络优化策略

通过对比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 ４ 个

时期区域生态网络，在区域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背景

下，通过恢复和增加重要生态源地、规划生态踏脚

石及待修复的生态障碍点，从而促进更为均衡、结
构更为稳定的绿地生态网络结构变得尤为重要，以
提升区域整体生态功能的稳定与韧性，支撑城乡及

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４􀆰 １　 恢复和增加重要生态源地

通过对比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重要生态源地与生

态阻力，根据生态源地退化的可逆性特点，结合实

地情况，选择句余山、余姚江（宁波段）、奉化周边虎

头山－雨施山丘陵斑块、杭州湾东段沿岸作为建议

恢复和提升的 ４ 个重要生态源地。 此外，从改善绿

地生态网络整体结构角度出发，通过筛选景观格局

分析中核心区斑块的面积与空间分布规律，综合考

虑当前区域用地现状和区域景观特征，筛选生境条

件较好的湿地、湖泊以及地势较高的林地斑块作为

建议补充生态源地，包括湘湖风景区、央茶湖、驼峰

山和洋泾畈等共计 ２１ 处（图 ８）。
４􀆰 ２　 绿地生态网络优化与验证

以优化后的重要生态源地格局为基础，分析得

到以人工和自然水系为主要结构的生态廊道 １３２ 条

（图 ９）。 在空间分布上，重要生态廊道主要穿越平

原区域，而次要生态廊道则普遍分布于宁绍平原南

侧山地丘陵间。 优化后的主要廊道依托朝阳河、北
排江和韩家江等主干水系，长度共计 ７６９􀆰 １２ ｋｍ；次
要廊道依托王家尖—靠溪岭—杨梅桥水库、龙会

山—后头山—塔山、大东山—复船山等丘陵林地以

及沿海岸线区域共计 ２１６􀆰 ６８ ｋｍ。 优化后生态网络

的 α、β 和 γ 指数分别为 ０􀆰 ８７、２􀆰 ６４ 和 ０􀆰 ９２，廊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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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密度平均值为 ０􀆰 ００１ ２８，相较于 ２０２０ 年显著提

升。 更加均衡、多样的绿地生态网络使得生态流回

路增加，提高了区域生态安全的稳定性。

图 ８　 宁绍平原生态源地优化结果

Ｆｉｇ􀆰 ８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 ９　 宁绍平原生态网络优化结果

Ｆｉｇ􀆰 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 ３　 生态踏脚石规划

桥接区对生物迁移和景观连通具有重要意义，
而生态廊道的交点则是影响绿地生态网络连通性

的关键区域［３５］。 因此，筛除已建成城镇及农田，选
择绿地生态网络中生态廊道的交汇点和跨越生态

廊道的桥接区作为生态踏脚石规划结果。 结合用

地现状，优先选择水网放大区及湿地、城市大型公

园绿地等具备一定生态基础的区域，筛选出如东

泊、镜湖湿地公园、大南江和马鞍山等 ９０ 处生态踏

脚石（图 １０）。

图 １０　 宁绍平原生态踏脚石规划

Ｆｉｇ􀆰 １０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ｓｔｏｎｅｓ

４􀆰 ４　 生态障碍点修复

大型人工廊道会导致生物被困在孤立的栖息

地内，阻碍生物的迁徙与移动，使其很难与外界环

境进行物质交换，在跨越各类大型道路途中的死亡

风险 很 高［３５］。 基 于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ａｐｐｅｒ 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Ｍａｐｐｅｒ 工具设置 ５０ ｍ 的探测半径对源地间生态廊

道进行障碍点分析，再筛选现状高速公路、铁路、城
市主要道路与优化后网络的交点，将其作为有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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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生态障碍点，共计 ２５２ 处（图 １１）。 对于生态障

碍点，建议在建设中结合场地及周边实际环境，因
地制宜地采用涵洞、生态桥等生态通道类型或对重

点道路区域采用高架、下穿等方式，以保障生物流

动过程和物质交换过程的连续性。

图 １１　 宁绍平原待修复生态障碍点

Ｆｉｇ􀆰 １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

５　 讨论

（１）南北向的台阶式地理格局和密集的自然、
人工水网是宁绍平原生态格局的基础。 该研究揭

示了近 ３０ 年来，以各级城市为中心的快速城镇化发

展导致区域南部山麓丘陵、中部山前平原和北部滨

海平原的生态空间都呈现大规模减少和破碎化状

况，并且，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仍然在动态地影响着

区域生态格局。 因此，依托地理格局特征和现状河

湖水系、林地，通过恢复与规划生态源地、廊道和节

点的方式形成绿地生态网络，以调节大规模城镇化

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对于维持健康、稳定

的区域生态格局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和重要意义。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基于现状条件构建的绿

地生态网络体系能够为区域生态红线的划定提供

精细化参考，并控制、引导未来城乡建设范围。 同

时，由于自身景观类型的多样性，因而绿地生态网

络也可以为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性修复提

供基础框架，实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多功

能性的提升。
（２）宁绍平原作为一个相对独特的地理单元，

包含了绍兴、宁波以及杭州市域的部分区域。 因

此，应以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为目标，建立跨

市、跨区县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机制，开展体系

化的治理工作。 首先，应以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理

念为引领，重点保证区域各类生态源地的规模和质

量。 一方面，着重恢复、扩大钱塘江与杭州湾沿岸、

南部低山丘陵等边缘地带以及各主干自然河流周

边的生态源地规模；另一方面，将该研究提出的 ２５
个平原内部生态源地纳入核心生态空间保护范畴，
严格控制人类活动对生态源地的干扰，结合实际情

况针对生态源地周边对其有不良影响的现状用地

属性进行调整，并依托各类源地的区位、规模和环

境特征，针对性地开展不同生境的修复工作。 其

次，整体性的修复、连通平原中以自然河流、人工运

河和线性林地为结构的各级生态廊道，保障南北向

山海间廊道与东西向城市间廊道的多样性和完整

性，并依据廊道重要性划定缓冲区范围，控制廊道

周边的土地建设强度和建设类型，优先保障连续的

生态空间。 最后，控制各生态踏脚石节点周边建设

强度，降低人类活动对其生境质量的干扰，并在未

来进一步建设和存量更新中均衡保留一定规模的

自然场所，作为预留生态节点。 同时，将生态障碍

点的修复纳入区域交通等基础设施廊道的更新建

设工作中，减少人工建设对动物迁徙和生态流动过

程连续性的影响。
（３）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 区域生态源地斑块

规模、生态廊道加权成本距离等阈值的选择是生态

网络构建的关键。 该研究参考前人研究结果，并根

据宁绍平原所处地区的地理、生态特征进行修正，
但未考虑各项阈值随着时空演进而发生的变化。
而在不同类型用地中实际的生物多样性、生物量和

生境质量等因素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也会存在一定

差异，其阈值的选择是否具有相应的特殊性，在未

来仍需依托相关研究作进一步探讨。 在区域绿地

生态网络的优化过程中，该研究采用生境恢复的可

逆性与人工实地筛选相结合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

误差和主观性，同时筛选效率较低。 因此，在未来

研究中如何在保证可实施性的前提下，借助人工智

能等方式实现网络规划的精准性和高效性，是未来

绿地生态网络优化研究的重要方向。 此外，区域生

态空间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同时也是地域文

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

值。 因此，在未来的绿地生态网络规划中，也应综

合考虑区域的遗产廊道、文化区和遗产点等内容，
以构建更具自然价值与文化特征的国土空间。

６　 结论

基于 ＭＳＰＡ 方法、ＭＣＲ 模型以及电路理论等技

术手段，对比分析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 ４
个时期宁绍平原生态源地、生态阻力面和生态廊道

的变化，探析各时期绿地生态网络时空格局，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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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生态源地可逆性特点和区域现状用地条件提出

绿地生态网络的优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３０ 年来

城镇化建设使得宁绍平原重要生态源地规模下降

２０％，生态空间呈现显著的破碎化特征。 以各城市

为中心的高阻力辐射圈层结构打破了原有的梯度

阻力格局，较大地降低了平原整体的生物流动能

力。 因此，平原绿地生态网络结构呈现出较强的波

动性和脆弱性，当前，平原西部、东部大面积区域生

态廊道缺失。 基于此，提出恢复句余山、余姚江（宁
波段）、奉化周边“虎头山－雨施山”丘陵斑块和杭州

湾东段沿岸 ４ 处重要生态源地，新增河湖水系型、丘
陵林地型和沿海岸线型等 ２１ 处重要生态源地；规划

生态廊道 １３２ 条，总长 ９８５􀆰 ８ ｋｍ，并筛选得到重要

生态踏脚石 ９０ 处和待修复生态障碍点 ２５２ 处。 优

化后生态网络的 α、β 和 γ 指数分别为 ０􀆰 ８７、２􀆰 ６４
和 ０􀆰 ９２，廊道电流密度平均值为 ０􀆰 ００１ ２８，相较于

２０２０ 年显著提升。 以具有独特地理格局特征和地

域景观特色的完整地理单元为对象，开展绿地生态

网络分析与优化研究，对区域生物多样性和区域生

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实现城乡与其环境间的协同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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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ｏｎ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Ｈａｉｋｏｕ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２（６）：２１６４－２１７４．］

［１０］ 汪勇政，李久林，顾康康，等．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法的城

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格局优化：以合肥市为例［ Ｊ］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２，４２ （ ５）：２０２２ － ２０３２．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ＬＩ Ｊｉｕ⁃ｌｉｎ，ＧＵ
Ｋａｎｇ⁃ｋ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ａｙｏｕ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ＳＰＡ⁃ＣＩＲＣＵＩＴ：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ｅｆｅｉ［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２（５）：２０２２－２０３２．］

［１１］ 王丽容，冯晓蕾，常青，等．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ＣＲ 复合模型的城市

绿色空间生境网络格局构建研究［Ｊ］ ．中国园林，２０２０，３６（６）：
１１３－１１８． ［ＷＡＮＧ Ｌｉ⁃ｒｏｎｇ，ＦＥＮＧ Ｘｉａｏ⁃ｌｅｉ，Ｃ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ＣＲ［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２０，３６（６）：１１３－１１８．］

［１２］ 韦宝婧，苏杰，胡希军，等．基于“ＨＹ⁃ＬＭ”的生态廊道与生态节

点综合识别研究［Ｊ］ ．生态学报，２０２２，４２（７）：２９９５－３００９．［ＷＥＩ
Ｂａｏ⁃ｊｉｎｇ，ＳＵ Ｊｉｅ，ＨＵ Ｘｉ⁃ｊｕｎ，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ｄ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ａｐｐｅｒ［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２
（７）：２９９５－３００９．］

［１３］ ＵＲＢＡＮ Ｄ，ＫＥＩＴＴ 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 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８２（５）：１２０５－１２１８．

［１４］ 沈钦炜，林美玲，莫惠萍，等．佛山市生态网络构建及优化［ Ｊ］ ．
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３２（９）：３２８８－３２９８．［ ＳＨＥＮ Ｑｉｎ⁃ｗｅｉ，ＬＩＮ
Ｍｅｉ⁃ｌｉｎｇ，ＭＯ Ｈｕｉ⁃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３２（９）：３２８８－３２９８．］

［１５］ ＨＵＡＮＧ Ｘ Ｘ，ＷＡＮＧ Ｈ Ｊ，ＳＨＡＮ Ｌ Ｙ，ｅｔ 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ｔｉ⁃
ｍｉｚ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２０２１，１３２：１０８３１９．

［１６］ 张诗阳，王向荣．宁绍平原河网水系的形成、演变与当代风景

园林实践［Ｊ］ ．风景园林，２０１７（７）：８９－９９． ［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Ｎｉｎｇｓｈａｏ
Ｐｌａｉｎ［Ｊ］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１７（７）：８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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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陈雯，闫东升，孙伟．长江三角洲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与态势

的判断［ Ｊ］ ．地理研究，２０１５，３４（ ３）：３９７ － ４０６． ［ ＣＨＥＮ Ｗｅｎ，
ＹＡＮ 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ＵＮ Ｗｅｉ．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Ｊ］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３４（３）：３９７－４０６．］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Ｙ Ｌ，ＳＨＥＮ Ｗ Ｊ，ＬＩ Ｍ Ｓ，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７ ） ［ Ｊ ］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０，
１１７：１０２１９０．

［１９］ ＳＡＵＲＡ Ｓ， ＰＡＳＣＵＡＬ⁃ＨＯＲＴＡＬ Ｌ． Ａ Ｎｅｗ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Ｊ］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７，８３（２ ／ ３）：
９１－１０３．

［２０］ ＳＨＡＲＰ Ｒ，ＴＡＬＬＩＳ Ｈ Ｔ，ＲＩＣＫＥＴＴＳ Ｔ，ｅｔ ａｌ．ＩｎＶＥＳＴ Ｕｓ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Ｍ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ＵＳＡ：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１４：
２３－３５．

［２１］ 刘汉仪，林媚珍，周汝波，等．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粤港澳大湾

区生境质量时空演变分析［Ｊ］ ．生态科学，２０２１，４０（３）：８２－９１．
［ＬＩＵ Ｈａｎ⁃ｙｉ，ＬＩＮ Ｍ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ＯＵ Ｒｕ⁃ｂｏ，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４０（３）：８２－９１．］

［２２］ 毛齐正，马克明，邬建国，等．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研究进

展［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４）：１０５１－１０６４．［ＭＡＯ Ｑｉ⁃ｚｈｅｎｇ，ＭＡ
Ｋｅ⁃ｍｉｎｇ，Ｗ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ｅｔ ａｌ．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３，３３（４）：１０５１－１０６４．］

［２３］ ＺＥＲＢＥ Ｓ，ＭＡＵＲＥＲ Ｕ，ＳＣＨＭＩＴＺ Ｓ，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３，６２（３）：１３９－１４８．

［２４］ ＫＮＡＰＰ Ｓ， ＫÜＨＮ Ｉ， ＳＣＨＷＥＩＧＥＲ Ｏ，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ｌ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Ｊ ］ ．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８， １１
（１０）：１０５４－１０６４．

［２５］ 尚俊，蔡海生，龙月，等．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鄱阳湖区生境质

量时空演化及其变迁特征分析［ Ｊ］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１，３０（８）：１９０１－ １９１５． ［ ＳＨＡＮＧ Ｊｕｎ，ＣＡＩ 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Ｙｕｅ，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Ｊ］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 ２０２１， ３０ （ ８）：
１９０１－１９１５．］

［２６］ 高庆彦，潘玉君，刘化．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大理州生境质量时

空演化研究［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１，３７（３）：４０２－４０８．
［ ＧＡＯ Ｑｉｎｇ⁃ｙａｎ， ＰＡＮ Ｙｕ⁃ｊｕｎ， ＬＩＵ Ｈｕ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ｌｉ Ｂａ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３７（３）：４０２－４０８．］
［２７］ ＫＮＡＡＰＥＮ Ｊ Ｐ，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Ｍ，ＨＡＲＭＳ Ｂ．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ｓｏ⁃

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Ｊ］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２，２３（１）：１－１６．

［２８］ 邓雪，李家铭，曾浩健，等．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

应用研究 ［ Ｊ］ ．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２０１２， ４２ （ ７）： ９３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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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地貌类型区甘南州植被覆盖
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马　 玥１， 王录仓１①， 赵瑞东２， 常　 飞３ 　 （１􀆰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２􀆰 新疆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３􀆰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 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处在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的过渡区，地貌类型复杂

多变，且在不同地貌区的植被覆盖差异十分明显。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ＭＯＤＩＳ ＥＶＩ 数据研究甘南州不同地貌区植

被覆盖时空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从时间变化上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西北部山原区、东部

山地丘陵区和南部岷迭山谷区增强植被指数（ＥＶＩ）增长趋势分别为 ０􀆰 ０００ ８、０􀆰 ００１ １ 和 ０􀆰 ０００ ９ ａ－１。 （２）从空间

变化上来看，甘南州植被覆盖度（ＦＣＶ）呈现由西南部向东北部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西北部山原区以

较高覆盖度类型为主，东部山地丘陵区以中等覆盖度类型为主，南部岷迭山谷区呈现较低覆盖度与较高覆盖度类

型的相间分布。 （３）甘南州植被覆盖改善比例（约 ５４％）高于退化比例（３７％），其中，植被覆盖退化区主要分布在

西北部山原区的玛曲、碌曲及南部山谷区的迭部等地；植被覆盖改善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山地丘陵区。 （４）甘南州

不同地貌区 ＥＶＩ 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自然环境因子和人类活动因子是影响西北部山原区 ＥＶＩ 的主要影响因素，
而自然环境因子是东部山地丘陵区、南部岷迭山谷区 ＥＶＩ 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植被覆盖水平； 时空演变； 不同地貌区； 影响因素； 甘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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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ＦＶＣ） ｏｆ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ｔｏ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ｗ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ｗ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ｉ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３） Ｉｎ Ｇａｎｎ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Ｉ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５４％）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３７％）．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ＥＶＩ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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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ｏｆ Ｍａｑｕ ａｎｄ Ｌｕｑ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ｏｆ Ｄｉｅｂｕ．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ｈｉｌｌｙ ｔｅｒｒａｉｎ． （４） Ｔｈｅ ＥＶＩ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ＶＩ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ｚｏｎｅ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ＶＩ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ｈｉｌｌｙ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ｄｉ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ｚｏｎ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日益加剧的大背

景下，地球植被的动态变化成为各领域关注的热点

之一［１］。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植被系统

因其变化与地形地貌、土壤、气候等相适应而成为

评估区域生态系统状态的重要指标［２］。 植被覆盖

度（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ＦＣＶ）能够用于很

好地监测地面植被的生长情况［３］，研究相关动态变

化及影响因素对于定量分析区域生态环境演变规

律和开展生态系统评价具有重要意义［４］。
目前，国内外关于植被覆盖的研究数据多以遥

感监测数据为主， 历经了 ＬＡＮＤＳＡＴ—ＡＶＨＲＲ—
ＳＰＯＴ—ＭＯＤＩＳ 的不断转变。 就植被大范围监测研

究而言，主要广泛使用的是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 和

增强植被指数（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ＶＩ）等遥

感植被指数［５］，其中，ＥＶＩ 指数是在 ＮＤＶＩ 指数基础

上改进了其算法和合成方法，很好地克服 ＮＤＶＩ 存

在的易饱和等问题［６］，可用于植被生长环境监测、
植被覆盖变化研究等方面。 当前，国内外关于植被

覆盖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如 ＥＶＲＥＮＤＩＬＥＫ 等［７］根

据 ＮＤＶＩ 和 ＥＶＩ 数据发现了植被覆盖的差异；ＱＩＵ
等［８］研究表明 ＥＶＩ 数据能同时反映高植被覆盖区

植被覆盖情况和区分高低植被覆盖区。 在人类活

动日益加剧、全球气候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甘南藏

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也出现草地退化、荒漠化和

沙化等现象［９］，这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马琳雅［１０］建立了生长季植被覆盖反演模型，分析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甘南地区植被覆盖与物候期的时空

变化特征；蔡栋［１１］ 评估了甘南草地生态系统的风

险。 总体来看，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主要以 ＭＯＤＩＳ
ＥＶＩ 数据为支撑，多采用规避误差能力较弱的一元

线性回归趋势分析法来研究植被覆盖度［１２］，且将影

响因素归咎于自然因素（尤其是气候因素），虽然张

卓等［１３］认为人类活动也是制约甘南州植被增长的

关键因素，但并没有针对对植被覆盖变化有明显作

用的人类活动因素进行说明。
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秦

巴山地的过渡区，气候类型多样，地貌复杂多变，地

貌类型与水文、土壤、气候、生物等具有密切关系，
并且在不同尺度上影响气候、植被等自然要素的空

间格局和分异规律［１４］。 由于地貌类型的不同，甘南

州不同区域地表植被覆盖度与生态环境差异十分

明显。 因此，以甘南州植被主要生长期 ６—８ 月 ＭＯ⁃
ＤＩＳ ＥＶＩ 数据为支撑，应用核密度分析、像元二分模

型、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Ｍｅｄｉａｎ 趋势法和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等

方法，分析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不同地貌植被覆

盖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甘南州生态环境

演变和影响机制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甘南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

边缘、中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

带［１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复杂多变，海拔高度

分布在 １ １００～４ ９００ ｍ 之间，大部分地区在 ３ ０００ ｍ
以上，主要植被类型有高寒草甸、高寒灌丛草甸和

山地森林等。 根据甘南州地形地貌及植被特点，将
其划分为西北部山原区（Ⅰ）、东部山地丘陵区（Ⅱ）
和南部岷迭山谷区（Ⅲ）３ 类地貌类型区（图 １）。 其

中，东部山地丘陵区面积最大，约占 ４２％，范围包括

合作市、临潭县和卓尼县全境及碌曲县、夏河县部

分区域，其地处甘南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气候高寒阴湿，农林牧兼营；西北部山原区面积约

占 ３７％，为广阔的草甸草原，地域包括玛曲县全境、
碌曲县大部及夏河县部分地区，主要分界在郎木寺

（碌曲）—玛艾镇（碌曲）—甘加镇（夏河）以西，平
均海拔在 ３ ３００ ｍ 以上，是甘肃省主要牧区；南部岷

迭山谷区面积最小，约占 ２１％，是以岷迭山系与白

龙江流域构成区域为主，包括迭部县、舟曲县全境，
地形切割剧烈、坡陡壁峭、沟谷幽深，是甘肃省重要

林区之一［１６］。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 １　 数据来源

ＭＯＤ１３Ｑ１ 数 据 为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ＮＡＳＡ）最新发布的第 ６ 版 ＭＯＤＩＳ 陆地三级标准数

据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２５０ ｍ，数据可通过 ＮＡＳ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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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观测系统数据共享平台（ｈｔｔｐｓ：∥ｍｏｄｉ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 ／ ）下载。 首先对 ＭＯＤ１３Ｑ１ 数据进行预处

理［１７］（利用 ＭＯＤＩＳ 重投影工具从 ＭＯＤ１３Ｑ１ 数据产

品中提取所有 ＥＶＩ 波段，再根据研究区行政区划对

ＥＶＩ 波段进行重采样、镶嵌、投影及格式转换等），然
后提取甘南州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盛草时期每年 ６—８ 月

ＥＶＩ 数据。 以 ＭＯＤＩＳ ＬＳＴ 产品中获取的 ＭＯＤ１１Ａ２
数据为基础，通过拼接、投影转换和裁剪等操作后，
提取甘南州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每年 ６—８ 月地表温度

（ＬＳＴ）数据。 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

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空间分辨率为 ９０ ｍ。
降水数据来源于 ＣＨＩＲＰ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ｆｒａＲ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全球范围降雨

数据集提供的降水数据（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ｃ．ｕｃｓｂ．ｅｄｕ ／
ｄａｔａ ／ ｃｈｉｒｐｓ），该数据融合了卫星降水与地面气象站

降水数据，可以提供卫星网格点降水用于趋势分析

等，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每年 ４—８ 月降水量平均值。
人口、农作物播种面积、牲畜等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统计年鉴。

图 １　 研究区概况

Ｆｉｇ􀆰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２　 研究方法

２􀆰 ２􀆰 １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

密度的工具，是以点要素计算每单位面积的量值，
并将各个点或折线拟合为平滑锥状表面的分析方

法［１８］，可利用核密度曲线对 ＥＶＩ 动态变化过程进行

分析，计算公式为

Ｆ（ｘ） ＝ １
ｎｈ∑

ｎ

ｉ ＝ １
ｋ
ｘ － ｘｉ

ｈ
æ

è
ç

ö

ø
÷ 。 （１）

式（１）中，Ｆ（ｘ）为研究区域内 ＥＶＩ 分布的核密度估

计值；ｋ 为核函数；ｉ 为研究区域内各个地区；ｈ 为核

密度函数的搜索半径；ｎ 为 ＥＶＩ 数量总数；ｘ－ｘｉ为点

样本 ｘ 到样本 ｘｉ处距离。

２􀆰 ２􀆰 ２　 像元二分模型

植被覆盖度（ＦＣＶ，ＶＦＣ）是用于衡量一个区域地

表植被覆盖情况的重要指标，与 ＥＶＩ 有较强的正相

关关系，ＥＶＩ 数据可以通过像元二分模型计算植被

覆盖度。 像元二分模型是假设遥感传感器观测到

的一个图像光谱信息 （ ＥＶＩ） 是由植被光谱信息

（ＩＥＶ，ｖｅｇ）和非植被光谱信息（ ＩＥＶ，ｓｏｉｌ）两部分经一元线

性加权合成，而其中各部分权重是各自面积在像元

中所占比率，如植被覆盖度可以看作是植被权重。
植被覆盖度计算公式［１９－２０］为

ＶＦＣ ＝
ＩＥＶ，ｉ － ＩＥＶ，ｓｏｉｌ( )

ＩＥＶ，ｖｅｇ － ＩＥＶ，ｓｏｉｌ( )
。 （２）

式（２）中，ＩＥＶ，ｉ为该时期某像元 ＥＶＩ 值；ＩＥＶ，ｖｅｇ值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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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的类型和结构等信息；ＩＥＶ，ｓｏｉｌ值包含土壤等的类

型、颜色和湿度等非植被信息。
２􀆰 ２􀆰 ３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Ｍｅｄｉａｎ 趋势分析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Ｍｅｄｉａｎ 趋势分析是用于模拟每个栅

格数据的变化趋势，客观地反映一段时间序列下植

被演化趋势的方法，其优点表现在稳定、不要求原

样本服从一定分布、不受异常值干扰、规避数据误

差的能力较强方面［２１］。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Ｍｅｄｉａｎ 趋势分析

方法用于计算 ｎ（ｎ－１） ／ ２ 个数据组合的斜率的中位

数（ＳＥＶＩ），计算公式为

ＳＥＶＩ ＝ Ｍｅｄｉａｎ
ＩＥＶ，ｊ － ＩＥＶ，ｉ

ｊ － ｉ
æ

è
ç

ö

ø
÷ ，２ ０００ ≤ ｉ ≤ ｊ ≤

２ ０１８ 。 （３）
式（３）中，ＩＥＶ，ｊ和 ＩＥＶ，ｉ分别为像元 ｊ 年和 ｉ 年 ＥＶＩ 值。
当 ＳＥＶＩ＞ ０ 时，表示研究期内 ＥＶＩ 呈增长趋势；当
ＳＥＶＩ＜０ 时，表示呈退化趋势。
２􀆰 ２􀆰 ４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是用于判断趋势显著性的统计检

验方法，其优点为不受少数异常值干扰且原样本无

需服从一定分布［２２］，计算公式如下：
设定｛ ＩＥＶ，ｉ｝ ＝ ｉ＝ ２ ０００， ２ ００１， …， ２ ０１８，定义

Ｚ 统计量为

Ｚ ＝

Ｓ － １
ｓ（Ｓ）

，Ｓ ＞ ０

０，Ｓ ＝ ０
Ｓ ＋ １
ｓ（Ｓ）

，Ｓ ＜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 （４）

其中，

Ｓ ＝ ∑
ｎ－１

ｊ ＝ １
∑

ｎ

ｉ ＝ ｊ＋１
ｓｇｎ ＩＥＶ，ｊ － ＩＥＶ，ｉ( ) 。 （５）

ｓｇｎ ＩＥＶ，ｊ － ＩＥＶ，ｉ( ) ＝
１，ＩＥＶ，ｊ － ＩＥＶ，ｉ ＞ ０
０，ＩＥＶ，ｊ － ＩＥＶ，ｉ ＝ ０
－ １，ＩＥＶ，ｊ － ＩＥＶ，ｉ ＜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 （６）

ｓ（Ｓ） ＝ ｎ（ｎ － １）（２ｎ ＋ ５）
１８

。 （７）

式（４） ～ （７）中， ＩＥＶ，ｉ 和 ＩＥＶ，ｊ 分别为像元 ｉ 年和 ｊ 年
ＥＶＩ 值；ｎ 为时间序列长度；ｓｇｎ 为符号函数；统计量

Ｚ 的取值范围为（－∞ ， ＋∞ ）。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 α
上，当 ｜Ｚ ｜ ＞ｕ１ －α ／ ２ 时（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上，在正

态分布表中查得临界值为 ｕ１－α ／ ２），表示研究序列

在 α 水平上存在显著变化［２３］。
将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Ｍｅｄｉａｎ 趋势分析与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相结合，是对显著性水平检验的统计学理论基

础的科学阐述，它能有效地反映 ＥＶＩ 时空变化特征

和用于判断植被覆盖在时间序列下的数据趋势。

由于基本不存在 ＳＥＶＩ 严格等于 ０ 的区域，所以将

－０􀆰 ０００ ５≤ＳＥＶＩ≤０􀆰 ０００ ５ 的区域划分为稳定区，将
ＳＥＶＩ＞０􀆰 ０００ ５ 的区域划分为改善区，将 ＳＥＶＩ＜－０􀆰 ０００ ５
的区域划分为退化区。 将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在 α ＝
０􀆰 ０５ 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结果划分为显著变化

（Ｚ＞１􀆰 ９６ 或 Ｚ＜－１􀆰 ９６）和不显著变化（－１􀆰 ９６≤Ｚ≤
１􀆰 ９６）。 将检验结果叠加后进行分级，从而将 ＥＶＩ
变化趋势划分为明显改善、轻微改善、基本稳定、轻
微退化和严重退化 ５ 种类型（表 １）。

表 １　 研究区分级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ＶＩ Ｚ 值 ＥＶＩ 趋势变化

ＳＥＶＩ＞０􀆰 ０００ ５ Ｚ＞１􀆰 ９６ 明显改善
ＳＥＶＩ＞０􀆰 ０００ ５ －１􀆰 ９６≤Ｚ≤１􀆰 ９６ 轻微改善

－０􀆰 ０００ ５≤ＳＥＶＩ≤０􀆰 ０００ ５ －１􀆰 ９６≤Ｚ≤１􀆰 ９６ 基本稳定
ＳＥＶＩ＜－０􀆰 ０００ ５ －１􀆰 ９６≤Ｚ≤１􀆰 ９６ 轻微退化
ＳＥＶＩ＜－０􀆰 ０００ ５ Ｚ＜－１􀆰 ９６ 严重退化

２􀆰 ２􀆰 ５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植被覆盖度变化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其基础和关键性因素是气候发生变化，影
响植被生长和分布。 而植物生长时的光合作用、呼
吸作用和土壤有机碳的积累分解，都是通过温度和

降水来有效调控和影响的。 同时，人类活动可以局

部改变植被生长的立地条件，削弱植被生长对气候

的依赖性，从而影响植被覆盖度变化的过程和格

局［２４］。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仅考虑各个自变量和

因变量是线性作用的条件下，研究一个因变量和多

个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模型。 如果出现非线性

的影响条件，模型则可以通过变量代换将非线性因

素进行拟合后使用。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用于分

析不同地貌区 ＥＶＩ 变化的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一般如下表达：
ｙｉ ＝ α ＋ β１ ｘ１ｉ ＋ β２ ｘ２ｉ ＋ … ＋ βｋ ｘｋｉ ＋ ｅｉ 。 （８）

式（８）中，ｙｉ为因变量；α 为截距；β 为偏回归系数，
表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第 ｉ 个变量变化一

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变化值；ｅｉ为残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甘南州不同地貌类型区 ＥＶＩ 时间变化趋势

３􀆰 １􀆰 １　 ＥＶＩ 时间变化趋势

甘南州是典型的高寒地区，其草地植被多在 ５
月开始返青，６—８ 月长势迅速。 因此，为研究甘南州

植被覆盖区域 ＥＶＩ 随时间变化的特点，选取各年 ６—
８ 月 ＥＶＩ 均值对当年植被覆盖状态进行分析（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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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Ｉ 为增强植被指数。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不同地貌类型区植被覆盖水平的年际变化及线性趋势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ＶＩ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ｆｉ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由图 ２ 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草地生长季

总 ＥＶＩ 变化幅度不大，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增长趋势为

０􀆰 ００１ ａ－１，ＥＶＩ 均值呈现先上升再下降后又上升的

趋势，表明植被整体生长状况开始好转。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不同地貌类型区 ＥＶＩ 呈现不同的变

化趋势，其中，西北部山原区 ＥＶＩ 增长趋势最低

（０􀆰 ０００ ８ ａ－１），属于小幅度增长；而东部山地丘陵区

ＥＶＩ 增长趋势最高，增长趋势为 ０􀆰 ００１ １ ａ－１，近 １９ ａ
ＥＶＩ 指数增长０􀆰 ０９６ ２；南部岷迭山谷区 ＥＶＩ 增长趋

势为 ０􀆰 ０００ ９ ａ－１，近 １９ ａ ＥＶＩ 指数增长 ０􀆰 ０７８ ５，整
体上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 总体来看，甘南州 ＥＶＩ
指数在 ２０１５ 年出现下降趋势，而西北部山原区

２０１５ 年 ＥＶＩ 指数下降幅度最大，这可能与玛曲县是

整个甘南州植被覆盖度较高的区域有关，其对全州

ＥＶＩ 状况有明显影响，而 ２０１５ 年降水偏少，从而导

致西北部山原区、东部山地丘陵区草地生物量均有

所下降。
３􀆰 １􀆰 ２　 ＥＶＩ 时间变化分析

利用核密度曲线对甘南州不同地貌类型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 ＥＶＩ 进行核密度分析，描述

ＥＶＩ 动态变化过程，从而反映植被覆盖度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之间发生的变化（图 ３）。 由图 ３ 可

知，西北部山原区 ２０００ 年 ＥＶＩ 集中分布于 ０􀆰 ４５ ～
０􀆰 ６３ 之间，２０１０ 年 ＥＶＩ 集中分布于 ０􀆰 ５５ ～ ０􀆰 ６８ 之

间，２０１８ 年 ＥＶＩ 集中分布于 ０􀆰 ５０ ～ ０􀆰 ７２ 之间，其
ＥＶＩ 的核密度曲线峰度随时间推移呈下降变化，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１０ 年西北部山原区 ＥＶＩ 曲线进一步

向右移动，而较 ２０１０ 年“高耸式”分布逐渐向 ２０１８
年“扁平式”分布演变。 由图 ３ 可知，２０００ 年东部山

地丘陵区 ＥＶＩ 集中分布于 ０􀆰 ３５～０􀆰 ６２ 之间，２０１０ 年

ＥＶＩ 集中分布于 ０􀆰 ３８～０􀆰 ６５ 之间，２０１８ 年 ＥＶＩ 集中

分布于 ０􀆰 ４５～０􀆰 ７５ 之间，丘陵区 ＥＶＩ 曲线峰度进一

步下降，其曲线逐渐向右移动，与 ２０００ 年 ＥＶＩ 峰度

的“高耸式”相比，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曲线峰度进一步下

降。 由此可见，西北部山原区和东部山地丘陵区植

被覆盖向高水平等级发展，该区域植被覆盖度逐渐

增加，且山原区植被覆盖度略高于丘陵区植被覆盖

度。 由图 ３ 可知，２０００ 年南部岷迭山谷区 ＥＶＩ 集中

分布于 ０􀆰 ３８ ～ ０􀆰 ６５ 之间，２０１０ 年 ＥＶＩ 集中分布于

０􀆰 ４０～ ０􀆰 ６２ 之间，２０１８ 年 ＥＶＩ 集中分布于 ０􀆰 ４６ ～
０􀆰 ７３ 之间，其 ＥＶＩ 核密度概率曲线逐渐向右移动，
其 ＥＶＩ 概率曲线均呈现“扁平式”分布特征。 可以

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南部岷迭山谷区曲线向右移

动较为明显，表明该区域在此期间植被覆盖变化明

显，向高水平等级发展，但其“扁平式”特征明显，则
表明该区域植被覆盖呈高低相间分布。 总的来说，
从各年份 ＥＶＩ 曲线峰值可以看出，３ 个地貌区 ＥＶＩ
呈现明显向右移动的趋势，其植被覆盖情况呈现改

善趋势。 其中，南部岷迭山谷区 ＥＶＩ 区间跨度较

大，植被变化趋势较明显，而西北部山原区和东部

山地丘陵区 ＥＶＩ 区间跨度基本保持不变，且东部山

地丘陵区 ＥＶＩ 核密度曲线峰度进一步下降，概率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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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整体上呈向右移动趋势，进一步表明该区域植被 覆盖改善较为缓慢或基本稳定不变。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不同地貌区增强植被指数（ＥＶＩ）演变趋势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ＶＩ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８

３􀆰 ２　 甘南州不同地貌区植被覆盖空间变化趋势

３􀆰 ２􀆰 １　 植被覆盖类型转换的空间分异

通过像元二分模型计算植被覆盖度（ＦＣＶ），并
对研究区植被覆盖度进行等级划分，以分析植被的

整体生长空间分异情况。 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

上，将植被覆盖度划分为低覆盖度（０ ～ ２０％）、较低

覆盖度（＞２０％～４０％）、中等覆盖度（＞４０％ ～ ６０％）、
较高覆盖度 （ ＞ ６０％ ～ ８０％） 和高覆盖度 （ ８０％ ～
１００％）５ 个等级［２５］。 由图 ４ 可知，甘南州不同植被

覆盖度类型南北差异明显，从西南部向东北部植被

覆盖度逐渐递减， 近 １９ ａ 平均植被覆盖度为

５７􀆰 ０２％。 西北部山原区（Ⅰ）植被覆盖类型主要为

高寒草甸草地，植被生长状况良好，以较高覆盖度

类型为主，平均植被覆盖度为 ６１􀆰 ０１％；东部山地丘

陵区（Ⅱ）为半农半牧区，该区域南部主要为牧草

地，中北部主要为大夏河、洮河两岸的河谷耕地，植
被覆盖度从南向北呈现逐渐增加趋势，以中等覆盖

度类型为主，该区域平均植被覆盖度为 ５５􀆰 ３３％；在
南部岷迭山谷区（Ⅲ），不同区域植被覆盖类型存在

较大差异，其中，在白龙江河谷间的耕地以较低覆

盖度类型为主，而两侧山地以林地为主（阳坡为灌

木丛，阴坡为森林），以较高覆盖度类型为主，该区

域平均植被覆盖度为 ５３􀆰 ３７％。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不同地貌区植被覆盖度类型空间格局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ＦＣＶ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８

　 　 对于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８ 年两期甘南州 ＦＣＶ 遥感图，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计算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植被覆盖

类型转移矩阵（表 ２ 和图 ５）。 由表 ２ 可知，近 １９ ａ
间甘南州植被覆盖类型发生转移变化的总面积为

１７ ４００􀆰 １８ ｋｍ２，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高覆盖类型转

入面积中占比最大的为较高覆盖类型 （面积为

６０１􀆰 ８８ ｋｍ２），其次为中等覆盖类型（５８９􀆰 ７１ ｋｍ２），
这两者分别占总转换变化量的比例为 ３􀆰 ４６％ 和

３􀆰 ３９％，这两种覆盖类型改变最主要的区域为西北

部山原区（Ⅰ）和东部山地丘陵区（Ⅱ），表明研究期

间高覆盖类型区主要是由较高覆盖类型与中等覆

盖类型转变而来；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较高覆盖类型转入

面积中占比主要是中等覆盖类型（１２ ８４９􀆰 ０５ ｋｍ２），
这类变化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山原区（Ⅰ）和东

部山地丘陵区（Ⅱ），占总转出量的 ７３􀆰 ８４％；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中等覆盖类型转入面积中占比最大的是较

低覆盖类型（１ ８４７􀆰 ３７ ｋｍ２），这类变化区域主要分

布于东部山地丘陵区（Ⅱ）的大夏河和洮河两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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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及南部岷迭山谷区（Ⅲ）白龙江两岸，其次为

较高覆盖类型（７８６􀆰 ２７ ｋｍ２），这类变化类型主要分

布于西北部山原区（Ⅰ），两者各自占总转出量的比

例为 １０􀆰 ６２％和 ４􀆰 ５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较低覆盖类

型转入面积中占比最大的是中等覆盖类型（２７０􀆰 ３７
ｋｍ２），这类变化类型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山原区

（Ⅰ），占总转出量的比例为 １􀆰 ５５％；低覆盖类型近

１９ ａ 间发生的覆盖类型转换量较低。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不同地貌区植被覆盖类型相互转换面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ｋｍ２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低覆盖 较低覆盖 中等覆盖 较高覆盖 高覆盖 转入量

低覆盖 — 　 ５７􀆰 １０ 　 １０􀆰 ３２ 　 ０􀆰 １７ 　 ０􀆰 ００ ６７􀆰 ５９
较低覆盖 １０７􀆰 １６ — ２７０􀆰 ３７ ８􀆰 ０７ ０􀆰 １２ ３８５􀆰 ７２
中等覆盖 ７􀆰 ９６ １ ８４７􀆰 ３７ — ７８６􀆰 ２７ １５􀆰 ７１ ２ ６５７􀆰 ３１
较高覆盖 ０􀆰 ３２ １７９􀆰 ７０ １２ ８４９􀆰 ０５ — ６１􀆰 ２４ １３ ０９０􀆰 ３１
高覆盖 ０􀆰 ０２ ７􀆰 ６４ ５８９􀆰 ７１ ６０１􀆰 ８８ — １ １９９􀆰 ２５

转出量 １１５􀆰 ４６ ２ ０９１􀆰 ８１ １３ ７１９􀆰 ４５ １ ３９６􀆰 ３９ ７７􀆰 ０７ １７ ４００􀆰 １８
加粗数字为植被覆盖类型转换位居前 ５ 位的类别；除去相同植被类型的相互转换面积外，共有 １７ ４００􀆰 １８ ｋｍ２植被覆盖类型发生转变。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主要植被覆盖类型转换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３􀆰 ２􀆰 ２　 植被覆盖空间变化的发展趋势

基于趋势分析方法，逐像元分析研究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植被覆盖度的空间变化趋势。 将 ＳＥＶＩ 和 Ｚ
值结果依据表 １ 进行分级分类，得到甘南州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植被覆盖变化分布（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甘南州植被覆盖改善区面积约占 ５４％（指占全州总

面积，下同），退化区面积约占 ３７％，基本稳定区面

积约占 ９％。 改善区中明显改善区面积占 ３􀆰 ９％，轻
微改善区面积占 ５０􀆰 １％；退化区中严重退化区面积

约占 ２􀆰 ２２％，轻微退化区面积约占 ３４􀆰 ７８％。
由此可见，甘南州盛草期绝大部分区域植被覆

盖度较高且随时间推移而得到明显改善。 植被覆

盖改善和退化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异质性（指生

态和格局在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与复杂性），由南

向北植被覆盖从退化逐渐转变为改善。 退化区主

要集中分布在西北部山原区的玛曲以及南部岷迭

山谷区的迭部、舟曲西部等地；稳定不变区和改善

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山地丘陵区的合作、夏河和临潭

等地。 甘南州草地植被类型丰富、盖度高，是天然

放牧业的物质基础。 自 ２０１３ 年起，甘南州 ９０％以上

的草地出现“三化”，特别是西北部山原区的玛曲、
碌曲和夏河最严重，其中，玛曲县境内出现大约 ３０
处大型沙化点，夏河和碌曲的超载放牧和生态破坏

使得草地盐渍化现象逐渐加重［２６］。 尽管退牧、休牧

和轮牧政策实施后，草原恢复取得一定效果［２７］，但
长期的超载放牧使得草地生态系统很难在短时间

内完全恢复［２８］。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不同地貌

类型区植被覆盖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３􀆰 ３　 不同地貌类型区植被覆盖的影响因素

结合甘南州实际，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不同地貌类型区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因素。 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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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为基础单位，将 ３ 个地貌类型区乡镇进行统计

划分，建立地貌区单元后选取平均增强植被指数

（ＥＶＩ＿ｍｅａｎ） 作为因变量，自变量选取人口密度

（ＰｏｐＤｅｎｓｉｔｙ，反映人口压力）、农作物播种面积占比

（ＮＺＷ＿ＢＬ，反映人类强度和对高寒牧区天然植被的

改造力度）、牲畜单位密度（ ＳＣｄｅｎｓｉｔｙ，反映草场实

际压力和牲畜平衡关系）、平均地表温度 （ ＬＳＴ ＿
ｍｅａｎ）、６—８ 月平均降水量（ｐｅｒｃ＿ｍｅａｎ）、平均坡度

（ｓｌｏｐ＿ｍｅａｎ）和平均地表粗糙度（ｒｕｇ＿ｍｅａｎ）等因素，
用于刻画植被生成的立地条件与植被覆盖的影响

因素。
由表 ３ 可知，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人类活动

强度的不同，这些因素对甘南州不同地貌区增强植

被指数（ＥＶＩ）的影响程度有明显区别。 首先，就植

被退化较集中的西北部山原区（Ⅰ）来说，牲畜单位

密度和温度是主要影响因素，两者均与 ＥＶＩ 呈现负

相关关系，影响的回归系数（即 Ｂｅｔａ 系数）分别为

－１􀆰 ０５１ 和－０􀆰 ８６３，其可能原因是该地区植被以草地

覆盖类植被为主，故地区放牧活动较多。 对于植被

退化较明显的南部岷迭山谷区（Ⅲ）来说，其地形条

件复杂，山高谷深且地形切割程度大， ＥＶＩ 的影响

因素主要为降水、地表粗糙度、牲畜单位密度，３ 者

均与植被 ＥＶＩ 呈负向关系，以自然因素影响为主，
如地形变化越大的区域，其植被 ＥＶＩ 水平就越

低［２９］。 可以看出对于植被退化集中的区域，自然与

人文因素均有明显影响。

表 ３　 甘南州不同地貌类型区增强植被指数（ＥＶＩ）的多元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ＶＩ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地貌类型区 因素
未标准化的系数 标准化后的系数

Ｂ 标准误差 Ｂｅｔａ
ｔ 检验值 Ｓｉｇ 显著性

西北部山原区（Ⅰ） 常数 －２􀆰 ９９５ ３􀆰 １６６ ０􀆰 ０５１ ０􀆰 ３９８ ０􀆰 ００１
温度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８６３ －２􀆰 １２７ ０􀆰 １００
降水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１６７ －０􀆰 ６４３ ０􀆰 ５５５
坡度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８ －３􀆰 ２９２ －１􀆰 ７８６ ０􀆰 １４９
地表粗糙度 ３􀆰 ９８９ ３􀆰 ２８６ ２􀆰 ３２７ １􀆰 ２１４ ０􀆰 ２９２
人口密度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９ １􀆰 ００９ ２􀆰 ０２７ ０􀆰 １１３
播种面积占比 ２０􀆰 ８５７ ４３􀆰 ５２３ ０􀆰 １２６ ０􀆰 ４７９ ０􀆰 ６５７
牲畜单位密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１􀆰 ０５１ －２􀆰 ２５４ ０􀆰 ０８７

东部山地丘陵区（Ⅱ） 常数 －０􀆰 ３５５ ０􀆰 ８２０ ０􀆰 ０４５ －０􀆰 ４１８ ０􀆰 ６７８
温度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９９７
降水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３２１ ２􀆰 ２４８ ０􀆰 ０３０
坡度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１􀆰 ２１０ －１􀆰 ４１９ ０􀆰 １６３
地表粗糙度 ０􀆰 ９０９ ０􀆰 ８７９ ０􀆰 ８９５ １􀆰 ０３４ ０􀆰 ３０７
人口密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１􀆰 ０１４ －０􀆰 ３７７ ０􀆰 ７０８
播种面积占比 －０􀆰 ０５７ ０􀆰 １１３ －０􀆰 １６９ －０􀆰 ５０４ ０􀆰 ６１７
牲畜单位密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２９０ －１􀆰 ３４３ ０􀆰 １８６

南部岷迭山谷区（Ⅲ） 常数 １􀆰 ９９３ ０􀆰 ４０８ ０􀆰 ０８７ ４􀆰 ７３７ ０􀆰 ００１
温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７ ０􀆰 １８７ ０􀆰 ８５３
降水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４７３ －２􀆰 １９０ ０􀆰 ０３９
坡度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９４ －０􀆰 ３８０ ０􀆰 ７０７
地表粗糙度 －０􀆰 ７０１ ０􀆰 ４０３ －０􀆰 ３４７ －１􀆰 ７３８ ０􀆰 ０９６
人口密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８７２ －１􀆰 ７４２ ０􀆰 ０９５
播种面积占比 ０􀆰 ５１５ ０􀆰 ５４６ ０􀆰 ５１８ ０􀆰 ９４３ ０􀆰 ３５６
牲畜单位密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５１８ －１􀆰 ９６６ ０􀆰 ０６２

Ｂ 为各个自变量在回归方程中的系数； “－”表示该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示正向影响。 但由于每个自变量的量纲及取值范

围不同，Ｂ 并不能反映影响程度大小，故借助标准化系数（Ｂｅｔａ），Ｂｅｔａ 数值越大表示影响越大。 ｔ 与 Ｓｉｇ 是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结果，ｔ 对应的

Ｓｉｇ 值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Ｓｉｇ 值＜０􀆰 ０５ 表示具有显著影响，该值越小表示影响越大。

　 　 相关研究表明，在甘南草原地区植被覆盖变化

与温度变化、人类活动（尤其是放牧活动）有关，两
者均是影响该区植被 ＥＶＩ 变化的重要因素［１３］。 在

ＥＶＩ 变化相对稳定和改善的东部山地丘陵区（Ⅱ），
降水、坡度等自然因子对该区域植被 ＥＶＩ 变化影响

较大，其中，降水正向影响植被 ＥＶＩ，其影响系数为

０􀆰 ３２１，而 坡 度 对 ＥＶＩ 具 有 负 向 影 响， 系 数 为

－１􀆰 ２１０，这可能与该区域气候条件和地形条件有

关。 有研究表明，在甘南州东北部山区植被覆盖变

化与坡度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与坡向、坡度等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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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有关，阳坡阴坡植被生长环境、条件均受影

响［２８］。 总的来看，甘南州不同地貌区自然环境和人

类活动强度均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甘南州不同地

貌区域植被覆盖的影响因素差异十分明显。

４　 结论

基于 ＭＯＤ１３Ｑ１ 数据产品中的 ＭＯＤＩＳ ＥＶＩ 数

据，研究了甘南州不同地貌类型区 ＥＶＩ 时空变化趋

势和影响因素，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甘南州植被覆盖 ＥＶＩ 均值呈

先上升再下降后又上升的趋势，表明植被整体生长

状况开始好转。 就不同地貌类型区而言，西北部山

原区 ＥＶＩ 在研究期内增长趋势为 ０􀆰 ０００ ８ ａ－１；东部

山地丘陵区为 ０􀆰 ００１ １ ａ－１；南部岷迭山谷区增长趋

势为 ０􀆰 ０００ ９ ａ－１，近 １９ ａ ＥＶＩ 指数整体上呈现较好

的发展趋势。
（２）甘南州植被覆盖度（ＦＣＶ）南北差异明显，

呈现由西南部向东北部逐渐递减的趋势，其中，西
北部山原区（Ⅰ）植被以较高覆盖度类型为主，平均

植被覆盖度为 ６１􀆰 ０１％；东部山地丘陵区（Ⅱ）植被

以中等覆盖度类型为主，该区平均植被覆盖度为

５５􀆰 ３３％；在南部岷迭山谷区（Ⅲ）植被呈现较低覆

盖度类型与较高覆盖度类型的相间分布，该区平均

植被覆盖度为 ５３􀆰 ３７％。
（３）甘南州植被覆盖改善比例（约 ５４％）高于植

被退化比例（３７％），表明植被整体趋势趋于好转，
整体稳定性呈增加趋势，也有部分地区出现退化现

象且大多为轻微退化现象。 植被覆盖退化区主要

集中分布在西北部山原区的玛曲、碌曲及南部岷迭

山谷区的迭部等地；植被覆盖改善区主要分布在东

部山地丘陵区。
（４）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甘南州

不同地貌区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强度均存在较大

差异，从而导致自然环境因子和人类活动因子是影

响西北部山原区（Ⅰ）植被 ＥＶＩ 的主要因素，而自然

环境因子是影响东部山地丘陵区（Ⅱ）、南部岷迭山

谷区（Ⅲ）植被 ＥＶＩ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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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是气候变化和全球碳循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植被净生态系统生产力（ＮＥＰ）是定

量描述植被生态系统碳源 ／汇能力的重要指标。 草地生态系统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呼伦湖流域是

以草地生态系统为主的混合农田、森林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多生态系统区域，其碳源 ／汇时空规律及其影响机制

对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以及区域气候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ＯＬＩ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

以及 ＥＲＡ５ 气候再分析数据和地表覆盖分类数据，采用光能利用率模型和土壤呼吸模型估算呼伦湖流域不同植被

类型碳汇时空变化规律及对气候因子的响应差异。 结果表明，２０１３ 年以来，呼伦湖流域生态系统整体发挥碳汇功

能，但植被固碳能力降低，５８􀆰 ２９％的区域植被 ＮＥＰ 呈减少趋势，３６􀆰 ７７％的区域植被 ＮＥＰ 呈微弱增加趋势；区域月

均 ＮＥＰ（以 Ｃ 计）呈现先减少后增大的年际变化特征，变化区间为 ８􀆰 ４１～ １６􀆰 ４４ ｇ·ｍ－２·月－１；流域内草地生态系

统具有最高碳汇总量（以 Ｃ 计），约为 ３７ Ｔｇ·月－１；流域内农田 ＮＥＰ 受温度影响最大，森林 ＮＥＰ 受温度、降水量和

辐射共同影响，草地 ＮＥＰ 主要受温度和降水量共同影响，而湿地 ＮＥＰ 与气候因子相关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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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 ＣＯ２、ＣＨ４等温室气体浓

度不断上升，逐渐影响人类生活，因此全球变暖问

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植被净生态系统生产力

（ｎｅ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ＮＥＰ）指单位时间、单位

面积内植物将无机物合成为有机物的总量或固定

的总 能 量 与 植 被 呼 吸 以 及 土 壤 异 养 呼 吸

（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Ｈ）之间的差值，表示植被

生态系统碳的净吸收或净存储，通常用来定量表征

植被生态系统碳源 ／汇能力。 当 ＮＥＰ 值＞０ 时，表示

生态系统为碳汇，反之为碳源［１－３］。 碳汇 （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指森林和草地吸收大气中的 ＣＯ２，从而降低大

气 ＣＯ２浓度的机制，碳汇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有重

要作用［４］。 ＮＥＰ 不仅与陆地生态系统多种要素循

环紧密相关，还对全球气候系统有重大影响，是表

征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全球

碳循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准确监测其时空变

化格局成为区域碳收支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４］。
草地生态系统具有防风固沙、水源涵养、水土

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是中国陆

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碳汇作为生物固

碳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具有重要

意义。 草原碳汇研究是保护草原、恢复退化草地的

关键所在。 同时，草原面积广阔，通过碳固定措施

开展可持续管理，既可以实现草原保护，又可以实

现草原碳汇价值增收。 目前，已有学者结合遥感及

地面观测数据估算了青海高原、青藏高原、三江源

和内蒙古等区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ＰＰ）和 ＮＥＰ，分析了不同区域植被生

态系统碳源 ／汇时空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１－２，５－７］。
然而，目前针对呼伦湖流域碳源 ／汇的研究较少，区
域碳汇功能时空格局仍不明晰。 呼伦湖流域是北

方防沙带和东北森林带交汇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

生物多样性重要保护区，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通

道和集散地。 但呼伦湖流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生
态系统植被变化对区域碳汇功能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 ３０ ｍ 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和气象再分析数据，采
用光能利用率遥感模型和土壤呼吸模型估算呼伦

湖流域不同生态系统植被 ＮＥＰ，并分析 ＮＥＰ 时空分

布格局与变化趋势，评估各生态系统碳库及其动态

变化，揭示呼伦湖流域碳源 ／汇时空格局以及不同

生态系统碳源 ／汇功能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结

果可为呼伦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区域生

态安全评估等提供支撑［８－９］。

１　 研究区与数据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为呼伦湖流域，包括呼伦湖以及流域

内主要河流（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草原和林地。
流域属于中温带大陆性草原气候区，流域东南部为

阿尔山区域。 呼伦湖流域海拔在 ４９７ ～ １ ６６０ ｍ 之

间，呈现中心区域海拔较低、呼伦湖及河流周围海

拔逐渐升高的地势特征，流域生态系统类型以草原

和湿地为主（图 １）。

图 １　 呼伦湖流域地理位置以及 ＤＥＭ 和地物覆盖类型

Ｆｉｇ􀆰 １　 ＤＥＭ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ｏｆ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１􀆰 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 ２􀆰 １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影像数据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卫星重访周期为 １６ ｄ，成像宽幅为

１８５ ｋｍ × １８５ ｋｍ，覆盖呼伦湖流域约需要 ６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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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 （ＧＥＥ）是由 Ｇｏｏｇｌｅ 公司、卡内

基梅隆大学与美国地质调查局共同开发的用于处

理卫星遥感图像和其他地球观测数据的云计算平

台。 该研究采用 ＧＥＥ 平台提供的 ３０ ｍ 空间分辨率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地表反射率产品 ＬＡＮＤＳＡＴ＿ＬＣ０８＿Ｃ０１＿
Ｔ１＿ＳＲ。 由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重访周期以及呼伦湖流域

云、冰雪的限制，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对研究区不能实现有效

且完整的覆盖。 已有研究［１０］表明，对于高纬度且受

云层影响较大区域，可以通过采用连续多月反射率

中值（ｍｅｄｉａｎ）影像来有效解决。 同时，由于 ７—９ 月

夏季良好的水热条件为植被创造良好生长条件，植
被以生殖生长为主，光合作用能力强［１１］。 故相比于

其他月份，７—９ 月植被固碳能力较强，有助于呼伦

湖流域植被高固碳能力期碳汇能力的量化和描述。
因此采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 ７—９ 月反射率

中值影像作为各年反射率数据。
１􀆰 ２􀆰 ２　 ＭＯＤＩＳ 数据

ＭＯＤ１７Ａ２ 是使用 １ ｋｍ 范围内每日 ＭＯＤＩＳ 土

地覆盖数据、ｆＡＰＡＰ ／ ＬＡＩ 和表面气象数据来为陆地植

被提供精确且定期测量的生态系统生产力估算产

品。 该产品基于光能利用率模型计算得到。 基于

ＧＥＥ 平台获取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 ７—９ 月均

值 ＭＯＤ１７Ａ２ 产品，并提取 ＮＰＰ（代码为 ＰｓｎＮｅｔ）作
为 ＮＰＰ 估算模型的验证数据。
１􀆰 ２􀆰 ３　 气象与辐射数据

气象与辐射数据包括月平均气温（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月总降水量（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Ｐ）和月总辐射

量（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 ＳＳＲＤ），均来自

ＥＣＭＷＦ ＥＲＡ５ 气候再分析数据集。 ＥＲＡ５ 数据集

是利用物理定律将模型数据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观

测数据整合成一个全球完整且一致的数据集，提供

了对过去气候的准确描述。 采用 ＥＲＡ５ 月均值数据

（ＥＲＡ５ － Ｌ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提取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７—９ 月的 ２ ｍ 高度处

气温、总降水量和地表下行太阳辐射均值分别作为

气温、降水量和太阳辐射月均值数据。
１􀆰 ２􀆰 ４　 地表覆盖数据 ＦＲＯＭ－ＧＬＣ

ＦＲＯＭ－ＧＬＣ 为清华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 １０ ｍ 分辨

率全球地表覆盖制图数据集［１２］。 该数据集将全球

地表覆盖分为 １０ 类，呼伦湖流域共有 ８ 种覆盖类型

（图 １），其中，植被类型主要包括农田、森林、草地和

湿地 ４ 类。 以上述 ４ 类植被类型为基础，将流域非

植被类型（包括水体、不透水面和裸土）区域和面积

极小的灌木林归为其他。 经统计，农田、森林、草
地、湿地和其他覆盖类型面积分别为 ５ ５１３􀆰 ５４、

２８ ９５１􀆰 １７、２ ７８０ ０４３􀆰 ７９、３ ２０５􀆰 ９９ 和 ４６８ ３２３􀆰 ５２
ｋｍ２，其占流域面积比例分别为 ０􀆰 １７％、 ０􀆰 ８８％、
８４􀆰 ６０％、０􀆰 １０％和 １４􀆰 ２５％。 地表覆盖数据可用来

分析呼伦湖流域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不同生态系统类型

碳源 ／汇时空动态。

２　 模型与方法

２􀆰 １　 ＮＥＰ 估算模型

植被 ＮＥＰ 为表征区域植被碳汇 ／源的重要指

标，ＮＥＰ 可以表示为植被 ＮＰＰ 与土壤异养呼吸消耗

碳量的差值，计算公式为

ＮＥＰ（ｘ，ｔ） ＝ ＮＰＰ（ｘ，ｔ） － ＲＨ（ｘ，ｔ） 。 （１）
式（１）中， ＮＥＰ（ｘ，ｔ） 为像元 ｘ 在时间段 ｔ 内的植被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以 Ｃ 计），ｇ·ｍ－２； ＮＰＰ（ｘ，ｔ） 为

像元 ｘ 在时间段 ｔ 内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以 Ｃ
计），ｇ·ｍ－２； ＲＨ（ｘ，ｔ） 为像元 ｘ 在时间段 ｔ 内的土

壤微生物呼吸量（以 Ｃ 计），ｇ·ｍ－２。
２􀆰 １􀆰 １　 光能利用率模型

采用 ＣＡＳＡ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Ａｍｅ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模型估算 ＮＰＰ ［１３］，其计算公式为

ＮＰＰ（ｘ，ｔ） ＝ ＡＰＡＲ（ｘ，ｔ） × ε（ｘ，ｔ） 。 （２）
式（２）中，ＡＰＡＲ（ｘ，ｔ）为像元 ｘ 在时间段 ｔ 内吸收的

光合有效辐射，ＭＪ·ｍ－２； ε（ｘ，ｔ） 为像元 ｘ 在时间段

ｔ 内的实际光能利用率（以 Ｃ 计），ｇ·ＭＪ－１。 ＡＰＡＲ
（ｘ，ｔ）计算公式为

ＡＰＡＲ（ｘ，ｔ） ＝ ＳＯＬ（ｘ，ｔ） × ＦＰＡＲ（ｘ，ｔ） × ０􀆰 ５。
（３）

式（３）中，ＳＯＬ（ｘ，ｔ）为像元 ｘ 在时间段 ｔ 内的太阳入

射总辐射，ＭＪ·ｍ－２； ＦＰＡＲ（ｘ，ｔ） 为植被对入射光合

有效辐射的吸收比例，其值采用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进行估算，并假设在时间段 ｔ 内保持不变；
０􀆰 ５ 为植被所能利用的太阳有效辐射（波长范围为

４００～７００ ｎｍ）占太阳总辐射的比例估算值。
ε（ｘ，ｔ） 计算公式为

ε（ｘ，ｔ） ＝ ε０ × ｆ１（ｘ，ｔ） × ｆ２（ｘ，ｔ） × ｗ（ｘ，ｔ） 。
（４）

式（４）中， ｆ１ 和 ｆ２ 为温度对光能利用率的 ２ 个影响

系数， ｆ１（ｘ，ｔ） 和 ｆ２（ｘ，ｔ） 表示温度对光能利用率的

影响； ｗ（ｘ，ｔ） 为水分条件对光能利用率的影响； ε０

为理想状态下植被最大光能利用率，其值参照朱文

泉等［１４－１５］对全国植被 ＮＰＰ 计算结果。 ｆ１（ｘ，ｔ）、ｆ２（ｘ，
ｔ） 和 ｗ（ｘ，ｔ） 计算公式为

ｆ１（ｘ，ｔ） ＝ ０􀆰 ８ ＋ ０􀆰 ０２ × Ｔｏｐｔ（ｘ，ｔ） － ０􀆰 ０００ ５ ×
Ｔｏｐｔ（ｘ）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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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２（ｘ，ｔ） ＝ ［１􀆰 １８４ × （１＋ｅ０􀆰 ３×［－Ｔｏｐｔ（ｘ，ｔ）－１０＋Ｔ（ｘ，ｔ）］）］ ／
｛１＋ｅ０􀆰 ２×［Ｔｏｐｔ（ｘ，ｔ）－１０－Ｔ（ｘ，ｔ）］｝， （６）

ｗ（ｘ，ｔ） ＝ ０􀆰 ５ ＋ ０􀆰 ５ × Ｅ ／ Ｅｐ 。 （７）
式（５） ～ （７）中， Ｔ（ｘ，ｔ） 为平均气温，℃； Ｔｏｐｔ（ｘ，ｔ）
为植被生长最适温度，℃；Ｅ 和Ｅｐ分别为实际蒸散发

量（Ｗ·ｍ－２）和潜在蒸散发量（Ｗ·ｍ－２）。
２􀆰 １􀆰 ２　 土壤呼吸模型

ＲＨ（ｘ，ｔ） 计算公式［１６］为

ｌｎ ＲＨ（ｘ，ｔ） ＝ ０􀆰 ２２ ＋ ０􀆰 ８７ × ｌｎ Ｒｓ（ｘ，ｔ） 。 （８）
式（８）中， Ｒｓ（ｘ，ｔ） 为土壤呼吸速率，其值采用土壤

呼吸模型［１７］进行估算。
Ｒｓ（ｘ，ｔ） ＝ １􀆰 ２５０ × ｅ［０􀆰 ０５４ ５２×Ｔ（ｘ，ｔ）］ × Ｐ（ｘ，ｔ） ／

［４􀆰 ２５９ ＋ Ｐ（ｘ，ｔ）］ 。 （９）
式（９）中， Ｔ（ｘ，ｔ） 为像元 ｘ 在时间段 ｔ 内的平均气

温，℃； Ｐ（ｘ，ｔ） 为像元 ｘ 在时间段 ｔ 内的降水

量，ｃｍ。
２􀆰 ２　 时空变化与气候因子分析

年际变化率采用 ＮＥＰ 趋势斜率表示，ＮＥＰ 年际

变化显著性采用 ＮＥＰ 值与时间序列的相关关系表

示。 趋势斜率大于 ０ 表示 ＮＥＰ 增加，反之表示 ＮＥＰ
减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ＮＥＰ 波动特征采用 ＮＥＰ 变异

系数 ＣＶ 表示。 ＣＶ 值越小，表示数据分布越集中，数
据随时间的波动小，稳定性较高；反之，则表示数据

随时间序列波动大，稳定性低。 此外，温度、降水和

辐射对 ＮＥＰ 的影响采用像元尺度的偏相关分析方

法得到。 由于该研究有 ４ 个变量，因此采用二阶偏

相关系数（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ＣＣ）进行

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呼伦湖流域典型气候因子与植被指数年际

变化

　 　 如图 ２ 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气温总

体呈现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在 ２０１６ 年达到最高。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流域降水量总体呈现先减少后增加

趋势，在 ２０１６ 年达到最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研究区

月总辐射量明显高于平均值，表明该时期太阳入射

辐射较强，且 ２０１４ 年为最大太阳入射辐射（图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流域 ＮＤＶＩ 值呈现先降低后升高趋

势，在 ２０１６ 年达到最低值，这与降水量变化趋势大

体一致（图 ２）。
３􀆰 ２　 呼伦湖流域植被碳源 ／汇时空变化特点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植被碳汇年际变化

和时空变化见图 ３ ～ ４。 在时间尺度上，碳汇总体呈

现先减少再增大的年际变化特征（图 ３），最大值和

最小值分别为 １６􀆰 ４４ 和 ８􀆰 ４１ ｇ·ｍ－２·月－１（图 ３），
碳汇年际变化率为－０􀆰 １２ ｇ·ｍ－２·月－１，植被固碳

呈轻微下降趋势。 这与研究区降水量变化趋势相

似（图 ２），与月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相反（图 ２）。 在

空间尺度上，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碳汇高值区

主要位于呼伦湖北部及西北部、克鲁伦河消落带、
乌尔逊河消落带和东南部阿尔山森林区域，低值区

主要位于呼伦湖西南部、克鲁伦河两岸、乌尔逊河

两岸和阿尔山附近区域（图 ４）。

图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７—９月呼伦湖流域平均气温（Ｔ）、
降水量（ＴＰ）、月总辐射量（ＳＳＲＤ）和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的年际变化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 ＴＰ， ＳＳＲＤ，
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ｏｆ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Ｊｕｌｙ 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Ｒ２为决定系数，ｋ 为斜率。

图 ３　 呼伦湖流域植被多年平均 ＮＥＰ 年际变化

Ｆｉｇ􀆰 ３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Ｐ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２０

呼伦湖流域东南部为阿尔山森林区域，西北部

为呼伦湖及其周边的湿地和草原。 研究区内存在

气候差异，温度和降水量空间分布不均匀。 由图 ５
可知，就 ＮＥＰ 经向变化而言，呼伦湖流域碳汇功能

呈现明显经度地带性，植被类型由西向东表现为由

草地向森林转变，ＮＥＰ 值逐渐上升，碳汇增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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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Ｐ 纬向变化而言，呼伦湖流域 ＮＥＰ 随纬度增加呈

现先减小后增大特征，其主要原因为东南部低纬度

地区森林为碳汇高值区。

图 ４　 呼伦湖流域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７—９月和

多年平均 ＮＥＰ 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Ｐ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Ｊｕｌｙ 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ｍｅａｎ ＮＥＰ ｖａｌｕｅ

基于像元尺度，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进一

步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碳汇年际变化情况，以期获得

呼伦湖流域不同空间位置上植被碳循环在近 ８ ａ 变

化的区域差异性规律。 如图 ６ 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呼伦湖流域碳汇整体上呈现相对稳定且轻微减少

趋势。 ５８􀆰 ２９％ 的 区 域 植 被 ＮＥＰ 呈 减 少 趋 势，
３６􀆰 ７７％的区域植被 ＮＥＰ 斜率在 ０ ～ １ ｇ·ｍ－２·月－１

之间，呈微弱增加趋势，而斜率高于 １ ｇ·ｍ－２·月－１

的区域面积仅占 ４􀆰 ９４％，且主要分布在东南部森林

区域。 从 ＮＥＰ 变异系数计算结果可知，呼伦湖流域

植被 ＮＥＰ 年际变化变异系数主要集中在 ０􀆰 ２ ～ ０􀆰 ５
之间，其区域面积占比为 ８２􀆰 ５２％。 呼伦湖流域大

部分区域碳循环状态年际变化波动较小，总体上保

持碳汇功能，但植被固碳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
３􀆰 ３　 不同植被类型的碳源 ／汇年际时序变化

研究区不同植被类型碳循环状态有较大差异

（图 ７）。 从 ＮＥＰ 年际变化来看，农田生态系统平均

ＮＥＰ 表现为升高—降低—升高—降低趋势，碳汇功

能波动变化，ＮＥＰ 均值最低和最高分别为 ２１􀆰 ２９ 和

３７􀆰 ２４ ｇ·ｍ－２·月－１；森林生态系统平均 ＮＥＰ 值最

高，碳汇功能最大，年际变化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３􀆰 ８８
ｇ·ｍ－２·月－１ 增大至 ２０１５ 年的最高值 ４４􀆰 ９６ ｇ·
ｍ－２·月－１，然后稳定在约 ４０ ｇ·ｍ－２·月－１；草地生

态系统碳汇功能显著低于农田和森林生态系统，
２０１４ 年最高（１６􀆰 ６０ ｇ·ｍ－２ ·月－１），２０１６ 年最低

（８􀆰 ３３ ｇ·ｍ－２·月－１）；湿地生态系统碳汇总体高于

草地，低于农田和森林，最高值为 １７􀆰 ９６ ｇ·ｍ－２·
月－１（图 ７）。 对于碳汇总量，草地生态系统远高于

其他生态系统碳汇总量。 结果表明，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呼伦湖流域农田和森林均为高固碳功能区，草地为

低固碳功能区。 流域内农田和森林面积较小，固碳

总量较少，草地面积最大，碳汇总量较高。

阴影表示 １ 倍标准差。

图 ５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平均 ＮＥＰ 的经向和纬向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ａｎ ＮＥＰ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不同植被类型碳汇多年

均值和总量以及频数分布见图 ７。 从频数分布图

〔图 ７（ｄ）〕可以看出，农田生态系统 ＮＥＰ 主要分布

在 ２０～４０ ｇ·ｍ－２·月－１之间；森林生态系统 ＮＥＰ 则

主要分布在 ３０～５０ ｇ·ｍ－２·月－１之间，因此森林碳

汇功能（３８􀆰 １０ ｇ·ｍ－２·月－１）最高；草地面积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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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ＮＥＰ 频数分布的波峰范围为 ５ ～ ２０ ｇ·ｍ－２ ·
月－１，因此草地碳汇总量（３７􀆰 ００ Ｔｇ·月－１）最高；湿
地生态系统 ＮＥＰ 则主要分布在小于 １４ ｇ·ｍ－２·
月－１区间，碳汇总量为 ０􀆰 ０４ Ｔｇ·月－１。 总体上，农

田、森林和草地碳汇功能和总量均为正数，表现为

碳汇，碳汇能力由大到小依次为森林、农田和草地。
流域内植被碳循环以碳汇为主，仅湿地生态系统少

量植被表现为碳源〔图 ７（ｄ）〕。

图 ６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 ＮＥＰ 变化斜率空间分布和变异系数（ＣＶ）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Ｐ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２０

（ａ）不同植被类型的碳汇功能年际时序变化； （ｂ）不同植被类型的碳汇总量年际时序变化；

（ｃ）不同植被类型的多年平均 ＮＥＰ 与 ＮＥＰ 总量； （ｄ）不同植被类型的 ＮＥＰ 频数分布。 草地 ／ ５０ 表示草地 ＮＥＰ 总量值除以 ５０。

图 ７　 呼伦湖流域不同植被类型植被碳源 ／汇时序变化

Ｆｉｇ􀆰 ７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 ｓｉｎｋ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３􀆰 ４　 呼伦湖流域植被碳源 ／碳汇对气候因子的响应

植被生长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对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 ＮＥＰ 与温度、降水量和太阳入射辐射

的偏相关系数逐像元进行计算（图 ８）。 如图 ８ 所

示，呼伦湖流域植被 ＮＥＰ 与温度主要呈负相关，相
关系数在－０􀆰 ２５ ～ －１􀆰 ０ 之间，部分区域呈正相关关

系，如呼伦湖南部草原（相关系数在 ０～０􀆰 ５ 之间）和
东南部森林（相关系数在 ０􀆰 ２５ ～ １􀆰 ０ 之间）。 如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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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呼伦湖流域植被 ＮＥＰ 与降水量主要呈正相

关，相关系数在 ０􀆰 ２５～１􀆰 ０ 之间，这些区域分布在呼

伦湖、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周边草原地区以及流域

东南部森林地区。 呼伦湖流域植被 ＮＥＰ 与辐射的

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主要在－０􀆰 ５～０􀆰 ５ 之间。
为了分析不同植被类型 ＮＥＰ 对气候因子的响

应差异，统计不同植被类型 ＮＥＰ 与气候因子的偏相

关系数频数（图 ９）。 由于草地像元数远多于其他 ３
种植被类型，其频数分布曲线较平滑。 如图 ９ 所示，
农田 ＮＥＰ 受温度影响最大，偏相关系数主要位于

－０􀆰 ２５～ －０􀆰 ７５ 和 ０􀆰 ２５ ～ ０􀆰 ５ 之间；其受降水量和辐

射影响较小，偏相关系数主要分布在－０􀆰 ４ ～ ０􀆰 ２５ 之

间。 如图 ９ 所示，森林 ＮＥＰ 与温度、降水量和辐射

主要呈正相关，与各气候因子偏相关系数在 ０􀆰 ２５ ～
１􀆰 ０ 之间的像元数占比分别为 ７４􀆰 ０３％、６７􀆰 ８６％和

６６􀆰 ２３％。 如图 ９ 所示，草地 ＮＥＰ 对气候因子响应

表现出明显差异，与温度呈负相关（偏相关系数在

－１􀆰 ０～ － ０􀆰 ２５ 之间） 的像元数占草地像元总数的

７５􀆰 ８０％；与降水量呈正相关关系，偏相关系数分布

在 ０􀆰 ２５ ～ １􀆰 ０ 之间的像元数占草地像元总数的

５８􀆰 ９１％；草地 ＮＥＰ 与辐射相关性不明显，偏相关系

数分布在大于 ０􀆰 ５ 或小于 ０􀆰 ５ 的像元数占比为

７８􀆰 １５％。 如图 ９ 所示，湿地生态系统 ＮＥＰ 对温度

和降水的响应不明显，其与温度和降水量呈正相关

和负相关的像元数占比相差不大，其与辐射主要呈

正相关，偏相关系数分布在 ０～０􀆰 ５ 之间的像元数占

比相对较高。

图 ８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 ＮＥＰ 与温度（Ｔ）、降水量

（ＴＰ）和太阳入射辐射（ＳＳＲＤ）变化的偏相关系数

Ｆｉｇ􀆰 ８　 ＰＣＣ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Ｐ ａｎｄ Ｔ， ＴＰ， ａｎｄ ＳＳＲＤ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９　 不同植被类型 ＮＥＰ 对温度、降水量和辐射的响应频数分布

Ｆｉｇ􀆰 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ｙ ｐｉｘｅｌ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Ｐ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 ＴＰ， ａｎｄ ＳＳＲＤ）

　 　 从呼伦湖流域植被 ＮＥＰ 对温度、降水量和辐射

３ 种气候因子的偏相关系数分布（图 １０）来看，呼伦

湖流域植被生长主要受温度和降水量影响。 呼伦

湖四周和乌尔逊河两岸主要为受降水量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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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呼伦湖流域西南部、南部和阿尔山附近区域则主

要为受温度影响区域。

图 １０　 影响呼伦湖流域植被生长的气候主导因子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２０

３􀆰 ５　 ＮＥＰ 估算模型精度

目前，已有研究中 ＮＥＰ 估算模型的验证主要是

基于植被地上生物量观测数据或研究区涡度相关

通量观测数据［１－２，５，７］。 由于缺乏碳通量实测值，该
研究基于 ＭＯＤＩＳ ＮＰＰ 产品对模型估算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 如图 １１ 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

估算的 ＮＰＰ 与 ＭＯＤＩＳ ＮＰＰ 间呈显著正相关，且相

关性较高，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布在 ０􀆰 ４７ ～ ０􀆰 ８１ 之

间。 如 图 １１ 所 示，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估 算 ＮＰＰ 与

ＭＯＤＩＳ ＮＰＰ 之间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均小于 ７ ｇ·
ｍ－２·月－１。 总体来看，该研究得到的估算 ＮＰＰ 变

化趋势与 ＭＯＤＩＳ ＮＰＰ 具有较好一致性。

４　 讨论与结论

４􀆰 １　 讨论

４􀆰 １􀆰 １　 气候因子对不同植被类型 ＮＥＰ 的影响

热量和水分是决定植被呈地带性分布的控制

条件，不同植被类型对热量和水分变化的敏感性存

在较大差异［２，１８－１９］。 该研究结果表明森林生态系统

ＮＥＰ 受温度、降水量和辐射 ３ 种气候因子共同影

响，且 ３ 者影响程度无明显差异，均对森林植被生长

有促进作用。 农田生态系统 ＮＥＰ 主要受温度变化

控制，而草地生态系统受降水量和温度共同影响。
该研究结果与以往相关研究结论［１９－２１］ 相似，均表明

气温和降水量是植被生长主导因子，但其对不同植

被类型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然而大部分研究结

果表明，存在对特定植被类型的影响程度高于其他

气候因子的单个特定气候因子，笔者研究发现 ２ 种

或 ３ 种气候因子呈耦合影响的结论与之存在差异。
多种气候因子耦合影响可能是高纬度区域植被对

气候因子的响应特征，较低的温度和较少的降水量

导致植被未达到最佳光合功能。 此外，呼伦湖对流

域内植被碳汇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呼伦湖流

域水热变化受流域中呼伦湖的影响和调控，区域植

被生长所需的气温、降水与呼伦湖湖水蒸发关系密

切。 此外，相比于草地、森林等生态系统，笔者研究

发现呼伦湖流域湿地生态系统 ＮＥＰ 年际波动较小，
表明研究区湿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因子响应不明显，
这可能与湿地生态系统水热补充有关。

图 １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估算 ＮＰＰ 与 ＭＯＤＩＳ
ＮＰＰ 皮尔逊相关系数与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Ｆｉｇ􀆰 １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Ｍ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ＮＰＰ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Ｓ ＮＰＰ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４􀆰 １􀆰 ２　 ＮＥＰ 模拟结果比较与不确定性分析

采用相同模型估算不同区域相同植被类型

ＮＥＰ，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如表 １ 所示，笔者研究

估算的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植被 ＮＥＰ 月均值

为 ８􀆰 ４１～１６􀆰 ４４ ｇ·ｍ－２·月－１，多年月均值为 １３􀆰 ２２
ｇ·ｍ－２·月－１。 刘凤等［１］ 估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青藏

高原多年 ＮＥＰ 月均值为 １０􀆰 ７０ ｇ·ｍ－２·月－１，戴尔

阜等［７］ 估算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

ＮＥＰ 月均值在 ４􀆰 ２ ～ １２􀆰 ５ ｇ·ｍ－２·月－１之间，与笔

者研究区域相近的呼伦贝尔平原草原区多年 ＮＥＰ
月均值为 ９􀆰 ００ ｇ·ｍ－２·月－１。 上述研究结果均低

于笔者研究，这可能是研究区域植被类型、气候条

件和估算时段的差异导致。 青藏高原以常绿针叶

林、落叶阔叶林、高寒灌丛、高寒草原和草甸以及高

寒荒漠等植被类型为主，平均海拔 ３ ０００ ｍ 以上，冬
季漫长寒冷［１］。 因此，青藏高原特殊地理位置和气

候条件可能导致植被光合条件严峻，植被固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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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呼伦湖流域。 而戴尔阜等［７］ 研究中植被类型

为草地，笔者研究的多种生态系统混合（包含森林

等高固碳能力植被）与之存在差异，由此导致植被

固碳较低。 此外，笔者研究估算月份为 ７—９ 月，植
被生长旺盛，这降低了其他植被生长状态低的月份

对 ＮＥＰ 月均值估算结果的影响，因此笔者研究结果

高于其他研究。 潘竟虎等［４］ 估算中国西北干旱区

植被碳汇多年 ＮＥＰ 月均值为 ４９􀆰 ３３ ｇ·ｍ－２·月－１，
远高于其他研究，这可能是因为其研究区域包括大

兴安岭等森林资源丰富区域，碳汇功能强于其他生

态系统，因此多年 ＮＥＰ 均值高于以草地生态系统为

主的其他研究模拟结果。 此外，空间分辨率差异可

能也是 ＮＥＰ 估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

表 １　 笔者研究 ＮＥＰ 模拟结果与其他研究模拟结果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ＮＥ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ｐｅｒ

模型 多年 ＮＥＰ 月均值 ／ （ｇ·ｍ－２·月－１） 研究区域 时间范围 分辨率 ／ ｍ 来源文献

改进 ＣＡＳＡ 模型 １０􀆰 ７０ 青藏高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２５０ ［１］
改进 ＣＡＳＡ 模型 ４􀆰 ２～１２􀆰 ５（其中呼伦贝尔平原草原区为 ９􀆰 ００） 内蒙古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２５０ ［７］
改进 ＣＡＳＡ 模型 ４９􀆰 ３３ 中国西北干旱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１ ０００ ［４］
改进 ＣＡＳＡ 模型 １３􀆰 ２２ 呼伦湖流域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３０ 笔者研究

　 　 笔者研究模型估算结果有效描述了呼伦湖流

域植被碳汇时空格局，但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主
要体现在 ３ 个方面：（１）使用的数据来自遥感观测

和模型模拟。 由于缺少实测数据，在利用 ＮＤＶＩ 数

据估算植被吸收光合有效辐射（ＦＰＡＲ）时可能存在

误差。 用于计算实际光能利用率的气温、降水量和

太阳入射辐射等数据来自 ＥＣＭＷＦ 模型气候再分析

结果，因此估算所用的实际光能利用率也存在模拟

误差。 （２）光能利用率模型假设呼伦湖流域各生态

系统植被最大光能利用率均为固定值，且保持一

致。 然而，已有研究［２２－２５］ 发现研究区植被类型、空
间位置和水分胁迫等因素均会影响最大光能利用

率。 因此，笔者研究中最大光能利用率的估算是实

际光能利用率的误差来源之一。 （３）土壤呼吸受到

多种因素影响，而笔者研究土壤呼吸模型对不同生

态系统土壤类型、植被类型和土壤微生物均采用相

同的模型参数，这可能影响土壤呼吸估算的准确性。
４􀆰 ２　 结论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数据、ＥＲＡ５ 气候再分析数

据和地表覆盖分类数据，通过光能利用率模型估算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碳汇时空分布特征，并分

析不同植被类型碳汇时空变化规律及气候影响因

子。 研究结论如下：
（１）时间尺度上，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呼伦湖流域植

被年均碳汇总体呈减少趋势，碳汇减少区域面积占

比为 ５８􀆰 ２９％。 空间尺度上，呼伦湖流域植被碳循

环以碳汇为主。
（２）不同植被类型表现为不同碳汇 ／源功能。

农田和森林生态系统具有高固碳效率，呈高碳汇功

能，草地具有较低固碳效率，呈低碳汇功能。

（３）呼伦湖流域不同生态系统对气候因子响应

不同。 农田生态系统碳汇受温度影响最大；森林生

态系统碳汇受温度、降水量和辐射共同影响，但 ３ 种

气候因子影响程度相近；草地生态系统碳汇主要受

温度和降水量共同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碳汇对气候

因子的响应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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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研究生态系统能量平衡及蒸散的变化特征，分析其能量闭合和分配情况。 结果表明，观测期间稀疏灌丛

净辐射总量为 ２ ７５８ ＭＪ·ｍ－２，净辐射日变化呈单峰型二次曲线，季节变化特征明显，各能量分量与净辐射呈类似

变化，各能量分量绝对值由大到小为净辐射通量＞感热通量＞土壤热通量＞潜热通量。 稀疏灌丛土壤热通量总和为

正值，表明土壤为热汇。 湍流通量由感热通量主导，感热通量约占净辐射的 ６２％，潜热通量约占 ４％，土壤热通量

约占 １％。 研究区能量不闭合，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 ３０ ｍｉｎ 和日平均通量的能量闭合度分别为 ６４％和 ６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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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在 ７ 月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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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ｌｆ⁃ｈｏｕ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
ａｇｅ ｆｌｕ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ｅｒｅ ６４％ ａｎｄ ６７％，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０􀆰 ５４ ｔｏ ０􀆰 ７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ｗａｓ ６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ｎｄ ２０％ ａｔ ｎ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ａｓ ８５􀆰 ６ ｍ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７９􀆰 ６ ｍｍ）．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
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ｓ ０􀆰 ３６ ｍｍ·ｄ－１ ． Ｔｈｅ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ｉｎ Ｊｕ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ｌａｎ Ｂｕｈ Ｄｅｓｅｒｔ； ｅｄｄｙ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ｌｏｓｕｒｅ

　 　 地表能量收支和分配作为陆面过程和陆－气相

互作用研究的主要内容，描述了地表与大气间的物

质和能量交换过程，可以有效表达地表光热资源的

分配情况［１］。 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地表能量收支和

分配有所不同。 沙漠地区拥有特殊地理环境、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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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照率和大气热力结构，区域内水分缺乏，植被分

布稀疏且不均匀，生态环境脆弱，因而在水分循环

和能量流动方面有着独特规律，对太阳辐射强迫的

响应过程也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２］。 沙漠蒸散

作为干旱区荒漠生态系统水量和能量平衡的主要

平衡项，是连接其生态过程和水文过程的重要纽

带［３］。 探究沙漠地区水量和能量平衡特征是干旱

区研究的重点内容，诸多学者针对中国巴丹吉林沙

漠［４］、塔克拉玛干沙漠［２，５］ 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６］

等地区能量平衡及蒸散特征开展了大量研究，如许

兴斌等［７］指出巴丹吉林沙漠能量交换以感热通量

为主，陆－气温度差异是沙山感热通量变化的主要

影响和控制因子；李传金等［８］ 对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梭梭林研究发现蒸散强度随梭梭不同生长阶段具

有明显变化，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 ７ 和 １０
月，但对乌兰布和沙漠能量平衡及蒸散特征的研究

相对较少。
涡度相关（ＥＣ）方法能用于直接测定地表和大

气之间的水、热和 ＣＯ２通量，测量结果准确，理论假

设少，并且可以实现长期连续定位观测，从而被国

内外认为是测定蒸散量的相对标准观测方法［９］。
涡度相关技术在农田、森林和草地蒸散发测量方面

应用十分广泛［１０－１２］，近年来，我国利用涡度通量塔

对不同生态系统开展了大量能量通量特征、分配和

闭合度方面研究［１３－１５］。 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能量

分配能影响物质交换过程，其对水量交换的影响格

外显著，一方面通过增加感热通量促进水循环，另
一方面潜热通量将生态系统消耗的水分与驱动蒸

散作用的能量联系在一起，通过蒸散发耗能。 此

外，不同地区能量闭合状况及分配特征差异明显。
因此，清楚地认识沙漠地区水汽和能量输送过程，
有助于进一步剖析不同陆域水热生态耦合过程，这
对改善荒漠生态脆弱环境十分重要。

以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稀疏灌丛为研究对象，
基于涡度相关系统的实测数据和地面气象观测资

料，分析荒漠生态系统蒸散和能量平衡特征以及能

量闭合情况，初步探究该地区地表能量收支不平衡

的原因，旨在加深对近地层能量平衡过程的认识，
有助于理解荒漠生态系统蒸散规律和能量流动机

制，为评估区域水分与能量平衡状况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地点概况

试验区位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

验中心第二试验场的荒漠综合观测站，属于乌兰布

和沙漠东北缘，行政区划隶属内蒙古磴口县，地理

位置为 ４０°２４′ Ｎ、１０６°４３′ Ｅ，海拔为 １ ０５０ ｍ。 该区

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为 ７􀆰 ８ ℃，
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４５ ｍｍ，
降水主要集中在 ６—９ 月，约占全年降水的 ７０％ ～
８０％，年蒸发量为 ２ ３８０ ｍｍ，无霜期为 １３６ ｄ，地下水

埋深为 ７ ｍ，土壤类型为风沙土。 试验区内天然植

被主要为以唐古特白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为建

群种的植物群落，白刺种群以白刺沙包的形式存

在，伴生的优势植物为油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籽
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和沙米 （ Ａｇ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ｕｍ）等，植被平均高度为 ０􀆰 ３７ ｍ，群落盖度

为 １０％～２０％。
１􀆰 ２　 观测方法

采用 ＥＣ 系统和辅助气象要素梯度监测系统，
对水汽通量和气象要素进行同步测量。 ＥＣ 系统安

装在荒漠综合观测站中心，安装高度为 ２ ｍ，主要由

闭路 ＣＯ２ ／ Ｈ２Ｏ 分析仪、３Ｄ 超声波风速仪和数据记

录器组成。 该地区主要风向为西北风，取风长度足

以进行 ＥＣ 测量。 ４ 块土壤热通量板安装在 ０􀆰 １ ｍ
深处。 梯度监测系统包括土壤温度传感器、四分量

辐射传感器、空气温度和湿度传感器。 原始数据采

样频率为 １０ Ｈｚ，并在 ３０ ｍｉｎ 的时间间隔内取平均

值。 ＥＣ 系统所用仪器详细信息见表 １。 所有传感

器在使用前均进行校准，并对其性能进行评估。 该

研究采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１１ 月 ４ 日收集的通量

数据。 此外，借助研究区内布设的气象站，收集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１０ 月的气象因子日平均数据，包括

空气温度、空气相对湿度、土壤温度（０􀆰 １ ｍ）和降

水量。
１􀆰 ３　 数据处理

使用 ＬＩ⁃Ｃｏｒ 公司开发的 ｅｄｄｙｐｒｏ 软件对采样频

率为 １０ Ｈｚ 的原始湍流数据进行预处理。 首先，将
涡度相关系统原始观测数据旋转 ２ 次，计算 ３０ ｍｉｎ
的水热通量均值，对感热通量（Ｈ）进行超声波虚拟

温度校正，对潜热通量（ＬＥ，ＥＬ）进行 ＷＰＬ 校正［１６］。
在此基础上，剔除异常值。 通过野点剔除和数据校

正，得到的有效数据占总数据的 ７２％。 对数据进行

插补以获得连续的 ３０ ｍｉｎ 水热通量数据，便于分析

水热通量随时间的动态变化特征。 对剔除数据和

缺失数据采用以下 ２ 种方法进行插值：（１）对于缺

失间隔小于 ２ ｈ 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进行插

值；（２）对于缺失间隔大于 ２ ｈ 的数据采用平均日变

化法进行插值［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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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仪器规格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名称 型号和产地 观测要素 深度（高度） ／ ｍ
闭路 Ｈ２Ｏ ／ ＣＯ２分析仪 ＥＣ１５５，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美国 二氧化碳和水汽浓度 ２
三维超声风速仪 ＣＳＡＴ－３，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美国 三维风速和超声虚温 ２
四分量辐射传感器 ＮＲ－ＬＩＴＥ，Ｋｉｐｐ ＆ Ｚｏｎｅｎ，荷兰 地表辐射通量 ２
温湿度传感器 ＨＭＰ４５Ｃ，Ｖａｉｓａｌａ Ｉｎｃ．，芬兰 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 ２􀆰 ０、１􀆰 ５
土壤热通量板 ４ｘＨＦＰ０１，Ｈｕｋｓｅｆｌｕｘ，荷兰 土壤热通量 －０􀆰 １
土壤温度传感器 ＣＳ６１６，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美国 土壤温度 ０􀆰 ０２、０􀆰 ０５、０􀆰 １、０􀆰 １５ 和 ０􀆰 ２
数据采集器 ＣＲ３０００，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美国

１􀆰 ４　 能量平衡及闭合分析

一般而言，地表能量平衡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Ｒｎ － Ｇ ＝ ＥＬ ＋ Ｈ 。 （１）
式（１）中，Ｒｎ为净辐射通量，Ｗ·ｍ－２；Ｇ 为土壤热通

量，Ｗ·ｍ－２；Ｈ 和 ＥＬ分别为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
Ｗ·ｍ－２。

ＥＣ 系统测量到的地表能量平衡不闭合是一个

尚未解决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湍流通量（Ｈ＋ＬＥ）
与有效能量（Ｒｎ －Ｇ）之间的差异。 评价能量闭合的

常用方法有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能量平衡比率

法（ＥＢＲ）、压轴回归法（ＲＭＡ）和能量平衡残差法。
该文采用 ＯＬＳ 和 ＥＢＲ 方法对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

稀疏灌丛的能量闭合状况进行评价。
ＥＢＲ（ＲＥＢ）为涡度相关系统直接测量的湍流通

量与有效能量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ＲＥＢ ＝
􀰑（ＥＬ ＋ Ｈ）
􀰑（Ｒｎ － Ｇ）

。 （２）

ＥＢＲ 值为 １ 时，表示地表能量平衡完全闭合。
虽然使用 ３０ ｍｉｎ 的平均测量具有平滑随机误差和

高频波动的优点，但它也可能导致对白天向上通量

和夜间向下通量的高估［１８］。
ＯＬＳ 法是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计算湍流和有效

能量的回归直线斜率（Ｓ）和截距（ｂ）来分析能量平

衡的闭合程度，其中，斜率可以反映瞬时能量的平

衡。 ＯＬＳ 回归方程计算公式为

ＥＬ ＋ Ｈ ＝ Ｓ（Ｒｎ － Ｇ） ＋ ｂ 。 （３）
在理想条件下，有效能量与湍流通量线性回归

的斜率 Ｓ 为 １，并通过原点。
１􀆰 ５　 蒸散量估算

根据文献［１９］，地表每日蒸散量（ＥＴ，ＴＥ，ｍｍ·
ｄ－１）由 ＥＣ 系统测得的每日潜热能和水的汽化潜热

换算得到，计算公式为

ＴＥ ＝
ＥＬ

∗

λρＷ
。 （４）

式（４）中，ＥＬ
∗为潜热能，ＭＪ·ｍ－２·ｄ－１； λ 为水的汽

化潜热，即 ２􀆰 ４５ ｋＪ·ｇ－１；ρＷ为水密度，即 １ ｇ·ｃｍ－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气象条件变化

辅助气象要素梯度监测系统和常规气象站的

观测资料表明，各日气象要素的变化具有明显季节

性（图 １）。 气温（Ｔａ）、土壤温度（Ｔｓ）和饱和蒸汽压

差（ＶＰＤ）呈单峰变化，从 １ 月开始逐渐升高，７、８ 月

达到峰值，且生长季大于非生长季。 与上述气象变

量不同，相对湿度（ＲＨ）和风速（ＷＳ）呈锯齿状波

动。 在观测期间，最大风速为 ８􀆰 ５ ｍ·ｓ－１（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最小风速为 １􀆰 ２ ｍ·ｓ－１（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最大相对湿度为 ８８％（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最
小相对湿度为 １０％（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观测期平

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和平均土壤温度（Ｔｓ－１）分别

为 １１􀆰 ６１ ℃、４０􀆰 ９３％和 １４􀆰 ４４ ℃。 土壤通量板上方

土壤温度（Ｔｓ－２）高于距 ＥＣ 系统约 ２５０ ｍ 处的当地

气象站观测数据（Ｔｓ－１），这是由于仪器监测精度和

布局差异造成的，这与 ＹＡＮ 等［２０］的研究结果相似。
２􀆰 ２　 能量通量和能量分配的动态变化

２􀆰 ２􀆰 １　 能量通量和能量分配的日变化

根据建群植物种唐古特白刺的物候期将观测

时间划分为生长前期、生长期和生长后期 ３ 个时段。
生长前期日序为 ６６～９０，共 ２５ ｄ；生长期日序为 ９１～
２７３，共 １８３ ｄ；生长后期日序为 ２７４ ～ ３０８，共 ３５ ｄ。
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稀疏灌丛能量通量在 ３ 个不同

时段的平均日变化见图 ２。 如图 ２ 所示，尽管这 ３
个时段能量组成和主要气象因子各不相同（表 ２），
但各时段净辐射（Ｒｎ）、土壤热通量（Ｇ）和感热通量

（Ｈ）均呈早晚低、中午高的单峰型日动态。 Ｒｎ峰值

出现在 １２：００—１２：３０，在 ３ 个时段内无明显差异。
生长前期、生长期和生长后期 Ｒｎ日变化峰值分别为

３７９、４７４ 和 ２９６ Ｗ·ｍ－２，平均值分别为 ９１􀆰 ７６、
１２５􀆰 ８６ 和 ４５􀆰 ２０ Ｗ · ｍ－２。 Ｇ 达 到 峰 值 时 间

（１５：００—１５：３０）滞后于 Ｒｎ，３ 个时期峰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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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３ 和 ２４ Ｗ·ｍ－２，平均值为 ４􀆰 ４７、４􀆰 ５９ 和－４􀆰 ５１ Ｗ·ｍ－２。

ＲＨ 为相对湿度，Ｔａ为气温，ＶＰＤ 为饱和蒸汽压差，ＷＳ 为风速，Ｔｓ－１为距离 ＥＣ 系统约 ２５０ ｍ 处土壤温度，

Ｔｓ－２为土壤通量板上方土壤温度（观测时段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１１ 月 ４ 日）。

图 １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１０ 月气候条件日季节变化

Ｆｉｇ􀆰 １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ｏｆ ２０１９

Ｒｎ为净辐射，ＥＬ 为潜热通量，Ｈ 为感热通量，Ｇ 为土壤热通量。

图 ２　 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稀疏灌丛群落能量通量与能量分配日动态

Ｆｉｇ􀆰 ２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ｌｕｘ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ａｒｓｅ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ｌａｎ Ｂｕｈ Ｄｅｓ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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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时期日均能量成分和主要气象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

时段
Ｒｎ ／

（Ｗ·ｍ－２）
ＥＬ ／

（Ｗ·ｍ－２）
Ｈ ／

（Ｗ·ｍ－２）
Ｇ ／

（Ｗ·ｍ－２）
Ｈ ／ Ｒｎ ＥＬ ／ Ｒｎ Ｇ ／ Ｒｎ

Ｔａ ／
℃

Ｔｓ－１ ／
℃

Ｔｓ－２ ／
℃

ＷＳ ／
（ｍ·ｓ－１）

ＶＰＤ ／
ｋＰａ

Ｐ ／
ｍｍ

生长前期 ９１􀆰 ７６ ０􀆰 ３６ ５８􀆰 １４ ４􀆰 ４７ ０􀆰 ６３６ ４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４８ ７ ３􀆰 ４６ ３􀆰 ０８ ５􀆰 ５８ ３􀆰 ５８ ０􀆰 ５９ ０􀆰 ８
生长期 １２５􀆰 ８６ ５􀆰 ４１ ６２􀆰 ７３ ４􀆰 ５９ ０􀆰 ４９８ 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 ０３６ ５ １９􀆰 ９７ ２２􀆰 ８８ ２１􀆰 ９２ ３􀆰 ８５ １􀆰 ４２ ７５􀆰 ３

生长后期 ４５􀆰 ２０ ０􀆰 ７７ ３２􀆰 ５６ －４􀆰 ５１ ０􀆰 ７２０ 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 １００ ０ — — １０􀆰 ８２ — — ３􀆰 ５
Ｒｎ为净辐射，ＥＬ 为潜热通量，Ｈ 为感热通量，Ｇ 为土壤热通量，Ｔａ为气温，Ｔｓ为土壤温度，Ｔｓ－１为距离 ＥＣ 系统约 ２５０ ｍ 处土壤温度，Ｔｓ－２为土壤

通量板上方土壤温度，ＷＳ 为风速，ＶＰＤ 为饱和蒸汽压差，Ｐ 为降水量。

　 　 Ｈ 变化规律与 Ｒｎ一致，峰值分别为 ２６５、２２６ 和

１６５ Ｗ·ｍ－２，而潜热通量（ＥＬ）值很小，且在观测期

内波动不大，生长前期、生长期和生长后期 ＥＬ 峰值

分别约为 ３􀆰 １、１９􀆰 ３ 和 ６􀆰 ６ Ｗ·ｍ－２，这是由研究区

干旱环境所致。 能量平衡各分量正负值持续时间

在不同时期有明显区别，生长期正值持续时间大约

为 １２ ｈ，而生长后期则只有 ９ ｈ。
能量分配日动态（图 ２）表明，Ｈ 在能量消耗中

占主导地位，生长前、中、后期 Ｈ 占 Ｒｎ的比例分别为

６３％、５０％和 ７２％。 ＥＬ 日平均值为 ２􀆰 １８ Ｗ·ｍ－２，而
Ｈ 日平均值为 ５１􀆰 １４ Ｗ·ｍ－２，更多的能量转换成

Ｈ。 白天和夜间能量分配不同，除日出、日落前后能

量分配表现为 ＥＬ ／ Ｒｎ ＞Ｇ ／ Ｒｎ 外，白天能量分配表现

为 Ｈ ／ Ｒｎ＞Ｇ ／ Ｒｎ＞ＥＬ ／ Ｒｎ，夜间为 Ｇ ／ Ｒｎ＞Ｈ ／ Ｒｎ＞ＥＬ ／ Ｒｎ，
土壤热通量占据主导地位。 当太阳在白天加热地

面时，土壤热通量均为正值，表现为向下传输，即吸

热状态。 在夜间，由于地表辐射冷却，Ｇ 多为负值，
表明土壤为放热状态，地表向大气传输热量，地表

是系统主要热量来源。 Ｈ ／ Ｒｎ与 Ｇ ／ Ｒｎ在白天呈逐渐

递增趋势，在夜间波动较大，而 ＥＬ ／ Ｒｎ 夜间变化较

小，日出和日落前后变化波动剧烈，白天相对平稳，
白天整体高于夜间。
２􀆰 ２􀆰 ２　 能量平衡各分量和能量分配的季节变化

能量通量季节变化特征见图 ３。 如图 ３ 所示，
全年日 Ｒｎ近似呈单峰型变化，受中小尺度天气变化

的影响，Ｒｎ呈锯齿状波动，特别是在雨季，Ｒｎ日间差

异较大。 日平均 Ｒｎ在－１３（１０ 月 １４ 日） ～ ２５１ Ｗ·
ｍ－２（７ 月 ５ 日）之间变化，平均值为 １１３􀆰 ５ Ｗ·ｍ－２。
Ｈ 季节变化趋势与净辐射相似，Ｈ 日平均波动范围

为－６􀆰 １（６ 月 ２２ 日） ～ １１８􀆰 １ Ｗ·ｍ－２（５ 月 １２ 日），
平均值为 ５９􀆰 ４９ Ｗ·ｍ－２，在全年中占主导地位。 ＥＬ

季节变化不大，日平均波动范围为 ７􀆰 ０２ （１０ 月 ５
日） ～ ５３􀆰 ２１ Ｗ·ｍ－２（６ 月 ２３ 日），平均值为 １４􀆰 ５６
Ｗ·ｍ－２。 在生长期雨季 Ｈ 和 ＥＬ 波动较大，这与降

水时间和 Ｒｎ的波动一致。 全年土壤热通量主要为

能量汇（Ｇ＞ ０ Ｗ·ｍ－２）。 虽然中午 Ｇ 可以达到 ７

Ｗ·ｍ－２，但瞬时 Ｇ 与 Ｒｎ的比值小于 １％。 在生长期

非晴好天气，如降水和云量较多的阴天，Ｇ 日通量为

负值，其他大部分时间为正值，而在生长后期大多

为负值。 全年能量分配以感热通量为主，然而年内

各分量也存在明显变化，生长期能量分配为 Ｈ ／ Ｒｎ ＞
ＥＬ ／ Ｒｎ＞Ｇ ／ Ｒｎ，其他时期为 Ｈ ／ Ｒｎ＞Ｇ ／ Ｒｎ＞ＥＬ ／ Ｒｎ。

Ｒｎ为净辐射，ＥＬ 为潜热通量，Ｈ 为感热通量，Ｇ 为土壤热通量。

图 ３　 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稀疏灌丛生态

系统能量通量的季节动态

Ｆｉｇ􀆰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ａｉｌｙ ｆｌｕｘ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ｒｓｅ ｓｈｒｕｂ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Ｕｌａｎ Ｂｕｈ Ｄｅｓｅｒｔ

２􀆰 ３　 能量闭合度

有效能量与湍流通量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图
４）表明，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稀疏灌丛在观测期内

３０ ｍｉｎ 通量的能量闭合率为 ６４％，日平均通量能量

闭合度为 ６７％，在国际同类观测范围之内（５５％ ～
９９％） ［２１］。 在数据处理方面，不同时间尺度和能量

平衡评价方法得到的能量闭合结果（表 ３）不同。 在

通常情况下，所得线性回归直线的截距不能通过原

点，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分别给出了未过原点的线性

回归斜率 Ｓ１、截距 ｂ 和决定系数 Ｒ１
２ 以及强制通过

原点的线性回归斜率 Ｓ２和决定系数 Ｒ２
２。 观测数据

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生长前期、生长期和生长后

期 ３ 个时期湍流通量与有效能量有较好的相关关

系，生长期能量闭合程度高于其他时期。 在 ３０ ｍｉｎ
尺度上，不同时期 Ｓ１变化范围为 ０􀆰 ４８～０􀆰 ６６，Ｓ２变化

范围为 ０􀆰 ５０ ～ ０􀆰 ７１，截距变化范围为 １０􀆰 ０１ ～ ２４􀆰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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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ｍ－２，表明通过强制过原点的线性拟合，能量闭

合度略有提高。 根据 ３０ ｍｉｎ 通量数据计算得到不

同时期 ＥＢＲ 范围为 ０􀆰 ５４ ～ ０􀆰 ７３， ＥＢＲ 年均值为

０􀆰 ６７，即年平均能量闭合度为 ６７％，且白天能量闭

合度（６５％）高于夜间（２０％）。 日尺度上，ＥＢＲ 值为

０􀆰 ７７，与 ３０ ｍｉｎ 数据比，能量闭合度提升 １０％。

图 ４　 湍流通量（Ｈ＋ＥＬ）与有效能量（Ｒｎ－Ｇ）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ｕｘｅｓ（Ｈ＋ＥＬ）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ｎ－Ｇ）

表 ３　 不同时间尺度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稀疏灌丛生态系统能量闭合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ａｒｓｅ ｓｈｒｕｂ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Ｕｌａｎ Ｂｕｈ Ｄｅｓｅｒｔ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ｓ

数据集（时间尺度） 样本数 Ｓ１ Ｓ２ ｂ Ｒ１２ Ｒ２２ ＥＢＲ

生长前期（３０ ｍｉｎ） １ １９９ ０􀆰 ５７ ０􀆰 ６０ １１􀆰 ３５ ０􀆰 ７１ ０􀆰 ７６ ０􀆰 ６０
生长期（３０ ｍｉｎ） ８ ７１３ ０􀆰 ６６ ０􀆰 ７１ ２４􀆰 ０６ ０􀆰 ６８ ０􀆰 ７６ ０􀆰 ７３
生长后期（３０ ｍｉｎ） １ ６７５ ０􀆰 ４８ ０􀆰 ５０ １０􀆰 ０１ ０􀆰 ７２ ０􀆰 ７６ ０􀆰 ５４
白天（３０ ｍｉｎ） ５ ７５６ ０􀆰 ６１ ０􀆰 ６８ ２８􀆰 ５３ ０􀆰 ５３ ０􀆰 ８３ ０􀆰 ６５
夜间（３０ ｍｉｎ） ５ ８３１ ０􀆰 ４０ ０􀆰 ３６ ８􀆰 ９３ ０􀆰 ５８ ０􀆰 ５５ ０􀆰 ２０
全年（３０ ｍｉｎ） １１ ５８７ ０􀆰 ６４ ０􀆰 ６７ １９􀆰 ２２ ０􀆰 ７０ ０􀆰 ７７ ０􀆰 ６７
全年（１ ｄ） ２４４ ０􀆰 ６７ ０􀆰 ６１ １７􀆰 ６６ ０􀆰 ７７ ０􀆰 ８８ ０􀆰 ７７

Ｓ１、ｂ 和 Ｒ１
２ 分别为未过原点的线性回归斜率、截距和决定系数，Ｓ２和 Ｒ２

２ 分别为强制通过原点的线性回归斜率和决定系数，ＥＢＲ 为能量平衡

比率。

２􀆰 ４　 观测期内蒸散的动态变化特征

如图 ５ 所示，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稀疏灌丛群

落蒸散发的季节变化趋势明显。 在观测期内，稀疏

灌丛群落蒸散总量为 ８５􀆰 ６ ｍｍ，受中小尺度天气变

化影响，ＥＴ 的季节变化存在锯齿状波动，日平均蒸

散量最大值为 ２􀆰 １７ ｍｍ·ｄ－１，出现在 ６ 月 ２３ 日，日

均蒸散强度为 ０􀆰 ３６ ｍｍ·ｄ－１。 蒸散量随植被生长

在各个时期呈明显变化，生长前期蒸散量较低，日
平均蒸散强度为 ０􀆰 ０４ ｍｍ·ｄ－１；进入生长期后迅速

增加，日平均值为 ０􀆰 ４５ ｍｍ·ｄ－１；进入生长后期 ＥＴ
呈逐步下降趋势，日平均值为 ０􀆰 ０８ ｍｍ·ｄ－１。

图 ５　 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稀疏灌丛群落蒸散季节变化

Ｆｉｇ􀆰 ５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ｒｓｅ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Ｕｌａｎ Ｂｕｈ Ｄｅｓ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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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５ 所示，３ 月蒸散量和降水量均很小，为观

测期内最低值，分别为 ０􀆰 ９９ 和 ０􀆰 ８０ ｍｍ，蒸散量略

高于同期降水量的原因是 ３ 月土壤解冻后，地被层

草本植物开始生长，降水和冰雪融水是其主要水分

来源；进入生长期后，随着灌丛的展叶和生长，月蒸

散量逐渐增加，并在 ７ 月达到最大值，为 ２０􀆰 １６ ｍｍ，
而 ７ 月降水量不足 １０ ｍｍ，蒸散量大于同期降水，水
分亏损，植物根系通过吸收土壤储水来保持植被正

常生长。 ８ 月 ＥＴ 同 ７ 月基本持平，且降水量高于 ７
月，但由于气温高，蒸散受到限制，９ 和 １０ 月 ＥＴ 呈

逐步下降趋势，月蒸散总量分别为 ８􀆰 ５７ 和 ２􀆰 ４６
ｍｍ。 生长期总蒸散量为 ８２􀆰 １５ ｍｍ，占观测期内蒸

散量的 ９６％。

３　 讨论

３􀆰 １　 能量平衡特征

净辐射、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是地表通量交换

中的主要变量，其特征和变化趋势受到很多局地因

素的影响。 地表净辐射通量主要受到地理位置、海
拔的影响，笔者研究观测期间净辐射总量为 ２ ７５８
ＭＪ·ｍ－２，高于内蒙古温带荒漠草原生态系统（１ ６７３
ＭＪ·ｍ－２） ［２２］、黄土塬区麦田（２ ５６０ ＭＪ·ｍ－２） ［２３］。
感热交换取决于乱流热交换系数和空气温度梯度

差，梯度差越大，地面越粗糙，地表热量交换越强，
感热也就较大。 笔者研究中 ３ 个时期感热通量均大

于潜热通量，与内蒙古荒漠草原生长季［２２］ 及塔克拉

玛干沙漠腹地全年［２］的能量平衡特征类似。 ３ 个时

期 Ｈ 和 Ｇ 的变化趋势与 Ｒｎ一致，均呈单峰型日变

化，但两者的曲线不如 Ｒｎ平滑，这可能是间接性湍

流传输引起［２４］。 由于土壤热容远大于空气，土壤温

度变化迟于空气温度变化，因此 Ｇ 到达峰值的时间

滞后于 Ｒｎ，且时间滞后情况受到日出时间的影响。
虽然 Ｇ 占净辐射的比例很小，但是土壤热通量具有

白天吸收能量、夜间释放能量以及夏季储存能量、
冬季释放能量的特点，对地表能量收支起到“能量

缓存”的作用，因此研究乌兰布和沙漠稀疏灌丛能

量平衡时，土壤热通量不能被忽略。
研究能量分配的季节变化可以用来判断下垫

面的干湿状况［２５］。 笔者研究结果表明 Ｈ 为 Ｒｎ的最

大支出项，Ｈ ／ Ｒｎ为 ０􀆰 ６２，而 ＥＬ ／ Ｒｎ在研究期间均很

小，这是由于乌兰布和沙漠地区土壤含水量低，植
被蒸腾作用弱，ＥＬ 小于 Ｈ，且土壤类型为沙土，有利

于快速垂直排水，因此减轻了土壤水分对 ＥＬ 的潜在

影响。 有研究表明，植被覆盖较好的生态系统（农
田、森林和湿地草甸等）能量分配由潜热输送占据

主导，对于极端干旱的荒漠地区而言，水分条件是

决定能量分配的关键因素，若生态系统水分充足，
能量消耗则以潜热通量为主，反之则以感热通量为

主［２６－２９］。 荒漠生态系统能量分配的差异主要来源

于水分条件、植被类型和气候特征［２７］。
３􀆰 ２　 能量闭合特征

能量平衡闭合统计量通常用于评估涡度相关

系统的性能。 笔者研究发现 ３０ ｍｉｎ 通量的能量闭

合率为 ６４％。 ＥＢＲ 在不同时间尺度的统计值显示

能量不闭合度仍然较为显著，全年 ３０ ｍｉｎ 和日平均

通量 ＥＢＲ 分别为 ０􀆰 ６７ 和 ０􀆰 ７７，表明湍流通量被低

估。 在 ＦＬＵＸＮＥＴ 站点中，斜率范围为 ０􀆰 ５３ ～ ０􀆰 ９９，
平均值为 ０􀆰 ７９，截距值范围为 － ３２􀆰 ９ ～ ３６􀆰 ９ Ｗ·
ｍ－２，平均值为 ３􀆰 ７ Ｗ·ｍ－２，包括草地、农田和森林

生态系统［２１］。 在 ＣｈｉｎａＦＬＵＸ 站点中，斜率变化范围

为 ０􀆰 ４９～０􀆰 ８１，平均值为 ０􀆰 ６７，截距值范围为１０􀆰 ８～
７９􀆰 ９ Ｗ · ｍ－２， 平 均 值 为 ２８􀆰 ９ Ｗ · ｍ－２ ［３０］。
ＦＬＵＸＮＥＴ 站点观测的 ＥＢＲ 在 ０􀆰 ３４ 到 １􀆰 ６９ 之间，
平均值为 ０􀆰 ８４； ＣｈｉｎａＦＬＵＸ 站点的 ＥＢＲ 范围为

０􀆰 ５８～１􀆰 ００，平均值为 ０􀆰 ８３［２１，３０］。 不同下垫面水热

通量有所不同，地表能量闭合情况因不同下垫面特

征不同而产生很大差异。 荒漠和沙漠下垫面闭合

率在 ６３％～ ９６％［３１］，理论上，地表能量的收入和支

出应保持平衡，但实际上能量不闭合几乎是所有地

表通量观测中存在的问题。 除系统采样和仪器测

量误差外，笔者研究中站点能量不闭合的原因主要

有高频与低频湍流通量的低估、平流的影响、土壤

热通量的损失和植被冠层储热等其他能量的忽略。
３􀆰 ３　 蒸散特征

地表蒸散强弱受到气象因子和下垫面条件影

响，当地区降水充沛、饱和蒸汽压差大时，潜热交换

较强，蒸散强度大；若地表植被生长情况好，覆盖度

高，则植物蒸腾作用越强，土壤和植被的总体蒸散

相对也越大。 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稀疏灌丛群落

在观测期内 ＥＬ 值较小，蒸散量为 ８５􀆰 ６ ｍｍ，高于降

水量（７９􀆰 ６ ｍｍ），下垫面水分处于亏缺状态，研究区

单次降水量均小于 １０ ｍｍ，这种单次降水量不仅不

能产生地表径流，也无法渗入深层土壤，只能短时

间增加表层土壤水分和空气相对湿度。 笔者发现

生长期日蒸散强度大于生长前期和生长后期，这与

李传金等［８］ 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梭梭群落

旺盛期日均蒸散强度大于萌发期的结论一致。 蒸

散发季节变化过程还受植被物候阶段的影响，研究

区生长期蒸散值为 ８２􀆰 ２ ｍｍ，非生长季蒸散量很小。
笔者研究得出的 ＥＴ 值较 ＹＵＡＮ 等［３２］ 得到的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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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河下游荒漠河岸胡杨林小，这是因为这 ２ 个地区

植被生长状况和生态系统水分状况差异较大，２０１９
年笔者研究期间降水量稀少，下垫面干旱，蒸散发

量较小。 影响蒸散发量的因子较多，且多因子间的

相互作用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　 结论

基于涡度相关技术，研究了乌兰布和沙漠东北

缘稀疏灌丛的能量及蒸散特征，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１）净辐射日变化呈单峰型分布，最高值出现

在 １２：３０ 左右，生长前期和生长期净辐射高于生长

后期；土壤热通量总体也呈单峰状分布，最大值出

现时间比净辐射滞后 ２ ｈ。 感热通量日变化与净辐

射相似，潜热通量值较小且变化不大。
（２）能量分配以感热通量为主，感热通量占净

辐射的 ６２％，潜热通量占 ４％，土壤热通量占 １％，不
同时期各分量也存在明显变化，生长期能量分配为

Ｈ ／ Ｒｎ ＞ ＥＬ ／ Ｒｎ ＞ Ｇ ／ Ｒｎ， 其他时期为 Ｈ ／ Ｒｎ ＞ Ｇ ／ Ｒｎ ＞
ＥＬ ／ Ｒｎ。

（３）３０ ｍｉｎ 通量的能量闭合度为 ６４％，日平均

通量的闭合度为 ６７％。 生长前期、生长期和生长后

期能量闭合度分别为 ５７％、６６％和 ４８％，白天能量闭

合度（６５％）高于夜间（２０％），能量不闭合的原因有

待进一步研究分析。
（４）研究区稀疏灌丛群落蒸散量为 ８５􀆰 ６ ｍｍ，

日均蒸散强度为 ０􀆰 ３６ ｍｍ·ｄ－１。 季节蒸散总体呈

生长季大于非生长季，且生长季内呈逐月增加至 ７
月到达峰值后减小的变化特征。 蒸散时空变化特

征是不同耦合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影响机制及

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还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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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０（２３）：８６８３－８６９３．］

［１６］ ＷＥＢＢ Ｅ Ｋ， ＰＥＡＲＭＡＮ Ｇ Ｉ， ＬＥＵＮＩＮＧ 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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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５６：２４－４４．

［２０］ ＹＡＮ Ｃ Ｈ，ＺＨＡＯ Ｗ Ｌ，Ｗ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ｖａ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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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ＷＡＮＧ Ｘ Ｗ，ＨＵＯ Ｚ Ｌ，ＳＨＵＫＬＡＭ Ｋ，ｅｔ 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Ｆｌｕｘｅｓ ａｎｄ Ｅ⁃
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Ｍａｉｚ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ａｎ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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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平衡特征［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３８ （ １８）：６７０１ － ６７１１．
［ ＮＩ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ＬＩＵ Ｓｈｉ⁃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ａｋ Ｆｏｒｅｓｔ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
ａｔ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ａ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ｔｏ Ｗａｒ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８， ３８ （ １８ ）：
６７０１－６７１１．］

［３０］ 李正泉，于贵瑞，温学发，等．中国通量观测网络（ＣｈｉｎａＦＬＵＸ）
能量平衡闭合状况的评价［ Ｊ］ ．中国科学：Ｄ 辑，２００４，３４（增刊

２）：４６ － ５６． ［ ＬＩ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 ＹＵ Ｇｕｉ⁃ｒｕｎ，ＷＥＮ Ｘｕｅ⁃ｆａ， ｅｔ 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ｔ ＣｈｉｎａＦＬＵＸ Ｓｉｔｅｓ［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ｒ． Ｄ（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４，３４（Ｓｕｐｐｌ． ２）：４６－５６．

［３１］ ＢＥＹＲＩＣＨ Ｆ，ＤＥ ＢＲＵＩＮ Ｈ Ａ Ｒ，ＭＥＩＪＮＩＮＧＥＲ Ｗ Ｍ Ｌ，ｅｔ ａｌ．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ｎｅ⁃ｙｅａ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ｏｍｅｔｅｒ ｏｖｅｒ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 Ｊ］ ．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０５（１）：８５－９７．

［３２］ ＹＵＡＮ Ｇ Ｆ，ＬＵＯ Ｙ，ＳＨＡＯ Ｍ Ｇ，ｅｔ ａｌ．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５８（６）：１０３２－１０４２．

作者简介： 潘雨梦（１９９８—），女，湖南衡阳人，主要从事荒漠

生态系统水热平衡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ｅｎｇｐａｎ１９＠ ｂｊｆｕ．ｅｄｕ．ｃｎ

（责任编辑： 王昌群）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８ （１１）： １４５６－１４６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３－０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４２０７１２７９，３１８０１９９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Ｕ２１Ａ２０１９３）； 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ＸＮＹＢ１９－０１）； 西华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资助项目（１９Ｄ０４５）； 西华师范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基金（ＣＸＴＤ２０１８－

９）； 西华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２０Ｅ０５６）
①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ｊｄ２２４＠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１９７４１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３１．２０２２．０１８１
向姣，周天祥，郭桢杉，等．有蹄类动物对地震灾害体秋季微生境利用与选择特征［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１１）：１４５６－１４６３．
ＸＩＡＮＧ Ｊｉａｏ，ＺＨＯＵ 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ＧＵＯ Ｚｈｅｎ⁃ｓｈａｎ，ｅｔ 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ｂｙ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１１）：１４５６－１４６３．

有蹄类动物对地震灾害体秋季微生境利用与选择特征

向　 姣１，２， 周天祥１，２， 郭桢杉１，２， 毛泽恩１，２， 黄金燕３， 张晋东１，２① 　 （１􀆰 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２􀆰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３􀆰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 大熊猫国

家公园珍稀动物保护生物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 四川 都江堰　 ６１１８３０）

摘要： 为探究地震等大型自然干扰发生后有蹄类动物对受损灾害体秋季微生境利用与选择特征，于汶川地震后

第 ２～１１ 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采用固定样方法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 ４０ 个地震灾害体进行定期调查。 实地测定海

拔、坡度、坡向等 １０ 个相关环境因子，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对有蹄类动物微生境利用与选择特征及种间生态位重

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１）对灾害体利用频率由高到低的有蹄类动物分别为中华斑羚（Ｎａｅｍｏｒｈｅｄｕｓ ｇｒｉｓｅｕｓ）、水
鹿（Ｒｕｓａ ｕｎｉｃｏｌｏｒ）、中华鬣羚（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 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ｉ）和毛冠鹿（Ｅｌａｐｈｏｄｕｓ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ｕｓ）。 其中，毛冠鹿对地震灾

害体的利用率随植被恢复呈上升趋势，而中华鬣羚呈下降趋势。 （２）中华斑羚偏好海拔 ２ ４００ ｍ 左右、木本种数

多、植被盖度较大、土壤占比高的生境。 中华鬣羚偏好海拔 ２ ６００ ｍ、木本种数多、植被盖度较小、裸岩与碎石占比

高的生境。 毛冠鹿偏好海拔 ２ ４００～２ ６００ ｍ、草本种数多、植被盖度较大、土壤占比高的生境。 水鹿偏好海拔 ２ １００
ｍ 左右、草本种数多、植被盖度较大、裸岩与碎石占比高的生境。 （３）中华鬣羚和中华斑羚、毛冠鹿和中华斑羚两

个物种对之间在灾害体微生境利用上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而水鹿分别与中华鬣羚、毛冠鹿、中华斑羚的微生境

变量重叠度较低，存在较大的生态位分化。 通过有蹄类动物对地震灾害体秋季微生境选择特征的调查，可丰富有

蹄类动物应对地震灾害的行为特征信息，为震后制定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政策以及受损灾害体的恢复措施提供

参考。
关键词： 地震灾害体； 有蹄类动物； 微生境选择； 自然干扰； 卧龙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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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２ ６００ ｍ，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ｍａｌ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ｂａｒｅ ｒｏｃｋ ｏｒ ｇｒａｖｅｌ．
Ｔｈｅ ｔｕｆｔｅｄ ｄｅｅｒ ｐｒｅｆｅｒ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２ ４００－２ ６００ ｍ，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ｅｒｂ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ａｒｇ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ｏｉｌ ｒａｔｉ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ｂａｒ ｐｒｅｆｅｒ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２ １００ ｍ，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ｅｒｂ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ａｒｇ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ｂａｒｅ ｒｏｃｋ ｏｒ ｇｒａｖｅｌ． （３） Ａ ｈｉｇ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ｉｔｅｓ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ｒｏｗ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ｕｆｔｅｄ ｄｅｅ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ｉｎ ｍｉ⁃
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ｍｂ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ｒｏｗ， ｓａｍｂａｒ ａｎｄ ｔｕｆｔｅｄ ｄｅｅｒ， ｓａｍｂ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ｒａｌ ｉｓ 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ｉｔ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ａｙ ｅｎｒｉｃ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ｉｔｅ；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Ｗｏｌｏ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地震及其引发的山地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

（以上灾害导致的受损区域统称为地震灾害体）不

仅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也致使野生动

物生境受到破坏与隔离，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１］。
但地震作为一种干扰事件，对森林多样性的增加也

有积极作用。 研究表明地震可通过改变土壤理化

性质而对土壤发育产生重大影响［２］，进而影响灾害

体的植物类型及植被恢复率［３］，间接影响野生动物

的食物来源及隐蔽环境等。 这表明地震对野生动

植物可能起着两种相互矛盾的作用。
有蹄类动物对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稳定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作用［４］。 一方面，它们作为

大中型食肉动物的猎物，在其所处的食物链或食物

网上起着关键作用，是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重要

环节［５］。 同时，它们通过改变植物群落动态来影响

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进程。 有研究表明：在地震等

自然灾害发生后，许多动物仍在利用地震灾害体，
甚至与震前相比活动更频繁［６］。 当生境质量、时
间、空间发生变化时，有蹄类对某种特定生境的偏

好选择会产生新的适应［７］。 目前，国内外关于有蹄

类生境选择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发育完全、植被生

长状况良好的环境［８－９］，而对于遭受地震等自然灾

害破坏后的生境选择与利用研究还很缺乏［１０］。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热点区域之一，区内动物资源丰富，分布着中华

鬣羚（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 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ｉ）、中华斑羚（Ｎａｅｍｏ⁃
ｒｈｅｄｕｓ ｇｒｉｓｅｕｓ）、羚牛（Ｂｕｄｏｒｃａｓ 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水鹿（Ｒｕｓａ
ｕｎｉｃｏｌｏｒ）和毛冠鹿（Ｅｌａｐｈｏｄｕｓ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ｕｓ）等珍稀野

生有蹄类动物［１１］。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造成保护区出

现大面积山体滑坡和崩塌，丰富的松散物质和不稳

定的地表，使得引发泥石流的降雨阈值大幅降

低［３］。 加之，当地多暴雨的气候条件，致使滑坡、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整个山地生态系统产

生持续影响。 研究地震后有蹄类动物对地震灾害

体的选择利用特征，不仅可以探讨地震等自然干扰

对有蹄类生境选择的影响，而且对进一步探讨灾后

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中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协同演化

关系以及物种多样性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１２］。 笔

者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对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

鬣羚、中华斑羚、水鹿和毛冠鹿的地震灾害体微生

境利用与选择特征进行研究，以期进一步丰富同域

分布的有蹄类动物的生境选择特征研究，为灾后有

蹄类保护与栖息地生境恢复积累基础数据。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０° ４５′ ～ ３１° ２５′ Ｎ，
１０２°５２′～１０３°２４′ Ｅ）位于四川盆地西缘的邛崃山脉

东南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部，总面

积约为 ２ ０００ ｋｍ２，海拔落差高达 ５ １００ ｍ（图 １）。

灾害体为欧阳志云等［１］ 确定的地震破坏区域（由森林转化为裸地）。

图 １　 研究区域示意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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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自然保护区地形复杂，水系发达，植被垂

直带谱明显。 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的动物

资源，保存了不少古老孓遗物种和特有物种，如大

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小熊猫（Ａｉｌｕｒｕｓ ｆｕｌ⁃
ｇｅｎｓ）、中华斑羚和中华鬣羚等［１３］。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造成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

生境破坏面积为 ７ ４３２􀆰 ２ ｈｍ２，约占整个保护区大熊

猫生境面积的 ８􀆰 ７％［１４］，且自地震后滑坡、泥石流等

次生灾害频发，保护区内约 ４０ ｋｍ２森林植被受到破

坏，严重威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１５］。 考虑到具

有充足的野外工作基础，课题组选择在长期受到地

震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的干扰且野生动物分布相

对密集的黄草坪、核桃坪和五一棚区域（分别简称

ＨＣＰ、ＨＴＰ 和 ＷＹＰ，图 １）开展研究［１６－１７］。
１􀆰 ２　 数据采集与处理

汶川地震后，在五一棚、核桃坪和黄草坪区域

内选择 ４０ 个受损灾害体作为固定样地（表 １），这些

受损样地是从 ２００８ 年进行的初始实地调查中遇到

的所有受损区域中随机选择的（ｎ ＝ １０７）。 在每个

重点区域（共 １４ 条样带，总长 ３５ ｋｍ）沿 １００～２００ ｍ
宽的变长样带（５００～４ ０００ ｍ 长）进行采样。 对沿着

这些样带遇到的所有地震受损地点进行采样。 如

果有明显的山体滑坡或泥石流，将受损地点定义为

灾害体，并排除任何仅受到轻微损坏的地点。 样带

的设置覆盖 ３ 个重点区域的大部分海拔范围、栖息

地类型。 通过清晰可见的矿质土壤或基岩以及因

地震而倒下的树木来确定每个地点的边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每年 １０—１１ 月定期对样地进行

调查，收集以下数据：（１）样地地形地貌调查数据，
包括灾害体类型（滑坡、泥石流）、面积、坡向、坡度、
坡位、海拔、裸岩及碎石占比、土壤占比等。 （２）样

地植被调查数据，包括样地内植物覆盖度、木本植

物总盖度、草本植物总盖度、木本植物种类、草本植

物种类。 （３）样地动物活动情况调查数据，包括动

物种类、活动痕迹类型、取食植物种类等。 样地内

出现的动物种类为根据现场的活动痕迹判断得出，
活动痕迹包括粪便、足迹、食迹、实体和毛发。 水

鹿：在干湿适度地表上的蹄印紧靠，前部窄而略尖，
后部相对较宽，两蹄印间高凸一条狭窄的泥土棱

脊；粪粒主要有大、小圆形和长椭圆形两大类。 毛

冠鹿：粪便黑色，较细小，一端较平有凹痕，另一端

尖，形状较为不规则。 中华鬣羚：足蹄短钝结实；粪
粒明显较麂类大，每次排数为 １０ 粒，散堆状，岩脚常

集大堆。 中华斑羚：足印与家山羊近似，略似“肾

形”，但偶蹄印相距较开，且内、外印多呈前后错位

排列；粪便具干性，多呈不规则颗粒叠堆，少数颗粒

具针尾［１８］。 根据有蹄类动物的粪便、足迹及植物残

留来判断该动物是否取食了该种植物。 如果被食

植物周围出现两种动物的粪便或足迹，即记为两种

动物都取食该种植物。 通过遗留的粪便、足迹等间

接指标来研究相应物种的生境利用状况已有很多

报道，证明其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１９－２０］。 在一个

具体样地中，某个目标物种记为“出现 ／不出现”的

“１ ／ ０”数据。

表 １　 样地的地理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样地编号 样地面积 ／ ｍ２ 海拔 ／ ｍ 坡度 ／ （ °） 坡向 ／ （ °）

ＨＣＰ－０１ 　 ２９９ ２ ３９０ ６６ ２８９
ＨＣＰ－０２ ３４２ ２ ４２０ ６５ ３５０
ＨＣＰ－０３ ４９５ ２ ４８０ ４０ ２７０
ＨＣＰ－０４ ９７５ ２ ６４５ ５０ ２６８
ＨＣＰ－０５ ７５０ ２ ６８０ ４５ ２９０
ＨＣＰ－０６ １ ７５０ ２ ６６０ ５５ ３０２
ＨＣＰ－０７ ７ ７００ ２ ５２０ ６０ ３０
ＨＣＰ－０８ ４４０ ０００ ２ ６８０ ６４ ３２４
ＨＣＰ－０９ ２８０ ２ ４１０ ４３ ３４８
ＨＣＰ－１０ ４ ０００ ２ ３９０ ５５ ３４８
ＨＣＰ－１１ １４０ ２ ４１０ ４５ ２００
ＨＣＰ－１２ ２ ５００ ２ ４２０ ４０ ３１８
ＨＣＰ－１３ ２ １００ ２ ２２０ ３５ ２５０
ＨＣＰ－１４ ７ ０００ ２ ３８０ ６０ ２５８
ＨＣＰ－１５ ９００ ２ ４２０ ５０ ２２６
ＨＴＰ－０１ ２ ７００ ２ ４４０ ６０ ３１６
ＨＴＰ－０２ ７５０ ２ ６２０ ４５ ２５２
ＨＴＰ－０３ １３５ ２ ５３５ ５０ ２４４
ＨＴＰ－０４ ６００ ２ ４０５ ６０ １８０
ＨＴＰ－０５ ９ ６００ ２ ０４０ ５５ ３００
ＨＴＰ－０６ ３００ ２ １２０ ５０ ２６８
ＨＴＰ－０７ ２５ １ ９６０ ４５ ３３８
ＨＴＰ－０８ ４ ２００ ２ ４００ ６５ ３６０
ＨＴＰ－０９ ３００ ２ ０７０ ５０ ３１０
ＨＴＰ－１０ ３ ０００ ２ １１５ ４５ ３１０
ＷＹＰ－０１ １ ２００ ２ ４５０ ５５ ３２４
ＷＹＰ－０２ １ ８００ ２ ４４０ ５５ ９５
ＷＹＰ－０３ ２４ ２ ４９０ ４５ ９０
ＷＹＰ－０４ ３ ５７５ ２ ４６０ ６０ ２３０
ＷＹＰ－０５ １２５ ２ ６１４ ５７ ３１６
ＷＹＰ－０６ １ ０５０ ２ ６００ ４０ ９７
ＷＹＰ－０７ ９００ ２ ５６５ ５０ ９０
ＷＹＰ－０８ １３２ ２ ５１５ ３５ １１６
ＷＹＰ－０９ ９０ ２ ５１０ ４５ １１０
ＷＹＰ－１０ ４４０ ２ ５１０ ４５ ３２７
ＷＹＰ－１１ ３７５ ２ ５２５ １０ ３４８
ＷＹＰ－１２ １９５ ２ ５７０ ２５ １００
ＷＹＰ－１３ ２５ ２ ６２０ ３５ １０８
ＷＹＰ－１４ ７２０ ２ ６４０ ５０ １１６
ＷＹＰ－１５ ５４０ ２ ５６０ ５０ １１５

收集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地震灾害体内动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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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其中，２０１３ 年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两个样地被

损毁，一个继续记录，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样地数为

４０，２０１３ 年样地数为 ３８，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样地数为 ３９。
由于样地总数发生变化，为了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计算野生动物每一年分别对地震灾害体的利用

率（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ＵＲ， ＲＵ）以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每

种动物对地震灾害体的利用频率 （ ｕ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ＵＦ， ＦＵ），计算公式为

ＲＵ ＝Ａ ／ Ｓ×１００， （１）
ＦＵ ＝ ｙ ／ Ｙ。 （２）

式（１） ～ （２）中，Ａ 为动物出现的灾害体样地数；Ｓ 为

总的灾害体样地数；ｙ 为某种动物被记录到的年份

数；Ｙ 为总的年份数。
为了进一步掌握中华鬣羚、中华斑羚、水鹿、毛

冠鹿对地震灾害体微生境的选择特征，综合 １０ ａ 数

据，选择海拔、坡度、坡向、植物种数、盖度、草本种

数、木本种数、取食植物种数、土壤占比以及裸岩和

碎石占比共 １０ 个相关环境因子，采用 ＧＥＡＮＧＥ
等［２１］提出的多元核密度估计方法衡量种间生态位

重叠。 该方法基于观测值生成平滑的核密度函数，
并计算两个物种之间的重叠，将其作为概率分布的

重叠区域，其值范围从 ０（完全分离）到 １（完全重

叠）。 首先，针对每个变量计算每对有蹄类物种之

间的生态位重叠，然后，通过将它们对应的变量取

平均值来获得微生境利用的综合重叠。 采用零模

型置换测试来确定观察到的重叠是否明显小于随

机预期。 对于每次比较，将物种标记随机分组 １ ０００
次。 采用 ｔ 检验将模拟的核密度分布之间的重叠与

观察到的重叠进行比较，差异显著表明发生了种间

生态位分化，并且进行连续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校正以最大

程度地减小来自多重比较的 Ｉ 型错误的可能性［２２］。
采用 ＧＥＡＮＧＥ 等［２１］提供的脚本利用 Ｒ ３􀆰 ３􀆰 ２ 软件

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野生动物利用地震灾害体总体状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共记录到除鸟类和两栖类以外

的野生动物 １６ 种，隶属 ６ 目 １３ 科（附表 １）。 对灾

害体利用频率较高的动物是中华斑羚（１􀆰 ０）、水鹿

（ １􀆰 ０ ）、 中 华 鬣 羚 （ ０􀆰 ９ ）、 豹 猫 （ Ｐｒｉｏｎａｉｌｕｒｕ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０􀆰 ８）和毛冠鹿（０􀆰 ４）等（附表 １）。 随

着植被逐渐恢复，灾害体植被盖度总体上呈上升趋

势，毛冠鹿对地震灾害体的利用率呈上升趋势，中
华鬣羚呈下降趋势。 中华斑羚和水鹿对灾害体的

利用率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图 ２），而且它们对灾

害体的利用频率也高于中华鬣羚和毛冠鹿（图 ３）。

图 ２　 不同年份灾害体的植被盖度变化和

４ 种有蹄类动物利用率趋势

Ｆｉｇ􀆰 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ｏｕｒ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图 ３　 ４ 种有蹄类动物对地震灾害体的利用频率

Ｆｉｇ􀆰 ３　 Ｕ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ｉｔｅｓ ｂｙ ｆｏｕｒ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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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有蹄类动物微生境利用

２􀆰 ２􀆰 １　 地形因子

中华鬣羚偏好利用海拔 ２ ６００ ｍ 左右的灾害

体，水鹿偏好利用海拔 ２ １００ ｍ 左右的灾害体，中华

斑羚和毛冠鹿都偏好选择利用海拔为 ２ ４００ ～ ２ ６００

ｍ 的灾害体（图 ４）。 水鹿偏好利用坡度为 ５０°左右

的灾害体，中华鬣羚、中华斑羚、毛冠鹿偏好利用坡

度为 ４０° ～ ７０°的灾害体。 水鹿偏好选择阳坡灾害

体，中华鬣羚、中华斑羚、毛冠鹿对坡向没有表现出

偏好。

图 ４　 ４ 种有蹄类动物对地震灾害体微生境利用特征

Ｆｉｇ􀆰 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ｉｔｅｓ

２􀆰 ２􀆰 ２　 植被因子

毛冠鹿取食植物种数较少，食性比较单一；中
华斑羚、水鹿、中华鬣羚取食植物种类较多，食性广

泛，倾向于选择植物种数较多的灾害体（图 ４）。 毛

冠鹿偏好选择植被盖度较高的灾害体，水鹿更喜好

选择草本种数较多的灾害体，中华斑羚喜好选择木

本种数较多的灾害体。
２􀆰 ２􀆰 ３　 样方基质

水鹿和毛冠鹿偏好土壤占比高的灾害体，回避

裸岩与碎石占比高的灾害体。 中华鬣羚和中华斑

羚偏好选择裸岩与碎石占比高的灾害体（图 ４）。
２􀆰 ２􀆰 ４　 有蹄类动物生态位重叠

中华鬣羚和中华斑羚、毛冠鹿和中华斑羚两个

物种对之间包含 １０ 个微生境变量的空间生态位综

合重叠，在灾害体微生境利用上表现出较高的相似

性。 中华鬣羚和中华斑羚都偏好海拔较高、草本种

数较多、植被盖度较大、裸岩与碎石占比高的生境

（表 ２）。 中华斑羚和毛冠鹿都偏好选择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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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００～２ ６００ ｍ、坡度 ４０° ～７０°、植被盖度高的生境。
水鹿分别与中华鬣羚、毛冠鹿、中华斑羚的微生境

变量重叠度较低，存在较大的生态位分化。

表 ２　 ４ 种有蹄类物种微生境变量的生态位重叠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ｉｃ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微生境变量 中华鬣羚与毛冠鹿 中华鬣羚与水鹿 中华鬣羚与中华斑羚 毛冠鹿与水鹿 毛冠鹿与中华斑羚 水鹿与中华斑羚

海拔 ０􀆰 ８９１ ０􀆰 ５３１∗ ０􀆰 ８７２ ０􀆰 ６０９∗ ０􀆰 ９２８ ０􀆰 ６０９∗

坡向 ０􀆰 ８２５ ０􀆰 ５８９∗ ０􀆰 ８７５ ０􀆰 ６９１∗ ０􀆰 ９１３ ０􀆰 ６８２∗

坡度 ０􀆰 ８９１ ０􀆰 ７９５ ０􀆰 ８６１ ０􀆰 ８１６ ０􀆰 ８７７ ０􀆰 ８６３
取食植物种数 ０􀆰 ８４０ ０􀆰 ９０３ ０􀆰 ９１９ ０􀆰 ７７９∗ ０􀆰 ８０４∗ ０􀆰 ９２１
植物种数 ０􀆰 ８５８ ０􀆰 ７３６∗ ０􀆰 ８４３ ０􀆰 ７６１∗ ０􀆰 ８２７ ０􀆰 ８７９
植被盖度 ０􀆰 ７５５∗ ０􀆰 ６６４∗ ０􀆰 ８５８ ０􀆰 ８８４ ０􀆰 ８７３ ０􀆰 ７９５∗

草本种数 ０􀆰 ８０９ ０􀆰 ７０３∗ ０􀆰 ８４６ ０􀆰 ７５５∗ ０􀆰 ８３８ ０􀆰 ７９８
木本种数 ０􀆰 ９６４ ０􀆰 ８４４ ０􀆰 ８６９ ０􀆰 ８５１ ０􀆰 ８７９ ０􀆰 ９１７
裸岩和碎石占比 ０􀆰 ６５３∗ ０􀆰 ６８０∗ ０􀆰 ８２３ ０􀆰 ８７２ ０􀆰 ７９７ ０􀆰 ８５０
土壤占比 ０􀆰 ６８２ ０􀆰 ７２６ ０􀆰 ８８９ ０􀆰 ８６５ ０􀆰 ７５５ ０􀆰 ８２０
综合重叠 ０􀆰 ８１７∗ ０􀆰 ７１７∗ ０􀆰 ８６６ ０􀆰 ７８８∗ ０􀆰 ８４９ ０􀆰 ８１３∗

经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零模型检验发现，占据显著不同生态位的物种对用∗表示。

３　 讨论

有蹄类对于生境的选择和利用，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２３］，食物和遮蔽是最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２４］。
笔者研究的野外长期监测结果表明，自然条件下，
经过 ４ ａ 的自然恢复，地震灾害体上的植被覆盖率

达到 ７０％［２５］。 地震灾害体上植物种数逐渐增加，郁
闭度和盖度大大提高，为生性机敏的有蹄类动物提

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及躲避天敌的庇护所，因此，
地震 ２ ａ 后即有有蹄类动物选择并利用灾害体。 随

着灾害体植被盖度逐渐增加，毛冠鹿对灾害体的利

用率逐渐增加，中华鬣羚对灾害体的利用率逐渐减

少（图 ２）。 这也反映了有蹄类动物对生境的选择并

不是由植被盖度这一单一因素决定的。 虽然植被

恢复会吸引有蹄类对灾害体的利用，但动物本身的

特性、灾害体生境本身的特性、食物的有效性、捕食

和竞争等因素均会影响有蹄类对灾害体的选择与

利用［７］。 由于毛冠鹿偏好植被盖度较高的生境，故
植被盖度越高，对毛冠鹿越有利；而中华鬣羚偏好

植被盖度低的生境，植被盖度越高，反而不利于其

观察周围的捕食者。 水鹿和中华斑羚对灾害体的

利用率及利用频率高于毛冠鹿和中华鬣羚，推测这

是因为水鹿和中华斑羚对灾害发生后的环境适应

能力强，占据了较宽的生态位。 同时，水鹿和中华

斑羚喜食灾害体上生长的一些早期演替优势植物，
如西藏悬钩子、大叶醉鱼草等，还喜食演替中后期

的红桦、卧龙柳的嫩尖。 水鹿和中华斑羚喜爱在开

阔平坦的地带活动，有利于它们观察周围的情况，
而灾害的发生为它们提供了这类环境，因此，在地

震发生后它们的活动范围没有很大变化，反而占据

了优势。
重新选择并利用这些受损的栖息地，是有蹄类

动物响应自然干扰后异质环境的重要形式之一。
笔者研究中，４ 种同域分布的有蹄类动物对 １０ 个微

生境因子的选择表现出一定差异性。 水鹿偏好选

择植物种数高、植被盖度高的生境，这符合其食物

生态位宽的特性。 阳坡气温较高，可以减少能量损

失，水鹿对阳坡表现出选择偏好。 毛冠鹿的食性相

对单一，偏好植被盖度大、坡度较缓的生境。 值得

注意的是，毛冠鹿偏好利用海拔 ２ ４００ ～ ２ ６００ ｍ 的

灾害体生境，与刘梁等［２６］ 和程松林等［２７］ 对非灾害

体生境的研究结果相比，毛冠鹿偏好利用的海拔较

高，从物种繁殖、能量需求角度推测，这可能与它们

为了发情期（９—１２ 月）获取更多能量有关。 中华斑

羚偏好海拔 ２ ４００ ｍ 左右、木本种数较多、植被盖度

较大的生境，这反映了中华斑羚对隐蔽条件好及食

物资源丰富生境的需求。 中华鬣羚行动敏捷，能在

陡峭岩石上灵活行走、奔跑，以陡峭的地形作为逃

避和防御敌害的反捕食策略，因此，其偏好海拔更

高、坡度较陡、岩石占比高、植被盖度小的生境。 总

体而言，４ 种有蹄类动物对灾害体海拔、坡度的选择

差异不显著，而对灾害体基质、植被因子的选择分

化较大，这也反映了食物是影响秋季有蹄类动物对

生境选择的重要因子。
虽然这 ４ 种有蹄类在利用灾害体的一些微生境

因子上具有不同偏好，但总体上都表现出较高的生

态位重叠。 中华鬣羚和中华斑羚同属于牛科羊亚

科，亲缘关系接近，生活习性相似，因而它们对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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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微生境选择重叠度较高。 调查时间正值卧龙

自然保护区的下秋季，栖息地中植物的可利用性和

质量下降，导致有蹄类动物对能量摄取不足。 为了

维持生存，有蹄类动物调整微生境选择范围来适应

环境，以获得最大利益而减小能量损耗［２８］。 例如，
笔者研究发现中华斑羚在秋冬季节通过选择较低

海拔生境来躲避低温，因而其与毛冠鹿所偏好的海

拔范围出现重叠。
与非灾害体生境不同，地震及次生灾害的发生

导致灾害体生境坡度、植被、基质产生变化。 由于

灾害体上植被自然恢复速度较快，且有蹄类动物具

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因此，地震 ２ ａ 后即有有蹄

类动物选择并利用灾害体。 与其他非灾害体生境

选择的研究结果［２６，２９－３０］ 相比，４ 种有蹄类动物利用

的灾害体生境坡度较陡，这也表明环境因子的变化

会促进有蹄类动物对异质环境的适应。 在灾害体

植被恢复过程中，地震灾害体上的植物为有蹄类动

物提供了食物和隐蔽所，而有蹄类动物的利用活动

（取食、践踏、排泄）会对灾害体上的植物产生影响，
有蹄类动物与灾害体上的植物之间衍生出一种相

互协同的进化关系，共同促进受损生态系统的修

复。 因此，未来在开展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中，不仅

要注重对灾害体上植物更新及有蹄类动物活动的

长期监测，还要探究自然干扰后植被恢复过程中有

蹄类动物和植物之间的耦合机制，以便更好地为有

蹄类动物保护和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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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记录到的野生动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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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ｆｉｅ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１１）：１４６４－１４７２．

生物炭及其碳骨架对微生物去除水中低浓度硝酸盐的影响

常智淋１， 王朝旭１，２①， 张 　 峰１，２， 李红艳１，２， 崔建国１，２ 　 （１􀆰 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西 晋中 　
０３０６００； ２􀆰 山西省市政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 山西 晋中　 ０３０６００）

摘要： 为探究生物炭及其碳骨架对反硝化过程及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以稻壳生物炭（ＢＣ）为例，通过水洗法制备碳

骨架（ＷＢＣ）和浸提液（ＢＣＥ），并富集筛选厌氧反硝化细菌（ＤＢ），然后分别在 ＢＣ、ＷＢＣ 或 ＢＣＥ 存在条件下，开展

ＤＢ 去除模拟废水中低浓度硝酸盐（约 １０ ｍｇ·Ｌ－１）的室内培养试验，探究培养过程中模拟废水 Ｎ２Ｏ 和 Ｎ２Ｏ＋Ｎ２排

放速率、理化指标及硝酸盐还原酶和亚硝酸盐还原酶活性的动态变化。 结果表明，模拟废水 Ｎ２Ｏ 排放完全通过微

生物途径产生。 ＤＢ 处理反硝化速率（Ｎ２Ｏ＋Ｎ２排放速率）峰值（以 Ｎ 计）在培养 ４８ ｈ 时出现，而 ＤＢ＋ＢＣ 处理反硝

化速率峰值在 ３６ ｈ 时出现，ＤＢ＋ＷＢＣ 处理反硝化速率峰值甚至在 ２４ ｈ 时出现，且 ＤＢ＋ＢＣ 和 ＤＢ＋ＷＢＣ 处理峰值

（分别为 ４４ ０８７􀆰 ７９ 和 ４６ ８２６􀆰 ２７ ｎｇ·ｈ－１）均明显高于 ＤＢ 处理（３８ ０９７􀆰 ４５ ｎｇ·ｈ－１）。 与 ＤＢ 处理相比，ＤＢ＋ＢＣ 和

ＤＢ＋ＷＢＣ 处理 Ｎ２Ｏ＋Ｎ２累积排放量分别增加 ３０􀆰 １７％和 ２􀆰 ８６％，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分别减少 ８３􀆰 ０４％和 ７４􀆰 ５２％，表明

生物炭及其碳骨架均能提高反硝化速率，并促进 Ｎ２Ｏ 还原。 与 ＤＢ＋ＢＣ 处理相比，ＤＢ＋ＷＢＣ 处理 Ｎ２Ｏ＋Ｎ２累积排放

量减少 ２０􀆰 ９８％，表明碳骨架的反硝化促进作用不及生物炭，但碳骨架的电导结构在反硝化过程中仍起主要作用。
关键词： 稻壳生物炭； 碳骨架； 硝酸盐； 反硝化作用； Ｎ２Ｏ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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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污水量不断增加，水体污染日益严重。 日益

突出的水环境问题，使得污水处理的排放标准越来

越高。 然而，目前普遍推行的 ＧＢ 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 Ａ 标准规

定，出水总氮（ＴＮ）质量浓度不高于 １５ ｍｇ·Ｌ－１，但
其仍远高于 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中 Ｖ 类水质标准（ ＴＮ 质量浓度不高于 ２． ０ ｍｇ·
Ｌ－１）。 因此，对于受纳水体来说，城镇污水处理厂尾

水仍可能是潜在污染源［１］。 ＮＯ３
－ ⁃Ｎ 是城镇污水处

理厂尾水中氮素的主要形式，其质量浓度约为 １０
ｍｇ·Ｌ－１。 同时，ＮＯ３

－ ⁃Ｎ 的富集也是造成水体富营

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且 ＮＯ３
－ ⁃Ｎ 是反硝化作用的

底物，易引起氧化亚氮（Ｎ２Ｏ）排放，而 Ｎ２Ｏ 的全球

增温潜势是 ＣＯ２的 ２９８ 倍［２］，对全球变暖有重要影

响。 因此，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污水处理厂尾水中

ＮＯ３
－ ⁃Ｎ 浓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生物炭是一种含碳量丰富、孔隙多、比表面积

大、结构稳定且难以被微生物降解的物质［３］，近年

来引起广泛关注。 生物炭具有电化学活性［４］，其电

化学活性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生物炭表面存

在的氧化还原活性官能团（如醌、酚等结构） ［５］；二
是由 π 电子离域和类石墨片状结构引起的电导［６］。
生物炭包含可溶和不可溶组分［７］。 在自然界中，生
物炭可溶组分会溶出，剩下的不可溶组分表面含氧

官能团也会发生变化。 研究表明，生物炭氧化还原

活性官能团以溶解性有机碳 （可溶组分） 形式存

在［８］，而电导结构存在于碳骨架 （不可溶组分）
中［９］。 与生物炭氧化还原活性不同，生物炭电导结

构能够直接将电子从电子供体传递到电子受体，而
不需要暂时储存电子［５］，此电子传递过程并不发生

化学反应，因此，其电子传递速度较快［１０］。
反硝化过程表现为在缺氧条件下，作为电子受

体的 ＮＯ３
－在硝酸盐还原酶（ＮＡＲ）作用下被还原为

ＮＯ２
－，然后，依次在亚硝酸盐还原酶（ＮＩＲ）、一氧化

氮还原酶以及氧化亚氮还原酶作用下，最终还原为

Ｎ２Ｏ 和 Ｎ２。 因此，生物炭作为一种电化学活性物

质，其在反硝化过程中必定起着重要作用，施用生

物炭可能是减少 Ｎ２ Ｏ 排放的一种潜在方法［１１］。
ＣＨＥＮ 等［８］ 研究发现，低温（３００ ℃）条件下制得的

生物炭上酚类结构可以作为电子供体，促进反硝化

过程中 Ｎ２Ｏ 还原；高温（８００ ℃）条件下制得的生物

炭上醌类结构可以作为电子受体，抑制反硝化速率

和 Ｎ２Ｏ 排放；同时，高温条件下制得的生物炭上电

导结构也可以促进反硝化过程中 Ｎ２Ｏ 还原。 生物

炭可以促进微生物之间的胞外电子传递，称之为直

接种间电子传递［１２］。 ＬＩＵ 等［１３］ 研究发现，在以乙醇

为电子供体、以富马酸盐为电子受体的培养基中，生
物炭可以加速电子从金属还原地杆菌属（Ｇｅｏｂａｃｔｅｒ
ｍｅｔａｌｌｉｒｅｄｕｃｅｎｓ）向硫还原地杆菌属（Ｇｅ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ｕｌｆｕｒｒｅ⁃
ｄｕｃｅｎｓ）转移，从而促进细菌生长，此过程中生物炭的

电导结构促进了微生物种间电子传递。 类似地，
ＣＡＹＵＥＬＡ 等［１４］研究发现，生物炭的电导结构增加

了反硝化微生物与生物炭表面离域 π－电子体系之

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从而促进电子传递。
虽然生物炭对反硝化作用的电子传递过程有

显著影响，但是生物炭中可溶组分（浸提液）与不可

溶组分（碳骨架）对反硝化作用和 Ｎ２Ｏ 排放的相对

贡献如何，尚不清楚。 因此，笔者以稻壳生物炭为

例，首先通过水洗法制备碳骨架（不可溶组分）和浸

提液（可溶组分），并富集筛选厌氧反硝化细菌，然
后开展在生物炭、碳骨架或浸提液存在条件下，反
硝化细菌去除模拟废水中低浓度（约 １０ ｍｇ·Ｌ－１）
硝酸盐的室内培养试验，探究稻壳生物炭、碳骨架

和浸提液对反硝化过程及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并揭示

碳骨架（电导结构）在反硝化过程中的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稻壳生物炭可溶和不可溶组分的分离与表征

供试生物炭为稻壳生物炭（ＢＣ），使用前过 １
ｍｍ 孔径筛。 将生物炭和超纯水按质量 （ ｇ） 体积

（ｍＬ）比 １ ∶ ５０ 比例混合，振荡 ２４ ｈ（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
２５ ℃）后过 ０􀆰 ４５ μｍ 孔径滤膜，收集滤液，冷冻条件

（－１８ ℃）下保存，此为生物炭可溶组分，称为浸提

液（ＢＣＥ）。 收集滤膜上的生物炭，将其悬浮于超纯

水中，振荡 ６ ｈ（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２５ ℃），过滤，重复这

一过程，直至滤液电导率（ＥＣ）小于 ５０ μＳ·ｃｍ－１，然
后收集生物炭，烘至恒重（６０ ℃），此为生物炭不可

溶组分，称为碳骨架（ＷＢＣ）。 ＢＣ、ＷＢＣ 和 ＢＣＥ 理

化性质测定方法同文献［１５］，含氧官能团类型采用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Ｔｗｏ，美国）测定。
１􀆰 ２　 反硝化细菌的培养和鉴定

１􀆰 ２􀆰 １　 反硝化细菌的富集分离

以山西省太原市某污水处理厂 Ａ２ ／ Ｏ 工艺回流

池的活性污泥为菌种来源。 将 ２ ｍＬ 活性污泥上清

液接种至 ２００ ｍＬ 反硝化液体培养基〔组成及质量

浓度（ ｇ·Ｌ－１）：柠檬酸钠 ５􀆰 ０，ＫＮＯ３ ２􀆰 ０，Ｋ２ ＨＰＯ４

１􀆰 ０，ＫＨ２ ＰＯ４ １􀆰 ０，ＭｇＳＯ４ ０􀆰 ２；微量元素溶液［１６］ ２
ｍＬ；ｐＨ ７􀆰 ０ ～ ７􀆰 ５〕 进行富集培养 （ 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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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 ３ ｄ 后以体积分数 φ ＝ １％的接种量将培养

基上清液接种至新鲜的反硝化液体培养基中，重复

富集 ３ 次。 富集后采用平板涂布法分离并初筛厌氧

反硝化细菌［１７］。 所有培养基在配制过程中，首先通

入高纯氮气（φ＝ ９９􀆰 ９９９％）驱氧 ３０ ｍｉｎ，同时向培养

基中加入还原剂 Ｌ－半胱氨酸（０􀆰 ５ ｇ·Ｌ－１），利用其

还原性去除氧，使培养基处于无氧状态，然后灭菌

２０ ｍｉｎ 备用（１２１ ℃） ［１８］。
１􀆰 ２􀆰 ２　 细菌反硝化能力鉴定

从溴百里酚蓝初筛培养基表面挑取呈蓝色的

单菌落［１７］，接种至 １５０ ｍＬ 模拟废水〔组成及质量浓

度（ｇ·Ｌ－１）：柠檬酸钠 ０􀆰 １８，ＫＮＯ３ ０􀆰 ０７（ＮＯ３
－ ⁃Ｎ 质

量浓度为 １０ ｍｇ·Ｌ－１ ），其余同反硝化液体培养

基〕，连续培养 ７２ ｈ（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３０ ℃），分别于培

养 ０、４、８、１２、２４、３６、４８、６０ 和 ７２ ｈ 时采样，测定其

ＮＯ３
－ ⁃Ｎ、ＮＯ２

－ ⁃Ｎ、ＮＨ４
＋ ⁃Ｎ 和 ＴＮ 浓度。 选取 ＮＯ３

－ ⁃Ｎ
和 ＴＮ 浓度明显降低的菌落作为后续试验所用厌氧

反硝化细菌（ＤＢ）。 将该菌落接种至反硝化液体培

养基培养 ７２ ｈ（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３０ ℃）后，４ ℃条件下

保存备用。
１􀆰 ２􀆰 ３　 细菌分子生物学鉴定

将含有 ＤＢ 的反硝化液体培养基离心（转速为

１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半径为 ９􀆰 ８３ ｃｍ，５ ｍｉｎ）收集

菌体后，用干冰包装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微生物 １６Ｓ 扩增子高通量测序。 利

用引物 ３４１Ｆ： ＣＣＴＡＣＧＧＧＮＧＧＣＷＧＣＡＧ 和 ８０５Ｒ：
ＧＡＣＴＡＣＨＶＧＧＧＴＡＴＣＴＡＡＴＣＣ 对细菌 １６Ｓ 的 Ｖ３ ～
Ｖ４ 区进行扩增，ＰＣＲ 扩增中高保真反应体系选用

Ｙｅａｓｅｎ 的 ２×Ｈｉｅｆｆ ® Ｒｏｂｕｓｔ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ＰＣＲ
产物采用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ＭｉＳｅｑＴＭ ／ ＨｉｓｅｑＴＭ测序系统上机分

析，在 ９７％置信度下将样品所有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

列进行分类，获得门水平下的分类。 另外，采用

ＰＩＣＲＵＳｔ 软件将所筛选菌落的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

与代谢功能已知的微生物参考基因组 ＫＥＧＧ 功能

谱数据库进行对比，预测菌落的代谢功能。
１􀆰 ３　 室内培养试验

通过利用反硝化细菌去除模拟废水中低浓度

硝酸盐的室内培养试验，探究稻壳生物炭、碳骨架

和浸提液对反硝化过程及 Ｎ２Ｏ 排放的影响，揭示碳

骨架（电导结构）在反硝化过程中的作用。 试验采

用随机区组设计，共设 ５ 个处理：（１）模拟废水＋生
物炭（ＢＣ）；（２）模拟废水＋种子液（ＤＢ）；（３）模拟废

水＋种子液＋生物炭（ＤＢ＋ＢＣ）；（４）模拟废水＋种子

液＋碳骨架（ＤＢ＋ＷＢＣ）；（５）模拟废水＋种子液＋浸
提液（ＤＢ＋ＢＣＥ）。

移取 ５ ｍＬ 预先保存的含所筛选菌落 ＤＢ 的反

硝化液体培养基接种于 １ Ｌ ＬＢ 液体培养基［１９］ 中，
培养至吸光度 Ｄ６００ ＝ １􀆰 ０（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３０ ℃），离心

（转速为 １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半径为 ９􀆰 ８３ ｃｍ，５
ｍｉｎ）收集菌体后，用无菌水洗涤两次，最后重悬浮

于 １００ ｍＬ 无菌水中，此为种子液。 首先将 ５ ｍＬ 种

子液添加至装有 １００ ｍＬ 模拟废水的培养瓶（３００
ｍＬ）中（对于 ＢＣ 处理，用等体积的无菌水代替种子

液；对于 ＤＢ＋ＢＣＥ 处理，培养瓶中模拟废水体积为

５０ ｍＬ），混匀后将 １ ｇ ＢＣ 或 ＷＢＣ 加入培养瓶；对于

ＤＢ＋ＢＣＥ 处理，将 ５０ ｍＬ ＢＣＥ 加入培养瓶。 除 ＤＢ＋
ＢＣＥ 处理培养体系 ＮＯ３

－ ⁃Ｎ 质量浓度为 ４􀆰 ７６ ｍｇ·
Ｌ－１外，其他处理均为 ９􀆰 ５２ ｍｇ·Ｌ－１。 充分混匀后，
用连接有两个三通阀的瓶盖密封培养瓶口。 为了

在培养过程中保持无氧状态，培养瓶顶部空间用高

纯氮气（φ ＝ ９９􀆰 ９９９％）充分置换。 所有培养瓶置于

摇床（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３０ ℃）中避光连续培养 ６０ ｈ。
每个处理设置 ９ 个培养瓶，将 ９ 个培养瓶平均

分成 ３ 组。 第 １ 组培养瓶用于测定 Ｎ２Ｏ 排放速率；
向第 ２ 组培养瓶顶部空间加入乙炔（φ＝ ２０％），且压

力保持在 １􀆰 ０１３ × １０５ Ｐａ，用于抑制反硝化过程中

Ｎ２Ｏ 向 Ｎ２的转化，通过测定 Ｎ２Ｏ 排放量，识别 Ｎ２Ｏ＋
Ｎ２排放量。 第 ３ 组培养瓶用于测定培养体系的理化

性质（ ｐＨ 值、ＥＣ、ＮＯ３
－ ⁃Ｎ、ＮＯ２

－ ⁃Ｎ、ＮＨ４
＋ ⁃Ｎ 和 ＴＮ）

及酶活性（ＮＡＲ 和 ＮＩＲ）。
分别于培养 ４、８、１２、２４、３６、４８ 和 ６０ ｈ 时测定

第 １ 组培养瓶中 Ｎ２Ｏ 排放速率。 在每个采样时间

点，首先用注射器通过三通阀向瓶中注入 ２０ ｍＬ 高

纯氮气，推拉 ５ 次使瓶内气体充分混匀，然后采集

２０ ｍＬ 气体样品，立即注入装有电子捕获检测器的

气相色谱仪，测定 Ｎ２Ｏ 浓度。 气体样品采集后，用
高纯氮气吹扫培养瓶顶部空间，以彻底清除前一培

养周期产生的 Ｎ２Ｏ，然后开始进入下一培养周期。
第 ２ 组培养瓶在进入下一培养周期之前加入乙炔。

气相色谱仪载气为高纯氮气（输出压力为 ０􀆰 ４
ＭＰａ），补充气为 φ ＝ １０％的 ＣＯ２（输出压力为 ０􀆰 １
ＭＰａ）。 色谱柱、进样器和检测器温度分别为 ５０、５０
和 ３００ ℃。 Ｎ２ Ｏ 排放速率和累积排放量均以 １００
ｍＬ 培养液为计量单位进行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Ｒ ｉ ＝
Ｃ ｉ × （Ｖ ＋ ２０） × ２８

４４ × １ ０００ × ｔ
， （１）

Ｑ ＝ ∑ Ｒ ｉ × ｔ 。 （２）

式（１） ～ （２）中，Ｒ ｉ 为 ｉ ｈ 时 Ｎ２ Ｏ 排放速率（以 Ｎ
计），ｎｇ·ｈ－１；Ｃ ｉ为 ｉ ｈ 时采集的气体样品 Ｎ２Ｏ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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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ｇ·Ｌ－１；Ｖ 为培养瓶顶部空间体积，ｍＬ；２０ 为从培

养瓶顶部空间采集的气体样品体积，ｍＬ；２８ ／ ４４ 为

Ｎ２Ｏ 中 Ｎ 的质量分数；ｔ 为采样时间点的间隔，ｈ；Ｑ
为 ６０ ｈ 的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以 Ｎ 计），ｎｇ。

第 ３ 组培养瓶的培养方式与第 １、２ 组相同。 分

别于培养 ０、１、２、４、８、１２、２４、３６、４８ 和 ６０ ｈ 时，在培

养体系混匀状态下采样 １０ ｍＬ，过 ０􀆰 ４５ μｍ 孔径滤

膜，测定 ｐＨ 值、ＥＣ 以及 ＮＯ３
－ ⁃Ｎ、ＮＯ２

－ ⁃Ｎ、ＮＨ４
＋ ⁃Ｎ

和 ＴＮ 浓度。 另外，分别于培养 ２４ 和 ４８ ｈ 时采集培

养混合液测定 ＮＡＲ 和 ＮＩＲ 活性。 ＮＡＲ 和 ＮＩＲ 活性

测定采用 ＺＨＥＮＧ 等［２０］ 的方法，分别用反应体系中

ＮＯ２
－ ⁃Ｎ 增加和减少的量计算 ＮＡＲ 和 ＮＩＲ 活性

（μｍｏｌ·ｍＬ－１·ｈ－１）。
１􀆰 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处理数据，数据形式

为平均值±标准偏差（ｎ＝ ３）。 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７ 软件

绘图。 采用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５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显著性，显著性水平设为

α＝ ０􀆰 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菌落对 ＮＯ３
－的降解动力学及群落组成

图 １ａ 显示，所筛选菌落（ＤＢ） 能较好地降解

ＮＯ３
－ ⁃Ｎ，０～ ２４ ｈ 内 ＮＯ３

－ ⁃Ｎ 浓度降低缓慢，平均降

解速率为 ０􀆰 ０４ ｍｇ∙Ｌ－１∙ｈ－１；２４ ～ ４８ ｈ 内 ＮＯ３
－ ⁃Ｎ

浓度大幅降低，由 ９􀆰 １８ 降至 ２􀆰 ００ ｍｇ∙Ｌ－１，平均降

解速率为 ０􀆰 ３０ ｍｇ∙Ｌ－１ ∙ｈ－１；虽然 ４８ ～ ７２ ｈ 内

ＮＯ３
－ ⁃Ｎ 浓度不再降低，但 ＮＯ２

－ ⁃Ｎ 浓度急剧下降

（由峰值 ７􀆰 ８６ 降至 ０􀆰 ０７ ｍｇ·Ｌ－１），同时 ＴＮ 浓度也

随之迅速降低（由 １１􀆰 ３６ 降至 ４􀆰 ９３ ｍｇ·Ｌ－１），表明

模拟废水中氮元素在该时段内经反硝化作用转化

为气态氮逸出培养体系。
ＰＩＣＲＵＳｔ 功能预测分析表明，菌落 ＤＢ 能将

ＮＯ３
－还原为 ＮＯ２

－、ＮＯ、Ｎ２Ｏ 和 Ｎ２。 该菌落的分类

系统组成树状图见图 １ｂ，在门水平上，菌落 ＤＢ 包含

９２􀆰 ７４％的变形菌门（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 ７􀆰 ２６％的厚

壁菌门（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ｂ 分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分类层级，支点附近为

该分类名称及其对应的丰度值。

图 １　 所筛选菌落降解 ＮＯ３
－过程中培养体系

氮含量变化（ａ）及群落结构（ｂ）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ｌｏｎｙ （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

２􀆰 ２ 　 生物炭 （ ＢＣ）、碳骨架 （ＷＢＣ） 和浸提液

（ＢＣＥ）的理化性质

　 　 与 ＢＣ 相比，ＷＢＣ 和 ＢＣＥ 的 ｐＨ 值显著降低；
ＷＢＣ 的 ＥＣ 也显著降低，但 ＢＣＥ 的 ＥＣ 未显著降低

（Ｐ ＜ ０􀆰 ０５）。 与 ＢＣ 相比，ＷＢＣ 的溶解性有机碳

（ＤＯＣ） 和 ＮＯ３
－ ⁃Ｎ 含量分别显著降低 ８１􀆰 ２３％ 和

４３􀆰 ９８％（Ｐ＜０􀆰 ０５），而 ＮＯ２
－ ⁃Ｎ 和 ＮＨ４

＋ ⁃Ｎ 含量则分

别增加 １６􀆰 ００％和 ７８􀆰 ４１％（表 １）。

表 １　 生物炭、碳骨架和浸提液的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供试材料 ｐＨ 值
ＥＣ ／

（μＳ·ｃｍ－１）
ＤＯＣ 含量 ／

（ｍｇ·ｋｇ－１或 ｍｇ·Ｌ－１） １）
ＮＯ３

－ ⁃Ｎ 含量 ／
（ｍｇ·ｋｇ－１或 ｍｇ·Ｌ－１） １）

ＮＯ２
－ ⁃Ｎ 含量 ／

（ｍｇ·ｋｇ－１或 ｍｇ·Ｌ－１） １）

ＮＨ４
＋ ⁃Ｎ 含量 ／

（ｍｇ·ｋｇ－１或 ｍｇ·Ｌ－１） １）

ＢＣ １０􀆰 ２８±０􀆰 １１ａ ２１５􀆰 ３３±３􀆰 ２１ａ ４２６􀆰 ２７±６􀆰 ０７ａ ２８􀆰 ３１±３􀆰 ５９ａ ０􀆰 ２５±０􀆰 ０４ａ ４􀆰 ４０±０􀆰 ５３ｂ

ＷＢＣ ９􀆰 １０±０􀆰 ０７ｂ ４９􀆰 ８７±０􀆰 １５ｂ ７９􀆰 ９９±４􀆰 ６８ｂ １５􀆰 ８６±０􀆰 ５１ｂ ０􀆰 ２９±０􀆰 ０２ａ ７􀆰 ８５±０􀆰 ５３ａ

ＢＣＥ ９􀆰 ２６±０􀆰 １０ｂ ２１０􀆰 ００±６􀆰 ５６ａ ５１􀆰 ７７±０􀆰 ７５ １􀆰 １９±０􀆰 ６２ ０􀆰 ０６±０􀆰 ０１ １􀆰 ２５±０􀆰 ０２
ＢＣ、ＷＢＣ 和 ＢＣＥ 分别为生物炭、碳骨架和浸提液； ＥＣ 为电导率，ＤＯＣ 为溶解性有机碳。 同一列数据后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某

指标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偏差（ｎ＝ ３）。 １）ＢＣ 和 ＷＢＣ 的单位为 ｍｇ·ｋｇ－１，ＢＣＥ 的单位为 ｍｇ·Ｌ－１。 分别对 ＢＣ、ＷＢＣ 和

ＢＣＥ 之间的 ｐＨ 和 ＥＣ 进行多重比较，分别对 ＢＣ 和 ＷＢＣ 之间的其他指标进行多重比较。

　 　 ＢＣ、ＷＢＣ 和 ＢＣＥ 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见图 ２。 ＢＣ、ＷＢＣ 和 ＢＣＥ 的特征吸收峰大致相同，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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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４０、１ ６２０、１ ３９０、１ ０９２ 和 ７９８ ｃｍ－１ 附近有吸收

峰，分别由—ＯＨ、Ｃ􀪅Ｏ、酚—ＯＨ、Ｃ—Ｏ 和 Ｃ—Ｈ 基

团振动引起。 与 ＢＣ 相比，ＷＢＣ 表面含氧官能团数

量均不同程度减少（图 ２），而 ＢＣＥ 的—ＯＨ、Ｃ􀪅Ｏ
和酚—ＯＨ 等含氧官能团数量则远高于 ＢＣ，表明在

制备碳骨架过程中，生物炭含氧官能团主要以 ＤＯＣ
形式存在于浸提液中［８］。

ＢＣ、ＷＢＣ 和 ＢＣＥ 分别为生物炭、碳骨架和浸提液。

图 ２　 生物炭、碳骨架和浸提液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Ｆｉｇ􀆰 ２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２􀆰 ３　 反硝化过程中 Ｎ２Ｏ 和 Ｎ２的排放特征

ＢＣ 处理 Ｎ２Ｏ 和 Ｎ２Ｏ＋Ｎ２累积排放量均为零（图
３ 未展示），表明模拟废水的 Ｎ２Ｏ 排放完全通过微

生物途径产生。 各处理 Ｎ２Ｏ 和 Ｎ２Ｏ＋Ｎ２排放速率达

峰值的时间不同，但达峰值后均逐渐降低。 ＤＢ 处

理 Ｎ２Ｏ 和 Ｎ２Ｏ＋Ｎ２排放速率在 ４８ ｈ 时达峰值，ＤＢ＋
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在 ３６ ｈ 时达峰值，而 ＤＢ＋ＷＢＣ
处理在 ２４ ｈ 时达峰值。 ＤＢ、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Ｎ２Ｏ 排放速率峰值（以 Ｎ 计）分别为

３ ３２０􀆰 ２１、３５６􀆰 ２３、５３３􀆰 ０１ 和 ５１６􀆰 １８ ｎｇ·ｈ－１，Ｎ２Ｏ＋
Ｎ２ 排放速率峰值分别为 ３８ ０９７􀆰 ４５、 ４４ ０８７􀆰 ７９、
４６ ８２６􀆰 ２７ 和 ２６ ３２３􀆰 ７６ ｎｇ·ｈ－１（图 ３）。 ＤＢ、ＤＢ＋
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６０ ｈ 的 Ｎ２Ｏ 累积排放

量（以 Ｎ 计）分别为 ４１ ８５９􀆰 ３３±５ ２２４􀆰 １３、７ ０９８􀆰 ７０±
２８６􀆰 １４、１０ ６６７􀆰 ３８ ± ９１２􀆰 １８ 和 ８ ５１８􀆰 ０２± １ ６７５􀆰 ３４
ｎｇ， Ｎ２ Ｏ ＋ Ｎ２ 累 积 排 放 量 （ 以 Ｎ 计 ） 分 别 为

７５９ ２４７􀆰 １９± １０８ ４８０􀆰 ９３、 ９８８ ３３７􀆰 ２３ ± ８ １５９􀆰 ４９、
７８０ ９４６􀆰 ４９±２８ １２８􀆰 ３０ 和 ４７０ ８０９􀆰 ８３±７ １２９􀆰 ４７ ｎｇ。

ＤＢ 处理为模拟废水＋种子液； ＤＢ＋ＢＣ 处理为模拟废水＋种子液＋生物炭；

ＤＢ＋ＷＢＣ 处理为模拟废水＋种子液＋碳骨架；ＤＢ＋ＢＣＥ 处理为模拟废水＋种子液＋浸提液。

图 ３　 Ｎ２Ｏ 和 Ｎ２排放速率及 Ｎ２Ｏ 与 Ｎ２Ｏ＋Ｎ２排放速率比值

Ｆｉｇ􀆰 ３　 Ｎ２Ｏ ａｎｄ Ｎ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２Ｏ ａｎｄ Ｎ２Ｏ＋Ｎ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相对累积排放量结果（图 ４）表明，与 ＤＢ 处理

相比，ＤＢ＋ＢＣ 和 ＤＢ＋ＷＢＣ 处理 Ｎ２Ｏ＋Ｎ２累积排放量

分别增加 ３０􀆰 １７％和 ２􀆰 ８６％，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分别

减少 ８３􀆰 ０４％和 ７４􀆰 ５２％。 另外，由累积排放量计算

得出，ＤＢ、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Ｎ２Ｏ ／
（Ｎ２ Ｏ ＋ Ｎ２ ） 比值分别为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和

０􀆰 ０１８，表明添加生物炭、碳骨架和浸提液均促进

Ｎ２Ｏ 向 Ｎ２还原，减少了 Ｎ２Ｏ 排放，其中，以 ＤＢ＋ＢＣ
处理为最显著。 与 ＤＢ＋ＢＣ 处理相比，ＤＢ＋ＷＢＣ 处

理 Ｎ２Ｏ＋Ｎ２累积排放量减少 ２０􀆰 ９８％，而 Ｎ２Ｏ 累积排

放量显著增加 ５０􀆰 ２７％，表明碳骨架的反硝化促进

作用不及生物炭，但碳骨架的电导结构在反硝化过

程中仍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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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含义见图 ３。

图 ４　 Ｎ２Ｏ 与 Ｎ２Ｏ＋Ｎ２相对累积排放量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Ｎ２Ｏ ａｎｄ Ｎ２Ｏ＋Ｎ２

２􀆰 ４　 培养体系理化指标和酶活性动态变化

２􀆰 ４􀆰 １　 ｐＨ 值和 ＥＣ
ＢＣ 处理在培养前期（０～１２ ｈ）ｐＨ 值上升，后期

（１２～ ６０ ｈ） ｐＨ 值趋于稳定。 而 ＤＢ、ＤＢ＋ＢＣ、ＤＢ＋
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ｐＨ 值在培养后期均不同程

度增加，表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反硝化作用。 培养

结束时，ＤＢ、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ｐＨ
值分别升高 ０􀆰 ２４、０􀆰 ２９、０􀆰 ２５ 和 ０􀆰 ２０。 与 ＤＢ 处理

相比，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均提高了

培养体系的 ｐＨ 值，培养结束时， ｐＨ 值分别增加

０􀆰 １２、０􀆰 ０２ 和 ０􀆰 １２，不同处理培养过程中 ｐＨ 值总

体表现为 ＤＢ＋ＢＣ＞ＤＢ＋ＢＣＥ＞ＤＢ＋ＷＢＣ＞ＤＢ（图 ５）。
经过 ６０ ｈ 培养，ＢＣ、ＤＢ、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ＥＣ 分别增加 ０􀆰 ３３、０􀆰 ４１、０􀆰 ５３、０􀆰 ３３
和 ０􀆰 ３４ ｍＳ·ｃｍ－１。 培养结束时，与 ＤＢ 处理相比，
ＤＢ＋ＢＣ 处理 ＥＣ 提高 ６􀆰 ７４％，而 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
ＢＣＥ 处理 ＥＣ 则分别降低 ６􀆰 １７％和 ４３􀆰 ００％（图 ５）。

ＢＣ 处理为模拟废水＋生物炭； ＤＢ 处理为模拟废水＋种子液； ＤＢ＋ＢＣ 处理为模拟废水＋种子液＋生物炭；

ＤＢ＋ＷＢＣ 处理为模拟废水＋种子液＋碳骨架； ＤＢ＋ＢＣＥ 处理为模拟废水＋种子液＋浸提液。

图 ５　 培养过程中各处理 ｐＨ 值和 ＥＣ 动态变化

Ｆｉｇ􀆰 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Ｈ ａｎｄ Ｅ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２􀆰 ４􀆰 ２　 无机氮

在整个培养过程中，除 ＢＣ 处理外，各处理

ＮＯ３
－ ⁃Ｎ 含量均随培养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说明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反硝化作用，而 ＢＣ 处理 ＮＯ３
－ ⁃Ｎ

含量始终保持稳定，表明各处理 ＮＯ３
－还原主要通过

生物学过程。 培养结束时，ＤＢ、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ＮＯ３

－ ⁃Ｎ 含量分别比初始值降低

９８􀆰 ８９％、９４􀆰 ４６％、９２􀆰 ５８％和 ９７􀆰 ０８％。 ＮＯ３
－还原主

要发生在培养前 ２４ ｈ 内，该时段 ＤＢ、ＤＢ＋ＢＣ、ＤＢ＋
ＷＢＣ 和 ＤＢ ＋ ＢＣＥ 处理 ＮＯ３

－ ⁃Ｎ 含量分别降低

８８􀆰 １７％、７９􀆰 ７３％、８４􀆰 ３３％和 ８２􀆰 １５％（图 ６）。
在整个培养过程中，除 ＢＣ 处理外，各处理

ＮＯ２
－ ⁃Ｎ 含量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且均在反硝

化速率（Ｎ２Ｏ＋Ｎ２排放速率）达到峰值时，接近于零。
与 ＮＯ３

－ ⁃Ｎ、ＮＯ２
－ ⁃Ｎ 和 ＴＮ 含量相比，各处理 ＮＨ４

＋ ⁃Ｎ
含量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且 ０ ～ ６０ ｈ 内无大幅波动，

主要是因为培养体系处于厌氧状态，无硝化作用发

生。 因此，培养体系产生的 Ｎ２Ｏ 均由反硝化作用过

程产生。 培养结束时，ＤＢ、ＤＢ ＋ ＢＣ、ＤＢ ＋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ＴＮ 含量分别比初始值降低 ７８􀆰 ５７％、
７４􀆰 ７９％、７６􀆰 ７７％和 ８９􀆰 ６６％。 ＴＮ 含量降低主要发

生在培养 １２～４８ ｈ 内（图 ６）。
２􀆰 ４􀆰 ３　 ＮＡＲ 和 ＮＩＲ 活性

与培养 ２４ ｈ 时相比，培养 ４８ ｈ 时 ＤＢ、ＤＢ＋ＢＣ、
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 ＋ ＢＣＥ 处理 ＮＡＲ 活性分别增加

３１􀆰 ２５％、８􀆰 ６７％、４􀆰 ６３％和 ４７􀆰 ９８％。 在培养 ２４ 和

４８ ｈ 时，ＤＢ、ＤＢ＋ＢＣ 和 ＤＢ＋ＷＢＣ 处理 ＮＡＲ 活性之

间均无显著差异，但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ＮＡＲ 活性显著

高于 ＤＢ 处理（Ｐ＜０􀆰 ０５）。 与 ２４ ｈ 时相比，４８ ｈ 时

ＤＢ、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 ＮＩＲ 活性分

别提高 ３２􀆰 ９９％、１２２􀆰 ０５％、３３􀆰 ０３％和 ３０􀆰 ４５％。 培

养 ２４ 和 ４８ ｈ 时，各处理 ＮＩＲ 活性之间均无显著差

异（Ｐ＞０􀆰 ０５）（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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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ＤＢ、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含义见图 ５。

图 ６　 培养过程中 ＮＯ３
－ ⁃Ｎ、ＮＯ２

－ ⁃Ｎ、ＮＨ４
＋ ⁃Ｎ 和 ＴＮ 含量动态变化

Ｆｉｇ􀆰 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Ｏ３
－ ⁃Ｎ， ＮＯ２

－ ⁃Ｎ， ＮＨ４
＋ ⁃Ｎ， ａｎｄ Ｔ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ＤＢ、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 和 ＤＢ＋ＢＣＥ 处理含义见图 ５。 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

２４ 或 ４８ ｈ 时 ４ 个处理间 ＮＡＲ 或 ＮＩＲ 活性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７　 培养过程中硝酸盐还原酶（ＮＡＲ）和亚硝酸盐还原酶（ＮＩＲ）活性动态变化

Ｆｉｇ􀆰 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ＡＲ ａｎｄ ＮＩ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３　 讨论

３􀆰 １　 生物炭及其碳骨架对反硝化速率和 Ｎ２Ｏ 还原

的作用
　 　 除生物学过程外，非生物学过程对 Ｎ２Ｏ 排放也

有一定贡献［２１］。 研究表明，在土壤中存在化学反硝

化作用（一种无机氮被还原为气态氮的非生物学过

程） ［２２］。 ＢＣ 处理（未添加菌落 ＤＢ）Ｎ２Ｏ 累积排放

量为零，且 ＮＯ３
－含量在培养过程中并未降低；然而，

ＤＢ 处理能产生 Ｎ２Ｏ，表明笔者研究中不存在化学反

硝化作用。
ＤＢ 处理反硝化速率（Ｎ２Ｏ＋Ｎ２排放速率）峰值

（以 Ｎ 计）在 ４８ ｈ 时出现，而 ＤＢ＋ＢＣ 处理反硝化速

率峰值在 ３６ ｈ 时出现，ＤＢ＋ＷＢＣ 处理反硝化速率峰

值甚至在 ２４ ｈ 时出现，且 ＤＢ＋ＢＣ 和 ＤＢ＋ＷＢＣ 处理

峰值（分别为 ４４ ０８７􀆰 ７９ 和 ４６ ８２６􀆰 ２７ ｎｇ·ｈ－１）均高

于 ＤＢ 处理（３８ ０９７􀆰 ４５ ｎｇ·ｈ－１），表明生物炭及其

碳骨架均使培养体系的反硝化速率加快。 另一方

面，与 ＤＢ 处理相比，添加生物炭和碳骨架分别使培

养体 系 Ｎ２Ｏ ／ （ Ｎ２Ｏ ＋ Ｎ２ ） 比 值 降 低 ８７􀆰 ２７％ 和

７４􀆰 ５５％，表明生物炭及其碳骨架均促进 Ｎ２Ｏ 向 Ｎ２

还原。 主要原因有：（１）生物炭提高了培养体系电

子传递速率，增强了反硝化作用，并促进 Ｎ２Ｏ 向 Ｎ２

还原［４，２３］。 ＳＵ 等［２４］研究也发现，施用生物炭后，土
壤反硝化速率提高 １３％ ～ ２６％，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降

低 ４４２％～８０９％，其原因为生物炭使土壤微生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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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传递速率提高 ３９􀆰 ６％ ～ ５６􀆰 ２％。 （２）生物炭使培

养体系 ｐＨ 值升高，进而提高 Ｎ２Ｏ 还原酶活性，促进

Ｎ２Ｏ 还原，导致较低的 Ｎ２Ｏ ／ （Ｎ２Ｏ＋Ｎ２）比值［２５］。 培

养结束时，与 ＤＢ 相比，ＤＢ＋ＢＣ 和 ＤＢ＋ＷＢＣ 处理 ｐＨ
值分别增加 ０􀆰 １２ 和 ０􀆰 ０２；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不同

处理 ｐＨ 值总体呈 ＤＢ＋ＢＣ＞ＤＢ＋ＷＢＣ＞ＤＢ 的趋势。
笔者研究结果与 ＡＡＭＥＲ 等［２６］ 研究结果一致，其发

现与对照处理相比，２％生物炭添加量使土壤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降低 ７０􀆰 １６％，主要原因为生物炭使土

壤 ｐＨ 值升高 ０􀆰 ６３，较高的 ｐＨ 值有利于提高土壤

ｎｏｓＺ 和 ｎｉｒＫ 基因丰度， 进而促进 Ｎ２ Ｏ 还原为

Ｎ２
［２７］。 王鸿浩等［２８］ 研究也发现，玉米秸秆生物炭

的添加使培养结束时土壤 ｐＨ 值平均升高 ０􀆰 ５，显著

提高 ｎｏｓＺ 基因丰度，降低（ ｎｉｒＫ＋ｎｉｒＳ） ／ ｎｏｓＺ 比值，
促进反硝化过程中 Ｎ２Ｏ 还原，从而降低 Ｎ２Ｏ 排放。
３􀆰 ２　 生物炭及其碳骨架的反硝化促进作用对比

与 ＤＢ＋ＢＣ 处理相比，虽然 ＤＢ＋ＷＢＣ 处理反硝

化速率峰值提前 １２ ｈ 出现，但是，在整个培养过程

（６０ ｈ） 中，与 ＤＢ ＋ ＢＣ 处理相比，ＤＢ ＋ＷＢＣ 处理

Ｎ２Ｏ＋Ｎ２累积排放量减少 ２０􀆰 ９８％，且 Ｎ２Ｏ 累积排放

量增加 ５０􀆰 ２７％；这是因为反硝化过程伴随 Ｃ 源消

耗［６］。 笔者研究中，ＷＢＣ 处理 ＤＯＣ 含量较低，因此

与 ＤＢ＋ＢＣ 处理相比，ＤＢ＋ＷＢＣ 处理微生物可利用

的 Ｃ 源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反硝化酶活性，
导致 ＮＯ３

－和 Ｎ２Ｏ 的还原程度均较低。 笔者研究发

现，培养 ２４ ｈ 时，ＤＢ＋ＷＢＣ 处理 ＮＡＲ 活性显著低于

ＤＢ＋ＢＣ 处理（Ｐ＜０􀆰 ０５） （图 ７）。 相反，充足的 ＤＯＣ
可使 ｎｏｓＺ 基因丰度和 Ｎ２排放量增高，有利于完全

反硝化［２９］。
生物炭经水浸提后，虽然许多含氧官能团随浸

提液被剥离，但同时也使生物炭上原本被覆盖的活

性位点得以暴露［３０］，生物炭电导结构得以加强［１２］。
笔者研究发现，稻壳生物炭主要通过其碳骨架（电
导结构）进行电子传递，促进 Ｎ２Ｏ 还原。 类似地，张
月［３０］以含矿物质丰富的猪粪、污泥生物炭为研究对

象，分离生物炭的可溶与不可溶组分，发现不可溶

组分主导生物炭得失电子的能力。 有机物 Ｈ 和 Ｃ
原子数比（Ｈ ∶ Ｃｏｒｇ）是表征生物炭芳香缩合程度的

指标，该比值越低，芳香缩合程度就越高。 高温生

物炭具有较低的 Ｈ ∶ Ｃｏｒｇ，而碳骨架（电导结构）也

具备该特征。 ＣＡＹＵＥＬＡ 等［１４］ 通过元分析发现，
Ｈ ∶ Ｃｏｒｇ小于 ０􀆰 ３ 的生物炭能促使反硝化过程彻底

进行，减少（７３ ± ７）％的 Ｎ２ Ｏ 排放，而该比值大于

０􀆰 ５ 的生物炭仅能减少 （４０ ± １６）％的 Ｎ２ Ｏ 排放。

ＷＥＬＤＯＮ 等［３１］ 和 ＷＡＱＡＳ 等［３２］ 研究均表明，碳化

程度较高（Ｈ ∶ Ｃｏｒｇ较低或芳香缩合程度较高）的生

物炭更有利于完全反硝化，促进 Ｎ２Ｏ 还原。 因此，
与浸提液相比，芳香缩合程度较高的碳骨架可能具

有较强的 Ｎ２Ｏ 还原促进作用。

４　 结论

笔者研究中模拟废水的 Ｎ２Ｏ 排放完全通过微

生物途径产生。 生物炭及其碳骨架均提高反硝化

速率，并促进 Ｎ２Ｏ 还原。 碳骨架的反硝化促进作用

不及生物炭。 生物炭的含氧官能团主要存在于浸

提液中，但是碳骨架的电导结构在反硝化过程中起

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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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７－１３
基金项目： 南京大学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ＰＣＲＲＦ２１０３４）；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ＧＹ⁃
ＺＸ２００２２０２，ＧＹＺＸ２２０３０７，ＧＹＺＸ２２０４０８）
①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ｔｗ７９２１０＠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１９７４１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３１．２０２２．０７１８
赵家印，杨地，杨湘智，等．云南省某煤矿开采遗址周边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及源解析研究［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１１）：
１４７３－１４８１．
ＺＨＡＯ Ｊｉａ⁃ｙｉｎ，ＹＡＮＧ Ｄｉ，Ｙ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ｚｈｉ，ｅｔ 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fi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ａ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１１）：１４７３－１４８１．

云南省某煤矿开采遗址周边农用地土壤重金属
污染评价及源解析研究

赵家印１，２， 杨　 地３， 杨湘智４， 张　 宁５， 刘　 宇１， 王蒙蒙１， 吴云成１， 陈秋会１， 田　 伟１① 　 （１􀆰 生态环境

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２􀆰 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３􀆰 云南省

生态农业研究所，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１０６； ４􀆰 浙江环科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 ５􀆰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 为开展某煤矿开采遗址周边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识别，对土壤、大气降尘、灌溉水、农业化肥和煤矸石样

品进行采集分析工作，综合分析重金属污染因子、空间分布和外源介质，结合重金属同源性分析、剖面分析、主成

分分析和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摸清调查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以及污染源清单和贡献率。 结果表明：
（１）９１􀆰 ００％ 的土壤样品存在重金属污染情况，土壤 Ｃｄ、Ｃｕ、Ｃｒ、Ｎｉ、Ｚｎ、Ｐｂ 和 Ａｓ 含量超风险筛选值点位率分别为

８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和 １９􀆰 ００％；土壤 Ｃｄ、Ｚｎ、Ｐｂ 和 Ａｓ 含量超风险管制值点位率分

别为 ２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和 ３􀆰 ００％；（２）根据污染源解析结果，土壤重金属主要来自于 ３ 种源。 其中，土壤本底

贡献率为 ６４􀆰 ２０％，对 Ｃｕ、Ｃｒ 和 Ｎｉ 的贡献率较高，分别为 ８３􀆰 ００％、９０􀆰 ８０％和 ８９􀆰 ４０％；煤矿区活动贡献率为

２３􀆰 １０％，对 Ｃｄ 的贡献率最高，达 ９３􀆰 ７０％；农用化肥施用贡献率为 １２􀆰 ６０％，对 Ａｓ 的贡献率最高，为 ９３􀆰 ９０％。 研究

结果可为同类型区域土壤重金属调查评价与污染源定量解析工作提供参考，为掌握煤矿遗址周边农田重金属污

染水平、采取有效断源措施和开展农田安全利用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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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

关注。 土壤重金属极易在农作物中富集，通过食物

链生物放大效应，在体内累积，对人体健康造成不

可逆的损害［１］。 一般来说，土壤重金属来自于自然

本底和人类活动［２－３］，其中，自然本底与地壳中微量

元素有关；人类活动包括工业生产、农业活动等，是
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人类活动产生的重金属通过

大气沉降和地表径流，迁移至较远地方，使得原本

清洁的土壤受到污染。 进入土壤中的重金属往往

无法降解和去除，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 因

此，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已对人类健康和区域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识别与明确重金属污染

源成因是有效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重要前提。 地累积法、潜在生态指数法等方法均

是过去较常用的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４］。 ２０１８ 年

发布的 ＧＢ １５６１８—２０１８《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５］ 以风险筛选值和风

险管制值作为评价标准，将农用地土壤划分为优先

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自此该方法逐

渐成为国内主流评价方法。 常用重金属污染源识

别方法包括富集因子法、多元统计分析、元素背景

值比较法、地统计与空间分析法、土壤剖面分析法、
稳定同位素比值法、机器学习法、通量分析法、相关

性与聚类分析法以及正定矩阵模型（ＰＭＦ）等［３－４］。
由于土壤污染来源的多样性和污染过程的复杂性，
使得以单一类型方法或多元统计分析法为主的源

解析方法［６－７］无法满足现有对污染源解析的需求。
因此，需综合采用多种分析方法，进行多方法相互

支持和相互印证，提高源解析结果的合理性和可

靠性。
以云南省华坪县某煤矿开采遗址周边农用地

土壤为研究对象，开展土壤、大气降尘、农业化肥和

煤矸石样品采集与分析工作，定量描述土壤重金属

污染情况，通过多元统计分析、空间分布和垂直分

布规律分析、环境介质分析以及正定矩阵模型解析

等多种定性、定量分析工具，开展区域土壤重金属

污染源识别和定量解析工作。 研究结果可为地方

政府掌握农田重金属污染水平、采取有效断源措施

和开展农田安全利用措施提供数据支撑，为同类型

区域土壤重金属调查评价与污染源解析工作提供

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概况

云南省华坪县位于金沙江中段北岸，地理坐标

为北纬 ２６°２１′～２６°５８′，东经 １００°５９′～１０１°３１′，属于

典型南亚热带低热河谷气候区，日照率高，雨量相

对丰沛，光热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为 １９􀆰 ８ ℃，年均

风速为 ０􀆰 ９ ｍ·ｓ－１，年均静风频率达 ５９％，风向多为

东南风和西风，属金沙江水系，境内有新庄河和乌

木河两大河流，地质属会理－盐源凹陷的沉积地层。
研究区为华坪县某煤矿开采遗址周边农用地，种植

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和芒果等，面积约为 １００
ｈｍ２。 该煤矿区于 ２０１５ 年关闭，可追溯开采时间为

３１ ａ，年产能为 ６ 万 ｔ。
１􀆰 ２　 样品采集与处理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在研究区域开展样品采集工作，考
虑到要为当地农田土壤安全利用工作提供基础数

据支撑，参考 ＮＹ ／ Ｔ ３３４３—２０１８《耕地污染治理效果

评价准则》 ［８］ 的布点要求，对于面积＞ １０ ｈｍ２ 的地

块，按照每公顷 １ 个点位进行网格布点。 剖面布点

总体以 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 的点位密度进行布点。 灌溉

水和大气沉降样品布点方法参考《关于开展耕地土

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工作的通知》 （环办土壤

［２０２１］３１ 号）。 为规避田垄、地头和沟渠等非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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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实际采样时点位会略有偏移。 每个土壤采样

点均以五点采样法取土混匀，四分法分样取样，共
采集 １００ 个表层土壤样品（图 １）。 同时采集 ３ 个土

壤剖面，４ 个灌溉水样品，３ 个大气降尘监测点，３ 个

煤矸石和 ３ 个当地常用化肥样品。 表层土壤采集

０～２０ ｃｍ 土层样品，土壤剖面分别采集 ０～２０、＞２０～
６０ 和＞６０～１００ ｃｍ 的表、中和下层样品。 大气降尘

样品采集方法参考方文稳等［９］的方法。
土壤 Ｃｕ、Ｃｄ、Ｃｒ、Ｎｉ、Ｐｂ 和 Ｚｎ 等元素提取采用

王水消解法〔Ｖ（浓盐酸） ∶ Ｖ（浓硝酸） ＝ ３ ∶ １〕，采
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ＰＥ ＮｅｘＩＯＮ１０００，美
国）测定［１０］，Ｈｇ 和 Ａｓ 的测定采用王水消解法和原

子荧光光度计（ＡＦ６１０Ｅ，中国）测定［１１］。 使用土壤

标准样品 ＧＳＳ－５ 和 ＧＳＳ－７（国家标准物质中心）进行

质量控制。 每 ２０ 个样品设置 １ 个标准样品，Ｃｕ、Ｃｄ、
Ｃｒ、Ｎｉ、Ｐｂ 和 Ｚｎ 等样品回收率为 ９５􀆰 ３２％～１１７􀆰 ３３％，
Ｈｇ 和 Ａｓ 等样品回收率为 ８５􀆰 ６１％～１０９􀆰 ２９％。

图 １　 采样点位布置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 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和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软件反距离权重法和莫兰指

数进行重金属空间分析［１２］，采用正定矩阵模型

（ＰＭＦ）进行污染源解析与识别。 正定矩阵模型是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推荐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污染

源解析方法［１３］，计算公式为

ｘｉｊ ＝ ∑
ｐ

ｋ ＝ １
ｇｉｋｆｋｊ ＋ ｅｉｊ 。 （１）

式（１）中， ｘｉｊ 为第 ｉ个样品第 ｊ种元素浓度矩阵；ｆｋｊ 为
第 ｋ个源第 ｊ种重金属浓度矩阵；ｇｉｋ 为第 ｋ个源对第

ｉ个样品的贡献率；ｅｉｊ 为第 ｉ个样品第 ｊ种重金属的残

差矩阵。
因子贡献和分布由 ＰＭＦ 模型计算得出，最小化

目标函数（Ｑ） 计算公式为

Ｑ ＝ ∑
ｎ

ｉ ＝ １
∑
ｍ

ｊ ＝ １

ｘｉｊ － ∑
ｐ

ｋ ＝ １
ｇｉｋ ｆｋｊ

ｕｉｊ

æ

è

ç
ç

ö

ø

÷
÷

２

。 （２）

式（２）中， ｕｉｊ 为第 ｉ 个样品第 ｊ 种重金属的不确定

度，计算方法参考 ＰＭＦ ５􀆰 ０ 用户手册［１３］。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土壤重金属描述性统计与污染水平

研究区土壤样品重金属含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１。 表层土壤 Ｃｄ、Ｈｇ、Ｃｕ、Ｃｒ、Ｎｉ、Ｚｎ、Ｐｂ 和 Ａｓ
平均含量分别为 １􀆰 ２４、０􀆰 ０２、２７􀆰 ６７、１０６􀆰 ８７、４１􀆰 ４０、
１５０􀆰 ０５、４２􀆰 ４５ 和 ２１􀆰 ８５ ｍｇ·ｋｇ－１。 所有样品重金属

含量均表现出高度变异性（变异系数＞０􀆰 ５０），表明

土壤重金属异质性较高，可能存在不同程度人为因

素影响［３，１４］。 与云南省土壤重金属背景值［１５］ 相比，
除 Ｃｕ、Ｎｉ 和 Ｈｇ 外，其他重金属平均含量均高于背

景值 １􀆰 ０５ ～ ５􀆰 ６９ 倍。 从点位率来看，Ｃｄ、Ｈｇ、Ｃｕ、
Ｃｒ、Ｎｉ、Ｚｎ、Ｐｂ 和 Ａｓ 含量超背景值的点位率分别为

９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６􀆰 ００％、 ７５􀆰 ００％、 ２２􀆰 ００％、
５４􀆰 ００％、１６􀆰 ００％和 ２３􀆰 ００％。

表 １　 土壤重金属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ｉｎ ｓｏｉｌ

元素
最小值 ／

（ｍｇ·ｋｇ－１）
最大值 ／

（ｍｇ·ｋｇ－１）
平均值 ／

（ｍｇ·ｋｇ－１）
标准差 ／

（ｍｇ·ｋｇ－１）
变异系数

背景值［１５］ ／
（ｍｇ·ｋｇ－１）

超风险筛选值
点位率 ／ ％

超风险管制值
点位率 ／ ％

镉（Ｃｄ） ０􀆰 ０８ １３􀆰 ５０ １􀆰 ２４ １􀆰 ９１ １􀆰 ５４ ０􀆰 ２２ ８６􀆰 ００ ２３􀆰 ００
汞（Ｈｇ） ＮＤ ０􀆰 ４４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２􀆰 ９４ ０􀆰 ０６ ０ ０
铜（Ｃｕ） ４􀆰 １３ １１９􀆰 ０３ ２７􀆰 ６７ ２１􀆰 ９１ ０􀆰 ７９ ４６􀆰 ３０ １５􀆰 ００ ０
铬（Ｃｒ） １９􀆰 ９７ ４０６􀆰 ４４ １０６􀆰 ８７ ６６􀆰 １６ ０􀆰 ６２ ６５􀆰 ２０ １４􀆰 ００ ０
镍（Ｎｉ） １􀆰 ６８ ２１７􀆰 ０３ ４１􀆰 ４０ ４１􀆰 ６８ １􀆰 ０１ ４２􀆰 ５０ １９􀆰 ００ ０
锌（Ｚｎ） １７􀆰 ２３ １ ５８６􀆰 ７０ １５０􀆰 ０５ ２２４􀆰 ８０ １􀆰 ５０ ８９􀆰 ７０ １２􀆰 ００ ２􀆰 ００
铅（Ｐｂ） ３􀆰 ８１ ８１０􀆰 ０６ ４２􀆰 ４５ ９５􀆰 １９ ２􀆰 ２４ ４０􀆰 ６０ ６􀆰 ００ ２􀆰 ００
砷（Ａｓ） ＮＤ ２１３􀆰 ０２ ２１􀆰 ８５ ４０􀆰 ８９ １􀆰 ８７ １８􀆰 ４０ １９􀆰 ００ ３􀆰 ００

ＮＤ 表示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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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土壤功能和和土壤保护目标，ＧＢ １５６１８—
２０１８ 设置了风险筛选值和风险管制值。 结果显示，
除 Ｈｇ 外，土壤 Ｃｄ、Ｃｕ、Ｃｒ、Ｎｉ、Ｚｎ、Ｐｂ 和 Ａｓ 含量超风

险筛选值而不超风险管制值的点位率分别为

６３􀆰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９􀆰 ００％、 １０􀆰 ００％、
４􀆰 ００％和 １６􀆰 ００％。 同时，土壤 Ｃｄ、Ｚｎ、Ｐｂ 和 Ａｓ 含

量超风险管制值点位率分别为 ２３􀆰 ０％、 ２􀆰 ００％、
２􀆰 ００％和 ３􀆰 ００％。

综上所述，调查区域土壤存在不同程度重金属

污染，以 Ｃｄ 最为严重。 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似，如
ＬＩＵ 等［１６］调查了中国 １３５ 个大型露天矿坑周边农

田土壤重金属情况，发现 Ｃｄ 超风险筛选值点位率

最高；ＨＵＡＮＧ 等［１７］通过荟萃分析发现 Ｃｄ 是我国农

田土壤点位超标比例最高的重金属种类。 除 Ｃｄ 之

外，土壤重金属含量超风险筛选值的点位率由高到

低依次为 Ａｓ＝Ｎｉ＞Ｃｕ＞Ｃｒ＞Ｚｎ≫Ｐｂ＞Ｈｇ，以 Ｈｇ 污染情

况为最轻。
２􀆰 ２　 土壤重金属空间分析

空间插值法是采用观测值模拟未知区域预测

值的一种空间分析方法，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环

境治理［１８］ 领域。 对研究区 １００ 个采样点 Ｃｄ、Ｈｇ、
Ｃｕ、Ｃｒ、Ｎｉ、Ｚｎ、Ｐｂ 和 Ａｓ 含量进行反距离权重插值并

进行掩膜提取（图 ２）。

图 ２　 重金属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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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显示，研究区土壤 Ｃｄ 含量较高，呈现极强

的空间特异性。 土壤 Ｃｄ 含量高值区主要集中在距

矿点最近的东南区域，总体呈现距离矿区越近、Ｃｄ
含量越高的分布状况。 这与贾亚琪等［１９］ 调研的织

金县某煤矿区类似，距离该矿区 ５０、１００ 和 ４００ ｍ 处

的农田土壤 Ｃｄ 平均含量逐渐降低。 土壤 Ｃｕ、Ｃｒ 和
Ｎｉ 含量空间分布较为一致，呈北高南低趋势，高值

区集中在东北和西北两块区域。 土壤 Ｚｎ 和 Ｐｂ 含

量空间分布相似，高值区集中在东北和中西部的中

心地带。 研究区 Ａｓ 含量相对较高，分布较为均匀。
土壤 Ｈｇ 含量较低，北部中心位置存在 ２ 个高值区，
且高值未超过土壤 Ｈｇ 风险筛选值。

莫兰指数是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的重要工具。
当莫兰指数大于 ０ 时，数据呈现空间正相关，其值越

大，空间相关性就越明显，反之亦然。 一般来说，当
重金属间莫兰指数和 Ｚ 得分变化相似时，其来源高

度一致；重金属全局莫兰指数越接近 １，其来源就越

容易辨别［１２］。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软件空间自相关分

析工具进行莫兰指数运算，结果见表 ２。 各重金属

莫兰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 Ｃｄ、Ｃｒ、Ｎｉ、Ｈｇ、Ｃｕ、Ｚｎ、Ｐｂ
和 Ａｓ。 Ｃｄ 的 Ｚ 得分＞２􀆰 ５８，Ｐ＜０􀆰 ０１，莫兰指数＞０，
呈现极显著空间相关性［２０］。 Ｃｒ、Ｎｉ 的 Ｚ 得分大于

１􀆰 ６５，Ｐ＜０􀆰 １，莫兰指数＞０，表明两者存在一定空间

相关性，且两者莫兰指数和 Ｚ 值相似，表明可能存

在相同来源［２０］，这与两者空间分布分析结果（图 ２）
一致。 其他重金属 Ｐ 值大于 ０􀆰 １，且 Ｚ 得分＜１􀆰 ６５，
表明这些重金属空间分布相关性不强，分布较为

随机［１２，２０］。

表 ２　 土壤重金属莫兰指数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元素 Ｚ 得分 Ｐ 值 莫兰指数

Ｃｄ ６􀆰 ８０ ＜０􀆰 ０１ ０􀆰 ４８
Ｃｒ １􀆰 ９１ ０􀆰 ０６ ０􀆰 １４
Ｎｉ １􀆰 ６６ ０􀆰 ９９ ０􀆰 １２
Ｈｇ ０􀆰 ５１ ０􀆰 ６１ ０􀆰 ０２
Ｃｕ ０􀆰 １８ ０􀆰 ８５ ０􀆰 ００４
Ｚｎ ０􀆰 ００４ ０􀆰 ９９ －０􀆰 ０１
Ｐｂ －０􀆰 ２７ ０􀆰 ７９ －０􀆰 ０３
Ａｓ －０􀆰 ３５ ０􀆰 ７３ －０􀆰 ０４

２􀆰 ３　 土壤剖面及外源物质中重金属含量

研究土壤剖面对于定性解析重金属来源起着

重要作用。 各剖面土壤重金属含量见图 ３。
图 ３ 显示，不同剖面各土层土壤 Ｃｄ 和 Ａｓ 含量

由高到低均为表层、中层和下层，土壤垂直分布呈

现重金属含量随深度增加而减少的规律。 这表明

这 ２ 种重金属可能受人为污染影响较大［２１］，进入土

壤中的重金属受土壤胶体的吸附和螯合作用，不易

向下迁移［２２］。 土壤 Ｃｕ、Ｈｇ、Ｃｒ、Ｎｉ、Ｐｂ 和 Ｚｎ 含量垂

直分布没有明显规律，如 １ 号剖面 Ｃｕ、Ｃｒ、Ｎｉ、Ｐｂ 和

Ｚｎ 以及 ３ 号剖面 Ｃｒ 含量随深度增加而增加；１ 号剖

面 Ｈｇ，２ 号剖面 Ｃｒ、Ｎｉ 和 Ｐｂ 以及 ３ 号剖面 Ｃｕ、Ｃｒ、
Ｐｂ 和 Ｚｎ 含量随深度增加先降低后增加。 这与其他

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如内蒙古某冶炼厂周边玉

米地深层土壤 Ｚｎ 含量高于表层和中层［２３］；武安市

矿山镇耕作层土壤 Ｃｒ 和 Ａｓ 含量低于下层，上团城

乡表层 Ｐｂ 含量低于下层［２４］；湖南省湘潭县某镇 Ｃｒ
含量随深度增加而增加，Ｎｉ 含量随深度增加先减小

后增大［２２］；武夷山茶园潮砂土表层 Ｃｕ、Ｚｎ 和 Ｐｂ 含

量小于中 ／下层［２５］。 这可能是由于土壤重金属受自

身理化特征和外界环境等因素影响［２２］。
随 ｐＨ 升高，土壤对 Ｃｒ 的吸附作用降低，Ｃｒ 的

移动性相应增加［２６］；此外，重金属垂直迁移与土壤

密度也存在一定关系，在中层土壤通透性好，在深

层土壤密度大、保水性好的情况下，重金属垂直分

布会出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２３，２７］。 综上所述，研
究区土壤 Ｃｄ 和 Ａｓ 可能主要来自于人为污染源，其
他重金属来源需做进一步解析。

外源重金属通过大气降尘、固废堆积（如煤矸

石等）、灌溉水和农业投入品等途径迁移至农田土

壤中［２８］。 研究外源物质中的重金属有助于解析重

金属的迁移介质，方便进一步明确重金属来源。 表

３ 显示，除灌溉水外，８ 种重金属在各环境介质中均

有检出。 ８ 种重金属在大气降尘、煤矸石和农业化

肥中含量分别为 ０ ～ １０５􀆰 ８７、０ ～ １６５􀆰 ７９ 和 ０􀆰 １０ ～
６８􀆰 ６７ ｍｇ·ｋｇ－１，表明重金属可通过这些介质进入

农田土壤。 其中，大气降尘和煤矸石 Ｃｄ 平均含量

（分别为 ０􀆰 ４４ 和 １􀆰 １３ ｍｇ·ｋｇ－１ ） 高于农业化肥

（０􀆰 １１ ｍｇ·ｋｇ－１），超过土壤 Ｃｄ 风险筛选值（０􀆰 ３０
ｍｇ·ｋｇ－１，ｐＨ≤５􀆰 ５，水田）。 农业化肥 Ａｓ 平均含量

（３０􀆰 ７０ ｍｇ·ｋｇ－１）超过大气降尘和煤矸石（分别为

１􀆰 ２４ 和 ０􀆰 ４３ ｍｇ·ｋｇ－１），大于土壤 Ａｓ 风险筛选值

（３０􀆰 ００ ｍｇ·ｋｇ－１，ｐＨ≤６􀆰 ５，水田）。
２􀆰 ４　 污染源解析

重金属元素间相关性可用于判断重金属同源

性。 ８ 种重金属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４）表明，土壤

Ｃｒ 与 Ｎｉ、Ｃｕ 与 Ｎｉ 以及 Ｐｂ 与 Ｚｎ 之间存在极显著相

关关系（Ｐ＜０􀆰 ０１），这与空间分布格局一致，进一步

表明两两元素可能来自相同污染源，或污染源贡献

比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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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土壤剖面重金属含量

Ｆｉｇ􀆰 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表 ３　 外源物质重金属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元素
ｗ ／ （ｍｇ·ｋｇ－１） ρ ／ （ｍｇ·Ｌ－１）

土壤样品 煤矸石 农业化肥 大气降尘 灌溉水

Ｃｄ １􀆰 ２４±１􀆰 ９１ １􀆰 １３±０􀆰 ３５ ０􀆰 １１±０􀆰 ０１ ０􀆰 ４４±０􀆰 ２４ ＮＤ
Ｈｇ ０􀆰 ０２±０􀆰 ０４ ０􀆰 ２９±０􀆰 ０５ ０􀆰 ３３±０􀆰 ０７ ０􀆰 ０４±０􀆰 ０２ ＮＤ
Ｃｕ ２７􀆰 ６７±２１􀆰 ９１ ８４􀆰 ０３±８􀆰 ９９ １２􀆰 １０±０􀆰 ３１ １８􀆰 ０８±５􀆰 ７７ ＮＤ
Ｃｒ １０６􀆰 ８７±６６􀆰 １６ ９５􀆰 ３３±１８􀆰 ５０ ３５􀆰 ７２±２６􀆰 ２１ ６１􀆰 ８８±１４􀆰 ２２ ０􀆰 ０４±０􀆰 ０１
Ｚｎ １５０􀆰 ０５±２２４􀆰 ８０ １２３􀆰 ６７±１５􀆰 ５３ ４４􀆰 ８７±１６􀆰 ３９ ７９􀆰 １７±２４􀆰 ８８ ０􀆰 １５±０􀆰 ０２
Ｐｂ ４２􀆰 ４５±９５􀆰 １９ ３３􀆰 １３±４􀆰 ６０ ９􀆰 ２０±７􀆰 １９ １７􀆰 １７±３􀆰 ５８ ＮＤ
Ａｓ ２１􀆰 ８５±４０􀆰 ８９ ０􀆰 ４３±０􀆰 ２９ ３０􀆰 ７０±３３􀆰 ２８ １􀆰 ２４±０􀆰 ５４ ０􀆰 ３８±０􀆰 ０４
Ｎｉ ４１􀆰 ４０±４１􀆰 ６８ １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９ １５􀆰 ８４±３􀆰 １０ ２６􀆰 ５７±１４􀆰 ９８ ０􀆰 ０２±０􀆰 ０１

　 　 土壤 Ｃｕ 与 Ｈｇ、Ｚｎ 与 Ｃｒ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

系（Ｐ＜０􀆰 ０５）。 ８ 种重金属不仅内部相互影响，而且

可能受多种外在因素综合影响，需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ＰＣＡ）进一步识别重金属之间的关系及来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研究区重金属含量进行降维

处理，并采用二维因子载荷对各污染组分进行分

类，可有效解析土壤重金属污染来源及贡献率［４］。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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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显示，提取特征值大于 １ 的 ３ 个主成分，第 １、２
和 ３ 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４７􀆰 ２７％、１９􀆰 １５％和

１３􀆰 ５７％，可以解释总变量方差的 ８０􀆰 ００％，第 １ 主成

分显著影响区域土壤重金属含量。 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明确重金属主成分个数后，采用 ＰＭＦ 模型进一

步识别重金属主要污染源及其贡献率。

表 ４　 土壤重金属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元素 Ｈｇ Ｃｒ Ｃｕ Ｎｉ Ｚｎ Ｐｂ Ａｓ

Ｃｄ ０􀆰 ３８∗∗ ０􀆰 ４７∗∗ ０􀆰 ４６∗∗ ０􀆰 ５９∗∗ ０􀆰 ５２∗∗ ０􀆰 ６３∗∗ ０􀆰 １４
Ｈｇ ０􀆰 ２７∗∗ ０􀆰 ２２∗ ０􀆰 ３１∗∗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０２
Ｃｒ ０􀆰 ７６∗∗ ０􀆰 ９０∗∗ ０􀆰 ２１∗ ０􀆰 ２３∗ ０􀆰 ０７
Ｃｕ ０􀆰 ８２∗∗ ０􀆰 ３５∗∗ ０􀆰 ３８∗∗ ０􀆰 ２６∗∗

Ｎｉ ０􀆰 ２９∗∗ ０􀆰 ３３∗∗ ０􀆰 ２７∗∗

Ｚｎ ０􀆰 ９０∗∗ ０􀆰 １６
Ｐｂ ０􀆰 ３４∗∗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

表 ５　 主成分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ＣＡ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 ／ ％ 累积方差 ／ ％

１ ３􀆰 ７８ ４７􀆰 ２７ ４７􀆰 ２７
２ １􀆰 ５３ １９􀆰 １５ ６６􀆰 ４２
３ １􀆰 ０８ １３􀆰 ５７ ８０􀆰 ００
４ ０􀆰 ９３ １１􀆰 ６４ ９１􀆰 ６３
５ ０􀆰 ３４ ４􀆰 ２０ ９５􀆰 ８３
６ ０􀆰 ２０ ２􀆰 ５２ ９８􀆰 ３８
７ ０􀆰 ０８ １􀆰 ０３ ９９􀆰 ３９
８ ０􀆰 ０５ ０􀆰 ６１ １００􀆰 ００

采用 ＰＭＦ ５􀆰 ０ 软件对研究区 ８ 种重金属来源

进行解析，得到 ３ 种重金属污染源对各重金属的贡

献率（图 ４）。 ＰＭＦ 模型运行结果信噪比 Ｓ ∶ Ｎ 大于

１，Ｑ（ ｒｏｂｕｓｔ） ／ Ｑ（ ｔｒｕｅ） ＝ ０􀆰 ３０，小于 １􀆰 ５，运算结果

可靠［１３］。

图 ４　 不同源对研究区土壤重金属的贡献率

Ｆｉｇ􀆰 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４ 显 示， 源 １ 对 土 壤 重 金 属 贡 献 率 为

６４􀆰 ２０％，且对 Ｃｕ、 Ｃｒ 和 Ｎｉ 贡献率较高，分别为

８３􀆰 ００％、９３􀆰 ８０％和 ８９􀆰 ４０％。 各剖面上、中和下层

土壤 Ｃｕ、Ｃｒ 和 Ｎｉ 含量无明显差异（图 ３），Ｃｕ、Ｃｒ 和
Ｎｉ 受人为污染源影响的可能性相对较小［２９］。 张晓

文［３０］调查湖南某工业区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发现，
Ｃｒ 和 Ｎｉ 含量小于背景值，说明这两种元素受自然

因素影响较大；刘昭玥等［１２］在汝城县调查发现，Ｃｕ、
Ｃｒ 和 Ｎｉ ３ 种重金属可能同源，且受成土母质影响较

大。 笔者研究中，土壤 Ｃｕ 和 Ｎｉ 平均含量小于背景

值，进一步表明这 ２ 种重金属可能受土壤母质影响

较大。 与此同时，土壤 Ｃｕ、Ｃｒ 和 Ｎｉ 存在极显著相关

关系且空间分布特征相似，表明 ３ 种重金属极可能

同源。 因此，研究区土壤 Ｃｕ、Ｃｒ 和 Ｎｉ 主要来自土壤

本底。 源 １ 解释为土壤本底。
源 ２ 对土壤重金属贡献率为 ２３􀆰 １０％，对 Ｃｄ 贡

献率最高，达到 ９３􀆰 ７０％。 研究区土壤 Ｃｄ 含量在垂

直分布上呈明显差异（图 ３），即上层＞中层＞下层，
表明 Ｃｄ 可能受人为活动影响强烈。 土壤 Ｃｄ 常以

伴生元素存在于多种矿产中，我国多数煤矿含有丰

富的 Ｃｄ，如泰安煤矿区周边土壤 Ｃｄ 含量显著高于

其他地区［３１］，攀枝花某煤矿区土壤 Ｃｄ 超风险管制

值点位率达 ４１􀆰 ７０％［３２］。 煤矿中的 Ｃｄ 通过煤矸石

在风力或地表径流作用下逐渐迁移至周围农

田［３１－３２］，造成土壤 Ｃｄ 污染。 笔者研究中，土壤 Ｃｄ
含量为 ０􀆰 ０８ ～ １３􀆰 ５０ ｍｇ·ｋｇ－１，超风险筛选值点位

率为 ８６􀆰 ００％，超风险管制值点位率为 ２３􀆰 ００％。 与

此同时，大气降尘和煤矸石 Ｃｄ 平均含量分别为

０􀆰 ４４ 和 １􀆰 １３ ｍｇ·ｋｇ－１，远高于灌溉水和农业化肥

（平均含量分别为 ０ 和 ０􀆰 １１ ｍｇ·ｋｇ－１），表明 Ｃｄ 主

要是通过煤矸石、大气沉降等方式迁移到农田土壤

中。 结合研究区土壤 Ｃｄ 空间分布，即土壤 Ｃｄ 含量

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矿区周边，距矿区越近，Ｃｄ 含量

就越高，呈明显空间自相关性，因此，源 ２ 解释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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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活动。
源 ３ 对土壤重金属贡献率为 １２􀆰 ６０％，对 Ａｓ 贡

献率最高，为 ９３􀆰 ９０％。 土壤剖面 Ａｓ 含量在垂直分

布上呈明显差异（图 ３），即上层＞中层＞下层，表明

其可能受到人为因素影响。 多项研究结果［３３－３５］ 表

明，磷肥是土壤 Ａｓ 污染的重要来源。 ＨＡＲＴＬＥＹ
等［３３］发现长期施用磷肥的公园草地土壤磷含量与

未施用磷肥相比增加近 １ 倍；余垚等［３４］ 发现我国

１６１ 种含磷肥料 Ａｓ 含量为 ０􀆰 ０３ ～ ９０􀆰 １０ ｍｇ·ｋｇ－１；
封朝晖等［３５］ 发现我国含磷肥料 Ａｓ 含量为 ４􀆰 ４１ ～
５７􀆰 ７ ｍｇ·ｋｇ－１，复混肥料及水溶性肥料 Ａｓ 含量为

０～４５３􀆰 ９３ ｍｇ·ｋｇ－１。 因此，高 Ａｓ 肥料的施用存在

一定环境风险。 笔者研究中，农业肥料 Ａｓ 含量为

６􀆰 ５６～６８􀆰 ６７ ｍｇ·ｋｇ－１，同时结合研究区土壤 Ａｓ 含

量空间分布情况，即土壤 Ａｓ 含量低值区面积大、范
围广，分布较为均匀，空间自相关性较差，与矿区位

置关系不明显，推断土壤 Ａｓ 主要来自高 Ａｓ 肥料的

长期施用。 因此，源 ３ 解释为农业源。

３　 结论

调查区域土壤重金属存在超风险筛选值和风

险管控值情况，土壤 Ｃｄ、Ｃｕ、Ｃｄ、Ｎｉ、Ｚｎ、Ｐｂ 和 Ａｓ 含

量超风险筛选值且不超过风险管制值点位率分别

为 ６３􀆰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９􀆰 ００％、 １０􀆰 ００％、
４􀆰 ００％和 １６􀆰 ００％，土壤 Ｃｄ、Ｚｎ、Ｐｂ 和 Ａｓ 含量超风

险管制值点位率分别为 ２３􀆰 ０％、２􀆰 ００％、２􀆰 ００％和

３􀆰 ００％。 根据污染源解析结果，土壤重金属主要来

自于 ３ 种源。 其中，土壤本底贡献率为 ６４􀆰 ２０％，对
Ｃｕ、Ｃｒ 和 Ｎｉ 贡献率较高，分别为 ８３􀆰 ００％、９０􀆰 ８０％
和 ８９􀆰 ４０％；煤矿区活动贡献率为 ２３􀆰 １０％，对 Ｃｄ 贡

献率最高，达 ９３􀆰 ７０％；农用化肥施用贡献率为

１２􀆰 ６０％，对 Ａｓ 贡献率最高，为 ９３􀆰 ９０％。
土壤重金属污染不仅对土壤生态、动植物生长

造成影响，还可通过农作物进入人体，进而危害人

群健康。 在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与源解析的

同时，应进一步开展土壤－作物系统重金属迁移和

重金属对人体健康的风险评估研究，以全面深入认

识研究区重金属危害，为地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

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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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Ｗｕ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２０：４７０５９５４．

［４］ 　 韩存亮，罗炳圣，常春英，等．基于多种方法的区域农业土壤重

金属污染成因分析研究［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２，３８
（２）：１７６－１８３．［ＨＡＮ Ｃｕｎ⁃ｌｉａｎｇ，ＬＵＯ Ｂ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
ｙｉｎｇ，ｅｔ 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２）：１７６－１８３．］

［５］ 　 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ＧＢ １５６１８—２０１８［Ｓ］．
［６］ 　 高园园，张海军，孔璐璐，等．丹江口库区农田土壤重金属分布

和来源解析 ［ Ｊ］ ．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２０，４３ （ ８）：２１１ － ２１８．
［ＧＡＯ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ｊｕｎ， ＫＯＮＧ Ｌｕ⁃ｌｕ， ｅｔ 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Ｄａｎ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４３（８）：２１１－２１８．］

［７］ 　 ＨＵＡＮＧ Ｓ Ｓ，ＬＩＡＯ Ｑ Ｌ，ＨＵＡ Ｍ，ｅｔ 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ｉｎ Ｙａｎｇｚｈ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Ｊｉａｎ⁃
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７，６７（１１）：２１４８－２１５５．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则：
ＮＹ ／ Ｔ ３３４３—２０１８［Ｓ］．

［９］ 　 方文稳，张丽，叶生霞，等．安庆市降尘重金属的污染评价与健

康风险评价 ［ Ｊ］ ．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１５，３５ （ １２）：３７９５ － ３８０３．
［ＦＡＮＧ Ｗｅｎ⁃ｗｅ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ＹＥ 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ｅｔ 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３５（１２）：３７９５－３８０３．］

［１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土壤和沉积物 １２ 种金属元素的

测定 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ＨＪ ８０３—２０１６［Ｓ］．
［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

的测定 微波消解 ／ 原子荧光法：ＨＪ ６８０—２０１３［Ｓ］．
［１２］ 刘昭玥，费杨，师华定，等．基于 ＵＮＭＩＸ 模型和莫兰指数的湖南

省汝城县土壤重金属源解析 ［ Ｊ］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２１， ３４
（１０）：２４４６－２４５８．［ＬＩＵ Ｚｈａｏ⁃ｙｕｅ，ＦＥＩ Ｙａｎｇ，ＳＨＩ Ｈｕａ⁃ｄ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Ｒｕ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ＮＭＩＸ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ａｎ Ｉｎ⁃
ｄｅｘ［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１， ３４ （ １０ ）：
２４４６－２４５８．］

［１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ＥＰ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ＰＭＦ） ５． ０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Ｇｕｉｄｅ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２－０７－１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ｅｐａ．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５－０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ｍｆ＿５．０＿ｕｓｅｒ＿ｇｕｉｄｅ．ｐｄｆ．

［１４］ 赵杰，罗志军，赵越，等．环鄱阳湖区农田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

及污染评价 ［ Ｊ］ ．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８ （ ６）： ２４７５ － ２４８５．
［ＺＨＡＯ Ｊｉｅ，ＬＵＯ Ｚｈｉ⁃ｊｕｎ，ＺＨＡＯ Ｙｕｅ，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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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 Ｊ］ ．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 ２０１８， ３８
（６）：２４７５－２４８５．］

［１５］ 魏复盛，陈静生，吴燕玉，等．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Ｍ］．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３０－４８３．

［１６］ ＬＩＵ Ｘ Ｙ，ＳＨＩ Ｈ Ｄ，ＢＡＩ Ｚ Ｋ，ｅｔ ａｌ．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Ｏｐｅｎｃａｓ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Ｐ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ｈｅｍｏ⁃
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０，２４４：１２５３６０．

［１７］ ＨＵＡＮＧ Ｙ，ＷＡＮＧ Ｌ Ｙ，ＷＡＮＧ Ｗ Ｊ，ｅｔ 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６５１：３０３４－３０４２．

［１８］ 马宏宏，余涛，杨忠芳，等．典型区土壤重金属空间插值方法与

污染评价［Ｊ］ ．环境科学，２０１８，３９（１０）：４６８４－４６９３．［ＭＡ Ｈ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ＹＵ Ｔａｏ， Ｙ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ｙｐｉ⁃
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 ３９ （ １０ ）：
４６８４－４６９３．］

［１９］ 贾亚琪，程志飞，刘品祯，等．煤矿区周边农田土壤重金属积累

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Ｊ］ ．土壤通报，２０１６，４７（２）：４７４－ ４７９．
［ＪＩＡ Ｙａ⁃ｑｉ， ＣＨＥＮＧ Ｚｈｉ⁃ｆｅｉ， ＬＩＵ Ｐｉｎ⁃ｚ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４７（２）：４７４－４７９．］

［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Ｃ Ｓ，ＬＵＯ Ｌ，ＸＵ Ｗ Ｌ，ｅｔ ａｌ．Ｕｓ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ａｎｄ
ＧＩ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Ｐｂ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Ｇａｌｗａｙ，
Ｉｒｅｌａｎｄ［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３９８（１ ／ ２ ／ ３）：
２１２－２２１．

［２１］ 赵津，刘汝海，金嘉欣，等．子牙新河下游湿地土壤重金属垂直

分布及形态特征［ Ｊ］ ．环境化学，２０１６，３５ （ １０）：２０４４ － ２０５０．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ＬＩＵ Ｒｕ⁃ｈａｉ， ＪＩＮ Ｊｉａ⁃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Ｚｉｙａｘ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６，３５
（１０）：２０４４－２０５０．］

［２２］ 窦韦强，安毅，秦莉，等．农田土壤重金属垂直分布迁移特征及

生态风险评价 ［ Ｊ］ ．环境工程，２０２１，３９（ ２）：１６６ － １７２． ［ ＤＯＵ
Ｗｅｉ⁃ｑｉａｎｇ，ＡＮ Ｙｉ，ＱＩＮ Ｌｉ，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３９
（２）：１６６－１７２．］

［２３］ 史锐，岳荣，张红．有色金属采选冶基地周边土壤中重金属纵

向分层研究［Ｊ］ ．土壤通报，２０１６，４７（１）：１８６－１９１． ［ ＳＨＩ Ｒｕｉ，
ＹＵＥ Ｒ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ｒｏｕｎｄ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４７（１）：１８６－１９１．］

［２４］ 曹羽飞，黄亚楠，丁九龙．典型矿业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垂

直分布规律研究：以武安市为例［ Ｊ］ ．科技资讯，２０１５，１３（４）：
１０７．［ＣＡＯ Ｙｕ⁃ｆｅｉ，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ａｎ，ＤＩＮＧ Ｊｉｕ⁃ｌｏ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Ｖｅｒ⁃
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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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对石灰性褐土肥力、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徐富锦， 常会庆① 　 （河南科技大学农学院， 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要： 为探究不同比例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施用对石灰性褐土土壤肥力特征影响及污泥堆肥过量施用的养分淋失

风险。 采用田间试验，分别设置不施氮肥处理（ＷＮ）、常规施化肥处理（Ｓ０）和 ５ 种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处理（替
代比例分别为 ２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代号依次为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选择小麦拔节期和成熟期采集样品

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相较于常规施肥处理，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增加了土壤有机碳、速效磷、速效钾、硝态氮含量

及综合肥力；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处理拔节期土壤 ｐＨ 值、铵态氮含量显著降低，成熟期土壤铵态氮含量显著提高，
但成熟期 ｐＨ 值没有显著变化；土壤全氮含量在替代氮肥 １００％条件下开始显著增加。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各处理

全氮单因子指数等级表现为Ⅰ级清洁类型，土壤有机指数在替代氮肥 １００％条件下达到Ⅱ级较清洁类型。 替代氮

肥 ２０％处理的氮肥偏生产力和氮肥农学效率最大，与 Ｓ０ 处理相比分别增加 ２．１７％和 ４３．３３％，且小麦产量最高；污
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不超过 １００％时，小麦籽粒中淀粉、蛋白质和干面筋含量较常规施肥处理均有所增加。 可见，
污泥堆肥替代 ２０％氮肥施用有利于土壤养分的保持和氮肥农学效率的提高，并且污泥堆肥施用处理养分淋失风

险小，小麦产量和品质也不会降低。
关键词： 污泥堆肥； 养分； 氮肥利用率； 风险评价； 作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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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ｎ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０）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２０％，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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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ｔ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ｔ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 ｂｕｔ 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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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肥的使用对我国粮食作物增产的贡献巨大，
其中，氮素又是限制作物产量的主要元素之一［１］。
我国是肥料消费大国，氮肥消费量约占世界氮肥消

费量的 ３５％。 虽然高投入的氮肥保证了作物产量，
但我国氮肥平均利用率仅约为 ３０％［２］，氮肥的过量

施用会导致氮肥利用效率低下，并且氮素流失会造

成一系列环境问题［３］。 大量研究［４］ 表明，有机投入

品的施用或配施能显著增加土壤养分供应强度，调
节养分释放速率，缓解土壤氮素淋失，有利于培肥

土壤和增加作物产量。 因此，合理的替代施肥是提

高氮肥利用率、实现化肥施用零增加目标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污泥产量巨大［５］，其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置

迫在眉睫。 国家《“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

利用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污泥无害化处理满足相关

标准后，可用于土地改良、园林绿化和农业利用等。
目前，欧美国家用来改善土壤或作为农作物肥料的

污泥堆肥比例约为 ６０％［６］，而我国污泥堆肥后农用

率不高［７］，但污泥堆肥作为一种无害化处理的有机

物料，其氮、磷、有机质含量丰富，适量施用有利于

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提高［８］，并且随着城市污泥堆肥

在农用率、环境效应和控制标准要求方面的提高，
污泥堆肥中重金属含量在逐年降低，重金属风险在

降低。 所以污泥堆肥施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

视［９］。 然而，过量施用污泥堆肥也会导致土壤碳、
氮、磷大量累积，增加其淋失风险和对环境的危

害［１０］。 因此，选择合理的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是

其安全施用的重要依据。
小麦是北方石灰性土壤（包括石灰性褐土）上

种植的主要作物类型，与水稻、油葵等作物相比，其
对重金属的富集积累作用较弱［１１］。 石灰性褐土麦

田广泛分布于中国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其盐基饱和

度高，呈中性至碱性反应，且无害化污泥堆肥在该

类土壤上农用的风险低［１２］。 因此，采用田间试验，
通过设置不同比例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施用，开展污

泥堆肥替代氮肥施用对石灰性褐土养分、氮素利用

效率、养分淋失风险以及小麦产量和品质等参数的

综合影响，旨在为石灰性褐土筛选适宜的污泥堆肥

替代氮肥比例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地点与材料

试验于河南科技大学开元农场开展，该农场位

于河南省西部的洛阳市（３４°４１′ Ｎ、１１２°２７′ Ｅ），试
验点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为

１２􀆰 ２～２４􀆰 ６ ℃，无霜期在 ２１０ ｄ 以上，年降水量为

５２８～８００ ｍｍ，日照时数为 ２ ２００～２ ３００ ｈ，年均湿度

为 ６０％～７０％。 供试土壤类型为褐土，土壤质地为

壤土，其容重为 １􀆰 ４４ ｇ·ｃｍ－３，比重为 ２􀆰 ５８，孔隙度

为 ４３􀆰 ９９％，阳离子交换量为 ３１􀆰 ８９ ｃｍｏｌ·ｋｇ－１，电
导率为 １􀆰 ０１ ｍＳ·ｃｍ－１。 所选污泥堆肥中镉、汞、
铅、铬和砷含量分别为 ２􀆰 １７、０􀆰 ０５８、８０􀆰 ８０、２３２􀆰 ８７
和 ２７􀆰 ９５ ｍｇ·ｋｇ－１，符合 ＧＢ ４２８４—２０１８《农用污泥

污染物控制标准》。 供试作物为豫麦 ５８，化学肥料

为尿素（Ｎ 质量含量为 ４６％）、过磷酸钙（Ｐ ２Ｏ５质量

含量为 １６％）和氯化钾（Ｋ２Ｏ 质量含量为 ６０％）。 土

壤和污泥堆肥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１。

表 １　 土壤和污泥堆肥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

供试材料 ｐＨ 值
ｗ（有机质） ／

％
ｗ（全氮） ／
（ｇ·ｋｇ－１）

ｗ（速效磷） ／
（ｇ·ｋｇ－１）

ｗ（速效钾） ／
（ｇ·ｋｇ－１）

褐土　 　 ７􀆰 ６１±０􀆰 ０３ ０􀆰 ７３±０􀆰 ０７ ０􀆰 ５２±０􀆰 ０２ 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１ ０􀆰 １４０±０􀆰 ００１
污泥堆肥 ７􀆰 ２８±０􀆰 １０ ２０􀆰 ３８±０􀆰 ９８ ８􀆰 ３２±０􀆰 ２５ ０􀆰 ２４０±０􀆰 ００８ ３􀆰 ２７０±０􀆰 ００１

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ｎ＝ ３）。

１􀆰 ２　 试验设计

采用田间试验开展研究，试验共设置 ７ 个处理：
不施氮肥（ＷＮ）、常规施化肥（Ｓ０）、污泥堆肥替代氮

肥 ２０％（Ｓ１）、污泥堆肥替代氮肥 ５０％（Ｓ２）、污泥堆

肥替代氮肥 １００％（Ｓ３）、污泥堆肥替代氮肥 ２００％
（Ｓ４）和污泥堆肥替代氮肥 ３００％（Ｓ５）。 各处理除氮

肥施用量不同外，磷、钾肥施用量均一致，Ｐ ２ Ｏ５ 和

Ｋ２Ｏ 施用量分别为 ９０ 和 ６０ ｋｇ·ｈｍ－２。 每个处理设

置 ３ 次重复，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小区面积

为 ２ ｍ２。 其中，常规施氮肥处理以 １ ／ ３ 氮肥作为追

肥，且 Ｓ１、Ｓ２ 处理追肥量与常规施肥处理一致，其余

处理不追肥；将各处理剩余氮肥作为基肥一次性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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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磷、钾肥均作为基肥一次性施入大田。 小麦播

种采用人工开沟进行，播种量为 １５ ｋｇ·ｈｍ－２；在小

麦拔节期开沟撒施追肥，具体施肥方案及施肥量见

表 ２。 试验期间按当地大田管理方式进行常规

管理。

表 ２　 不同处理施肥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ｓ ｋｇ·ｈｍ－２

处理
基肥

污泥堆肥 尿素 Ｐ２Ｏ５ Ｋ２Ｏ
追肥

（尿素）
ＷＮ ０ 　 ０ ９０ ６０ ０
Ｓ０ ０ １２０ ９０ ６０ ６０
Ｓ１ ４ １５０􀆰 ０８ ８４ ９０ ６０ ６０
Ｓ２ １０ ３０５􀆰 １５ ３０ ９０ ６０ ６０
Ｓ３ ２０ ６１０􀆰 ３０ ０ ９０ ６０ ０
Ｓ４ ４１ ２２０􀆰 ６０ ０ ９０ ６０ ０
Ｓ５ ６１ ８３０􀆰 ９０ ０ ９０ ６０ ０

ＷＮ 为不施氮肥，Ｓ０ 为常规施化肥，Ｓ１ ～ Ｓ５ 分别为污泥堆肥替代氮

肥 ２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和 ３００％。 施基肥时间为 ２０２０－１０－２７，施
追肥时间为 ２０２１－０３－１３。

１􀆰 ３　 样品采集与分析

在小麦拔节期和成熟期，每个小区按 ５ 点法采

集表层（０～２０ ｃｍ）土样，剔除石砾和植物残根等杂

物，混合密封后带回实验室，一部分土壤样品置于

４ ℃ 条件下保存，用于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测定：
采用氯化钾浸提－蒸馏法测定；一部分土壤样品经

风干、研磨后分别过 ０􀆰 ８５ 和 ０􀆰 １２ ｍｍ 孔径筛后用

于土壤理化指标测定：ｐＨ 值采用 Ｖ（水） ∶ ｍ（土）＝
２􀆰 ５ ∶ １ 电位法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

容量法测定；土壤全氮含量采用半微量开氏法测

定；土壤速效磷含量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

色法测定；土壤速效钾含量采用醋酸铵浸提－火焰

光度计法测定。 详细测定方法见文献［１３］。 小麦

收获时，将地上部分小麦全部收获，按小区分开单

独脱粒考种。 人工脱粒后晒干称重记产，同时记录

每个小区的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 利用近红外分

析仪（ＤＡ７２５０）测定小麦品质指标（淀粉、蛋白质、
湿面筋、干面筋含量）。
１􀆰 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１􀆰 ４􀆰 １　 土壤肥力评价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和文

献［１４－１５］，并结合生产实际，将土壤 ｐＨ 值、有机

质、全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分为 ３ 个等级，确定土壤

养分等级评价标准（表 ３）。 其中，全国第二次土壤

普查分级标准将土壤酸碱性分为强酸性（＜４􀆰 ５）、弱
酸性 （ ４􀆰 ５ ～ ＜ ５􀆰 ５）、微酸性 （ ５􀆰 ５ ～ ＜ ６􀆰 ５）、中性

（６􀆰 ５～ ＜７􀆰 ５）、碱性（７􀆰 ５ ～ ＜８􀆰 ５）和强碱性（≥８􀆰 ５）
６ 级。

表 ３　 土壤养分分级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分级
ｗ（有机质） ／
（ｇ·ｋｇ－１）

ｗ（全氮） ／
（ｇ·ｋｇ－１）

ｗ（速效磷） ／
（ｍｇ·ｋｇ－１）

ｗ（速效钾） ／
（ｍｇ·ｋｇ－１）

缺乏 ＜２０ ＜１􀆰 ０ ＜１２ ＜６０
中等 ２０～４０ １􀆰 ０～２􀆰 ０ １２～３０ ６０～１８０
丰富 ＞４０ ＞２􀆰 ０ ＞３０ ＞１８０

结合实际情况，选取 ｐＨ 值、有机质、全氮、速效

磷和速效钾 ５ 个指标对开元农场褐土进行综合肥力

评价。 为了消除参评指标间的量纲差异，对选定的

５ 项土壤养分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其转化为肥

力系数（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Ｃ，ＣＦ） ［１６］：

ＣＦ，ｉ ＝

１　 　 　 　 　 　 　 　 　 　 ｘ ≤ ｘａ；
１ ＋ （ｘ － ｘａ） ／ （ｘｃ － ｘａ）　 ｘａ ＜ ｘ ≤ ｘｃ；
２ ＋ （ｘ － ｘｃ） ／ （ｘｐ － ｘｃ）　 ｘｃ ＜ ｘ ≤ ｘｐ；
３ ｘ ＞ ｘ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
式（１）中，ＣＦ，ｉ为分肥力值；ｘａ、ｘｐ分别为相应土壤养

分缺乏、丰富的临界值；ｘｃ为 ｘａ、ｘｐ的平均值。 对于

土壤 ｐＨ 值而言，ｘａ、ｘｐ分别取值 ４􀆰 ５、８􀆰 ５。
土壤综合肥力评价方法：采用修正的内梅罗

（Ｎｅｍｅｒｏｗ）指数法［１７］计算土壤综合肥力指数（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ＩＦＩ，ＩＩＦ）：

ＩＩＦ ＝
ＩＩＦ，ｉ，ａ ２ ＋ ＩＩＦ，ｉ，ｍｉｎ

２

２
× ｎ － １

ｎ
。 （２）

式（２）中， ＩＩＦ，ｉ，ａ 和 ＩＩＦ，ｉ，ｍｉｎ 分别为针对各项土壤养分

指标测算的综合肥力指数中的平均值和最小值；ｎ
为参与评价的土壤养分指标个数，取值为 ５。 根据

综合肥力指数值将土壤综合肥力分为 ４ 个等

级：＜０􀆰 ９，贫瘠； ０􀆰 ９ ～ ＜ １􀆰 ８，一般； １􀆰 ８ ～ ＜ ２􀆰 ７，肥

沃；≥２􀆰 ７，很肥沃。
１􀆰 ４􀆰 ２　 氮肥利用率相关计算［１８］

氮肥偏生产力（ＰＦＰ，ｋｇ·ｋｇ－１）等于施氮区产

量除以施氮量；氮肥农学效率（ＡＥ，ｋｇ·ｋｇ－１）等于

施氮区籽粒产量与不施氮区籽粒产量差值除以施

氮量。
１􀆰 ４􀆰 ３　 养分淋失风险评价

有机指数通常用作表征土壤环境状况，可用来

反映外源有机物添加导致的土壤有机碳淋失潜在

风险。 土壤中营养积累的潜在风险评价采用单因

子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法［１９］。 全氮评价标准值

为 ４􀆰 ８５ ｍｇ·ｇ－１［２０］。 有机指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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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 ＝ ｗＴＯＣ × ｗＴＮ × ０􀆰 ９５。 （３）
式（３）中，ＩＯ为有机指数；ｗＴＯＣ为土壤总有机碳质量

含量实测值，％； ｗＴＮ 为土壤总氮质量含量实测

值，％。 有机指数评价标准见表 ４。

Ｓｉ ＝
Ｃ ｉ

Ｃｓ
， （４）

ＦＦ ＝
Ｆ２ ＋ Ｆｍａｘ

２

２
。 （５）

式（４） ～ （５）中，Ｓｉ为标准指数（单因子指数）；Ｃ ｉ为

评价因子 ｉ 的实际测定值，Ｃｓ为评价因子的标准评

价值；ＦＦ为综合污染指数；Ｆ 为 ｎ 项污染物污染指数

平均值；Ｆｍａｘ为最大单项污染指数。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采

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进行数据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不
同处理间采用最小显著差数法（ＬＳＤ）进行差异显著

性检验（Ｐ＜０􀆰 ０５），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２１ 作图。

表 ４　 有机指数评价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等级 类型 有机指数 ＩＯ 单因子指数 Ｓｉ 综合污染指数 ＦＦ

Ⅰ 清洁 ＩＯ＜０􀆰 ０５ Ｓｉ＜０􀆰 ５ ＦＦ＜１􀆰 ０
Ⅱ 较清洁 ０􀆰 ０５≤ＩＯ＜０􀆰 ２ ０􀆰 ５≤Ｓｉ＜１􀆰 ０ １􀆰 ０≤ＦＦ＜１􀆰 ５
Ⅲ 中度污染 ０􀆰 ２≤ＩＯ＜０􀆰 ５ １􀆰 ０≤Ｓｉ＜１􀆰 ５ １􀆰 ５≤ＦＦ＜２􀆰 ０
Ⅳ 重度污染 ＩＯ≥０􀆰 ５ Ｓｉ≥１􀆰 ５ ＦＦ≥２􀆰 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对表层土壤养分含量及肥

力的影响

　 　 在小麦拔节期和成熟期不同污泥堆肥替代氮

肥处理土壤 ｐＨ 及养分含量变化见图 １。

各处理代号含义见表 ２。 就同一生育期而言，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某指标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１　 拔节期和成熟期不同处理土壤养分变化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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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后土壤 ｐＨ 较 Ｓ０ 处理呈下

降趋势，其中，拔节期各污泥堆肥替代处理土壤 ｐＨ
较 Ｓ０ 处理显著降低 ０􀆰 ０８ ～ ０􀆰 １５ 个单位，成熟期未

出现显著变化。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增加了拔节期

和成熟期表层土壤硝态氮含量，其中，在拔节期，当
替代氮肥比例超过 ２０％时，表层土壤硝态氮含量较

常规施肥处理分别显著增加 ２４􀆰 ２９％、 ５０􀆰 ００％、
１３５􀆰 ７１％和 ２０２􀆰 ３８％；在成熟期，仅 Ｓ２、Ｓ３ 处理表层

土壤硝态氮含量较 Ｓ０ 处理分别显著增加 ３３􀆰 １４％和

１３９􀆰 ３６％，其余处理没有显著变化。 污泥堆肥替代

氮肥显著降低拔节期表层土壤铵态氮含量，相较于

Ｓ０ 处理，各污泥堆肥替代处理土壤铵态氮含量显著

降低 ２８􀆰 ４０％ ～５３􀆰 ４４％；在成熟期，污泥堆肥替代氮

肥显著增加表层土壤铵态氮含量，各污泥堆肥替代

处理土壤铵态氮含量较 Ｓ０ 处理显著增加 ９９􀆰 ９９％ ～
１３５􀆰 ３１％。 另外，污泥堆肥不同比例替代氮肥增加

了拔节期和成熟期土壤有机碳、全氮、速效磷和速

效钾含量（图 １），其中，各污泥堆肥替代处理土壤速

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较常规施肥处理显著增加，且
当替代氮肥比例超过 ５０％时，土壤全氮含量增加显

著。 在拔节期，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各处理土壤有机

碳含 量 较 Ｓ０ 处 理 分 别 显 著 增 加 ２４􀆰 ０４％ ～
１５９􀆰 ０８％；在成熟期，当替代氮肥比例超过 ５０％时，
土壤有机碳含量较 Ｓ０ 处理显著增加 ３８􀆰 ５５％ ～
７０􀆰 ６５％。 在拔节期，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处理均显著

增加土壤综合肥力指数；在成熟期，土壤综合肥力

指数在替代氮肥比例超过 ２０％时较 Ｓ０ 处理显著增

加 １３􀆰 ７９％～３４􀆰 ４８％。
２􀆰 ２　 不同污泥堆肥替代处理土壤氮肥利用率

ＡＥ 和 ＰＦＰ 反映了氮肥吸收对作物产量的影

响。 图 ２ 表明，随着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的增加，
氮肥偏生产力和氮肥农学效率先增加后降低。 与

Ｓ０ 处理相比， Ｓ１ 处理氮肥农学效率显著增加

４３􀆰 ３３％，其余处理显著降低 ４６􀆰 ８１％ ～１１５􀆰 １４％（Ｐ＜
０􀆰 ０５），且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 图 ２ 还显示，Ｓ１ 处

理氮肥偏生产力略高于 Ｓ０ 处理，但并未表现出显著

性差异，其他污泥堆肥替代处理相较于 Ｓ０ 处理显著

降低 １０􀆰 ８２％～７５􀆰 ４１％。

各处理代号含义见表 ２。 就同一指标而言，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

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该指标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２　 污泥堆肥替代处理氮肥偏生产力（ＰＦＰ）和
氮肥农学效率（ＡＥ）

Ｆｉｇ􀆰 ２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 ３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对土壤养分淋失风险的

影响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增加石灰性褐土综合肥力

的同时，还增加了土壤养分累积风险（图 ３）。 图 ３
显示，在小麦拔节期和成熟期，污泥堆肥替代氮肥

后土壤综合污染指数（ＦＦ）均小于 １􀆰 ０，全氮单因子

指数（Ｓｉ）均小于 ０􀆰 ５。

各处理代号含义见表 ２。 Ｓ ｉ 为全氮单因子指数，ＩＯ 为有机指数，ＦＦ 为综合污染指数。

就同一指标而言，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该指标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３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后土壤养分淋失风险

Ｆｉｇ􀆰 ３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

　 　 在拔节期和成熟期，当替代氮肥比例超过 ５０％ 时，土壤全氮单因子指数较 Ｓ０ 处理分别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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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００％～ ９３􀆰 ７５％和 ３３􀆰 ３３％ ～ ６６􀆰 ６７％（Ｐ＜ ０􀆰 ０５），
土壤 综 合 污 染 指 数 较 Ｓ０ 处 理 分 别 显 著 增 加

１１５􀆰 ３８％～１２３􀆰 ０８％和 ３０􀆰 ７７％ ～ ６１􀆰 ５４％，但均属于

Ⅰ级清洁类型。 就土壤有机碳而言，在拔节期污泥

堆肥替代氮肥后，Ｓ２ 处理土壤有机碳的有机指数

（ ＩＯ）较常规施肥处理增加 ４８􀆰 ５１％，其他替代处理

显著增加 ６７􀆰 ８６％ ～ ４９５􀆰 ８３％，其中，Ｓ５ 处理土壤有

机碳的有机指数为 ０􀆰 ２０，属于Ⅲ级中度污染，说明

此时土壤碳素淋失风险较大；在成熟期，当污泥堆

肥替代氮肥比例超过 ５０％时，土壤有机碳的有机指

数显著增加 ９６􀆰 ００％ ～１５３􀆰 ３３％，此时土壤有机碳为

Ⅱ级较清洁类型，说明此时土壤碳素的淋失风险较

常规施肥处理升高。
２􀆰 ４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对小麦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小麦产量 ３ 要素由穗粒数、穗数和千粒重构成。
由表 ５ 可知，随着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的提高，小
麦穗粒数和产量都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 与 Ｓ０ 处

理相比，各污泥堆肥替代处理穗数较 Ｓ０ 处理显著降

低 ７􀆰 ８２ ％ ～ ２１􀆰 ６８％（Ｐ＜０􀆰 ０５），但 Ｓ１、Ｓ２ 处理小麦

穗粒数显著增加 ７􀆰 ５８％和 １１􀆰 ４１％，另外，Ｓ３ 处理小

麦千粒重显著增加 ３􀆰 ２８％。 Ｓ１ 处理小麦产量比 Ｓ０
处理增加 ２􀆰 １７％，其余处理小麦产量均显著降低。
这说明随着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的提高，冬小麦

产量先增加后减少，整体表现为当污泥堆肥替代氮

肥比例为 ２０％时小麦产量可实现稳产高产。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对小麦籽粒淀粉、蛋白质、

干面筋和湿面筋含量变化的影响见表 ６。 由表 ６ 可

知，随着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的增加，小麦籽粒

中淀粉和蛋白质含量呈增加趋势，但差异不显著；
且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后小麦籽粒中湿面筋含量较

Ｓ０ 处理有所降低，但仅 Ｓ３ 处理显著降低 １３􀆰 ４５％；
随着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的增加，小麦籽粒中干

面筋含量呈现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当替代比例超过

５０％时，籽粒干面筋含量有所降低，但均未达到显著

水平。 可见，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处理总体上不会对

小麦品质造成显著影响。

表 ５　 不同污泥堆肥替代处理小麦产量及其构成

Ｔａｂｌｅ ５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穗数 ／ １０４ ｈｍ－２ 穗粒数 千粒重 ／ ｇ 产量 ／ （ｋｇ·ｈｍ－２）
ＷＮ １９􀆰 ８８±０􀆰 ００ｂｃ ４４􀆰 ３０±０􀆰 ００ｃｄ ４６􀆰 ９８±０􀆰 ００ｂ ６ ２０５􀆰 １２±０􀆰 ００ｂ

Ｓ０ ２２􀆰 ５１±０􀆰 ４７ａ ４５􀆰 ２３±０􀆰 ３９ｃｄ ４８􀆰 ４７±１􀆰 ５９ａｂ ７ １７３􀆰 ３４±５６９􀆰 ３７ａ

Ｓ１ ２０􀆰 ７５±０􀆰 ８４ｂ ４８􀆰 ６６±２􀆰 ６５ａｂ ４７􀆰 ９０±１􀆰 ４３ａｂ ７ ３２９􀆰 ３５±６４１􀆰 ４４ａ

Ｓ２ １８􀆰 ８３±０􀆰 ８２ｃ ５０􀆰 ３９±１􀆰 ００ａ ４９􀆰 ８８±２􀆰 ００ａｂ ６ ３９７􀆰 ４５±４５８􀆰 ８０ｂ

Ｓ３ １９􀆰 ６４±０􀆰 ８０ｂｃ ４３􀆰 ４８±２􀆰 ６６ｃｄ ５０􀆰 ０６±２􀆰 ０８ａ ６ ３０４􀆰 ４２±３４２􀆰 ９０ｂ

Ｓ４ １９􀆰 ２９±０􀆰 ８６ｃ ４２􀆰 １０±１􀆰 ２４ｄ ４８􀆰 ７６±１􀆰 ６９ａｂ ６ ２０８􀆰 ８１±２００􀆰 ８５ｂ

Ｓ５ １７􀆰 ６３±０􀆰 ４５ｄ ４６􀆰 １６±４􀆰 ０９ｂｃ ４８􀆰 ５０±１􀆰 ３４ａｂ ５ ２９４􀆰 ３１±４５４􀆰 ２７ｃ

各处理代号含义见表 ２。 同一列数据后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某指标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表 ６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对小麦籽粒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处理
ｗ ／ ％

蛋白质 淀粉 干面筋 湿面筋

ＷＮ １３􀆰 ２５±０􀆰 ００ａ ７４􀆰 ２１±０􀆰 ００ａｂ ５５􀆰 ５４±０􀆰 ００ｂ ２６􀆰 ５３±０􀆰 ００ｃ

Ｓ０ １３􀆰 ９８±０􀆰 ２０ａ ７４􀆰 １６±０􀆰 ２２ａｂ ５６􀆰 ３３±０􀆰 ６１ａｂ ２８􀆰 ４１±０􀆰 ８０ａ

Ｓ１ １３􀆰 ４９±０􀆰 ２７ａ ７４􀆰 ２９±０􀆰 ３２ａｂ ５６􀆰 ３７±０􀆰 ６９ａｂ ２７􀆰 ２７±０􀆰 ７８ｂｃ

Ｓ２ １３􀆰 ６５±０􀆰 ３１ａ ７４􀆰 ２９±０􀆰 ２８ａｂ ５７􀆰 ０３±０􀆰 ６７ａ ２７􀆰 ６７±０􀆰 ７５ａｂ

Ｓ３ １２􀆰 ５０±０􀆰 ７８ｂ ７４􀆰 ５６±０􀆰 ２６ａ ５６􀆰 ５２±０􀆰 ７０ａｂ ２４􀆰 ５９±０􀆰 ５１ｄ

Ｓ４ １３􀆰 ６１±０􀆰 ６１ａ ７４􀆰 ４５±０􀆰 ３４ａｂ ５６􀆰 ０８±０􀆰 ６７ａｂ ２７􀆰 ７２±０􀆰 ６９ａｂ

Ｓ５ １３􀆰 ６４±０􀆰 １８ａ ７４􀆰 １４±０􀆰 １１ｂ ５５􀆰 ７０±０􀆰 ５３ｂ ２７􀆰 ７１±０􀆰 １２ａｂ

各处理代号含义见表 ２。 同一列数据后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某指标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３　 讨论

３􀆰 １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对土壤肥力和氮肥利用效

率的影响

　 　 适当比例的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有利于土壤有

机质、全量养分及有效养分含量的维持和提高，减

少化肥施用的同时提升土壤肥力［２１］。 笔者研究中，
土壤铵态氮含量在小麦生育期先降低后升高，可能

是小麦进入养分吸收和干物质积累高峰的拔节期

后，对土壤铵态氮吸收量大，导致铵态氮含量降低，
但拔节期追施氮肥后提高了土壤铵态氮含量；在成

熟期土壤硝态氮含量较低，可能是因为有机氮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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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释放氮素缓慢，再加上作物吸收利用及淋溶

损失所致［２２］。 笔者研究得出，表层土壤有机碳、全
氮和速效磷含量随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的增加

而增加，且当替代比例超过 ５０％时增加趋势更为明

显，这与孟繁宇等［２３］在对污泥堆肥改良盐碱土研究

中得到的结论相吻合，说明污泥堆肥投入到农田是

提高肥力的有效途径。 另外，有研究表明，污泥堆

肥施入土壤对土壤速效钾含量没有影响，速效钾含

量甚至有降低趋势［２４］。 笔者研究结果显示，土壤速

效钾含量随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的升高而增加，
此与黄林等［２５］ 的田间定位试验结果相一致。 笔者

课题组对污泥堆肥施用后重金属积累情况的研究

表明，随着污泥替代比例的增加，土壤和小麦籽粒

中重金属含量呈增加趋势，但在污泥堆肥最大施用

量条件下，土壤中砷、镉、铅和铬含量分别为 １４􀆰 ５２、
０􀆰 １５、 ３８􀆰 ４２ 和 ９１􀆰 ０９ ｍｇ · ｋｇ－１， 均 未 超 过 ＧＢ
１５６１８—２０１８《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规定的筛选值，且该处理小麦籽

粒中砷、镉、铅和铬含量分别为 ０􀆰 ０７、０􀆰 ０６、０􀆰 ０９ 和

０􀆰 ３０ ｍｇ·ｋｇ－１，也未超过 ＧＢ ２７６２—２０１７《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限值，说明污泥堆

肥在试验施用期间对土壤和农作物比较安全，梁丽

娜等［２６］的定位试验也验证了这一点。
研究［２７］ 表明粮食作物氮肥农学效率为 １０ ～ ３０

ｋｇ·ｋｇ－１，氮肥偏生产力为 ４０ ～ ７０ ｋｇ·ｋｇ－１较为适

宜。 笔者研究中只有污泥堆肥替代氮肥 ２０％处理

的氮肥偏生产力和氮肥农学效率在适宜范围内，其
他处理均偏低，说明污泥堆肥或农业投入品替代氮

肥比例并非越高越好，而且笔者研究中当季氮肥农

学效率随污泥堆肥替代比例增加呈现先升高后降

低的现象，污泥堆肥替代氮肥 ２０％处理氮肥农学效

率和氮肥偏生产力最高，这一结果与申长卫等［２８］ 研

究得到的有利于提高小麦氮肥利用率的有机替代

比例结果相似。 将合理比例的污泥堆肥作为农业

投入品应用于旱地农田，可在产量、品质上表现出

良好作用，且有利于后茬作物对养分的需求［２９］。 笔

者研究结果显示，污泥堆肥替代氮肥 ２０％处理小麦

产量和品质略有增加，表明污泥堆肥替代氮肥 ２０％
在保证小麦产量的同时能够实现农田氮肥减施，邢
鹏飞等［３０］的多年田间试验也证实 ３０％有机肥替代

无机肥能保证小麦产量。
３􀆰 ２　 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对土壤养分淋失风险的

影响

　 　 污泥堆肥农田利用后能增加土壤肥力，但过量

投入也会造成大量有机碳、氮、磷等元素累积，增加

养分淋失风险，导致面源污染危害。 笔者研究中污

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达 １００％时，土壤有机碳的有

机指数达到Ⅱ级，属于较清洁类型，说明此污泥堆

肥施用量已存在土壤有机碳的淋失风险。 李培培

等［３１］的土壤淋溶模拟试验表明，土壤氮、磷等养分

含量的淋出量与污泥堆肥施用量之间存在显著相

关，且氮素淋溶风险较高。 而在笔者研究中，污泥

堆肥替代氮肥后各处理土壤全氮单因子指数均小

于 ０􀆰 ５，即清洁类型，说明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对石灰

性土壤氮素淋失风险小。 另外，刘利花等［３２］ 对蝼土

上长期施肥土壤磷素淋溶趋势的研究证实，当土壤

速效磷含量超过 ２３ ｍｇ·ｋｇ－１时，就存在磷素淋溶的

可能，而笔者课题组前期通过污泥堆肥施用的盆栽

试验，得出速效磷淋失的临界值为 ２８􀆰 ５７ ｍｇ·
ｋｇ－１［３３］。 笔者研究田间试验中，当污泥堆肥替代氮

肥后土壤速效磷含量均超过该值，且当污泥堆肥替

代氮肥比例超过 ２０％时，土壤速效磷含量均大于 ３０
ｍｇ·ｋｇ－１，在土壤养分等级中达到丰富等级，说明污

泥堆肥替代氮肥造成石灰性褐土中磷素的淋失风

险仍值得关注。

４　 结论

（１）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施用对提高土壤养分含

量及综合肥力的效果优于常规施肥处理，可以改善

石灰性褐土的养分和肥力状况。
（２）污泥堆肥替代氮肥后石灰性褐土氮素的淋

失风险较小，当污泥堆肥替代氮肥比例超过 ５０％
时，石灰性褐土有机碳淋失风险升高。

（３）污泥堆肥替代 ２０％氮肥处理，有利于小麦

产量、氮肥偏生产力和氮肥农学效率提高，可作为

石灰性褐土麦田污泥堆肥施用的优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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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Ｇ Ｆａｎ⁃ｙｕ，ＪＩＡＮＧ Ｊｕｎ⁃ｑｉｕ，ＺＨＡＯ 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ｅ Ａｌｋａｌｉ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３７（９）：１２６－１３２．］

［２４］ ＫＲＯＧＳＴＡＤ Ｔ， ＳＯＧＮ Ｔ Ａ， ＡＳＤＡＬ Ａ，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５
（１）：５１－６０．

［２５］ 黄林，乔俊辉，郭康莉，等．连续施用无害化污泥对沙质潮土土

壤肥力和微生物学性质的影响 ［ Ｊ］ ．中国土壤与肥料，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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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０ － ８６． ［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ｎ，ＱＩＡＯ Ｊｕｎ⁃ｈｕｉ，ＧＵＯ Ｋａｎｇ⁃ｌｉ，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ｙ Ｆｌｕｖｏ⁃ａｑｕｉｃ Ｓｏｉｌ［ Ｊ］ ．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５）：８０－８６．］

［２６］ 梁丽娜，黄雅曦，杨合法，等．污泥农用对土壤和作物重金属累

积及作物产量的影响［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６）：８１－８６．
［ＬＩＡＮＧ Ｌｉ⁃ｎａ，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ｘｉ， ＹＡＮＧ Ｈｅ⁃ｆａ，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ｎ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５（６）：８１－８６．］

［２７］ ＤＯＢＥＲＭＡＮＮ Ａ 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Ｃ］∥ ＩＦ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ｌ．］，２００５．

［２８］ 申长卫，袁敬平，李新华，等．有机肥氮替代 ２０％化肥氮提高豫

北冬小麦氮肥利用率和土壤肥力［ Ｊ］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２０２０，２６（８）：１３９５－１４０６．［Ｓ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ｗｅｉ，ＹＵＡＮ Ｊｉｎｇ⁃ｐｉｎｇ，ＬＩ
Ｘｉｎ⁃ｈｕａ，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Ｎ ｂｙ ２０％ Ｏｒ⁃
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２０２０，
２６（８）：１３９５－１４０６．］

［２９］ ＷＡＮＧ Ｘ，ＣＨＥＮ Ｔ，ＧＥ Ｙ Ｈ，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８，１６０（２ ／ ３）：５５４－５５８．

［３０］ 邢鹏飞，高圣超，马鸣超，等．有机肥替代部分无机肥对华北农

田土壤理化特性、酶活性及作物产量的影响［ Ｊ］ ．中国土壤与

肥料，２０１６（３）：９８－１０４．［ＸＩＮＧ Ｐｅｎｇ⁃ｆｅｉ，ＧＡＯ 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ｏ，ＭＡ

Ｍｉｎｇ⁃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Ｊ］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３）：９８－１０４．］

［３１］ 李培培，韩燕来，金修宽，等．生物炭对砂质潮土养分及玉米产

量的影响［Ｊ］ ．土壤通报，２０１４，４５（５）：１１６４－１１６９．［ＬＩ Ｐｅｉ⁃ｐｅｉ，
ＨＡＮ Ｙａｎ⁃ｌａｉ，ＪＩＮ Ｘｉｕ⁃ｋｕａｎ，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ａｎｄｙ Ｓｏｉｌ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４５（５）：１１６４－１１６９．］

［３２］ 刘利花，杨淑英，吕家珑．长期不同施肥土壤中磷淋溶“阈值”
研究［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３１（３）：
１２３－ １２６． ［ ＬＩＵ Ｌｉ⁃ｈｕａ，ＹＡＮＧ Ｓｈｕ⁃ｙｉｎｇ，ＬÜ Ｊｉａ⁃ｌｏ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２００３，３１（３）：１２３－１２６．］

［３３］ 常会庆，吴杰，王启震，等．石灰性土壤添加污泥后土壤的肥力

特征及磷素淋失临界值［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２０，３６（６）：２３１－

２３８．［ ＣＨＡＮＧ Ｈｕｉ⁃ｑｉｎｇ，ＷＵ Ｊｉｅ，ＷＡＮＧ Ｑｉ⁃ｚ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Ｓｌｕｄｇｅ［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３６（６）：２３１－２３８．］

作者简介： 徐富锦（１９９６—），女，河南扶沟人，主要研究方向

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Ｅ⁃ｍａｉｌ： ３２５５９０２３１４＠ ｑｑ．ｃｏｍ

（责任编辑： 李祥敏）

录用定稿网络首发启事

为了以规范的网络期刊出版方式更快更好地确立作者的科研成果首发权，全面提高学术论文的传播效率和利用价值，本
刊已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简称电子杂志社）签署《ＣＡＪ－Ｎ 网络首发学术期刊合作出版协议》，通
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ＣＡＪ－Ｎ）正式出版本刊网络版。 凡经本刊审定录用的稿件（录用定稿）均将首先以本刊网络版

形式首发，后视编排情况发布排版定稿和整期汇编定稿，最后以本刊印刷版形式出版。
录用定稿网络首发之后，在后续的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网络版和印刷版中，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署名、作者单位

以及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修改。 本刊郑重承诺，对于录用定稿网络首发论文，本刊印刷版将刊出最

终稿。
为了辅助同行专家对稿件的评审以及帮助读者对论文内容的理解，本刊建议作者投稿时提交因印刷版篇幅和载体限制

未能刊发的，能够进一步说明文中实验设计、案例分析、理论推导、观点论证等的补充材料，包括文字资料（．ｄｏｃ，．ｄｏｃｘ）、数据

表格（．ｘｌｓ，．ｘｌｓｘ）、图形文件（．ｊｐｇ， ．ｇｉｆ， ．ｐｎｇ， ．ｔｉｆ， ．ｂｍｐ， ．ａｉ， ．ｅｐｓ 等）、音频文件（．ｍｐ３， ．ｗｍａ， ．ａｖｉ 等）、视频文件（．ｍｐ４， ．ａｖｉ，
．ｗｍｖ 等）、程序代码（．ｔｘｔ）等。 这些补充材料将与原文内容进行组织和封装，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增强论文，通过网刊发布。

ＣＡＪ－Ｎ 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办、国家教育部主管、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

志社有限公司出版的由我国各类学术期刊组成的连续型网络出版物，每篇网络首发论文将被赋予一个唯一的国际 ＤＯＩ 编码，
而且在版本变动中，其 ＤＯＩ 维持不变。 按国家有关网络连续型出版物管理规定，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论文，本刊编辑

部与电子杂志社共同为论文作者颁发论文网络首发证书。 论文作者可以从中国知网下载或打印论文和证书，作为正式发表

的论文提交人事、科研管理等有关部门。
本刊编辑部

１１ 月 １８ 日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８ （１１）： １４９１－１５０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３－０７
基金项目： 河南省能源革命战略研究（２０２０ＨＥＮＺＤＡ０２）
①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ｈｈｔａｏｌｉ＠ ｃｃｚ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１９７４１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３１．２０２２．０１７２
方志聪，呼和涛力，袁汝玲，等． 规模化立体生猪养殖系统环境影响评价［Ｊ］．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１１）：１４９１－１５００．
ＦＡＮＧ Ｚｈｉ⁃ｃｏｎｇ，ＨＵＨＥ Ｔａｏ⁃ｌｉ，ＹＵＡＮ Ｒｕ⁃ｌ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ｏｒ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１１）：１４９１－１５００．

规模化立体生猪养殖系统环境影响评价

方志聪１， 呼和涛力２①， 袁汝玲２， 吴　 丹２， 黄　 鑫２， 于自溪３， 雷廷宙２， 陈　 勇４ 　 （１􀆰 常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

程学院， 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１６４； ２􀆰 常州大学城乡矿山研究院， 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１６４； ３􀆰 河南金冠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 南阳

　 ４７４３５０； ４􀆰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５１）

摘要： 随着养殖业向规模化与集约化发展，养殖废物的集中处置与生物质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关注的焦点。 采用生命

周期评价方法对典型立体生猪养殖场的饲料生产、生猪养殖以及粪污处置等全生命过程资源能源消耗与环境影响

进行量化分析，同时将其综合效益与传统养殖方式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各子系统环境影响指数中，粪污处置与

资源化利用子系统环境影响指数最大，其后依次为饲料生产子系统、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占比分别为 ６０􀆰 ３６％、
２４􀆰 ２５％和 １５􀆰 ３９％。 对于全球变暖，生猪养殖与粪污处置子系统的贡献趋同，分别占 ３２􀆰 ９５％和 ４４􀆰 ９８％。 对于酸化

及富营养化，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贡献均较大，分别占 ５８􀆰 ５９％和 ６３􀆰 ７８％。 在能源消耗方面，饲料生产子系

统能耗占比达 ７９􀆰 ５８％。 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规模化立体养殖模式的温室气体减排、土地占用降低以及人力成本减

少分别达到 ３０􀆰 ３０％、９１􀆰 ００％和 ７２􀆰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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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养猪业大国，２０２０ 年全国生猪存栏量达

到 ４０ ６５０ 万头［１］，约占世界存栏量的 ５５􀆰 ７８％。 按每
头猪占 ２ ｍ２养殖土地［２］ 估算，我国现有生猪养殖占
地面积达 ８􀆰 １３ 万 ｈｍ２，同时每年排放的畜禽粪污量
达 ４８ 亿 ｔ［３］。 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有效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减少农业用地占用，同时，对大量养殖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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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粪污进行集中处置并将其作为生物质资源加以高

效利用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４］。 规模化

立体养殖模式可有效利用高层空间，充分挖掘土地潜

力，提高单位土地面积养殖量［５］，且具有便于管理、疫
病易于防控、节约资源等优点［６］。 北京市采用智能化

养猪模式，建设“５Ｓ 智慧猪场”来提升生物安全等

级［７］，年出栏生猪 １２ 万头（平均占地面积为 ０􀆰 ８１
ｍ２·头－１）。 河南省建立 ２１ 栋 ６ 层楼房猪舍，打造

“饲料－生猪－屠宰”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年生猪出栏

量可达 ２１０ 万头［８］，平均占地为 ０􀆰 ８６ ｍ２·头－１。 为

适应我国农业用地面临的新需求，２０１９ 年自然资源

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 ［９］，明确了养殖设施允许建设多层建

筑，这为发展立体养殖模式提供了政策支持。
随着集约化、立体化养殖模式的推广，生猪养殖

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影响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１０］。
目前，多采用生命周期评价（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ＬＣＡ）方法衡量生猪养殖潜在的环境影响，该方法是

一种对产品、过程以及活动的环境影响和能源消耗进

行评价的客观过程［１１］。 在生猪养殖的环境影响评价

研究中，酸化潜力（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Ｐ）、富营养

化潜力（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Ｐ）和全球变暖潜力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ＧＷＰ）是最常用的环境影响

评价指标。 以往研究在识别生猪养殖全系统所引起

的环境问题中，采取对比多种养殖模式的方法，如不

同养殖规模的对比，以期寻找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养殖

系统［１２－１６］。 如 ＢＡＶＡ 等［１６］ 在意大利北部的 ６ 个集

约化养猪场进行从摇篮到农场的生命周期评估。 结

果表明，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农场（每头母猪的活

重）每公斤活重的影响潜力远低于效率较低的农场产

生的影响潜力。 另有研究主要针对生猪养殖过程中

饲料生产、生猪养殖、粪污处理等工序进行生命周期

评价，分析得出高环境影响潜力的阶段，并对此机制

进行优化提升以降低其环境影响［１７－１９］。 如惠晓红

等［１９］利用 Ｅｃ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９９ 生态指数法环境影响评价

指标体系对湖北省集约化生猪养殖系统的环境影响

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重要环节对环境影响的大小依

次为饲料消耗、仔猪生产、日常管理和粪污管理。 上

述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平层规模化养殖，对规模化

立体养殖的环境影响评价尚鲜见报道。 然而，庞大的

养殖规模以及大量粪污集中处理问题势必会制约规

模化立体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笔者以典型规模

化立体生猪养殖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生命周期评价

方法量化分析各子系统的能源消耗及环境排放，评估

综合系统的环境影响潜力，并将其与传统的平层养殖

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其优势并提出完善及优化方案，
为立体化养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目标与范围

以某地规模化立体养殖场为研究对象，经现场调

研、文献查阅、专家咨询等方式确定系统边界（图 １）。

图 １　 规模化立体生猪养殖系统边界

Ｆｉｇ􀆰 １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ｏｒ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该立体养殖场总占地面积为 １８０ ｈｍ２，年产饲料

量为 ７２ 万 ｔ，年生猪出栏数可达 ２１０ 万头，日产污量

为 ３ ６２８ ｍ３。 饲料生产子系统考虑了化肥生产、作物

种植及饲料加工等工序。 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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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了楼房猪舍区域及生活管理区。 楼房猪舍参考现

场调研的实际情况，每栋共 ６ 层 （每栋占地约 １
ｈｍ２），其中，５～６ 层为母猪舍，４ 层为保育舍，１～３ 层

为育肥舍，每栋楼房猪舍配备 ３６ 名员工进行生猪养

殖日常管理。 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考虑了

收集、固液分离、储存、厌氧发酵、好氧堆肥等处理及

资源化工序。 综合系统的全生命周期分析以饲养 １
头平均饲养周期为 １８０ ｄ（其中，０～２４ ｄ 为哺乳仔猪

期，＞２４～７１ ｄ 为保育期，＞７１～１８０ ｄ 为育肥期）、均重

约为 １００ ｋｇ 的出栏猪作为功能单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
ＦＵ）。 综合系统的输入端包括用于生产加工所消耗

的水电及燃料，燃料主要考虑柴油消耗。 输出端包括

各子系统排放的环境污染物，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

的出栏生猪，粪污处置与资源化过程中有机肥和电能

等资源化产品，以及排出的沼液还田水和中水。 由于

所获取数据资料的缺乏，园区设施建设、加工设备及

运输工具的制造、饲料运输过程中的能耗、农作物所

使用的农药及饲料添加剂的制备等所造成的环境影

响暂不考虑。
１􀆰 ２ 　 环境排放与能耗系数

根据文献资料和调研数据，列出规模化立体生猪

养殖综合系统中涉及饲料生产、生猪养殖与管理以及

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等各子系统的环境排放系数

（表 １［２０－３３］）和能源消耗系数（表 ２［２０－２１，２５，２７，３１－３３］）。
１􀆰 ３　 清单分析

通过对立体养殖现场调研及专家咨询，结合环境

排放系数和能源消耗系数，分别从饲料生产子系统、
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

统 ３ 个方面对规模化立体养殖进行清单分析。 具体

环境排放及能源消耗计算公式如下：
环境排放计算公式为

ＥＰｉ ＝ Ｐｉ × Ｅｉ 。 （１）
式（１）中，ＥＰｉ为第 ｉ 个子系统的功能单元污染物排放

量，ｋｇ；Ｐ 为产品或所需处理产物数量（如饲料生产中

的功能单元饲料需求量、粪污处置中的粪污产生量

等），ｋｇ；Ｅ 为环境排放系数；ｉ 为子系统类型。
能源消耗计算公式为

ＣＥｉ ＝ Ｐｉ × Ｆｉ 。 （２）
式（２）中，ＣＥｉ为第 ｉ 个子系统的功能单元能源消耗

量，ＭＪ；Ｐ 为产品或所需处理产物数量（如饲料生产中

的功能单元饲料需求量、粪污处置中的粪污产生量

等），ｋｇ；Ｆ 为能源消耗系数；ｉ 为子系统类型。
１􀆰 ３􀆰 １　 饲料生产子系统

根据现场调研，该立体养殖场每头出栏猪消耗

２７６􀆰 ０１ ｋｇ 饲料，所用饲料原料为玉米（质量占比为

６６％）、豆粕（２５％）及麦麸（５％）。 参照 ２０２０ 年《中国

统计年鉴》 ［３４］，计算出玉米、大豆和小麦的单位面积

产量分别为 ６ ３１６􀆰 ７１、１ ９２４􀆰 ９７ 和 ５ ６３０􀆰 ３１ ｋｇ·
ｈｍ－２，结合饲料配方、功能单元饲料用量、豆粕折算成

大豆的系数 １􀆰 １９［３５］ 和麦麸折算成小麦的系数

６􀆰 ６７［３６］，折算出功能单元的玉米、大豆和小麦用量，
分别为 １８２􀆰 １７、８２􀆰 １１ 和 ９２􀆰 ０５ ｋｇ，作物土地占用面积

为 ８７８􀆰 ４３ ｍ２。 按照《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２０１９》 ［３７］计算出功能单元的各化肥（折纯）用量，氮
肥、磷肥和钾肥分别为 ６􀆰 ４８、０􀆰 ４０ 和 ０􀆰 ３８ ｋｇ。

表 １　 环境排放系数［２０－３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子系统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

饲料生产

　 化肥生产（以氮肥为例）
　 　 ＣＯ２ ｋｇ·ｔ－１ ５ ７８６􀆰 １２ ［２０－２３］
　 　 ＮＯｘ ｋｇ·ｔ－１ １３􀆰 ９７ ［２１，２４］
　 　 ＮＨ３ ｋｇ·ｔ－１ ５５􀆰 ８６ ［２１］
　 　 ＳＯｘ ｋｇ·ｔ－１ １􀆰 ２２ ［２１，２４］
　 作物种植（以玉米为例）
　 　 ＣＯ２ ｋｇ·ｔ－１ ６２􀆰 ５６ ［２０，２２－２３，２５－２６］
　 　 ＮＯｘ ｋｇ·ｔ－１ ０􀆰 ３０ ［２０，２４－２６］
　 　 ＳＯｘ ｋｇ·ｔ－１ ０􀆰 ４８ ［２０，２４－２６］
　 　 ＣＨ４ ｋｇ·ｔ－１ ０􀆰 １０ ［２０，２４］
　 饲料加工
　 　 ＣＯ２ ｋｇ·ｔ－１ ２８􀆰 ０３ ［２２－２３，２７］
　 　 ＳＯｘ ｋｇ·ｔ－１ ０􀆰 ２９ ［２４，２７］
　 　 ＣＨ４ ｋｇ·ｔ－１ ０􀆰 ０８ ［２４，２７］
　 　 ＮＯｘ ｋｇ·ｔ－１ ０􀆰 １９ ［２４，２７］
生猪养殖

　 生猪养殖（保育期）
　 　 ＣＯ２ ｋｇ·头－１ ７８􀆰 １０ ［２２－２３，２８］
　 　 ＣＨ４ ｋｇ·头－１ ０􀆰 １５ ［２４，２８］
　 　 ＮＨ３ ｋｇ·头－１ ０􀆰 １１ ［２４，２９］
　 　 Ｎ２Ｏ ｋｇ·头－１ ３􀆰 ５５×１０－３ ［２４，２８］
　 生猪养殖（育肥期）
　 　 ＣＯ２ ｋｇ·头－１ １７３􀆰 ３１ ［２２－２３，３０］
　 　 ＣＨ４ ｋｇ·头－１ ０􀆰 ６０ ［２４，３０］
　 　 ＮＨ３ ｋｇ·头－１ ０􀆰 ７５ ［２４，２９］
　 　 Ｎ２Ｏ ｋｇ·头－１ ３􀆰 ７１×１０－２ ［２４，３０］
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厌氧发酵
　 　 ＣＯ２ ｋｇ·ｔ－１ ８５􀆰 ８２ ［３１－３２］
　 　 ＣＨ４ ｋｇ·ｔ－１ ７􀆰 ７５ ［３１－３２］
　 　 ＮＨ３ ｋｇ·ｔ－１ １􀆰 ８３ ［１８，３１－３２］
　 　 Ｎ２Ｏ ｋｇ·ｔ－１ ０􀆰 ０８ ［３１－３２］
　 　 Ｈ２Ｓ ｋｇ·ｔ－１ １􀆰 ２０×１０－３ ［１４］
　 好氧堆肥
　 　 ＣＯ２ ｋｇ·ｔ－１ ２９６􀆰 ００ ［３３］
　 　 ＣＨ４ ｋｇ·ｔ－１ ０􀆰 ４５ ［３３］
　 　 ＮＨ３ ｋｇ·ｔ－１ ４􀆰 ００ ［３３］
　 　 Ｎ２Ｏ ｋｇ·ｔ－１ ０􀆰 １０ ［３３］

各子系统所用电力的发电结构依据火电（９１􀆰 ５５％）、水电（５􀆰 １０％）和
风电占比（１􀆰 ７９％）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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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化肥生产消耗能源主要是电能，参考表 ２
及文献［３８－４１］计算得到耗电量为 ７􀆰 ０５ ｋＷ·ｈ·
ＦＵ－１。 根据表 １ 中化肥生产环境排放系数，可得出 １
ＦＵ 在化肥生产过程中的 ＣＯ２、ＮＯｘ、ＮＨ３和 ＳＯｘ排放量

分别为 ３７􀆰 ９１、０􀆰 ０９、０􀆰 ３７ 和 ０􀆰 ０１ ｋｇ。

表 ２　 能源消耗系数［２０－２１，２５，２７，３１－３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项目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

饲料生产子系统

　 化肥生产（以氮肥为例）
　 　 电 ｋＷ·ｈ·ｔ－１ １ ０７１􀆰 ７０ ［２１］
　 作物种植（以玉米为例）
　 　 电 ｋＷ·ｈ·ｈｍ－２ ２５１􀆰 ００ ［２０］
　 　 柴油 Ｌ·ｈｍ－２ ５６􀆰 ２５ ［２５］
　 饲料加工

　 　 电 ｋＷ·ｈ·ｔ－１ ２９􀆰 ５０ ［２７］
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

　 　 电 ｋｇ·ＦＵ－１ ４５􀆰 ４５ 调研

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

　 厌氧发酵

　 　 电 ｋＷ·ｈ·ｔ－１ ３０􀆰 ３１ ［３１－３２］
　 好氧堆肥

　 　 电 ｋＷ·ｈ·ｔ－１ ４􀆰 ３９ ［３３］

作物种植中主要的能源消耗集中于灌溉阶段的

电力消耗及耕作阶段的柴油消耗，而饲料加工主要是

将饲料原料进行粉碎、混合、膨化和制粒。 参照表 １～
２，作物种植中功能单元耗电量为 １９􀆰 ７５ ｋＷ·ｈ［２０］，柴
油消耗量为 ４􀆰 ９４ Ｌ，ＣＯ２、ＮＯｘ、ＣＨ４和 ＳＯｘ排放量分别

为 ３３􀆰 １３、０􀆰 １５、０􀆰 ０５ 和 ０􀆰 ２４ ｋｇ；饲料加工中功能单元

耗电量为 ８􀆰 １４ ｋＷ·ｈ，ＣＯ２、ＮＯｘ、ＣＨ４和 ＳＯｘ排放量分

别为 ８􀆰 １３、０􀆰 ０５、０􀆰 ０２ 和 ０􀆰 ０８ ｋｇ。
１􀆰 ３􀆰 ２　 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

根据调研结果，该立体养殖园区每栋猪舍年耗电

量为 ５００ 万 ｋＷ·ｈ，折算到功能单元的耗电量为

４５􀆰 ４５ ｋＷ·ｈ。 粪污采用干清粪工艺，１ 个饲养期只

冲圈 １ 次，平均每头出栏猪的饮水量和冲洗量为 １􀆰 ５０
ｍ３。 在土地占用方面，功能单元的土地占用面积为

０􀆰 １８ ｍ２。 依据文献［３］提供的排污系数，计算出功能

单元的尿液量为 ５２５􀆰 ５１ ｋｇ，粪便量为 ３１８􀆰 ４９ ｋｇ，污水

产生量为 ０􀆰 ６３ ｍ３，在养殖过程中猪舍的有害气体主

要为猪群呼吸所产生的 ＣＯ２、肠道发酵排放的 ＣＨ４、
舍内粪尿挥发的 ＮＨ３和 Ｎ２Ｏ。 同时，园区引进了高效

空气过滤系统，在猪舍进风口设置三级空气过滤系

统，前端过滤防疫病，后端过滤除臭、分解大分子物

质，降低空气中颗粒物浓度，可使 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Ｈ３浓

度降低 ２３％、３３％和 ６４％［４２］。 参照表 １ 中生猪养殖

与管理子系统的环境排放因子，功能单元的 ＣＯ２、

ＣＨ４、ＮＨ３和 Ｎ２Ｏ 排放量分别为 １９３􀆰 ５９、０􀆰 ５０、０􀆰 ３１ 和

０􀆰 ０４ ｋｇ。
１􀆰 ３􀆰 ３　 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

由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中输入的粪污经固液

分离后，液粪进行厌氧发酵，所产沼气用于发电，按沼

气发电系数 ２􀆰 ３ ｋＷ·ｈ·ｍ－３［４３］ 计算，功能单元发电

量为 １１􀆰 ９５ ｋＷ·ｈ。 对固粪、沼渣及剩余污泥进行好

氧堆肥，制成的有机肥可替代化肥使用，功能单元有

机肥产量为 ７９􀆰 ６２ ｋｇ。 在沼液处理方面，该养殖场

７０％的沼液经处理后用于还田，剩余的 ３０％沼液经深

度处理技术制成中水并回用于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

统中的洗消用水，其功能单元沼液还田量为 ０􀆰 ８１ ｍ３，
中水量为 ０􀆰 ３５ ｍ３。 根据表 １～２ 中环境排放及能耗

系数可得，功能单元耗电量为 １７􀆰 ３３ ｋＷ·ｈ，ＣＯ２、
ＣＨ４、ＮＨ３、Ｎ２Ｏ 和 Ｈ２ Ｓ 排放量分别为 １４４􀆰 ８４、４􀆰 ７１、
２􀆰 ３５、０􀆰 ０８ 和 ７􀆰 ０７×１０－４ ｋｇ。
１􀆰 ３􀆰 ４　 立体养殖综合系统清单分析

根据以上 ３ 个子系统的清单分析内容，列出整个

立体养殖综合系统从饲料生产到粪污处置与资源化

利用各功能单元物料、资源、能源等方面的输入及输

出汇总表（表 ３）。
１􀆰 ４　 影响评价

选取的环境影响类型为不可更新能源消耗（ｎｏ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ＮＲＥＣ）、全球变暖潜

力、酸化潜力和富营养化潜力，采用特征化、归一化及

加权方法对 ４ 种环境影响类型进行评价，得出环境影

响指数。
１􀆰 ４􀆰 １　 特征化

各环境影响类型的当量系数见表 ４［４４－４５］，当量系

数计算公式为

Ｃｊ ＝ ｘｚ × Ｘｊ 。 （３）
式（３）中，Ｃ 为特征化结果；ｘ 为功能单元污染物排放

量，ｋｇ；Ｘ 为当量系数；ｊ 为环境影响类型；ｚ 为归属于

同一环境影响类型的不同物质。
１􀆰 ４􀆰 ２　 归一化与加权

为了更加方便地横向和纵向比较和分析每个子

系统的环境影响贡献，通过归一化与加权的方法，使
各系统的特征化结果成为无量纲的环境影响指数。

归一化计算公式为

Ｎｊ ＝ Ｃｊ ／ Ｓｊ 。 （４）
加权计算公式为

Ｒ ＝ Ｎｊ × ｗ 。 （５）
式（４） ～（５）中，Ｎ 为归一化结果；Ｃ 为特征化结果；Ｓ
为基准值；Ｒ 为环境影响指数；ｊ 为环境影响类型；ｗ
为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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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ＳＴＲＡＮＤＤＯＲＦ 等［４６］ 发布的世界人均环境

影响潜力作为环境影响基准值，权重系数参考王明新

等［４７］采用专家调查法所得结论，环境影响潜力与权

重因子数值见表 ５。

表 ３　 功能单元清单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 ｌｉｓｔ

项目 单位 数值

饲料生产子系统

　 输入

　 　 玉米种子 ｋｇ ０􀆰 ９７
　 　 大豆种子 ｋｇ ２􀆰 ４０
　 　 小麦种子 ｋｇ ３􀆰 １８
　 　 磷矿 ｋｇ １２􀆰 ４３
　 　 钾矿 ｋｇ ４􀆰 ８３
　 　 水 ｍ３ ６３７􀆰 １７
　 　 煤 ｋｇ ２９􀆰 ７７
　 　 电 ｋＷ·ｈ ３４􀆰 ９５
　 　 柴油 Ｌ ４􀆰 ９４
　 输出

　 　 饲料 ｋｇ ２７６􀆰 ０１
　 　 ＣＯ２ ｋｇ ７９􀆰 １７
　 　 ＣＨ４ ｋｇ ０􀆰 ０７
　 　 ＳＯｘ ｋｇ ０􀆰 ３３
　 　 ＮＯｘ ｋｇ ０􀆰 ２９
　 　 ＮＨ３ ｋｇ ０􀆰 ３７
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

　 输入

　 　 饲料 ｋｇ ２７６􀆰 ０１
　 　 种猪 ｋｇ·头－１ １９５􀆰 ００
　 　 水 ｍ３ １􀆰 ５０
　 　 电 ｋＷ·ｈ ４５􀆰 ４５
　 输出

　 　 出栏猪 ｋｇ·头－１ １０２􀆰 １３
　 　 粪污 ｋｇ １ ４７４􀆰 ００
　 　 ＣＯ２ ｋｇ １９３􀆰 ５９
　 　 ＣＨ４ ｋｇ ０􀆰 ５０
　 　 ＮＨ３ ｋｇ ０􀆰 ３１
　 　 Ｎ２Ｏ ｋｇ ０􀆰 ０４
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

　 输入

　 　 粪污 ｋｇ １ ４７４􀆰 ００
　 　 电 ｋＷ·ｈ １７􀆰 ３３
　 输出

　 　 电 ｋＷ·ｈ １１􀆰 ９５
　 　 有机肥 ｋｇ ７９􀆰 ６２
　 　 中水 ｍ３ ０􀆰 ３５
　 　 用于还田 ｍ３ ０􀆰 ８１
　 　 ＣＯ２ ｋｇ １４４􀆰 ８４
　 　 ＣＨ４ ｋｇ ４􀆰 ７１
　 　 ＮＨ３ ｋｇ ２􀆰 ３５
　 　 Ｎ２Ｏ ｋｇ ０􀆰 ０８
　 　 Ｈ２Ｓ ｋｇ ７􀆰 ０７×１０－４

在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中，将哺乳仔猪阶段并入保育阶段进行

计算。

表 ４　 环境影响当量系数［４４－４５］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影响类型 影响物质 当量系数

全球变暖（１００ 年） ＣＯ２ １
ＣＨ４ ２８
Ｎ２Ｏ ２６５

环境酸化 ＳＯ２ １
ＮＯｘ ０􀆰 ７
ＮＨ３ １􀆰 ８８

富营养化 ＰＯ４ １
ＮＯｘ ０􀆰 １
ＮＨ３ ０􀆰 ３５

表 ５　 世界人均环境影响潜力与权重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５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类型 单位 人均当量 权重系数

能源耗竭 ＭＪ·ａ－１ ５６ ８７７􀆰 ８８ ０􀆰 １５
全球变暖１） ｋｇ·ａ－１ ８ ７００ ０􀆰 １２
环境酸化２） ｋｇ·ａ－１ ３５ ０􀆰 １４
富营养化３） ｋｇ·ａ－１ ５９ ０􀆰 １２

１）以 ＣＯ２计； ２）以 ＳＯ２ 计； ３）以 ＰＯ４ 计。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环境影响潜力

通过当量系数法计算得到各子系统的环境影响

潜力（表 ６），可以看出饲料生产子系统的不可更新能

源消耗量最大，为 １ １７７􀆰 ７０ ＭＪ，占整个系统的

８３􀆰 ８９％。 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中酸化潜力（以 ＳＯ２

计）及富营养化潜力（以 ＰＯ４ 计）最低，分别为 ０􀆰 ５８
和 ０􀆰 １１ ｋｇ，仅占整个系统的 ９􀆰 ３１％和 １０􀆰 ０９％。 而粪

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是导致酸化及富营养化

的关键阶段，其酸化及富营养化潜力分别为 ４􀆰 ４２ 和

０􀆰 ８２ ｋｇ，分别占整个系统的 ７０􀆰 ９５％和 ７５􀆰 ２３％。

表 ６　 各系统环境影响潜力

Ｔａｂｌｅ ６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

子系统 ＮＲＥＣ ／ ＭＪ ＧＷＰ１） ／ ｋｇ ＡＰ２） ／ ｋｇ ＥＰ３） ／ ｋｇ
饲料生产 １ １７７􀆰 ７０ ８１􀆰 １３ １􀆰 ２３ ０􀆰 １６
生猪养殖与管理 １６３􀆰 ６７ ２１８􀆰 １９ ０􀆰 ５８ ０􀆰 １１
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６２􀆰 ４１ ２９７􀆰 ９２ ４􀆰 ４２ ０􀆰 ８２

合计 １ ４０３􀆰 ７８ ５９７􀆰 ２４ ６􀆰 ２３ １􀆰 ０９
ＮＲＥＣ 为不可更新能源消耗，ＧＷＰ 为全球变暖潜力，ＡＰ 为酸化潜力，

ＥＰ 为富营养化潜力。 １）以 ＣＯ２计； ２）以 ＳＯ２计； ３）以 ＰＯ４计。

２􀆰 ２　 环境影响贡献分析

利用表 ６ 的特征化结果通过式（４） ～ （５）计算出

各系统的环境影响指数（表 ７），将其绘制成 ４ 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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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类型的各系统占比图（图 ２），并对 ４ 种环境影响 类型进行分析。

表 ７　 各系统环境影响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

子系统 ＮＲＥＣ ＧＷＰ ＡＰ ＥＰ 合计

饲料生产 ３􀆰 １１×１０－３ １􀆰 １２×１０－３ ４􀆰 ９２×１０－３ ３􀆰 ２５×１０－４ ９􀆰 ４８×１０－３

生猪养殖与管理 ４􀆰 ３２×１０－４ ３􀆰 ０１×１０－３ ２􀆰 ３２×１０－３ ２􀆰 ２４×１０－４ ５􀆰 ９９×１０－３

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１􀆰 ６５×１０－４ ４􀆰 １１×１０－３ １􀆰 ７７×１０－２ １􀆰 ６７×１０－３ ２􀆰 ３６×１０－２

合计 ３􀆰 ７１×１０－３ ８􀆰 ２４×１０－３ ２􀆰 ４９×１０－２ ２􀆰 ２２×１０－３ ３􀆰 ９１×１０－２

ＮＲＥＣ 为不可更新能源消耗，ＧＷＰ 为全球变暖潜力，ＡＰ 为酸化潜力，ＥＰ 为富营养化潜力。

ＮＲＥＣ 为不可更新能源消耗，ＧＷＰ 为全球变暖潜力，ＡＰ 为酸化潜力，ＥＰ 为

富营养化潜力。 替代电力指沼气发电避免了电力生产的污染物排放；

替代化肥指该系统产生的有机肥替代化肥，避免了化肥生产

造成的环境排放（以氮肥计算减排量）。

图 ２　 ４种环境影响类型的各子系统占比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ｆｏｕ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ｙｐｅｓ

２􀆰 ２􀆰 １　 全球变暖

该规模化立体养殖综合系统中，全球变暖潜力主

要贡献来源于 ＣＯ２（５８􀆰 ４１％）和 ＣＨ４（３６􀆰 ５８％）的排

放。 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及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

用子系统的全球变暖潜力较大，分别占总全球变暖潜

力的 ３２􀆰 ９５％和 ４４􀆰 ９８％（图 ２）。 通过清单分析发现，
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该养殖园区利用大量智能机器

人代替人工投入到生猪养殖全过程，电力的大量消耗

导致 ＣＯ２排放量增加；另外，粪污储存过程中 ＣＯ２和

Ｎ２Ｏ 的挥发，以及沼气发电时排放的 ＣＯ２及少量 ＣＨ４

逸出（由于厌氧发酵罐为全封闭式，逸出的少量 ＣＨ４

不予考虑），这些都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方面，规模化立体

养殖的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引进了新风系统，使得

猪群由于呼吸所产生的 ＣＯ２及肠道发酵产生的 ＣＨ４

排放量降低 ２３％和 ３３％。 有研究表明沼气替代传统

能源可减少 ＣＯ２排放［４８］，有机肥全部替代化肥后，农
田变为典型的碳库，可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４９］。
笔者研究中，功能单元沼气产量为 ５􀆰 １９ ｍ３，折合标准

煤（ｃｅ）３􀆰 ７１ ｋｇ，按照替代煤炭计算（１ ｔ ｃｅ 排放 ＣＯ２

２􀆰 ７４ ｔ），可减排 １０􀆰 １７ ｋｇ ＣＯ２。 功能单元有机肥产量

为 ７９􀆰 ６２ ｋｇ，按照同等化肥效力［２１］计算，可避免 ８􀆰 ６５
ｋｇ 化肥（以氮肥计）生产，从而可减排化肥生产中

５０􀆰 ０５ ｋｇ ＣＯ２。 因此，有效利用沼气和有机肥的碳减

排效益，能更好地减少规模化立体养殖温室气体的

排放。
２􀆰 ２􀆰 ２　 酸化及富营养化

在 ４ 种环境影响类型中酸化潜力贡献最大，富营

养化潜力贡献最小（表 ７）。 其中，粪污处置与资源化

利用子系统对酸化与富营养化的贡献最大，该子系统

酸化潜力占总酸化潜力的 ５８􀆰 ５９％，富营养化潜力占

总富营养化潜力的 ６３􀆰 ７８％（图 ２）。 这主要是因为粪

污储存过程中排放大量 ＮＨ３，这是影响酸化及富营养

化的主要污染物。 粪污储存过程中 ＮＨ３对酸化及富

营养化的贡献约占整个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

统的 ５０％；其次是固粪好氧发酵堆肥过程中 ＮＨ３的排

放，其对酸化及富营养化的贡献约占整个粪污处置与

资源化利用子系统的 ２３％。 其他研究［５０－５１］ 也表明，
液体和固体粪污储存环节所挥发的 ＮＨ３是影响酸化

及富营养化的关键因素。
针对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的酸化和富

营养化潜力过高的情况，可采取以下减缓措施：（１）饲
料采用低粗蛋白配方，从饮食源头上限制氮的摄入，
可使排泄物中氮含量降低 １７􀆰 ０％［５２］，从而减少该子

系统与氮相关的气体排放量。 （２）在粪污储存环节

在粪污表面覆盖一层稻草，可使粪污氨氮排放量降低

７􀆰 ３％［５３］。 （３）在固粪好氧堆肥中，使用堆肥添加剂

可有效减少 ４２％的 ＮＨ３和 ３２％的 Ｎ２Ｏ 排放量［５２］，并
可提高堆肥的营养价值。
２􀆰 ２􀆰 ３　 能源消耗

３ 个子系统中饲料生产子系统的能源消耗最大，
占总能源消耗的 ７９􀆰 ５８％（图 ２），其原因在于我国可

用耕地平均农资投入较多，尤其是化肥的过度施用导

致其生产及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量增加。 生猪养殖

与管理子系统主要是电力消耗，占总能源消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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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０５％（图 ２），这是因为该立体养殖园区配备了大量

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管道输送装置，在减少人力资源的

同时也增加了电力消耗。 通过对比文献［１８－１９］可
知，立体养殖综合系统折算到功能单元的耗电量约为

传统规模养殖的 ２ 倍。 就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

系统而言，结合年出栏量计算，沼气发电量达

２ ５０９􀆰 ５０ 万 ｋＷ·ｈ，根据现场调研得知该立体养殖园

区年耗电量约为 １􀆰 ３ 亿 ｋＷ·ｈ，因此，沼气发电对园

区用电的自给率为 １９􀆰 ３０％。
另外，沼液的深度处理会带来能耗增高的问题，

这也间接影响综合养殖系统环境影响指数的增大。
通过设置 １００％沼液还田、１００％沼液深度处理、３０％沼

液还田＋７０％沼液深度处理以及笔者研究所涉及园区

的 ７０％沼液还田＋３０％沼液深度处理 ４ 种情景对比环

境影响指数，结果见表 ８。 沼液还田及深度处理参照

ＧＢ １８５９６—２００１《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文

献［５４］，按每处理 １ ｍ３污水耗电量为 ０􀆰 ６ ｋＷ·ｈ 进

行计算，沼液经处理后全部用于还田的环境影响最

小，其次是笔者研究所涉及园区采用的处理方式，其
他比例的处理方式环境影响指数均较高。 这主要是

因为沼液在深度处理过程中能耗过高以及排放温室

气体（以 ＣＨ４和 Ｎ２Ｏ 为主）导致环境影响指数偏高。
笔者研究涉及的规模化立体养殖场的沼液集中处理

面临较大压力，如果 １００％还田又将受到周边土地消

纳能力的影响，因此，该园区所采用的比例较为合适，
既抑制了环境指数的增大，又使中水得到回用。

表 ８　 不同沼液处理模式的环境影响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模式 还田量 ／ ｍ３ 中水量 ／ ｍ３ 环境影响指数

１００％沼液还田 １􀆰 １６ — ４􀆰 １２×１０－３

１００％沼液深度处理 — １􀆰 １６ ９􀆰 ７８×１０－３

３０％沼液还田＋
７０％沼液深度处理

０􀆰 ３５ ０􀆰 ８１ ８􀆰 ０７×１０－３

７０％沼液还田＋
３０％沼液深度处理

０􀆰 ８１ ０􀆰 ３５ ５􀆰 ８３×１０－３

２􀆰 ３　 综合效益评价与对比

为分析规模化立体生猪养殖系统的综合效益，主
要从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功能单元的能源消耗、环
境排放、土地占用和人工成本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表 ９［２，６，１９，５５］）。

表 ９　 立体养殖与传统养殖相关指标比较［２，６，１９，５５］

Ｔａｂｌｅ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ｏｒ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模式
环境影响

ＮＲＥＣ ／ ＭＪ ＧＷＰ１） ／ ｋｇ ＡＰ２） ／ ｋｇ ＥＰ３） ／ ｋｇ 综合指数

土地占用 ／
ｍ２

人员数量 ／
（人·万头－１）

立体养殖 １６３􀆰 ６７ ２１８􀆰 １９ ０􀆰 ５８ ０􀆰 １１ ５􀆰 ９９×１０－３ ０􀆰 １８ ７　
传统养殖 ９７􀆰 ２０［１９］ ３１３􀆰 ０２［１９］ ０􀆰 ９８［５５］ ０􀆰 １８［５５］ ８􀆰 ８６×１０－３ ２􀆰 ００［２］ ２５［６］

ＮＲＥＣ 为不可更新能源消耗，ＧＷＰ 为全球变暖潜力，ＡＰ 为酸化潜力，ＥＰ 为富营养化潜力。 除了“管理人员数量”外，其余数据对比均以 １ 头均重

为 １００ ｋｇ 的出栏猪为基准。 １）以 ＣＯ２ 计； ２）以 ＳＯ２ 计； ３）以 ＰＯ４ 计。

　 　 由于传统养殖模式的饲料生产和粪污处置与资

源化利用方面可参考数据相对缺乏，暂不做考虑。 通

过比较得出，除能源消耗外立体养殖系统其他指标均

优于传统养殖系统。 立体养殖的功能单元能耗量比

传统养殖高 ６８􀆰 ３８％，这主要是因为立体养殖系统投

入了大量智能化系统进行智能饲喂、转运及清粪来代

替人工生产，从而达到降低人力成本的目的。 就每万

头生猪管理人员数量而言，立体养殖比传统养殖减少

７２％，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 在环境影响方

面，立体养殖系统的全球变暖潜力、酸化及富营养化

潜力 比 传 统 养 殖 分 别 降 低 ３０􀆰 ３０％、 ４０􀆰 ８２％ 和

３８􀆰 ８９％，这得益于规模化立体养殖综合系统配备的

高效空气过滤系统，降低了猪舍的有害气体浓度。 因

此，对于传统养殖模式而言，可通过引进智能化的新

风系统对养殖阶段的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有效控制，降
低由于猪群呼吸和肠道发酵，以及粪污挥发产生的有

害气体浓度；也可通过运用智能化设备对生猪养殖进

行日常管理，从而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 另外，立体

养殖最大的优势在于土地资源的高度集约化利用，每
头生猪的土地占用面积仅为 ０􀆰 １８ ｍ２，比传统养殖节

约 ９１％，这些节省的土地未来可用作耕地、林地及草

地等，能够间接产生较大的碳减排效益。

３　 结论

通过上述评价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１）环境影响指数大小依次为粪污处置与资源

化利用子系统（２􀆰 ３６×１０－２）、饲料生产子系统（９􀆰 ４８×
１０－３）、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５􀆰 ９９×１０－３），规模化

立体养殖系统的综合环境影响指数为 ３􀆰 ９１×１０－２。
（２）在饲料生产子系统中酸化潜力占该子系统

环境影响潜力的 ５１􀆰 ９０％，这是由于我国大量施用化

肥、超过作物生长所需导致的。 因此，增加粪污的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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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化利用率，以有机肥替代化肥来减少化肥生产对酸

化潜力的影响。
（３）在生猪养殖与管理子系统中由温室气体排

放导致的全球变暖潜力最大，占该子系统环境影响潜

力的 ５０􀆰 ２５％。 但相比于传统养殖，立体养殖的温室

气体排放降低 ３０􀆰 ３０％，由此看出，发展立体化养殖对

减缓全球变暖有着重要贡献。 同时，推行立体化、智
能化的生猪养殖模式可节约 ９１％的养殖用地和 ７２％
的人力资源。

（４）在粪污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中酸化在 ４
种环境影响类型中占主导地位，占比为 ７５％，这主要

来自粪污处理过程中大量 ＮＨ３挥发所致。 因此，可从

减少 ＮＨ３排放着手，通过合理调配生猪饮食、优化粪

污储存设备和缩短贮存周期等手段降低该子系统的

环境影响指数。 同时，通过对所设置的 ４ 种沼液处理

情景进行分析得出，该园区所采用的 ７０％沼液还田＋
３０％沼液深度处理方式既节省了能源消耗，又抑制了

环境影响指数的增加，达到了较好的沼液处理与资源

化利用效果。

参考文献：

［１］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２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２－２８）［２０２１－０７－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 ｚｔｊｃ ／ ｚｔｈｄ ／ ｌｈｆｗ ／ ２０２１ ／ ｌｈ＿ｈｇｊｊ ／ ２０２１０３ ／ ｔ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１８１４２１６．
ｈｔｍｌ．

［２］　 白林，李学伟，何佳果，等．四川丘区猪肉生产生命周期资源消耗

和环境污染研究［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５）：９７６－９８１．
［ＢＡＩ Ｌｉｎ，ＬＩ Ｘｕｅ⁃ｗｅｉ，ＨＥ Ｊｉａ⁃ｇｕｏ，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Ｐｏｒ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Ｆｏｏｔｈｉｌ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９ （ ５）：
９７６－９８１．］

［３］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产排污核算系数手

册：农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Ｍ］．北京：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２０１９：５－８．

［４］　 周晓艳，李佳层，曾珏，等．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设施农用地现状

与变化研究［Ｊ］．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５－２０．［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ｙａｎ， ＬＩ Ｊｉａ⁃ｃｅｎｇ， ＺＥＮＧ Ｊｕｅ，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Ｊ］．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９（１）：１５－２０．］

［５］　 冯晓敏．立体化规模养猪模式的前景分析［ Ｊ］．吉林农业，２０１５
（７）：８８． ［ ＦＥ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ｇ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２０１５（７）：８８．］

［６］　 朱丹，陈斌，邢坤，等．浅谈我国楼房多层立体式养猪模式［Ｊ］．四
川畜牧兽医，２０２０，４７（８）：１４，１６． ［ ＺＨＵ Ｄａｎ，ＣＨＥＮ Ｂｉｎ，ＸＩＮＧ
Ｋｕｎ， ｅｔ ａｌ．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ｔｏｒｅｙ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ｇ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 Ｊ ］．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ｉｍａｌ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０，４７（８）：１４，１６．］

［７］　 鲁飞．楼房养猪：用更少的地养更多的猪［Ｊ］．农经，２０２０（９）：５０－

５３．［ＬＵ Ｆｅｉ．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ｉｇ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Ｒａｉｓ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Ｐｉｇ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Ｌａｎｄ［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９）：５０－５３．］

［８］　 张定安，刘书平，李松范，等．生猪养殖的楼房式肉食综合体工艺

［Ｊ］．农业工程，２０２０，１０（１０）：４０－４４．［ＺＨＡＮＧ Ｄｉｎｇ⁃ａｎ，ＬＩＵ Ｓｈｕ⁃
ｐｉｎｇ，ＬＩ Ｓｏｎｇ⁃ｆａｎ，ｅｔ 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Ｍｅａ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Ｐｉｇ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１０（１０）：４０－４４．］

［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

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１２－１７）［２０２１－

０７－０９］．ｈｔｔｐ：∥ｇｉ．ｍｎｒ．ｇｏｖ．ｃｎ ／ ２０１９１２ ／ ｔ２０１９１２１９＿２４９０５７４．ｈｔｍｌ．
［１０］ ＭＣＡＵＬＩＦＦＥ Ｇ Ａ，ＣＨＡＰＭＡＮ Ｄ Ｖ，ＳＡＧＥ Ｃ Ｌ．Ａ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ＬＣＡ）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５６：１２－２２．

［１１］ 于随然，陶璟．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与评价［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８０－８３．［ＹＵ Ｓｕｉ⁃ｒａｎ，ＴＡＯ Ｊ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８０－８３．］

［１２］ ＷＡＮＧ Ｘ Ｌ，ＤＡＤＯＵＭＡ Ａ，ＣＨＥＮ Ｙ Ｑ，ｅｔ 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０２：１４４－１６４．

［１３］ ＤＯＵＲＭＡＤ Ｊ Ｙ，ＲＹＳＣＨＡＷＹ Ｊ，ＴＲＯＵＳＳＯＮ Ｔ，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Ａｎｉｍａｌ，２０１４，８（１２）：２０２７－２０３７．

［１４］ 张颖，夏训峰，周素霞，等．规模化养猪场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

［Ｊ］．环境工程技术学报，２０１２，２（５）：４２８－４３２． ［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ＸＩＡ Ｘｕｎ⁃ｆｅｎｇ，ＺＨＯＵ Ｓｕ⁃ｘｉａ，ｅｔ ａｌ．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Ｐｉｇ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５）：４２８－４３２．］

［１５］ ＢＡＳＳＥＴ⁃ＭＥＮＳ Ｃ，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ＥＲＦ Ｈ Ｍ Ｇ．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ｂａｓｅ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５，
１０５（１ ／ ２）：１２７－１４４．

［１６］ ＢＡＶＡ Ｌ，ＺＵＣＡＬＩ Ｍ，ＳＡＮＤＲＵＣＣＩ Ａ，ｅｔ 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ｅａｖｙ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ａｌ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４０：６８５－６９１．

［１７］ ＧＡＲＣÍＡ⁃ＧＵＤＩÑＯ Ｊ，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Ａ Ｎ Ｔ Ｒ，ＥＳＰＡＧＮＯＬ Ｓ，ｅｔ 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ｂｅｒ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ｐａｉｎ［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２０，１２（２）：６２７．

［１８］ 刘鸣达，赵妍，刘显军，等．辽宁省育肥猪生产环境影响的生命周

期评价［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１（６）：１２５０－１２５５．［ＬＩＵ
Ｍｉｎｇ⁃ｄａ，ＺＨＡＯ Ｙａｎ，ＬＩＵ Ｘｉａｎ⁃ｊｕｎ，ｅｔ ａｌ．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１
（６）：１２５０－１２５５．］

［１９］ 惠晓红，刘则学，张妮娅，等．湖北省集约化生猪生产系统的环境

影响评估［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１３）：１８３－１８９．［ＨＵＩ Ｘｉａｏ⁃
ｈｏｎｇ，ＬＩＵ Ｚｅ⁃ｘｕｅ，ＺＨＡＮＧ Ｎｉ⁃ｙａ，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３２（１３）：１８３－１８９．］

［２０］ 程琼仪，张言，陈昭辉，等．肉牛场生命周期估计及环境影响评价

［Ｊ］．家畜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３６ （１）：６３ － ６９． ［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ｏｎｇ⁃ｙ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ＣＨＥＮ Ｚｈａｏ⁃ｈｕｉ，ｅｔ ａｌ．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ｅｆ Ｃａｔｔｌｅ Ｆａｒ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



　 第 １１ 期 　 方志聪等： 规模化立体生猪养殖系统环境影响评价 ·１４９９　 ·

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６（１）：６３－６９．］
［２１］ 籍春蕾，丁美，王彬鑫，等．基于生命周期分析方法的化肥与有机

肥对比评价［Ｊ］．土壤通报，２０１２，４３（２）：４１２－４１７．［ ＪＩ Ｃｈｕｎ⁃ｌｅｉ，
ＤＩＮＧ Ｍｅｉ， ＷＡＮＧ Ｂｉｎ⁃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４３ （ ２ ）：
４１２－４１７．］

［２２］ 王彦哲，周胜，王宇，等．中国核电和其他电力技术环境影响综合

评价［Ｊ］．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１，６１（４）：３７７－３８４．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ｚｈｅ，ＺＨＯＵ 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 Ｙｕ，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６１（４）：３７７－３８４．］

［２３］ 刘胜强，毛显强，邢有凯．中国新能源发电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减

排潜力比较和分析［Ｊ］．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１２，８（１）：４８－５３．
［ＬＩＵ Ｓｈｅｎｇ⁃ｑｉａｎｇ，ＭＡＯ Ｘ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Ｙｏｕ⁃ｋａｉ．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ｙ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ｕｓ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ｅ Ｃｌｉｍａｔｉｓ，２０１２，８（１）：４８－５３．］

［２４］ 金晶．脱硫石膏综合利用途径及环境影响评价［Ｄ］．北京：北京科

技大学，２００７．［ＪＩＮ Ｊ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ｙｓ ｏｆ ＦＧＤ
Ｇｙｐｓｕｍ ［ Ｄ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７．］

［２５］ 黄虎．固定道保护性耕作机械作业能耗效应研究［Ｄ］．北京：中国

农业大学，２００７．［ＨＵＡＮＧ Ｈｕ．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Ｒｏａ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２６］ 胡志远，谭丕强，楼狄明，等．不同原料制备生物柴油生命周期能

耗和排放评价［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２２（１１）：１４１－１４６．［ＨＵ
Ｚｈｉ⁃ｙｕａｎ，ＴＡＮ Ｐｉ⁃ｑｉａｎｇ， ＬＯＵ Ｄｉ⁃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Ｆｅｅｄ⁃
ｓｔｏｃｋ Ｂａｓｅｄ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２（１１）：１４１－１４６．］

［２７］ 李军国，秦玉昌，李俊，等．饲料生产主要工序的能耗分析及节能

技术［ Ｊ］．饲料与畜牧，２０１２（１０）：５ － ９． ［ ＬＩ Ｊｕｎ⁃ｇｕｏ，ＱＩＮ Ｙｕ⁃
ｃｈａｎｇ，ＬＩ Ｊｕｎ，ｅｔ 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ｅ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Ａｎｉｍａｌ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２（１０）：５－９．］

［２８］ ＤＯＮＧ Ｈ，ＺＨＵ Ｚ，ＳＨＡＮＧ Ｂ，ｅｔ 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ｎｅ Ｂａｒ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４１（１１）：２３９１－２３９９．

［２９］ 代小蓉．集约化猪场 ＮＨ３的排放系数研究［Ｄ］．杭州：浙江大学，
２０１０．［ＤＡＩ 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３０］ 郭海宁，李建辉，马晗，等．不同养猪模式的温室气体排放研究

［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３（１２）：２４５７－２４６２．［ＧＵＯ Ｈａｉ⁃
ｎｉｎｇ，ＬＩ Ｊｉａｎ⁃ｈｕｉ，ＭＡ Ｈａｎ，ｅｔ 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Ｐｉｇ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３３（１２）：２４５７－２４６２．］

［３１］ ＲＡＭÍＲＥＺ⁃ＩＳＬＡＳ Ｍ Ｅ，ＧÜＥＲＥＣＡ Ｌ Ｐ，ＳＯＳＡ⁃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Ｆ Ｓ，ｅｔ
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ｔ Ｍｅｄｉｕｍ⁃ｓｃａｌｅ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Ｊ］．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１０２：８５－９６．
［３２］ 靳红梅，常志州，马艳，等．基于集约化农区种养结合的猪粪处理

模式生命周期评价［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４（８）：１６２５－

１６３２．［ＪＩＮ Ｈｏｎｇ⁃ｍｅｉ，ＣＨＡＮＧ Ｚｈｉ⁃ｚｈｏｕ，ＭＡ Ｙａｎ，ｅｔ ａｌ．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ｇ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３４ （ ８ ）：
１６２５－１６３２．］

［３３］ 罗一鸣，张丽丽，李国学，等．规模养猪场粪便堆肥处理生命周期

评价实例分析［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３（１１）：２２５４－２２５９．
［ＬＵＯ Ｙ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Ｌｉ⁃ｌｉ，ＬＩ Ｇｕｏ⁃ｘｕｅ，ｅｔ ａｌ．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ｉｇ
Ｆａｒｍ［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３３ （ １１）：
２２５４－２２５９．］

［３４］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２０：３８５－３９８．

［３５］ 刘成果．中国奶业年鉴 ２００７［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６５－１７０．

［３６］ 王旭峰，何计国，陶纯洁，等．小麦麸皮的功能成分及加工利用现

状［Ｊ］．粮食与食品工业，２００６，１３（１）：１９－２２．［ＷＡＮＧ Ｘｕ⁃ｆｅｎｇ，
ＨＥ Ｊｉ⁃ｇｕｏ，ＴＡＯ Ｃｈｕｎ⁃ｊｉｅ，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Ｂｒａｎ［Ｊ］．Ｃｅｒｅａｌ ＆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０６，
１３（１）：１９－２２．］

［３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２０１９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汇编［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３－２９．
［３８］ 罗燕，乔玉辉，吴文良．东北有机及常规大豆对环境影响的生命

周期评价［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２３）：７１７０－７１７８．［ＬＵＯ Ｙａｎ，
ＱＩＡＯ Ｙｕ⁃ｈｕｉ，ＷＵ Ｗｅｎ⁃ｌｉａ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Ｃ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Ｐｌａｉｎ ［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 （ ２３）：
７１７０－７１７８．］

［３９］ 吴亚楠，魏强，孙晶华．基于 ＤＮＤＣ 模型的小麦生命周期资源环

境影响评价［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４６（６）：２５８－２６２．［ＷＵ Ｙａ⁃
ｎａｎ，ＷＥＩ Ｑｉａｎｇ，ＳＵＮ Ｊｉｎｇ⁃ｈｕａ．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ＮＤＣ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４６（６）：２５８－２６２．］

［４０］ 徐晨，张玲．我国磷肥生产施用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分析：以
磷酸二铵为例［Ｊ］．资源开发与市场，２０１８，３４（９）：１２６２－１２７０．
［ＸＵ Ｃｈｅ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ｇ．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ａｍ⁃
ｍｏｎ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１８，３４
（９）：１２６２－１２７０．］

［４１］ ＣＨＥＮ Ｗ，ＧＥＮＧ Ｙ，ＨＯＮＧ Ｊ Ｌ，ｅｔ ａｌ．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ｔ⁃
ａｓ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２０１８，１３８：２３８－２４５．

［４２］ 白红杰，范磊，王丽英，等．过滤式垂直立体通风系统对改善舍内

空气质量和提高生产指标的实践与研究［ Ｊ］．上海农业学报，
２０２１，３７（１）：６６－７０．［ＢＡＩ Ｈｏｎｇ⁃ｊｉｅ，ＦＡＮ Ｌｅｉ，ＷＡＮＧ Ｌｉ⁃ｙ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 Ｔｙｐ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ｅｒｅｏ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Ｊ］．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２１，３７（１）：６６－７０．］

［４３］ ＺＨＡＮＧ Ｃ Ｑ， ＸＵ Ｙ 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Ｆａｒｍ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１５００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８ 卷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Ｃ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５８：１２０９８５．

［４４］ ＩＰＣ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４５］ ＢＲＥＮＴＲＵＰ Ｆ，ＫÜＳＴＥＲＳ Ｊ，ＫＵＨＬＭＡＮＮ Ｈ，ｅｔ 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
ｍｙ，２００４，２０（３）：２４７－２６４．

［４６］ ＳＴＲＡＮＤＤＯＲＦ Ｈ Ｋ，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Ｌ Ｈ Ａ．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ｎ ＬＣＡ ［Ｒ］．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０．
［ｓ． ｌ．］：Ｄａｎｉｓ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２００５．

［４７］ 王明新，包永红，吴文良，等．华北平原冬小麦生命周期环境影响

评价［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５（５）：１１２７－１１３２．［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ＷＵ Ｗｅｎ⁃ｌ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 ２５ （ ５ ）：
１１２７－１１３２．］

［４８］ 王成己，李艳春，刘岑薇，等．福建省规模化养猪场温室气体减排

效益评估［ Ｊ］．福建农业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４）：４６５－ ４７０．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ｊｉ，ＬＩ Ｙａｎ⁃ｃｈｕｎ，ＬＩＵ Ｃｅｎ⁃ｗｅｉ，ｅｔ 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Ｌａｒｇｅ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Ｆｕｊ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３４（４）：４６５－４７０．］

［４９］ ＬＩＵ Ｈ Ｔ，ＬＩ Ｊ，ＬＩ Ｘ， ｅｔ ａｌ．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ｗｉ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 ｉｎ
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５，６０（６）：５９８－６０６．

［５０］ ＰＡＣＣＡＮＥＬＬＩ Ｎ，ＴＥＬＩ Ａ，ＳＣＡＧＬＩＯＮＥ Ｄ，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ａ
Ｍａｎｕｒｅ Ｄｉｇｅｓｔａｔ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３６（２４）：３１７６－３１８５．

［５１］ ＴＥＮ ＨＯＥＶＥ Ｍ，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 Ｎ Ｊ，ＰＥＴＥＲＳ Ｇ Ｍ，ｅｔ ａｌ．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ｉｇ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１３２：６０－７０．

［５２］ ＷＡＮＧ Ｙ，ＤＯＮＧ Ｈ Ｍ，ＺＨＵ Ｚ Ｐ，ｅｔ ａ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ｎｅ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５１（８）：
４５０３－４５１１．

［５３］ ＳＣＯＴＴＯ ＤＩ ＰＥＲＴＡ Ｅ，ＭＡＵＴＯＮＥ Ａ，ＯＬＩＶＡ Ｍ，ｅｔ 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ｓ ｏｎ ＮＨ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ｉｒｙ Ｃｏｗ ａｎｄ
Ｂｕｆｆａｌｏ Ｍａｎｕｒ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２０，１２（７）：２９８６．

［５４］ 潘笑．猪粪处理技术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Ｄ］．南京：南京大

学， ２０１８． ［ ＰＡＮ Ｘｉａ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Ｐｉｇ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５５］ ＲＥＹＥＳ Ｙ Ａ，ＢＡＲＲＥＲＡ Ｅ Ｌ，ＶＡＬＬＥ Ａ Ｓ，ｅｔ ａｌ．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ｂａｎ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ａｎｃｔｉ Ｓｐｉｒｉｔｕ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１９：９９－１０９．

作者简介： 方志聪（１９９６—），男，广东珠海人，主要研究方向

为环境工程技术开发与评价研究。 Ｅ⁃ｍａｉｌ： １３４１０７４５３９＠
ｑｑ．ｃｏｍ

（责任编辑： 李祥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 Ｗｅｉ⁃ｂｏ，ＹＡＮＧ Ｆａｎ，ＷＡＮＧ Ｎａｎ，ＺＨＡＯ Ｌｉ⁃ｊｕｎ，　 　 　……………………………

ＴＡＮ Ｋｕｎ，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ｆｅｉ，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ＬＩ Ｈａｉ⁃ｄｏｎｇ（１３６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ＺＨＥＮＧ Ｋｅ⁃ｊｕｎ，ＬＩ Ｃｈｅｎ，ＷＵ Ｙｉｎｇ⁃ｍｅｉ，　 　 　…………

ＧＡＯ Ｂｉｎ⁃ｐｉｎ，ＷＵ Ｙａｎ，ＬＩ Ｃｈａｎ（１３７７）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ｍａ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ＩＡＯ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ＲＵ Ｓｈｕ⁃ｈｕａ，ＨＯＵ Ｌｉ⁃ｍｉｎ，ＷＡＮＧ Ｃｅ，ＺＨＡＯ Ｏｕ⁃ｙａ，　 　 　……………………………………

ＳＵＮ Ｓｈｉ⁃ｙｏｕ，ＷＡＮＧ Ｌｉｎｇ，ＬＩＵ Ｌｅｉ，ＺＨＡＮＧ Ｇｕｏ⁃ｙｉｎ（１３８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ＡＮ Ｍｉｎｇ⁃ｔａｏ，ＱＩＡＯ Ｊｉａ⁃ｊｕｎ，ＱＵ Ｍｅｎｇ，ＨＡＮ Ｄｏｎｇ（１３９６）…………………………………………………………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ｉｎ Ｚｈｅｘｉ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ｏｆ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Ｉ Ｔｉａｎ⁃ｎｉ，ＺＨＯＵ Ｚｈｏｎｇ⁃ｆａ，ＮＩＵ Ｚｉ⁃ｈａｏ，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ｓｈｕｏ（１４０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ｇｓｈａｏ Ｐｌａｉｎ

ＪＩＮ Ａｉ⁃ｂｏ，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ｙａｎｇ，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ｒｏｎｇ（１４１５）……………………………………………………………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Ａ Ｙｕｅ，ＷＡＮＧ Ｌｕ⁃ｃａｎｇ，ＺＨＡＯ Ｒｕｉ⁃ｄ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Ｆｅｉ（１４２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 Ｓｉｎｋ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２０ ＬＩ Ｚｈａｏ⁃ｈｕｉ，ＳＨＡＮ Ｎａｎ，ＷＡＮＧ Ｑｉ，ＬＩ Ｗｅｎ⁃ｊｉｎｇ，ＷＡＮＧ Ｚｅｎｇ⁃ｌｏｎｇ，　 　 　……………………

ＢＡＯ Ｓａ⁃ｒｕ，ＤＯＵ Ｈｕａ⁃ｓｈａｎ，ＡＯ Ｗｅｎ，ＰＡＮＧ Ｂｏ，ＷＡＮＧ Ｗｅｎ⁃ｌｉｎ（１４３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ｒｓｅ Ｓｈｒｕｂ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Ｕｌａｎ Ｂｕｈ Ｄｅｓｅｒｔ ＰＡＮ Ｙｕ⁃ｍｅｎｇ，ＸＩＡＯ Ｈｕｉ⁃ｊｉｅ，ＸＩＮ Ｚｈｉ⁃ｍｉｎｇ，ＪＩＡ 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１４４７）………………………………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ｂｙ Ｕｎｇｕｌ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ＸＩＡＮＧ Ｊｉａｏ，ＺＨＯＵ 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ＧＵＯ Ｚｈｅｎ⁃ｓｈａｎ，ＭＡＯ Ｚｅ⁃ｅｎ，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ｄｏｎｇ（１４５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Ｌｏｗ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ｅｒｓ

ＣＨＡＮＧ Ｚｈｉ⁃ｌｉｎ，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ｘｕ，ＺＨＡＮＧ Ｆｅｎｇ，ＬＩ Ｈｏｎｇ⁃ｙａｎ，ＣＵＩ Ｊｉａｎ⁃ｇｕｏ（１４６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fi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ａ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Ｏ Ｊｉａ⁃ｙｉｎ，ＹＡＮＧ Ｄｉ，Ｙ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ｚｈｉ，ＺＨＡＮＧ Ｎｉｎｇ，ＬＩＵ Ｙｕ，　 　 　………………………

ＷＡＮＧ Ｍｅｎｇ⁃ｍｅｎｇ，ＷＵ Ｙｕｎ⁃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 Ｑｉｕ⁃ｈｕｉ，ＴＩＡＮ Ｗｅｉ（１４７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Ｃｉｎｎａｍ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ＸＵ Ｆｕ⁃ｊｉｎ，ＣＨＡＮＧ Ｈｕｉ⁃ｑｉｎｇ（１４８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ｏｒ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ＡＮＧ Ｚｈｉ⁃ｃｏｎｇ，ＨＵＨＥ Ｔａｏ⁃ｌｉ，ＹＵＡＮ Ｒｕ⁃ｌｉｎｇ，ＷＵ Ｄａｎ，　 　 　……………………………………………………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ｎ，ＹＵ Ｚｉ⁃ｘｉ，ＬＥＩ Ｔｉ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１４９１）




